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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去平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产。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阈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乃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割裂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缪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会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疑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九五”期间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飨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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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我从2003年开始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学派的问题。2004年完成了一篇论文，即《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形成》，次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面。也是在这一年，有一件事情促使我在这方面做比较认真和严肃的深入思考，直接的起因是当时承担的一个项目。那一年，阿米塔夫·阿查亚和巴里·布赞考虑设立了一个研究课题，题目就是“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家关系理论”。这两位学者首先考虑到亚洲，并开始组织亚洲的学者进行研究。阿查亚和布赞分别在北京和我谈过这个项目，我觉得很有意思。2005年项目启动，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先是在新加坡开会，启动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亚洲地区的主要国家都有一位学者参加，每人撰写一篇论文。经过两年的研究、讨论和论文撰写，2007年由《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出版专辑，发表了中国、印度、日本、新加坡学者撰写的四篇论文，也包含了阿查亚和布赞写的导论和结语。

这个项目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的目的是打破话语垄断，挖掘非西方的思想和智识资源，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体系。学术话语垄断是阻碍学术进步、窒息学术活力的，一旦形成话语霸权，思想便没有了活水源头。同时，这个项目本身也为跨域西方和非西方界线的学术对话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平台。正如两位项目主持人所说的那样，这个项目的读者既是西方的读者，也是非西方的读者：

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本项目的目的是加大批评西方中心观以及因之产生的对世界历史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表述的力度。西方声称的普世主义其实是根植于特殊的历史经验的，……这就对在威斯特伐利亚暗箱之外面向未来的思考构成了障碍。这一项目也希望能使西方读者了解与国际关系理论化相关的非西方的传统、叙事和历史。对于亚洲的读者来说，项目提出了“为什么鲜有明确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说明了什么样的资源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项目还开拓了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以便探索关于国际关系的思考为什么是现在这种状态。这本专辑的最终目的是激励非西方的声音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以及智识资源带入关于国际关系学的争鸣之中。
[1]

 。

两位学者的基本观点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来源是不同的历史文化，西方的、非西方的都可以产生国际关系理论。我是赞成这种观点的，加入这个项目后，我写的是《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篇论文首先界定了两种理论，一种是行动导向的理论，一种是知识导向的理论。中国不乏第一种理论，但鲜有第二种理论。《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的理论就是指第二种理论，亦即知识导向的学理性理论。在分析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理论的时候，我以为中国传统上缺乏国际意识，西方理论话语的垄断，以及缺乏一个明确的理论硬核构成了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主要原因。同时。我也提出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形成的三个来源。这三个来源包含了三对理念和实践。一是中国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实践，这是历史的思想和实践；二是中国现代化思想和革命实践，这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和实践；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理念（包括学习西方的理论思想）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实践，这是中国最近30年的思想和实践。每一对思想和实践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我不是要评判这三对理念和实践的是非功过，而是认为这是中国近现代的重要思想理念和实践活动，必然会对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社会理论产生重要的影响。
[2]

 。

在写这篇论文和一系列项目研讨的过程中，我产生了挖掘中国资源，借鉴西方理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想法。《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主要是分析“为什么”，而不是探讨“是什么”，因此，在写为什么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是什么”？当时的想法是先从理论的核心问题入手，就写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形成》一文，中心论点是要想形成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需要有一个鲜明的核心问题。进而，这个核心问题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问题。回顾中国近代史，我将这个问题称为中国的“百年困惑”，无论是因为自身原因，还是因为外在条件，这个问题始终困扰国人，也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理论化努力，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坚实的理论硬核并产生相应的成核现象，最终成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理论流派的理论体系。
[3]

 这就是我当时想象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应该具有的核心问题。并且我也相信，中国有着丰厚的智识资源，从事着广阔的实践活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形成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
[4]



2007-2008年，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应邀写一篇总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文章，这使我有机会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30年发表在国际关系期刊上的、与理论相关的论文浏览一遍，当时查到的论文有1124篇。在浏览这些论文的时候，我反复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问题，并且，从这些论文中既得到启迪，也发现问题。其中有一点印象最深，就是我们很少在理论化和概念化上面做出实质性的创新努力。我们的研究多止于经验层面，或是多借鉴现有理论，这当然主要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我们在理论方面的创新性贡献寥寥无几。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形而上层面的思考、概念化的意识、理论化的建构是最欠缺的东西。当时，有西方学者称我们的研究论文只不过是深刻一点的新闻报道。这话虽然很不好听，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想如果要形成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可能更要在形而上的思考上下工夫。

二

人是有共性的。无论是在哪种文化中生长起来的人，都有着相似的地方，比如人的第一需求是生存需求，人都需要尊重。社会也是有共性的，无论是哪个社会，也都有着相似的地方，比如任何社会都会有规则、规范、制度，任何社会也都会有人情、亲情、感情等等。正因为如此，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总有一定的适用范畴。同时，人也是有差异的，比前如美国人爱自由、法国人爱浪漫、德国人严谨、日本人细致等等说法，反映了不同国度的人的不同特点。社会也是有差异的，比如西方社会结构如稻田中一捆一捆的稻秸，各自独立；中国社会如石子入水产生的涟漪，一环接一环。正因为如此，任何社会理论都有局限性，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普世理论。

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如同任何体系一样，开放则生、则繁荣；封闭则衰，则死灭。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也如同任何知识体系一样，百家争鸣则盛、则进步；万马齐喑则枯、则颓败。从二战以后到冷战结束，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占据了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基本上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局面。两次大战期间和二战结束初期，国际关系学界的论争还是跨大西洋的论战。两次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理想主义和欧洲（主要是英国）的现实主义之间展开了辩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的论战，美国威尔逊理想主义和以卡尔为代表的欧洲现实主义思想对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也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界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力的两大流派。第二次论战则是就方法论展开的。以科学主义为代表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与美国本土的传统派以及欧洲的传统派之间展开了大的论战，英国学派的重要学者布尔强调传统的、历史的、思辨的方式，美国的学者则强调经验的、实证的、近似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说，这两次辩论都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

其后的发展就基本上成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自身的论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等等，虽然学术论证仍然在进行，并且不亚于前两次辩论的形式，但是，从文化视角来看，这更是一种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内部论争。围绕美国霸权这一重要问题，形成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围绕权力和制度的竞争，并且产生了影响力巨大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进而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这一理论的诞生确实是影响重大。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成为世界的重大问题，所有国家都面临全球化的机遇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的严峻挑战。制度主义的影响立即显现出来，几乎所有的全球治理的主流研究议程都开始遵循制度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案，在国际制度上面展开研究。韦沃尔（Ole Waever）曾经将美国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称为“新新合成”，指出在理念上，两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
[5]

 后来展开的建构主义研究议程，也基本上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内部的论战。虽然建构主义研究在欧洲早就产生，虽然建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和理论在其他领域早就显现，但是，在美国，经过亚历山大·温特的科学化处理，才真正被接受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关系理论的确是“美国的社会科学”。正如美国学者霍夫曼所说，国际关系学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虽然开拓者是英国的卡尔，“但是，卡尔的开拓性努力并没有在英国开花结果。国际关系是在美国成为一个学科的”
[6]

 。这个论断是很有道理的，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的宏理论也几乎都是在美国成型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简单地回顾这一段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不是要否定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实际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世界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美国的理论研究二十年左右产生一个重大学派，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不经过美国学界的认可，很难进入国际关系的主流。美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者，创新意识和创新的知识产品都是不可否认的。虽然现在国际关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仍然是一门十分落后的学科，但是没有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世界的国际关系学可能仍然会附属于其他学科，连独立的地位都没有。如果我们将世界国际关系学形容为一个知识的大厦，美国学者对这座大厦的贡献是巨大的，美国的《国际组织》、《世界政治》等重要学术期刊也起到了引领学术议程、推动学科发展的作用。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来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不仅译介几乎全部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而且在理论研究议程上也反映出受到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议程的影响。
[7]

 这有着积极的一面：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认识到如何做学理性研究，也使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科具有更加独立的地位和更加明确的内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一砖一瓦都要是美国制造的。如果是那样，则大厦就会出现风采大减、风格单一、风貌单调的状态。如果我们承认实在的社会建构
[8]

 ，承认社会实践活动是理论的源泉，承认文化对于思维和行为的影响，那么，不同文化的差异就会导致不同的实在建构和社会建构。换言之，人、社会、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社会理论的不同与创新，而人、社会、文化的共性可以使得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比如，理性选择理论抓住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利己特征，并以此为核心概念发展成为诸多理论的内核。正是由于不同文化和社会中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样的权衡式理性，所以，理性选择也就有了一定的普适性。不过，在重关系和重人情的社会中，理性可能会呈现另外的状态。比如，通过自己熟悉的人脉关系去实现某种利益，这就与个体社会中的个体理性不尽相同，可以称为“关系理性”。虽然都是理性，但理性的内容可能就不尽相同了。

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也是一样。我们以“均势”（balance of power）为例。“均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更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对于许多现实主义学者而言，均势意味着和平与稳定。所以，要看一个国际体系有没有和平和稳定的秩序，首先要看这个体系中有没有势力均衡的结构。古典均势理论强调体系中五个国家保持基本相当的实力。一方面，这五个国家之中，谁都不能成为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四国的超级大国。一旦出现一国坐大的迹象，其他国家就会联合起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战争手段，削弱这个国家的实力，使其成为与其他诸多实力相当的国家。另一方面，这五个国家也不能彻底消灭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一国坐大，其他国家将其实力削弱，但不能将其彻底消灭，在这个国家恢复到与大家实力相当的时候，就要将其重新带回到体系中来，保持五国势力均衡的状态，也就是保持体系自身的均衡状态。显然，这是基于欧洲经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以个体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欧洲国际体系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均势维护了欧洲国际体系的稳定，体系的稳定又维护了每个主权国家的基本安全。梅特涅、俾斯麦等等政治家和战略家，都是玩弄势力均衡政治和外交的高手。到了美苏两极的冷战时期，均势理论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实践活动，又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均势的基本概念仍然是核心，但是，人们从多极均势发展出来两极均势的理论，并且加入核武器这一致命要素。反映到战略层面，就是“相互确保摧毁”：美苏两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势均力敌，都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这样就保证了两个国家都不敢动用核武器，反倒维护了国际体系的稳定。

学者之所以能够将均势理论发展起来并使其成为现实主义理论极其重要的概念，正是因为有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历史，有了这些欧洲经验，有了欧洲主权国家和代表国家的政治家的实践活动。后来，又有了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要对手的冷战史，更是使得均势理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由于均势理论在权力分布与力量制衡问题上确实有着相当高的适用范围，因此也就被许多人视为普适性理论。均势理论被用来分析美苏核战略，分析东亚战略格局，分析南亚次大陆局势，等等不一。当人们以某种一统世界观来审视世界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智识上的错觉，认为只有自身所处的经验场域才是真实的经验场域，其他经验场域或者只是时间上的先后、或者只是理念上的进步与落后形式，最终都会统一到自身的经验场域中来。于是，美国比较政治学主流理论的发展学派就认为西方的今天就是非洲的明天，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也认为，“今天的东亚就是昨日的欧洲”
[9]

 。不关心其他文化的经历，不重视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否认其他文化不仅仅是时间差异也是生活方式和实践活动的差异，这样就会走向学术话语霸权，也就会使得知识大厦走向封闭和单一。这种唯一的认定只能形成学术专制，只能阻碍学术发展，也会是思想衰退和死亡的起始。

一些有非西方历史经验背景的学者以不同历史经验和互动实践对均势理论提出挑战。比如韩裔学者康灿雄（David Kang）在他200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崛起：东亚的和平、权力与秩序》一书中使用了亚洲的经验，尤其是亚洲朝贡体系的历史，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均势理论的解释。康灿雄开篇即叙述了他的这项研究是怎样开始的。他说这一研究是受到阿龙·弗莱贝格（Aaron Freidberg）1993年的一篇文章的刺激，在那篇文章里，弗莱贝格提出，欧洲的过去可能就是亚洲的未来。康灿雄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用欧洲的过去来探讨亚洲的未来，而不用亚洲的过去来探讨亚洲的未来呢？”进而，他又写道：“我越是研究亚洲国际关系的历史，越是将亚洲的过去与亚洲的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我就越感到饶有兴趣”
[10]

 。

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理论认为，在一个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的崛起会导致体系的不稳定，为了维护体系稳定，其他国家会采取结盟和制衡的战略，压制这个国家的崛起。但在《中国崛起：东亚的和平、权力与秩序》这本书中，康灿雄发现在东亚历史上，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表述的、欧洲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那种结盟和制衡现象并没有发生，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联合起来抗衡中国，形成均势，而是出现与中国合作的现象。他认为，这不完全是利益使然，也不是势力均衡理论可以解释的现象，而是在不断的历史进程中、在不断的互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偏好。康灿雄的具体研究内容很多，尤其是对1300-1900年间东亚和欧洲秩序的比较研究，使他发现亚洲的战争明显少于欧洲，这些内容和发现的确很有启发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设计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来自于某种特定地域文化中的生活实践。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身份定位和偏好的形成。在历史上，亚洲各国的身份定位和偏好形成比起欧洲各国来更有利于和平与稳定，而身份定位和偏好正是在长期的互动实践中形成的。这就是以亚洲历史解释亚洲现实的研究构思和逻辑脉络。也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和设计，使得康灿雄通过使用亚洲的历史和实践活动，提出了一个与均势理论不同的模式。他针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我发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变量，比如均势和经济相互依赖，在［东亚］国家的权衡之中所占的地位相对较轻，这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更加关注的是中国在这一地区想要什么、怎样给自己定位，而不是抽象的势力均衡的概念。”
[11]



无独有偶，一位华裔学者许田波也有着相似的设计思路。她也是从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开始的。她发现，这一理论对欧洲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中国却是不适用的。在她2005年出版的著作《战争和国家形成：古代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一书中，也是开篇伊始，她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治学者和研究欧洲的学者把欧洲政治中的制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中国学者与汉学家却把强制性大一统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呢？”
[12]

 换言之，制衡这个均势理论的核心概念适用于欧洲却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先秦时代与欧洲的前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诸国相争的纷繁局面。正如许田波所说：“中国古代体系的确出现了国家之间竞争的进程，这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是非常熟悉的事情。古代中国体系与欧洲早期的近代体系相似，经历了连年的战争、封建体制的解体、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形成、领土主权的产生、势力均衡的格局等。但是，这样的情景最终走向了大一统。很少有国际关系学者愿意正视这样一个令他们不安的事实。”
[13]

 相似的体系条件却产生了不相似的结果：欧洲最后产生了以个体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中国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出现大一统的国家；欧洲产生了各方制衡的格局，而中国则产生了单方一统的格局。显然，许田波告诉大家的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现实，而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当时的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和战略选择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解释。许田波在书中引用了另外一位华裔学者的话：

是到了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了：可以在其他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建构历史学理论。……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一样悠久厚重，但是，却没有得到同样的研究。……中国的历史记载可以对历史学理论做出重要的贡献：这些历史记载，通过坚实的数据，可以证实历史学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历史学理论，产生更广泛、更具效力的理论通则。
[14]



许田波和康灿雄的研究理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为他们对于东方文化和历史的感性认知，因为他们从这些感性认知上发现东方的历史和发展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和预测不相吻合，所以，他们开始从东亚的视角、从中国的视角来思考这些问题，尤其是思考均势这一国际关系重要理论的效度和信度问题。可能他们更多地从经验和历史的层面去审视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他们的研究都有一个含蓄的预设：理论是从局部的经验和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是在历史和文化中建构的。首先，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其次，不同文化中的行为体会有不同的实践形态和生活方式；第三，一种实践场域中产生的理论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另外一种实践场域中的行为。对于许田波来说，制衡的经验是欧洲特有的，在中国就不是如此，因为中国的战略家采用了不同的战略；对于康灿雄来说，制衡的经验也是欧洲特有的，在东亚就不是如此，因为东亚的国家在东亚体系而不是欧洲体系中塑造了自己的身份和偏好。从这两项研究来看，任何社会理论都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都会有文化局限性。人们将一些理论说成是普适性理论，只不过这些理论被这样认识、这样建构，并且被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加质疑。而这两本书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争论，正是他们根据不同场域中的经验和实践，对西方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合理的挑战。从学术发展的视角，这无疑是推动进步和发展的事情。

三

2007年有一段比较安静的时间，集中思考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从中国传统思想和实践中能够提炼出什么样的核心理念？回顾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经历，可以发现无论是什么理论，主流经济学、主流政治学等等，总是与一个核心理念相关，那就是“理性”。我们说经济学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说的经济学对“理性”的崇拜以及这种以理性为核心的学科理论对其他学科的重大影响。再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在美国，也是以理性为主导的，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如此。即便主流社会建构主义也是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即便是对理性的批判，也是在理性的启发之下进行的。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论（bounded rationality）就是在对理性的批判和继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对理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但无论如何仍然不能压倒理性对理论的统治。这样一来，理性不仅成为科学的灵魂，也成为社会的灵魂。理性本位成为大多数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的起始点。

理性固然重要，但是，除了理性就没有其他重要的理念和实践了吗？冯友兰先生在谈到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然科学的时候，实际上是以中国哲学传统批评了理性。他说中国人讲的是心的学问，是内修，所以，不需要西方那种了解和征服自然界的学问。如果说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理性和突出理性的地位，那么，中国人重视和突出的理念是什么呢？我想到了“关系”，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如果与“理性”相对应，则可以称之为“关系性”。

这是当时一段时间思考的最大收获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整个研究议程的基本轮廓也就渐渐地清晰起来。简言之，这一研究议程有着两条相互关联的脉络：在理论上强调过程本体与关系本位；在方法上面，提炼元关系，强调二元互补的中庸辩证法。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着一个重要的缺失，那就是忽视过程，忽视动态研究，追求体系层面的静态的、宏观的理论。因此，我提出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这个理论模式从“关系性”开始，首先考虑到社会过程的问题；再思考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我提出了“元关系”的基本理念，引入了中庸辩证法的基本方法，这就是重视动态、重视关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样初步完成了这个理论模式的理论和方法部分，亦即以关系为本位、以过程为本体、以元关系为认识核心、以中庸和谐为方法基础的比较完整的理论建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理论的文化建构”。

首先是对关系和过程的理论建构。因为关系和过程实际上是一体的，这就确定了本书的一个基本论点：关系本位、过程本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学派，即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三种宏观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失，这就是忽视对国际体系过程和国际社会中复杂关系的研究，因而也就忽视了对国际关系的动态研究。三大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努力寻求体系层面要素的确定性，最终都成为含有明确单向因果机制的理论，因之也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静态理论。过程建构主义将“过程和关系”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强调对世界政治的动态研究。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提出“关系性”概念。西方的个体本位社会强调个体“理性”，无疑是抓住了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这自然是与西方社会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根本理念则是“关系性”。对关系性的重视不是推翻“理性”的重要地位，而是强调理性是有条件的，是不完全的，是不确定的。理性很可能是关系条件下的理性，而非完全意义上的“经济人”理性。

进而，中国人的农耕文化意味着中国人对环境和环境的不确定性高度关注，这与西方人在启蒙运动中产生的理性和寻求确定性的思路是不尽相同的。我们的祖先也试图追求一定程度的确定性，但发现这种确定性本身也是变化的，因为环境是变化的。这个环境是由各种不同的关系构成的，这些关系是流动的、变换的、不确定的。流动的关系就是过程。以此，过程也是变动不居的。以关系本位说明关系之于社会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过程本体说明过程不是依附性的，而是具有主体地位的，是可以产生动力的。所以，这样确定一种理论的核心成分，这种理论的指向就是动态的过程，解释的就是不确定的关系，理论自身也必然是动态性的理论。西方三大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基本上属于静态的理论，静态理论对于解释和理解大动荡时代的世界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的。正是因为这一思考，我在2009年发表了《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这篇论文重点讨论关系与过程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作用。
[15]



其次是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主要的研究路径是先凝练“元关系”，然后发现元关系这一“关系的关系”有着什么根本内涵。如果说以“理性”为核心的社会理论可以延伸到“个体”、“利己”、“冲突”、“规则”等内容，以“关系性”为核心的社会理论则更趋于包含“社会”、“道德”、“和谐”、“关系”等内涵。这些基本的概念构成了我的研究的主要脉络和脉络上的节点。从关系视角出发，看到的是林林总总的各种复杂关系，是一个流动的社会，是社会中不间断的实践活动。但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基本方法，一种什么样的视镜去观察、分析、思考这些动态的关系和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这就涉及我的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方法论。这不是一种具体的、供操作使用的方法论，而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认识关系的基本方式。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哲学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资源。这就是我提出的“元关系”概念。

由于我的研究的核心是关系，所以，面对的自然是社会世界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复杂纷繁、变动不居。什么是这些关系的最抽象的体现呢？根据这一问题，我提出了“元关系”的概念。所谓的“元关系”就是阴阳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是关系的关系，所以用“元关系”来表述。丁肇中先生在外交学院的一次讲演给我很大的启发。丁肇中先生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是，他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从太极图中的阴阳两个要素中悟出了物质和反物质的问题。虽然太极图和阴阳要素是中国人熟知的东西，但是，丁肇中先生给我的启发是，任何关系都可以抽象到阴阳关系上面。对于我的研究来说，这就是试图找到一种关系的“关系”，看看它有什么样的内涵。所以我想到了阴阳，于是设定这一对关系为“元关系”，并假定，如何认识这一关系的关系是如何认识社会世界中纷繁复杂关系的根本所在。

如果设定“元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抽象，那么，元关系中的两极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如果能够充分地诠释这一问题，对世界上各种关系也就有了一个根本的认识。这不是一个实证问题，而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是人们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世界中万物、尤其是看待人这一世界精灵的基本方法。正是在关于这一元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中国传统思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世界、对宇宙的根本看法。这方面论述甚多，成中英先生关于和谐化辩证法的思想和论述使我受到深刻的启迪。他在比较研究中西哲学思想的时候，提出了中国辩证法的根本是和谐，中国的辩证法是和谐化辩证法，是将以阴阳为代表的两极视为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两种要素，而不是像西方的辩证法那样将对偶两极视为相互竞争、相互拼斗的两种要素。实际上，这就从根本上指明了对于关系的基本看法。和谐并不是说没有竞争，但认为竞争甚至争斗是为了进一步的生长和发展，最终生成新的和谐的合体生命。进而，中国的辩证法认为从根本上说，两极之间的关系是互为生命的。这就与两极之间的关系是对立冲突的观点有着实质性的差异。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写了这一研究的方法论部分，也就是书中《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一章。这一章主要是讨论过程建构主义方法论的，主要智识资源是《易经》所体现的中国的辩证法。过程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关系性，强调事物的关联，而关系性的抽象表现是阴阳两极对偶这一元关系。中国辩证法认为元关系的根本关系是和谐，元关系的互动过程是和谐化过程，和谐的实现是中庸，这就从认识论上解释了对偶两极的冲突与合作。在撰写这一部分的过程中，恰恰布赞教授在国际政治研究期刑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崛起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和平崛起是否可能？》
[16]

 。看了布赞的论文之后，我也受到启发。我曾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可能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如果将过程建构主义运用于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有意义的切入点。于是，我将“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的理论探讨用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以便从根本层面解读中国的和平崛起。布赞教授的观点代表了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是难以实现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潜移默化地受到冲突辩证法的影响，将对立事物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无论是两种文化，还是两种规范，都是竞争的、斗争的、甚至是相互摧毁的。而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所蕴含的认识论则认为各种文化都会相互影响，但又都会保留自己的文化特征，真正融合意义上的国际社会是各种文化的自在、共在、融合和共同进化，而不是一种文化消灭另外一种文化。过程建构主义视角将社会视为过程，由复杂的互系性关系和互动性实践构成。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事物中的两个对偶要素都是相互关联而不是各自分立的，更多的是可互容而不是相互冲突的。这包括社会学经常讨论的身份、规范、制度等要素。成功地管理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假定对偶两极的非冲突特征，需要判断动态过程的发展取向，需要通过主体间实践引发变化并实现变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会有矛盾、有冲突，但从根本上讲，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是构成中国暴力崛起的必然条件，只有通过和平与积极的沟通和对话，才能促使对偶两极形成新的、真正的合题。并且，也只有采用中庸辩证法的方式认识元关系，才能真正地打造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共生、互为生命的世界。

进而，如果将关系本位确定为研究社会的基本路径，那么，治理这个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就必然涉及对关系的治理。这是过程建构主义在全球治理方面的理论思考，也是我提出的一个治理模式。在理论的应用方面，首先想到全球治理或是治理本身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亦即其他许多领域的重大问题，二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治理研究几乎完全忽视了关系治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就开始对国际机制进行研究，并推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成为一个比较完整和成熟的研究议程。正是在这个研究议程的发展之中，产生了影响重大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应该说，对于机制、规则和制度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实践层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当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治理成为重大实践问题的时候，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导话语就是规则治理，几乎一切研究都沿袭了制度主义的传统，围绕规则展开。然而，国际规则是国际治理的重要因素，却不是唯一因素。如果我们假定国家或是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也是社会人的话，治理所包含的内容仅凭规则是不能完全涵盖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问题是，它们虽然正确地提出了规则治理的模式，但却忽略了其他治理方式的存在和作用。于是，我根据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假定，将关系性置于重要地位，借鉴经济管理学界对关系治理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关系治理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强调具有社会意义的关系性，并根据关系本位的要求，将治理的对象置于行为体关系层面，亦即将复杂的关系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将基于道德的社会信任作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并且，在提出并阐述了关系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结合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的综合性概念模式。根据中庸辩证法的基本思路，这一模式强调，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不是互斥的两种模式，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是并存的治理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治理手段，也是达成有效良治所必需的重要方式。这一阶段的研究结果包含在《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一章之中。

四

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是为了什么？简单地说，是为了丰富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宝库，是为了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我使用中国学派的术语，是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标示鲜明的符号，因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明显处于落后的状态，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都是如此。落后的学科要想立足、要想突破、要想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就需要有一个标识性的符号。这不是文化民族主义，更不是要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内容取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中国学派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关系学知识领域，不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话语霸权。

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已经有了相当程度上的理论自觉。在建构和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有几种趋势值得注意。我借鉴“格义”的概念，将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努力概括为三种格义，即“正向格义”、“反向格义”和“交互格义”。格义是用业已成熟的概念体系来解释经验现象。格义取向可以分为正向格义、反向格义、交互格义。
[17]

 以中国语境为例，正向格义指以中国文化经典中的概念体系来解释世界和中国的经验现象；反向格义在解释框架上恰恰相反，是以外来的概念体系解释经验现象，包括以外来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本土的现象。交互格义是相互借用概念框架，如使用中国传统概念（比如儒家关系主义）和西方概念体系（比如建构主义）共同分析经验现象。
[18]



“正向格义”的研究是以中国哲学界学者为主的原创性学术活动，其主要思考集中在如何挖掘中国传统资源，尤其是儒家哲学思想，来解决目前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从理论上讲，主要是希望借鉴中国传统理念和制度。赵汀阳教授在《天下体系》一书中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今的国际体系及其制度是威斯特伐利亚的产物，是管辖主权国家之间发生的问题。而全球化带来了诸多跨越国家疆界的问题，亦即跨国界或是全球性问题。现有的制度从设计上面就无法解决这类问题。这样的世界只能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世界制度的世界，是一个“非世界”。而中国周朝的体系恰恰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制度体系，儒家提出的天下制度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可以类比的解决方案，因为世界秩序必须基于一种真正的世界制度，儒家的世界观中包含了这样的制度体系。
[19]



另外一种思路则是以我国先秦时代比拟西方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并且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为这种比较的背景和平台。由于这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用中国的事情来验证西方的理论，我将其称为“反向格义“研究，即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权衡中国的内容，反之，也用中国的思想或是实践证实或是证伪西方的理论。应该说，许田波等在美国的华裔学者或是亚裔学者采用的是用中国历史实践的方式，来验证西方理论的缺失和偏差，并且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理论的观点。中国大陆学者的努力则更多地是从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思考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比如实力、利益、均势、结盟、权力转移等等。
[20]



我的想法与上面两种思路有些不同。如果以一个符号表示，可能用“交互格义”比较合适。当今的时代，已经不是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全世界的理念都在发生变化。争论中学西学何以为体、何以为用，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我真正希望的境界是一种世界为体、全球为用的情景。
[21]

 这就需要将中西结合起来。我在本书所做的尝试是将中国的理念和西方的理论化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和中国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挖掘核心理念，对其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试图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充实以中国理念为核心的理论资源。我的基本思路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有异有同，在行为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面：思维不同，则行为有异。思维的不同，根源在于文化的不同，包括实践、语言、生活方式等重要方面，通常反映在世界观上面。正如上文中谈到的，我认为“关系”这个理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农耕传统的社会来说，对于一个群体在生活方式和互动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与西方社会的“理性”有着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于制度、秩序、治理等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来说，都需要关注“关系”问题，所以，我将其称为“关系性”，以确定理论的硬核部分。从这个硬核发展起来的是一个过程建构主义模式，强调动态实践而不是静态事实、强调生成过程而不是存在实体，强调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总的来看，这是一个中国核心理念与西方概念化方式的结合，追求的是一种东方审美和西方论理的结合。

无论是正向格义、反向格义还是交互格义，都是在试图挖掘中国的某种因素，丰富国际关系的理论宝库，也都在试图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添砖加瓦。反观世界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界，包括美国和欧洲这些国际关系研究比较发达的国家，也都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创新尝试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无论是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如许田波，还是中国大陆几种重要的格义努力，都受到了关注和引证。这些努力总是从某一个方面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不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某一个方面提出挑战，但在同时也都对拓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努力是值得的，当然，这些努力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持之以恒、艰苦卓绝、踏踏实实的努力仍然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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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与社会理论

社会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这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争论的问题。自然科学理论被认为是普适性理论，效仿自然科学理论建构方式的社会科学家因之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也应该具有普适性。社会理论一旦成为成熟的理论之后，势必会有相当的普适意义。不过，我在本章中重点讨论的不是业已成熟的社会理论，而是讨论理论的初始建构。讨论理论初始建构的目的又在于论证社会理论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性。我以为，社会理论可能会以普适性为目的，但是，它的建构不是也不可能从一般性普适意义的层面上开始。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从具体场景开始，是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经历理论形成的初始阶段的。因此，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社会理论，其初始理论意识必然与文化密切相关。在本书的第一章里面，我希望能够讨论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理论、社会理论、社会理论的建构等。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对这些基本概念的讨论提出并说明一个核心的观点，这就是：社会理论的初始形成是与特定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简言之，社会理论具有文化的胎记。

第一节　理论与社会理论

理论是系统化的思想。无论是在自然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理论建构就意味着将某种思想或是某种知识系统化。对理论有不少基本的定义，比如，《牛津英语词典》对“理论”一词有着七个主要的定义，其中两个定义与本章讨论的理论有着比较密切的关联。一个将理论定义为：“一种可以用来解释一组事实或是现象的思想和陈述的图式或是系统；一种通过观察或是实验得以确证或是确立的假设，被宣布或是接受为可以对已知事实的解释；被认定是对已知和观察事物做出解释的一般性公理、原理或原因。”对这一定义，《牛津英语词典》举的例子是哥白尼的理论。另一个将理论定义为“对某种事物原理的系统的概念化或是陈述；抽象知识或是抽象知识的生成形式；往往用来衍生未经证实的假设”
[1]

 。美国的《韦氏词典》将理论定义为：“一组自洽的假设、概念和实用的质询”，“抽象的知识”。
[2]

 《辞海》则将理论定义为“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
[3]

 。《现代汉语词典》提供的定义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
[4]

 从这些中外权威字典的定义可以看出，知识界对于理论还是有一定的共识的。如果将这种共识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述，就是“系统化的思想”。

虽然对理论的这一基本定义学界并没有很大争议，但具体到理论的方方面面，学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一种争论就是自然世界是否等同于社会世界、自然理论是否等同于社会理论。对于这个问题，国际关系学科里面跟其他诸多学科一样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一元论，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属科学，所以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以发现规律为目的：自然世界存在规律，需要人们去发现；社会世界也存在规律，需要人们去发现。而其中最重要的规律就是因果律。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没有区别。二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论基本上反映了这种观点。第二种是二元论，认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其根本不同就在于自然界的组成主要是物质，而社会世界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既然是人做研究，就不可能价值无涉（value-free）；既然研究的是人，就不能将人当作金属或机械或绝对的自然现象。所以，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需要发现社会世界的规律，也需要理解社会世界的意义。后一种目的是自然科学所没有的，因而也就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独特的品质。

关于社会科学的这种特有目的，韦伯曾有过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社会科学可以独立成为体系，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目的不同。人具有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特殊能力，这是自然界的物质所没有的。在对社会世界的研究之中，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人的行动的社会意义。由于意义是观念范畴的内容，社会世界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观念，社会世界最富意义的活动是人的实践，而这些也是自然界所没有的。自然科学以客观的物质存在为本体，以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为目的，以“解释”（explanation）为基本的认知方法。社会科学却没有这样清晰。社会科学包含了无法回避的主观存在，以发现规律和理解意义为目的，其方法就不仅仅是“解释”，而且还必然需要“理解”（understanding）。
[5]

 而且，在很多时候，理解是社会科学的主要方式，诠释（interpretation）是重要的理解形式，因为社会事实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6]

 比如，几个人同时看马蒂斯的或是齐白石的同一幅画，他们的感受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他们的主观意识不同，在看画这一过程中人的思想与画之间产生的互动也不同，所以对同一幅画的理解和诠释也就不同。无论理解还是诠释，都加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非单纯地发现和解释客观现象和现象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

持一元论观点的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没有国界的，凡是可以称之为理论的东西都是普适的，因为规律的存在是不会因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科学理论的两大标准就是普遍性和可重复性，科学理论因之必然具有通则性质。
[7]

 理论可以有学派之分，但不能有带有国别标签的学派之分。社会科学亦然。因此，任何试图创立国别学派的努力都被视为徒劳无益，本土性命题甚至被称为假命题，本土性理论建构或是被视为不符合理论的基本标准，或是被指责为文化民族主义。持二元论观点的人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可能无国别之分，但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有国别之分。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解”是重要的认识方式，而“理解”恰恰是受到地缘文化限定的，因为理解的意义是社会性的，是文化性的，是属人的。西方人结婚新娘穿白色婚纱，中国人穿红色礼服，是人们对颜色意义的理解不同，这种理解的不同是文化差异导致的。地缘、文化、历史、思维方式和集体记忆等因素的差异，导致人的理解差异，导致人对意义的诠释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互动方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表象体系，形成不同的社会意义，因此就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特征和知识体系，也就是理论。
[8]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9]

 对于理论，也是如此。无论是直接碰到的还是继承下来的，都与一个国家的地缘文化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为以国别表示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基本的依据。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别标签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

虽然两种定义都没有完全违反“系统化的思想”这一对理论的基本定义，但是这两种定义确实存在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研究方式。阿米塔夫·阿查亚和巴里·布赞在讨论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发展时对此做了说明。
[10]

 他们将一元论的理论定义称为刚性实证主义（the hard positive definition），在美国占主导地位；将二元论的理论定义称为柔性反思主义（the soft reflectivist definition），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第一种强调“科学”，要求理论必须提供简约严谨的解释（explain），理论建构必须包含“可验证的因果假设”，必须包含清晰的因果关系，必须经历严格的经验验证，甚至理论的基本目的就是发现事物的因果机制。第二种则是能够将思想和观点系统地组织起来，提出有意义的问题，确立“一套相关概念和类别的自洽和严谨的体系”。
[11]

 就此而言，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确实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虽然两者都没有脱离理论的基本定义，即：理论是系统化的思想，但是，英美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却对什么才能称得上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解，至少是对理论的“刚性”程度要求不同。换言之，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试图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成为更加接近自然科学理论的东西，有严格的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经验验证和研究结论等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可以称之为“刚性派”；英国或是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则更注重思辨和反思，更注重人文和历史，更注重概念和理念的体系化。而对于严格的研究假设和经验验证却不像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那样重视，因此也往往不符合自然科学研究的规范，所以可以称为“柔性派”。
[12]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有意思的现象。第一，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可以成为“系统化的思想”，所以，都符合理论的基本定义。第二，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确有着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不同，即便是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文化渊源和现实关系极端密切的国家也是如此。如果说美英两国的自然科学理论并没有如此明显的分野的话，其社会科学理论的差异确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被人们称之为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英美两国、亦即统称的盎格鲁-撒克逊系统都有着如此明显的差异，美国和欧洲大陆、欧洲和东亚等就更会存在不同的地方。据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种合理的推断，即理论与产生理论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联系。

美国国际关系学基础教科书上的定义多是接近刚性派的。比如，拉希特（Bruce Russett）、斯塔尔（Harvey Starr）和金塞拉（David Kinsella）对理论的定义是：“理论是智识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梳理组织复杂世界的方式，帮助我们观察现象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进一步指出，好的理论是可以被数据证实或是证否的。
[13]

 多尔蒂（Dougherty）和普法尔茨格拉夫（Pfaltzgraff）则更明确地指出：“理论——任何领域的任何理论——是一种对某些有选择现象的通则性解释……”
[14]

 肯尼思·华尔兹当然是“刚性派”的典型代表。自从华尔兹的著作《国际政治理论》出版以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的传统与科学之争似乎是有了阶段性的结果。二战后初期，美国的科学和传统两派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是争论颇多，许多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似乎更倾向于“柔性派”，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的论述就包含了大量的柔性的内容，比如外交艺术和战略构思等等。
[15]

 而行为主义革命之后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则更接受“刚性派”。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的问世及其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方面的重大影响表明刚性派、科学派在论战中占了上风。对于华尔兹来说，理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自成体系；第二，要明示因果关系；第三，要严谨简约。
[16]

 华尔兹曾经这样评论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对宇宙现象的解释。牛顿理论将以往分散的通则和规律集中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并产生或是演绎出新的假设，这些假设又可以引向新的可供实验的规律。牛顿理论的力量在于它所涵盖的这类通则和规律是大量的，在于它所衍生的这种假设的数量很多、范畴很广。”
[17]

 从华尔兹对牛顿理论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理论的理解是“系统化的思想”和能够解释大量现象的强劲“解释能力”，他对理论要素的要求是产生假设和假设的可验证性。其实，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似乎就是牛顿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翻版，至少可以看出华尔兹对牛顿理论及其理论化方法的效仿。华尔兹建构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领域最为简约的体系：一个以“客观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原理的体系，一个以权力分布为基本形态的结构，诸多相似的理性行为单位——国家。
[18]

 这些国家根据无政府性原理，理性地权衡结构因素，理性地计算实力，理性地采取行动。这样。华尔兹不但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体系，而且建构了一个以体系因素为主导因素的国际政治理论。

英国学派则可以称之为柔性反思主义的代表。英国学派学者的著述主要是思辨性叙述和逻辑性推理。
[19]

 他们并不追求像物理学那样高度简约的理论构架，也很少提出包含自变量、因变量以及两种变量之间明确因果关系的研究假设，更鲜有大数据的定量分析方法。英国学派的著述往往会提出一个核心的观点或是理念，设计一整套概念组群，然后使用思辨性的推理方式推导出一个自洽完整的理论，或是指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因素及其作用，或是说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比如，布尔对“无政府社会”这一英国学派的核心理念做出了系统的界定和阐释，布赞对国际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社会进化为世界社会的趋势做了细致严谨的分析。
[20]

 英国学派还往往使用大量的历史数据，证明其推理的合理。通过这样的方式，英国学派用一个独特的理念将自己的思想观点统合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亦即将自己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我们可以说，柔性反思主义认同华尔兹关于理论的第一个条件，但并不认同他的第二和第三个条件。正如伯奇尔（Burchill）和林克莱特（Linklater）等非美国学者在他们编写的教科书中指出的那样，理论不能只限于所谓的“科学理论”，不能只限于“解释”（explain）。实证主义方式的理论只是理论的一种。他们强调，要承认另外一种理论，也就是关注知识的社会和政治内涵，关注行为体如何建构政治世界的意象，关注行为体如何认知世界。
[21]

 英国学派虽然没有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那样简约，但学界也普遍承认，英国学派理论是符合“系统化的思想”这一基本定义的，并且，其创新意义也是大家高度认可的。

不过，主流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似乎对“柔性反思主义”不予认可。华尔兹认为所有柔性反思主义理论研究都属于前理论或是非理论范畴，它们可以被称为思想，但不是理论，因为它们“既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无法导致理论的建构”。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就是这样的研究“无法系统地解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22]

 。基欧汉在其颇有影响的论文《国际制度：两种研究方法》中也明确提出了国际制度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是理性主义研究方式（the rationalistic approach），第二种是反思主义研究方式（the reflective approach）。基欧汉对于国际制度理论的分类很像阿查亚和布赞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刚性和柔性两派分类：前一种是刚性的，后一种是柔性的；前一种是实证的，后一种是思辨的；前一种是简约的，后一种是复杂的；前一种寻求因果关系，后一种寻求思辨自洽。基欧汉明确支持前一种理论，认为理性主义研究方式虽然也有缺陷，但是，使用这种方法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解释了行为体的行为，接受理性主义的研究人员对自己使用的方法有着足够的自觉，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因之得到广泛认可。
[23]

 对于反思主义研究方法，基欧汉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反思主义学派的最大缺点不在于其批判性论点，而在于它缺乏一个清晰的反思性研究议程……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具有这样的研究议程，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具有这样的研究议程。除非反思主义学者或是其他接受反思主义观点的人能够设计出这样一个研究议程，并在具体研究项目中表明这一议程能够解释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否则就只能处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边缘，并在以经验型研究人员为主体的学科领域中受到忽视。大多数经验研究型人员明确或是含蓄地接受某种理性主义的假定。
[24]



基欧汉对反思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说反思主义的方式无法提出像美国的“刚性实证主义”那样的研究议程，无法设定严谨的理论假设，也不会去做严格的经验性验证。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因为他对理论的基本定义恰恰是科学理论的刚性标准。玛莎·芬尼莫尔对英国学派的批评也反映出同样的观点。她认为，英国学派无论是在方法还是在理论论断方面都缺乏清晰度。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因果机制作为主要思考线索，在研究中也试图发现清晰的因果机制关系，即便是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也是因为温特依照美国主流理论的方式，清晰地勾勒出建构性的因果关系（constitutive causality）。而英国学派缺乏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重视的因果机制。所以，她认为大多数英国学派的论述无法纳入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包含自变量/因变量及其关系的清晰分析框架之中。
[25]

 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则从另外一个方面佐证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话语地位。他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将今天的异类和异端理论变成明天的理论范式。比如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命运：原来是一个基本不受美国主流理论辩论关注的独特理论，直到美国学者“发现”了国家间合作问题、国际社会以及“国际机制”等问题。一旦被发现，英国学派则被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认定为是对国际机制研究的一种补充，而不是一种新的理论。
[26]



其实，被划归反思性范畴的理论研究也是“系统化的思想”。英国学派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还有依附理论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因为这些理论符合美国主流学派的刚性要求，而是它们将思想系统化，成为一种知识体系。虽然这类研究可能无法提供清晰的因果性说明（explanation），但却往往可以在理解（understanding）和诠释（interpretation）方面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可能无法设定清晰的自变量因变量分析框架，但却可以使用大量历史、社会和人文思想进行思辨性探索。在社会界的事物之中，既需要因果解释，也需要诠释和理解。所以，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理论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形成的理论是一个体系，也就是系统化的思想或成体系的知识。作为英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题目是“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在这篇论文中，怀特讨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问题，他哀叹没有国际政治理论，认为这种现象部分地是因为国际理论类的东西是散乱的、不成体系的，并且对局外人来说几乎是无法接近的。
[27]

 所以，对于英国学派的一些学者而言，他们会明确或是含蓄地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理论是系统化的一组通则。虽然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很大的差异，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有着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将思想和概念成系统地组织起来，由此产生对国际关系现象的因果性解释或是理解性诠释。即便是解构主义理论声称自己要消解任何形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方面试图解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自洽理论体系。

正因为如此，我们坚持对理论的基本定义，亦即“系统化的思想”。这个定义不仅仅是一个基本的、有高度共识的定义，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开放的定义，一个不支持话语霸权的定义。它有两个关键内涵：第一，理论是思想，理论也必须是思想。无论什么理论，都是经过人的思想建构起来的。从这一点上说，任何理论最终都是经过能够集大成的人的思想建构起来的。无论他融合借鉴了多少现有的知识财富，最终的理论是经过人的大脑产生的、经过梳理的思想。我们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牛顿的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就是说这些理论是经过马克思或是达尔文或是牛顿或是爱因斯坦的思想而产生的。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说华尔兹理论、基欧汉理论、英国学派等等，也是同样的意思。当然，他们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第二，理论必须是系统化的思想。思想可以是成体系的，也可以是零散的。但只有成体系的思想才能够称之为理论。系统化的思想包含重要的定义和概念，这些基本的定义和概念使得思想体系化。只有系统化的思想才能够解释或诠释观察到的现实。因此，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刚性实证主义和在英国或是其他一些国家流行的柔性反思主义都属于学理性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它们的研究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但系统化的思想这个基本定义是可以涵盖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系统化思想这一定义还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思想的系统化不止一种模式，不止一条路径，多种可能是存在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理论只是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一元论的理论观也只是理论观的一种。刚性实证主义是理论的建构方式，柔性反思主义也是理论的建构方式。其实，“理论”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以复数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华尔兹和温特在某种程度上都试图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唯一的理论，这种学术壮志值得称赞，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成为唯一，都不可能不在与其他理论的竞争和辩论中产生和成熟，而文化恰恰为这种竞争和辩论提供了资源和基础。

第二节　理论建构：硬核与成核过程

如果说理论是系统化的思想，是成体系的知识，那么，理论建构也就是建构思想体系的过程。无论是美国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还是英国学派，都需要对其思想进行系统化梳理，都要对其知识进行系统化整合。康德曾经对“体系”（或是称为“系统”）做出过颇有影响的定义，这个定义之所以很有意义，因为它表明为什么我们需要将理论视为一种思想的体系和知识的系统。

我通过建筑术理解了体系的艺术。由于具有系统性的整体是使得普通认知成为科学的首要因素，也就是说，它可以使一些仅仅是叠加起来的东西形成一个体系，所以，建筑术是一种理论，是一般性认知中的科学成分，所以它必然属于科学理论。

在理性的统治之下，我们的认知绝不可能成为一首诗歌，而必须成为一种体系。只有在这种体系之中，认知才能够支撑和促进实现其最终的目标。不过，我理解的体系，是许多认知归拢在一个理念之下的统合。只要这些诸多认知的领域以及诸多部分的相对位置都是事先设定的，它就是整体形态的合理概念。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这个理念就需要一个图式。也就是说，本质上的多样性和有序性需要一个预先设定的目的性原则。
[28]



在这里，康德区别了叠加的思想（an aggregation of ideas）和系统化的思想（a system of ideas）。他认为，他对两者的区分就是对理论的界定。他的“一个理念”就是一种系统化的思想，亦即一种“图式”（schema），一种理论，一种统摄性的观念，其中包含了诸多的组成部分，并且是以符合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排列组合的。根据这种论述，我们可以将理论视为一个包含了组成部分的系统，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论的内核与理论的边缘部分。理论内核是理论体系的灵魂，理论内核的形成、扩展、生长和辐射形成了理论的系统。水分子必须有一个内核才能聚合分子，形成液体状态的水。一个社会也是一个系统，由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或是核心家庭开始，无论是成为四世同堂还是成为社会组织，都是由初始的最小单位发展和扩展而成的。所以，系统的内核是决定系统是否能够成立和延续的根本。

可能正是这种思想启迪了拉卡托斯的灵感，因为他对理论的界定恰恰也是这样一个类似的系统。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一书中将一组理论称为一个研究纲领，这与元理论或是“范式”的概念是一致的。他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具备系统的重要特征：理论硬核（hard core）和保护带（protective belt），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但作用都是要使一个理论成立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其中与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最相关的可能是拉卡托斯对理论硬核的界定。他认为任何科学研究纲领都具有一个硬核，这是一个研究纲领区别于其他研究纲领的根本。比如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等等。与牛顿理论相似，相对论、量子理论等自然科学理论，以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纲领也都有自己的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独特的理论硬核构成了理论的基本思想，灵活的保护带在许多条件下保护硬核不受损害或是不被侵蚀。
[29]

 拉卡托斯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波普尔的理论，但是他不赞成波普尔关键性实验（critical experiment）的观点。波普尔在提出证伪理论之后，认为只要有一个关键性的实验就可以否证一个理论，比如只要有一只黑天鹅就可以用“一只天鹅是黑的”这一单称陈述否证“天鹅是白的”这一全称陈述。但是，拉卡托斯并不这样认为，他强调，一个研究纲领，除非其理论硬核崩溃，否则就不能认为已经被证否。
[30]



正因为如此，硬核是理论的生命，也是理论的身份。理论的硬核使得一种理论不同于另外一种理论。一旦形成了一个理论硬核，一种新的理论也就即将诞生。虽然拉卡托斯没有深入讨论理论硬核的形成过程，但是，他的研究纲领是从一个初始“雏形”（model）而来的。这个初始雏形逐渐生长，经过多种测试和验证，发展成为研究纲领。这一过程可以称为“成核”过程（nucleation），也就是一种理论核心思想或是硬核的形成。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我们在讨论理论的时候，就需要针对任何一种理论或是“系统化的思想”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理论的硬核是什么？在自然科学中，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回答。比如，万有引力这个思想是牛顿理论的一个坚实硬核，由此可以判断一个苹果会落到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这里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因果关系，地球的引力是原因，苹果落到地上是结果。同理，它的实用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飞船要飞向太空则必须克服这种引力。由于原因结果十分明确，理论硬核也就十分坚实。但是在社会科学之中，事情则会复杂得多。

社会科学是与人直接相关的。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被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也都是社会中的人。正因为如此，社会科学的价值无涉就是不可能的。一元论理论观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将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与自然科学相类比，将自然科学的物质性、客观性、确定性照搬到社会科学之中。实际上，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的一种重要区别是理论内核的构成有着重要区别。我以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硬核包含了两个成分，一个是形而下或者说物质性的成分，一个是形而上或是理念性的成分。形而下的成分就像温特提出的第一层面问题（first-order questions）框架一样，是与物质世界相关的，比如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或是国家在地缘政治或是全球战略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形而上成分是第二层面问题（second-order questions），是与理念世界相关的，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比如人的或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或是推理逻辑等。
[31]

 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与社会科学理论不一样，是因为自然科学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大致相似，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异，而社会科学的形而上成分却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对自我与他者、对人际关系、对整个社会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进行比较详细的阐述。

虽然理论硬核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成分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但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不妨先将其拆分开来讨论。根据这样的概念化方式，理论硬核的形而下成分可以衍生出理论的实质性核心假定（substantive core assumptions）以及与“那在”世界直接相关的假设（relevant hypotheses）；而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产生理论的世界观之本，其中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内涵。硬核中的形而下成分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是基于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经验的，需要经过经验证实或是经验证否。硬核部分的形而上成分却是不受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经验检验的。从定义上讲，形而上成分不是来自一时一事的现象和经验。尽管这种成分与经验和事实相关，但并非直接产生于即时的经验和事实。形而上成分是在一个人群的文化环境和生活语境中长期积淀和发酵的结果，包括他们共有的知识传统、世界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等。同时，理念、世界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要素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时间点和空间点可以确定的，而是在连续不断的实践过程之中、在时间的磨砺下、在历史的永不间断的长河中逐渐塑造起来的，所以说，形而上成分是文化的积淀，是一个文化共同体长期实践的产物。
[32]

 同时，这也是某种表象体系的基础和根本。通过这种表象体系，第一等级问题得到过滤，将一个形而下的具体事件或经历呈现为一个问题意识（problematic），进入形而上境域，并受到形而上成分的处理。

一元论理论观的基本观点之一是，理论不考虑历史和空间的差异，在任何时空内理论都是能够得以证实和证否的东西，所以才具有普适性。万有引力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道理，所以美国、俄罗斯、中国的飞船都必须克服地球引力才可能进入太空。而二元论理论观则不是如此。它认为社会理论必须考虑时空概念，必须考虑历史的路径依赖，也必须考虑不同文化对理论形成的影响。如果我们将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定义为文化的积淀和产物，也就意味着我们将文化视为理论建构初始时期的重要资源。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者都是生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在某种文化中浸泡成长的。他们的语言、习得、社会化也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完成的。研究人员与他们的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与他们生长的文化体共同实践。比如，卡拉汉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理念是“民主和平”，实际上，在更加抽象的层面，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理念是包含很深的“民主和平”以及其他信念的理性自由主义，而民主和平论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分。现实主义被欧洲学者植入美国之后，在冷战的大环境中得到了20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根深蒂固的东西仍然是理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无论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还是奥巴马的多边主义转向，都反映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这个无处不在的形而上硬核成分的辐射作用。
[33]

 近30年发展起来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特建构主义，都明确无疑地显示了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自由主义的世界观。
[34]



理论硬核的这两种成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旦现实世界出现了某个具体的问题，形而下成分被激活，将这个问题表现为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当问题被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势必要经过形而上成分的过滤，以便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对其作出诠释，并且以这种建构起来的事实为依据提出解决方案。如果这两个成分协调配合，相辅相成，就可能产生一个相关的理论。我们说一个理论是原创性理论，可能有着两层含义。一是说由形而下部分引发的理论问题是原创性的、是前人没有提出的或是没有经历的；二是说形而上成分提供的、对这个问题自身的认识和对这个问题解决方案的理解是原创的，既不同于其他时间和空间内的认识和理解，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理论的独特视角。虽然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创立新的理论，但是第二个方面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形而上成分所包含的思维方式和诠释角度实际上构成了理论建构的基石，因之也就成了理论的灵魂。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于理论和理论建构的著述很多，但却往往忽视了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也没有这方面的讨论。这种现象的存在可能是因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不必讨论和没有争议的问题。也可能是他们具有相似的第二层面的思维定势，这就是在古希腊、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理性思维模式。卡拉汉（Callahan）曾经比较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并写成题为“国际理论的国家化：英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的论文。
[35]

 他认为，任何带有国家印记的理论必然包含一个“大理念”（big idea）。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理念是“和平民主”，英国学派的大理念是“国际社会”，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理念是“大同”（the Datong
 ，universal great harmony）。虽然卡拉汉要说明的是，英国学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都是要颠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霸权，但是他的论述更重要的一点是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大的理念定义大的理论。
[36]

 但是，卡拉汉没有讨论的是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和中国，会有不同的大的理念，且这样的大理念为什么会与国家或是民族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样的大理念决不仅仅是来自于当下的现实和在场，它的产生来自于通过独特的文化视镜、独特的表象系统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形而上成分作用于形而下问题的产物，是某种世界观对国际体系或是国际社会的反思和反映。

正因为如此，大理念必然和一个理论的大问题（problematique）联系在一起。我在一篇论文中曾经就此做过讨论，并将这样的问题称为“理论的核心问题”。我以为，如果有一个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的理论性的大问题，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理论硬核，并导致一种创新理论的诞生。
[37]

 我们可以看看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38]

 在美国，类似元理论或是范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三种，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另外还有一些中阶理论，比如，霸权稳定理论、权力转移理论、长周期理论、国际机制理论等等，似乎都与一个实际世界中的问题相关，这就是如何维护二战以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和霸权体系。
[39]

 无论是强调硬实力、软实力还是巧实力，
[40]

 无论是霸权国家实力地位的护持还是整个霸权体系的维护，也无论是讨论安全领域还是经济领域
[41]

 ，美国在战后一直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构成了这些理论硬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理论硬核中形而下的成分。对于英国来说，二战以后出现了不同的核心问题。虽然许多研究项目也讨论类似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比如说战略平衡、战略威慑、国际体系等等，但是，英国二战以后的核心问题更像是如何思考和看待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由国家组成的、具有高度社会内含的团体或者说共同体。这个问题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英国学派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性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卡拉汉所说的“大理念”——“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因之成为英国学派的“品牌”性符号，也在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界成为有别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标识。
[42]

 而中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大问题”与美国和英国都不相似。中国面临的大问题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问题。1840年之前，中国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主导国家，中国在当时的东亚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是明确的。
[43]

 当中国遭遇西方之后，出现了千年变局，中国在对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屡屡失败，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也土崩瓦解。中国的失败和东亚朝贡体系的解体导致了一个严重的事实：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成了百年无解的问题，并且是一个直接与中国和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这一问题而言，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和解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性转变。但这仍然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仍然需要时间和实践的考验。这既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实践过程，也是中国当下面临的、非常实际的“大问题”。

但凡“大理念”都会产生于一个国家或是非国家国际行为体在实践互动中遇到的“大问题”。但是，无论在卡拉汉的文章中还是在我以前的论述中，似乎都强调了理论硬核的形而下成分。这样一来，研究问题，无论大小，都是具体的、实际的、现实的、在场的。这些问题对于决策者和理论家来说，都十分重要，都需要提出解决方案。正如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所说的那样：“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为某些目的服务的。”
[44]

 根据这种说法，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工具，一种解决行为体所面临的难题的工具。
[45]

 我当时的文章和卡拉汉的论述都没有意识到另外一个要素，那就是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这个成分的“被”不在场使得具体问题无法上升到抽象层面去认识、去理解、去诠释。现实层面同样的“大问题”，可能会有着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当一个现实问题呈现出来并进入行动者认知系统之后，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受到了一个文化体中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的影响。比如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前提是美国坚信并一再声明，伊拉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向基地组织扩散的可能。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还就此专门在联合国做过听证。后来，尽管调查组一直没有发现伊拉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仍然坚持认为伊拉克藏匿或销毁了这些武器。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理性自由主义的“大理念”发生了作用。美国认为萨达姆政权是反民主的集权政府，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美国人坚信，萨达姆政权在两伊战争中、在镇压库尔德人的行动中，都曾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推导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讲究工具理性，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提供基本的解决方案。但是，理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表现。比如，前美国总统卡特认为，派遣直升机和使用武装人员解救人质是理性的做法，而中国人更有可能通过找到关键人物，认为打通关键关系是更为理性的解决方法。理性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将战俘视为非人，让他们做奴隶、做角斗士供别人消遣，这曾经被认为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但现在却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死刑曾经是被大多数国家视为高度理性的做法，而现在则受到极大质疑，认为这样做不人道，因此也就没有理性可言。中国在朝贡体系中的主导和治理方法，不但与罗马帝国的治理之道有着很大的差异，与战后和冷战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和治理方法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尽管它们面临的“大问题”是非常相似的，这就是如何维护体系自身以及自己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46]



对呈现出来的问题的理解、反思和表象是要通过人的思维和社会的意义系统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对问题的判断和理解的不同。在某种表象体系中，一种方案是可能的，另一种方案则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能进入行动者思维范畴的。表象体系与文化高度相关，也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性。所有这一切，都涉及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或是第二层面成分，也是形而上成分发挥作用的关键。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决定了理论不仅仅是工具，不仅仅是为了某种目的，理论还是文化的反映，带有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实践的印记。无论是理解还是改变“那在”的世界，无论是对某个呈现出来的问题做出性质判断还是提供解决方案，都反映了一组社会人的世界观、一个文化体的集体思维。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因之是理论的灵魂，它带有文化烙印、承载生活方式、锻炼思维理路、成形于生命实践。社会理论的形而上成分定义了一个理论，使之具有独特的身份，因之也就区别于其他理论。

第三节　社会理论的文化胎记

社会理论具有文化胎记。也就是说社会理论从一开始就有着文化特征和印记，就是从一种特殊的实践和话语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因为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是在文化共同体中形成的。这个共同体有着共同的实践活动，经过积淀积累而形成了它的历史，因之也就形成了它的知识历史和话语形式。这个观点是与多元文明文化的观点相一致的，也是与二元论的理论观相一致的。因此，它必然反对一元论的理论观。

一元论理论观坚持反对理论的文化内涵，认为文化对于理论不应该产生有意义的作用。克劳福德在总结一元论观点的时候指出：

到目前为止的共识是，国际关系学只在具体问题和学科名称上是国际的，而实际上却主要是一门北美的学科，一门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导的学科。……人们认为，在评判任何科学事业的健康与活力的时候，根本不应该考虑国家的标识。正如人们在与疾病斗争的任何时刻，都不会考虑病理学理论是来自保加利亚还是芬兰还是坦桑尼亚。……国别、文化、地理，以及其他诸多个人和团体身份的构成性因素，都不会提供预防性的保障，都不会保证人们不受艾滋病侵袭、不受高血压困扰、不被放射性坠尘所污染。
[47]



这段话非常形象地总结了一元论理论观的基本思想。如果将国际关系学视为一门像物理学或是病理学同样的科学，那么，它自然不能有文化的标示，它自然只能有一种形态，它自然要“科学”，要具有完全的普适性。
[48]

 但是国际关系学是社会科学，它与人是直接相关的，与人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是密不可分的。从上一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使其理论化过程必然包含与文化相关的价值因素。为什么所谓的“大问题”和“大理念”会有差异，因为不同群体的实践和文化具有差异。即便是以刚性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推动普适性理论的时候，也“很少质疑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念自身就是在特殊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经历和环境中形成的价值、态度、气质的一种反映”
[49]

 。这样做的结果就只能是形成以一种知识话语为主导的局面，将特殊视为一般，将其他特殊视为他者，然后用建构起来的一般作为标准衡量“他者”理论。这样一来，理论建构的过程就完全封闭起来，而封闭的体系或是通往话语霸权或是走向衰亡死灭，从根本上说是阻碍学术思想发展和创新的。

讨论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必然涉及文化；讨论文化，则必然涉及世界观问题。如果我们说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总体看法，那么，这种总体看法应该指一个文化体的总体看法和共有知识，而不是整个世界。世界上的文明和文化呈多元状态，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共识。即便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首先将世界分为不同的文明，然后才确定这些文明各自的特征、分析这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所以，他首先要承认世界是由多元文明构成的。
[50]

 由于一元论根深蒂固的影响，坚持刚性实证主义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很少讨论世界观问题，实际上美国的学者将这个问题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因此也就不会意识到世界观是一个问题，而且是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文化与世界观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观是文化的产物。一个文化体语言、历史和实践活动既有与其他文化体相同的地方，也有与其他文化体相异的地方，这就造成了不同文化体的人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既有相同的认识，也有不同的认识。刚性实证主义确立了一个刚性的理论标准，认为只有达到这一标准才能称得上“理论”。从根本上说，这实际上是只承认一种认识世界的途径，只认可一种理论建构的原则，只赞成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如阿什利对新现实主义所批评的那样：“新现实主义理论属于实证主义，由实证主义所创造，并为实证主义服务。……新现实主义问世后很快得到认可，是因为它仅仅把长期深藏于实证主义习惯思维的某种形而上学信念，在简明易懂的理论中集中体现出来。它让我们看到了深藏于我们思维方式中的尝试之物。”
[51]

 正因为如此，阿什利认为，新现实主义是一种贫困的理论。

阿什利的批判中指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形而上的成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实证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它也是一种世界观。它是深植于西方文化的，并且得以深刻内化的。正因为其内化程度极深，所以，在西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行理论建构的过程之中，根本不将其视为一个问题，也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们将世界视为一个因果总和，我们就会将理论建构的努力集中在发现可能发现的一切因果机制，也会将某种因素视为“因”，某种与之相对的因素视为“果”，进而将某种因素视为“目的”，将另外一些因素视为“手段”。结果就是一种“分离式”的二元对立。但是，如果我们将世界视为一个关系复合体，那么，我们就会试图发现这些关系和管理这些关系，试图发现什么方式是理顺关系的适当方式，因之也就会产生一种“互系”式思维。我们讨论因果思维和互系思维，并不是说哪一种思维更加优越，因为两种思维方式完全可能是互补的。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是说这两种思维分别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而将这两种思维方式梳理起来，就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论。思维方式与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世界观是文化的产物，所以，世界观对于理论建构是重要的。

承认文化对于理论的重要影响，亦即承认了世界观对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接受了理论建构的开放体系。这就是说，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可能导致不同理论的创立。比如，冯友兰在论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答。他认为，中国没有科学，主要不是因为地理、气候、经济条件等物质性因素，而是“因为按照她［中国］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
[52]

 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对于西方人的认识和思维而言，认识和控制物质世界是最重要的东西；而对于中国人的认识和思维而言，认识和控制人的心灵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如果说西方的基本思想和实践是在物质世界中寻找幸福，“现代欧洲正在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但是，中国在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
[53]

 。既然中国人是思考和践行“心”的学问，那么，笛卡尔或是培根等寻求确定性的基本要求，就不会进入中国人的思域，因为中国思想从心出发。如果是“对付自己的心，首先就无需确实”
[54]

 ，理性所追求的确定性也就因之失去了意义。中国的世界观最终落实到人的“心”，因此，内修，以及对自己的心的教养，成为和谐人与人关系的根本，也因之成为社会和天下秩序的根本。“内圣外王”、“存天理、灭人欲”等都是强调了自我控制心念的道理。冯友兰讨论的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也指出了人的实践活动和意识思维是文化的产物，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对世界、对自己的理解也就有了明显的差异。

理论在建构的初始阶段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塑造，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是包含话语、思维和实践在内的文化的反映和体现。这里有三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文化，一个是话语，一个是实践。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共同体实践和话语的辩证关系过程。实践本体论可能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实践产生话语。话语本体论可能认为，话语是第一位的，文化就是话语，文明也是话语。
[55]

 虽然两者都反对物质本体论或是实体本体论，但是，“一切来自实践”或是“一切来自话语”都是过于极端的说法。我这里试图使用中国辩证法的中庸原理，将这两个概念视为辩证互动的两种要素，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文化。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化的过程，一旦产生自身的过程动力，又会反过来影响实践和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是一种延续的、生成性的过程，社会事实、历史事件、社会存在都是通过文化的经纬网络获得意义的。社会理论是研究社会事实、事件和人的学问，社会理论因此也就必然有着文化的胎记。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在开始建构社会理论的时候，本身和本初就受到文化的浸淫，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依照自身文化的方式去思维和行为。理论硬核的两种成分都与文化相关，但最为密切相关的是形而上成分。形而上成分是在实践和话语的辩证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也就是在文化境域中形成的。形而上成分的文化胎记意味着社会理论也会具有文化胎记。

如果理论硬核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成分的观点可以成立，那就可以说理论形成的初始时期有着两种促成因素。第一个是形而下成分的形成。波普尔曾经指出，研究始于问题。一旦现实世界的问题（issue）作用于人的思维，就产生了考克斯所说的那种问题意识（problematic），亦即现实世界的问题对人的思维形成压力，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关注，或者说产生了问题意识。比如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开始空中打击，这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事件，因为这个事件作用于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必然要考虑如何应对这个问题，这就使得俄罗斯和中国产生了问题意识。类似的问题出现，比如叙利亚问题，也会产生联想式的类似思维。第二个是形而上成分的形成。形而上成分是一个特定文化共同体共有的知识或是智识过程所造就的。正因为如此，形而上成分从定义上讲就是依赖于文化的，是依文化而生、与文化共存，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维方式。文化承载了对于“我们”，也就是对于文化共同体成员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这样的意义和价值又是可以被“他者”理解和解读的。一个理论在某种文化域境中产生，其意义被所谓的“他者”诠释解读，这个理论就具有了“跨文化”或是“文化间”意义，有的时候也就有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理论。

现在，我们分别考察一下两种理论硬核的成分。首先是形而下成分，或者说第一层面要素。波普尔曾经讨论过“问题”（question），他反驳了逻辑经验论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终于问题。当研究人员发现现有理论与观察到的事实之间有着不吻合现象的时候，研究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进而，波普尔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讨论问题，当然与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这一目的相关。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总是有着无数的问题，总是有着现有理论无法解决的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旦这样的问题被发现，新的理论也就有可能出现。
[56]

 比如，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发现美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对伊拉克两次使用武力，而对朝鲜则一直没有使用武力。如果使用理想主义的理论，这一现象是难以解释的，因为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可能比伊拉克更加具有敌意。还有，冷战结束是苏联单方面退出冷战，是对峙双方中的一方决定自我放弃，这又是现实主义难以解释的现象。再比如，同样是国际规范，东盟会接受“共同安全”规范，而不接受“人道主义干预”规范，这也是建构主义单向规范传播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如此说来，波普尔是将一个理论的问题（question）与一个在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problem）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理论起始于问题，这个问题既包含理论问题的意思，也包含现实问题的意思。

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方面，“问题意识”（problematic）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波普尔的观点相近，只不过波普尔讨论的是自然世界的问题，而国际关系理论界讨论的更多的是社会世界的问题。实际上，“problematic”这一概念在考克斯那里得到了更加详尽的讨论。考克斯认为，理论始于“problematic”。他进而指出，首先，理论是一种视角，这样的视角来自时空（尤其是社会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某种位置。
[57]

 这种视角被称为“初始视角”。我以为，这恰恰是理论硬核的某种初始成分。一种比较完善、比较成熟的理论可能会超越这种初始视角，甚至人们后来难以清楚地表述这种初始视角是什么，但是，任何理论自始至终都包含了初始视角的印记，也永远不会完全与之相分离。我们在看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那种产生于启蒙文化的初始视角是难以磨灭的；而我们在看依附理论的时候，那种殖民地生活实践和话语体系的初始视角也是一目了然的。
[58]

 每个初始视角都会有一个与之共生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考克斯使用了“problematic”这个词，认为它涉及理论建构者跟他试图理解和诠释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初始对话（the initial dialogue）。问题意识是以历史为条件的、对现实问题产生的意识。
[59]

 理论始于这个问题意识，并被这个问题意识所建构。
[60]



考克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论点。首先，理论具有某种视角（perspective）；其次，这种视角是与问题意识（problematic）相关的；第三，问题意识又是对特定时空语境中的具体问题（problems and issues）的感知。如果我们认为考克斯的论点是有道理的，并且据此再向前思考，就会提出一个观点：任何社会领域的理论都必然起始于特定的文化境域，不存在完全脱离时空支点的所谓纯粹理论，
[61]

 这恰恰与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一致的。考克斯之所以提出“视角”和“初始问题意识”的概念，是因为他意识到理论和实际的分离现象。但是，考克斯所说的还毕竟只是理论硬核的部分要素，主要还是对于第一层面问题的思考和处理，亦即主要是对具体问题的意识与反思，因为考克斯的主要观点是现实作用于思维。
[62]

 这样产生的理论必然是“为某些人和为某种目的”的理论。换言之，这是经由硬核的形而下成分发展起来的理论，这种理论与行为体意识现实世界中的当下的问题直接相关。如果初始问题意识不同，则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理论，而不同的理论可能恰恰是新的理论。比如说英国学派。英国学派虽然与美国主流理论最明显的差异似乎是方法论差异，但实际上，英国学派的问题意识与美国主流学派大相径庭，这才出现了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重视国际体系，英国学派重视国际社会；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注重体系制度，英国学派注重社会规范。由于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理论的问题意识不同，才使得英国学派从“国际社会”这个所谓的大理念开始，发展出一整套理论体系。

以上的讨论已经指向了第二层面或是形而上成分。形而下成分的确十分重要，也可以导致新的社会理论的产生。但是，仅仅有着形而下成分对问题的感知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充分条件，这就是，经由形而下成分产生的问题意识需要经过形而上成分的反思之后，才能提供某种答案。恰恰是在这里，文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形而上成分的作用，没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结合和共同作用，也就没有理论的成形。如果理论的形而上成分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或是一致的，那么，由不同形而下成分开始而发展起来的理论，乍看起来似乎不一样，但最终会汇合统一，因为它们从根子上是相近的。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两种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现实主义从体系层面提出了一种高度结构性的理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成为这一理论最直接的原因变量，既决定了体系自身的稳定与否，又决定了体系单位之间的合作或是冲突。
[63]

 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出现，提出了另外一种体系层面理论，认为国际制度才是决定国家之间合作与冲突的体系性原因变量。
[64]

 虽然这两种理论提出了不同的原因变量，对国际体系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它们在形而上层面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所以，韦沃尔（Waever）后来提出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是“新新合成”（neo-neo synthesis）的观点。
[65]

 换言之，“新新合成”指出的问题就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在具体的、形而下问题上面有着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基本的因变量还是对合作困境的解决，都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但是，它们的形而上成分是一致的，这就是“理性”这个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形而下成分使具体问题表象化，形而上成分使问题经反思后得以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形而下成分感知问题，形而上成分思考问题；形而下成分规整问题，形而上成分解读问题；形而下成分呈现问题，形而上成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同文化境域中的人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同样是处理主导和治理这个问题，朝贡体系中的中国皇帝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软实力，或是用柔性方式使用硬实力，而罗马帝国的皇帝则会更多地使用硬实力或是以硬性的方式使用硬实力。这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形而上的层面，中国皇帝与罗马皇帝是有着明显差异的。从这个方面出发，则可能产生真正不同的社会理论。换言之，真正不同的社会理论需要在形而上层面、需要在“思”的层面有着实质性的差异。

因此，我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成分是行动者对自身和外在世界关系的反思性成分。具体地说，行动者是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自我，但是这种反思能力是与文化环境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行动者对自我、他者、外在世界、自我与外界世界关系的理解和诠释是受到自我成长起来并深嵌其中的文化影响的。所谓“那在”（out there）的具体问题都要通过这种形而上的视镜得以过滤和分析，通过形而上的视镜来得到认识、解读，所有对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必然要通过这种视镜来提出和确定。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自我、他者、世界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不同于西方对这些问题的认知，中国人的世界观就与西方的世界观在形而上成分上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在实践历史中形成的包括自我在内的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看法和理解方面的差异。我们在上文中曾经讨论过，社会理论归根到底是在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必然有着文化的胎记。不同文化塑造不同的世界观，不同世界观塑造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导致不同的形而上反思，也就可能导致真正不同的社会理论。

结语

对于本章开始提出的问题，亦即对理论认识的一元论和二元论问题，我是持第二种观点的。如果从理论一元论出发，则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理论一般无二，所有理论都是以普适性为基本性质的，理论因此便没有文化特征。只有二元论的观点才可能意识到，因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的不同，所以社会理论才有别于自然理论；因为不同社会文化存在差异，所以不同文化才可能产生出不同的社会理论。也就是说，社会理论有着天生的和必然的初始本土性，社会理论从本质上说必然是依托文化的。同时，二元论同样承认人类社会的共性，所以，在特定文化中产生的理论才可能具有普适性意义。

对于这种观点，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三种原因：第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亦即受到历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第二，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划定了社会活动的境域（context），行动者不可能在超越这种境域中的空间和时间里进行互动。在这种境域中的互动产生了共有知识。第三，由于在微观层面上的互动有着明显的文化特征，不同社会在微观层面上很少能够以完全相同的路径走向宏观结构。
[66]

 在不同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社会人群建构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个性成为社会知识的民族特征。所以，社会科学理论必然起源于某种特定的地缘文化，社会科学理论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必然包含本土意识。比如，中医的理论将人看作一个整体，将不同的人看作不同的整体，这样便可以头疼医脚；而西医则将人视为解剖刀之下的部分与整体，所以，一般是头疼医头。中医的经络理论和西医的人体解剖理论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再比如，传统的中国世界观是一种没有主权意识的天下理念，而西方的世界观则注重主权个体这样一种无政府逻辑。没有主权意识的天下理念只有距离上的远近和关系上的亲疏，没有二元的对立；而无政府逻辑的根本条件是具有法理平等地位的个体之间、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二元性竞争与共存。

但是，如果起源于特殊地缘文化中的理论不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则无法成为世界社会理论之林中的参天大树。因为人具有共性，所以研究人的理论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共性，这就表明理论具有普适意义。比如社会科学所普遍使用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从具体的、特殊的文化中产生的理论如果总是处于一种初始状态，不具备全球性的视野和理想，不能被接受为知识大厦的重要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理论也就是没有持久生命力的理论。同时，我们说理论必然带有文化的胎记，并非要用一种文化取代另外一种文化，用一种文化产生的理论颠覆另外一种文化产生的理论。
[67]

 我们只是推导出一个事实：社会理论的文化地域胎记是必然的。英国学派发源于英国，根源是欧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历史、欧洲社会的法律和契约经历等等。没有这些特殊的集体记忆，就难以产生英国学派。
[68]

 而二战后美国以世界为参照对象，所以，从来不用、也没有必要使用美国学派这样一个标签，但美国的主流理论主要的思想和实践根源是来自美国集体经历的，尤其是美国二战之后的民族记忆和知识发展历程。只有战后的美国，才无可逆转地走向了全球；
[69]

 成为世界霸权国家，才可能产生以维护霸权和霸权体系为硬核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霸权稳定论、权力过渡论，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是起源于美国的问题，带有美国的本土特征。
[70]

 大概正因为如此，斯坦利·霍夫曼才说国际关系学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的理论。
[71]

 不过，由于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全球霸权国家，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美国的全球影响，成为所谓的普适性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在冷战期间近50年里没有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视，但在冷战之后，却备受青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体系的竞争性减弱，国际社会的必要性加强，欧洲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正在建构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社会。于是，以国际社会理念为硬核的英国学派获得了相当普遍的认可，并影响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因此，我们设想的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需要具有两个特征：（1）起源于中国的文化语境理论；（2）在发展过程中又能够获得普适性的意义。比如说，中国儒家文化产生的天下观是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文化中产生的无政府国际体系观的。在民族国家鼎盛时代，儒家文化的差序秩序被否定了。在全球化的今天，以不平等为基石的差序秩序仍然不会被接受，但“仁”、“礼”、“德”、“和”、“中庸”等儒家这些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和规范概念是否可以在天下关照的视野中获得普适意义？
[72]

 再如，西方启蒙理念的根本是以知识寻求生活的确定性，而中国传统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依不确定性而变化——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全球化世界中，这样一种理念是否可以产生某种重要的系统效应？这些都是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这里有两个必须注意的因素。第一，在从文化语境中产生的理论萌芽发展为具有普适性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杂交可能是社会科学理论获取普适性的优势条件。第二，中国学派也不会仅仅只有一家，可以有多家，甚至很可能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初始之际，可能从一家显露端倪。并且，当一种知识导向的理论出现的时候，它可以是一种集体的学问砥砺的结果，如法兰克福学派、英国学派等，也可以集中表现在一个人的理论之中，成为个人创造力的释放。但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是某种文化语境中的社会人。

如果说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关系到以文化为条件的思维方式，那么，一种创新型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在形而上成分上显示出差异。比如在“国际关系”世界里，如何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如何思考自我与国际关系世界的关系，等等不一。如果说西方的思考或思维方式是基于理性和因果律的话，中国的思考或是思维方式则更多的是基于“关系性”和“互系律”的思维方式。
[73]

 如果说思维方式如此重要，且西方思维方式的一个根本支点是理性的话，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讨论一下理性的重要意义以及这一理念是如何影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另外，我们还要讨论中国文化中思维方式的根本支点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中国文化理念影响下会出现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下一章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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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

到目前为止，西方国际关系元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在体系层次，并且逐步形成了作为国际关系主流的三大理论。从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1979）开始，相继出现了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1984）和亚历山大·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1999）。这些理论在相互对话和辩论中发展，逐渐形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脉络和分析框架，形成了以这三种理论为核心的主导研究议程。
[1]

 这些理论之所以被称为国际关系学的“范式”，是因为它们实现了在国际体系层次的高度抽象，对各自关注的体系层次要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某些现象。比如新现实主义对体系结构和权力分布的解释，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制度的分析，建构主义对身份认同与国际规范的研究。但是，当三大范式竞争的时候，它们都是在寻找对方的缺失，然而却也都没有意识到它们共同的缺失。我以为，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范式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性要素：社会互动过程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关系。结果是讨论国际关系的理论中却没有“关系”的地位，也鲜有“关系”理论。过程这个本身充满变化的动态要素，也往往在理论最终形成的时候被“合理忽视”，因而成为名存实亡的概念。正因为如此，三大理论呈现出高度的静态形式，而静态形式的理论是难以解释动态世界政治的，尤其是处于重要转型期和频繁变化中的互动实践。这是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重大缺失。

实际上，过程和关系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过程包含关系，关系建构过程，过程的核心是运动中的关系，关系的运动形成了过程。如果说西方自启蒙以来三百多年来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理性”（rationality），那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关系性”（relationality）。将这个中国元素概念化，以这个重要概念为核心，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论方式相结合，结果会呈现什么样的理论取向呢？本章试图设计一种国际关系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
[2]

 即采纳体系层次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逻辑，借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以社会性因素为主的分析构架，吸收社会学关于社会性关系的论述，但其核心要素则是中国的核心理念——关系性，亦即过程中的关系和关系中的行为体。
[3]

 根据第一章中对形而上要素重要意义的讨论，本章提出这样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及其核心假定，目的是在形而上层面勾勒一种以中国理念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轮廓。

第一节　社会过程与社会性关系：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缺失

为了清楚地发现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缺失，我们需要对现有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做一个简单的表述和分析。如上所述，过去四十年里发展起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的元理论或曰范式主要是三种体系层次的理论，即：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
[4]

 我们说三十年，起始时间点设定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在1979年的出版，也是国际关系学者第一次有意识地在国际体系层面建立系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之后，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继出现，成为与结构现实主义竞争的两种主流理论。这些理论试图在国际体系层面构建理论体系，讨论国际体系因素如何影响国家行为。这些理论的抽象程度也已经很高，对于所研究的要素做了深入细致的概念化表述和理论化处理。

首先来看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华尔兹明确地将自己的理论定义为国际体系层次的理论。实际上，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华尔兹从《人、国家与战争》时期蜕变后的一个重要转向，我将其称为“层次转向”，亦即研究重点由多层次集中到一个特定层次。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构成了国际政治学的三个研究层次，每个层析都存在重要的原因因素，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都可以成为战争的原因。在197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华尔兹放弃了个人和国家两个层次，将理论建构集中在国际体系层次。华尔兹认为，如果要建构国际政治理论，就必须以最直接的方式，取最关键的要素，形成最简约的理论。所以，华尔兹认为，他的理论不是要研究国际关系的所有问题，而是要建构一种类似物理学理论或是经济学理论那样的国际政治理论，而这种理论只能在体系层次建构，其他层次都是还原主义的做法，都不能称为“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层次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不是国家层面的因素。
[5]

 将其定名为“层次转向”，是想强调说明这一转向不仅是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改变，而是一种理论建构的重要导向。自《国际政治理论》之后，国际关系学界在二十年里出现了三个大的理论，都是在体系层次上进行理论建构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层次转向引发了一场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革命，为元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

将理论建构设定在体系层面，然后再寻求结构层面最关键的原因性要素，以用来解释体系内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这就是体系层次理论的基本思路，因此，体系层次的这个原因要素也就成为体系理论的核心要素。对于华尔兹来说，这个关键要素就是体系结构。他认为，体系结构是体系层面的要素，只有抓住这个要素，才能将体系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
[6]

 华尔兹对结构的定义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结构的特征性要素。第二，国家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构成单位。同时，他也将行为体视为“理性”行为体，视为“经济人”（economic man）。第三，国际体系结构的核心是实力的分布。这样，华尔兹一方面设定了一个可以明确界定的体系结构，另一方面设定了一个可以理性推断其行为的国家行为体，同时也设定了作为层次要素的结构通过行为体的理性来决定行为体行为的假设，“结构-行动者”的简约模式就突显出来。
[7]

 在体系层次，结构现实主义注重的是物质实力的分布，将国际体系视为无政府体系；在这种体系结构中，行为体被认定为各自独立的理性单位（主权国家）。这样就预设了一种原子论假定，即单位是构成体系的最小成分，单位之间的互动依靠外来力量的推动。这也就是弹子球比喻：每一个国家都是球台上的一个球，当球杆打出之后，球与球之间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物理性互动，并因之产生某种结果。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国际体系又呈现单极、两极或多极格局，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行为。对于结构现实主义来说，物质力量分布的状态足以决定国际体系的整体稳定以及主要国家在体系中的行为模式。
[8]



其后出现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基欧汉1984年的专著《霸权之后》是这一理论的代表性著作。虽然基欧汉强调了国际体系中的一个不同原因要素，但是他的理论化逻辑显然受到华尔兹的重要影响。我将华尔兹理论总结为“层次转向”和“理性行为体假定”，正是为了说明这一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于国际关系学界和后来理论化努力的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华尔兹的重要影响决不仅仅是其简约的“结构选择”论断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他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设定了一种国际政治理论的理论化方式，一种其他人相继效仿的建构宏理论的路径。从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1979）开始，相继出现了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亚历山大·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基欧汉的重要著作《霸权之后》无疑在实质内容和主要变量上面做出了重要的创新，因而创立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并且被普遍认为是华尔兹理论的主要竞争对手。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行为选择。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家可以选择合作而不选择冲突，可以寻求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
[9]

 这无疑是重要的理论创新，而且所讨论的关键问题是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没有解决的“合作”问题，将其作为重要的实质问题加以理论化。不过，在第二个要素上，即“理性行为体”假定，基欧汉必然接受华尔兹或者说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假定，即行为体是“理性”行为体。因为只有理性行为体才会权衡制度环境和计算在这种环境中的获益，才能在这种权衡之后做出合作或是不合作的决定。所以，作为体系层次要素的制度和作为个体属性的理性成为基欧汉理论的“结构-行动者”模型，即：国际制度通过理性决定行为体的行为。这与华尔兹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行为体行为在逻辑推理上是一样的。从理论化方式上面，基欧汉一方面受到华尔兹的层次转向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像华尔兹一样坚持了个体理性的假定。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创新在于对现实主义实质性变量的质疑和改变。在重新审视了国际体系与单位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之后，基欧汉认为，如果依照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推理，国际体系的物质权力分布不变，国家的战争/和平、冲突/合作行为也不会发生变化。但在实际的国际体系中，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行为却在发生变化。比如冷战两极体系中的苏联和美国是冲突的两种势力，但是即便在最敏感的核军备竞赛方面，这两个敌人也会出现合作的情况。在其他低政治、低敏感度领域里，国家之间的合作就更多了。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使得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被削弱，使得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可以进行合作？基欧汉发现，是国际制度在发生作用，由此提出新自由制度主义。
[10]

 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制度选择”取代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认为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促成国际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体系层次理论，因为它关注的是国家之间的互动，是国际制度如何影响这种互动和国家的合作行为。互动至少是两个以上行为体的行动，所以，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来说，这种互动就是过程。国家之间互动所产生的作用是不能还原到单位层次去寻找因果关系的，而最重要的因素是影响互动的有形的国际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他们是注重过程的。
[11]

 但是，自由制度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不重要的，至多是一种表层的、肤浅的过程，因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起点是国际制度，即便国际制度是体系因素和单位行为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已经是过程结束的事情。所以，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框架中，这种过程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形成的结果，亦即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有形的、稳定的物化因素，这种物化的国际制度被视为既定的原因因素，而结果因素则是在这种制度影响之下的国家行为。

结构建构主义也是体系层面的理论。在温特提出行动者——结构问题的时候，他试图强调行为体和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所以借鉴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双向互构也成为早期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基本标志。
[12]

 这似乎改变了华尔兹的结构优先的假定，把行动者的能动性和结构的允容性或是制约性联系起来考虑。同时，这样做也部分地改变了体系层次变量是原因性变量的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结构和行动者相互建构或是互为因果的状态。但是，这种方式在建构体系层次元理论方面受到极大制约，因为这样的双向互动导致理论简约化的困难，使无论是华尔兹还是基欧汉那种清晰的变量关系模式变得模糊起来。虽然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双向互构是更加真实的，但真实便意味着复杂，对于理论建构而言，困难显然无限增大。可能部分地是由于这个原因，温特后来为了发展一种体系层次的元理论，借鉴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路，采用了结构理论的推理逻辑，其理论体系的完善也标志着结构建构主义的形成，亦即体系层面的观念结构（文化）成为温特建构主义中的核心因素，观念结构影响了单位行为体的身份构建，并因之影响了它们的行为方式。温特建构主义的核心被称为“文化选择”，以有别于华尔兹的“结构选择”和基欧汉的“制度选择”。

1999年《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问世，标志着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成，也使温特理论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单向建构理论。正因为如此，温特理论的“文化选择”模式才得以成立，因为文化选择的含义就是作为国际体系层面的文化（亦即观念结构）对国际体系单位国家的身份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由于国际体系文化是体系层次因素，在理论建构上，温特仍然受到华尔兹体系转向的重要影响。温特在其著作中明确表示自己的理论是体系层次的理论。
[13]

 但在另一个方面，温特却比较淡化“理性”，而更加强调“社会性”。换言之，国际体系“文化”这一社会性要素塑造了国家行为体的基本行为。比如，霍布斯文化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生死竞争，洛克文化则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而康德文化则会使国家之间友好相处。
[14]

 但是，理性作为一种西方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对温特建构主义或是后来的建构主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多蒂认为，温特为了符合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要求，假定了一种自生的行为体，而实际上任何行为体都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实践的结果。
[15]

 史密斯在批评了温特对科学实在论的坚持之后，认为温特眼中的世界与理性主义者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温特没有质疑行动者身份的形成，认可行为体具有外生和前社会本体，这些与理性主义理论是一致的。
[16]

 后来建构主义对规范研究的大量实证性论述也表现出很强的理性主义色彩。这些研究重点在于讨论国际体系层次的观念结构是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体的，并且这种观念结构更多地用“规范”来表现。所以，在主流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中，多是国际规范是如何传播、如何建构行为体身份和影响行为体行为的。无论规范传播也好，还是建构身份也好，行为体的理性选择意识仍然是很强的。
[17]

 总体上说，温特从双向建构转向单向建构说明美国的体系理论学者很难摆脱线性思维的束缚，一旦开始考虑元理论，便开始了从一点到另外一点的因果推理。

应该说，这三种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都具有解释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范式为主导的理论建构和研究都会是“片面深刻”，也就是说，元理论都从某一个侧面强调了国际体系中某种因素的重要意义。在它所强调的要素上，该理论鞭辟入里地予以阐释和分析，但对于它不强调的要素，则视为无关紧要，可以使用并且必须使用“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进行必要的删减和忽略，亦即遵循“简约律”（law of parsimony）。如果我们审视三大主流理论，就会发现它们在各自强调的要素上面下足了功夫。权力分布之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制度之于新自由制度主义、文化理念之于建构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是，三大主流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它们都努力设定一种清晰的因果关系链，并将原因要素设定在国际体系层面。由于因果关系要求原因的先在性和确定性，所以，无论是结构、制度，还是文化，就都变成了物化之后的确定性要素，成为先在或是预设的已知变量。这就是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静态化的根本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理性时代和现代性的实践，即寻求确定性，寻求简约，寻求明晰的因果要素。但是，这种做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它要求将一切动态的现实和实践设定为静态，然后寻求静态中的必然因果关系。结构、制度、文化无一不是确定的原因因素，从这三种体系原因因素出发，去发现国家行为这样的结果因素。根据这种推理，霍布斯文化必然产生敌对行为。

过程是动态的，静态理论是难以研究过程的。所以，当遇到一种正在发生重大转型的国际政治场景，似乎三大理论的原因变量就难以找到，或者是难以清晰地界定。如果再仔细思考，则会发现，这三大理论都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国际体系中的社会要素——关系。可以说，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将学科定名为国际关系学，但却没有形成真正讨论“关系”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对关系性的重视程度最低，对过程基本不予讨论：在弹子球桌上，每一个球都是独立的，都是在没有关系的条件下独立存在的。它们只有在外力作用下才会出现冲撞性互动，才有了短暂的联系。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自己重视过程，实际上仅仅将过程视为一种背景，视为一种行为体活动的场所，它最终强调的是制度，是过程的一种物化形式。一旦国际制度形成，国际制度与行为体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成为核心研究议程，国际制度可以直接作用于国家，而过程则成为几乎完全不在研究范围之内的黑匣子。
[18]

 新自由制度主义从一开始就将制度视为既定要素，对于制度形成的过程基本不加讨论。结构建构主义也讨论过程。尤其是在温特早期的论述中，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被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施动者和结构本应没有孰先孰后的问题，它们在互构中产生和互生。但是，到了温特全面构建结构建构主义理论的时候，结构被物化，结构成为解释施动者身份和认同的原因，过程再次成为一种背景、一种场所或是一个舞台：虽然过程不可或缺，但不是分析的主要对象，而是不能脱离施动者和结构的依附性因素。
[19]

 正因为如此，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直接提出了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文化，而对三种文化的产生和进化动力均没有理论上的阐释和事实上的叙述，使得三种被物化的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实际上，过程，或曰社会互动过程，是中国经验和思想中的重要元素。费孝通对比了中国与西方社会关系的不同，认为西方是个人主义社会，西方社会中的个人如一捆捆竖立在田地里的稻秸，相互独立，由社会契约和组织将他们维系在一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则好像水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社会关系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了联系，每个圈子和每个波纹都是通过某种关系联系在一起。
[20]

 其实，波纹之间的不间断就是过程，条条波纹恰恰是关系的链条。个体与这些波纹环环相连，在无数的过程中影响和受到影响。它的实质是在不断地流动之中，而不是像稻秸捆一样自立不动。何友晖也曾指出，在中国文化里，自我不是一个一个的自我，单独的自我对自己存在、独特性、方向感、目标和意愿均没有很强的自觉。自我与非自我间的界限不清，人我的疆界不明。
[21]

 所以：

中国人的自我可称为“关系性自我”。它对其他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觉察能力。别人在自己现象世界的出现与自我的浮现，已经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自我与他人同体，并在现象世界中分化开来，形成“在他人关系中的自我”。
[22]



如果将社会过程这个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核心要素，将关系性作为过程中的核心内容并确立关系本位的假定，那么会呈现一种什么理论取向呢？

第二节　过程本体：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取向

社会理论的关键是抓住社会分析的根本环节，也就是社会中的核心纽结。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决定了西方社会理论将独立的个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核心纽结。我们可以想一下卢梭的《契约论》和洛克的《政府论》，为什么他们会提出政治领域的契约问题呢？只有将个体视为社会中的核心本体，并且将他们的基本身份视为独立和分离的，才会将社会性契约作为约束和规范他们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则。西方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建立，其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如果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比作一个社会，以国家比作这个社会中的成员，其基本内涵与以个体构成的西方社会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发明出主权这种重要的契约制度，来保证个体国家的生存与安全，规范和约束个体国家之间的行为。西方国际关系的实践如此，西方的国际关系学也势必以此为基础。

中国则不同，在中国社会中，个人不是社会的核心单位。中国社会的思维模式是“家国天下”，从家庭到国家到天下都是人的集合体，亦即社会单位。独立的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具有意义。所以，中国历来注重群体中的个人。没有群体，也就没有个人。群体的纽结是关系。正因为如此，过程建构主义的核心是关系，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趋向与核心假定都是围绕关系性展开的。

一、过程建构与流动的关系

为了能够简明扼要地厘清国际关系现有的体系理论，我们首先制定一个分类标准，即使用两对标量来对现有的体系理论进行分类。这两对标量是：物质和理念；结构与过程。
[23]

 从这些概念的基本定义上看，物质和结构更趋静态性质，而过程与理念则更趋动态性质。根据这一标准，现有体系理论可以大致分为结构理性主义（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过程理性主义（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我所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其分析重点是过程，其理论硬核是关系性。关系性是社会活动的本质要素，关系性界定社会。我们说过程即运动中的关系，也就是说它表现的是复杂关系的流动与变化。过程既是关系运动的载体和场所，也是产生和发展关系的根本动力。过程与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孪生要素。由于三大体系理论都忽视了关系这个中国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要素，所以我们首先在体系层次的理论谱系里面补足这个概念，以此确定过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可能占据的地位，然后再对其理论取向加以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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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图谱



从这个图谱上看，结构理性主义属于物质主义范畴的理论，尤其强调以物质性权力分布定义的国际体系结构，这种结构规定了体系内单位——国家——的基本行为方式，所以，结构理性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是物质性结构理论。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起点是国际体系。华尔兹将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类似物理性磁场的东西，这个场域本身具有的、高度确定性的因素决定了场域内物体的行为方式。以结构要素为原因要素，以结构中单位的行为方式为结果因素——这是体系层次理论化的基本逻辑。第二，结构现实主义的内涵是物质性要素。华尔兹的结构是由物质性要素所构成的，实力是结构现实主义最重视的方面。实力是物质要素决定的，是行为体具备的物质性力量决定的。从采纳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可以发现，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人口数量等均是构成国家实力的要素。
[24]

 而这些物质性要素也具有比较稳定的状态，至少是在一定时期内如此。

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将华尔兹以权力分布定义的结构替换为以观念分布定义的结构，亦即国际体系的文化。他提出了三种国际体系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体系层次的内容。霍布斯文化是以丛林原则为基本观念的体系文化，洛克文化是以竞争原则为基本观念的体系文化，康德文化是以友谊为基本观念的体系文化。在这一理论的逻辑中，首先，国际体系文化的基本形态是确定的，因为这些文化的本质是预设的和确定的。比如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文化被界定为洛克文化，洛克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承认国家的主权，亦即在生存与允许生存的条件下竞争。其次，体系文化决定了体系单元的行为。如果体系主导文化是霍布斯文化，那么，这样的体系就类似弱肉强食的丛林，体系成员只能是消灭别人或是被别人消灭。体系文化是国际政治中最核心的概念，是这些文化建构了体系单位（国家）的基本身份，因而也就决定了单位的利益与行为。温特与华尔兹一样强调结构，但却将华尔兹的物质性结构改变为理念性结构，理念性结构规定了国家的相对身份并因之规定了它们的利益。所以，结构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是社会性结构理论。

根据约瑟夫·奈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大致属于过程范畴的理论，并且从形式上看，它重视的是国际制度，似乎非物质性的成分要比现实主义大一些。但是，这里需要注重两个问题。首先，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强调的过程，是一种“有规律的互动方式”。所谓有规律的互动方式，就是国家这种理性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由于国际制度的作用，是可以预期的，是趋于合作的。所以，在这种解释和推理之中，过程只不过是背景和陪衬，因为使这种互动有规律并可预期的是国际机制或是国际制度。
[25]

 其次，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制度具有物质性的本质。新自由制度主义并不是研究国际制度如何在行为体互动之下逐步形成的，而是把国际制度的形成简单地界定为霸权国依赖实力为国际体系提供的公共物品。
[26]

 国际制度形成和发展这一真正的过程因素完全被省略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起点是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国家行为。在这一点上，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是依靠对国家提供的实际奖惩情况而发生作用的，而实际的奖惩是以物质标准而判定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说的过程是一种附着性的物化，它对过程的重视只在于过程是互动的平台。从根本上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一是强调已经形成结构的国际制度，二是从根本上仍然属于物质主义范畴。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讨论的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物质的，但其作用取决于制度能够提供的物质回报，物质性权力和利益仍然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动因。所以，过程理性主义是物质性过程理论。简言之，对于现实主义来说，观念是无足轻重的，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来说，观念能够成为一个与权力和利益并列的自变量，具有独立的因果作用。
[27]

 观念与权力和利益之间虽然是相互独立、相互并列的关系，但是，观念的作用也只能弥补物质性权力和利益解释的不足。所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基都是物质主义世界观。

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是社会性过程理论。也就是说，它像结构建构主义一样，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认为社会性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它提出了一个与结构建构主义不同的建构机制——以关系性为标示的过程。由于过程建构主义属于社会性理论，它接受结构建构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第一，社会性。国际关系的世界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形成，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性建构。
[28]

 这一假定并不是要否定物质的客观存在，而是反对把物质的客观存在作为解释行为体行为的唯一原因。物质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定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在社会性互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是给定因素，是不以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和话语结构变化而变化的，因之也是非历史的。强调社会性的理论认为，行为体有意义的行为只有在主体间社会语境中才得以成为可能。没有身份认同的行为体也就没有利益可言。因此，在国际关系的世界里，社会是第一性的，国家身份首先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身份，这种身份产生于国家与其他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互动实践，并在这种不间断的实践过程中得以定义和再定义。
[29]

 第二，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行为体。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行为体。这并不意味其他国际体系行为体，比如个人或是国际组织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不重要，而是因为国家仍然是现代国际体系运行的主要实践者和国际关系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当前，全球性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安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从原来国家之间的相互威胁转化为国家受到的共同威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全球性问题。
[30]

 不过，即便是对于全球性问题，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和解决，但国际合作仍然主要是通过国家进行的。20国集团、金砖国家峰会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机制仍然主要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进而，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国内两个层面高度互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国际国内两个进程的密集互动之外，但是这种互动的协调中枢仍然是国家。第三，国际社会进化原则。国际关系的运动是变化的，这种变化是行为体能动作用使然。过程建构主义相信国际体系的变化是朝着更加符合人类期冀的方向变化，因此也就是朝着进步的方向进化。温特提出三种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分别以丛林原则、竞争原则和友谊原则表示，反映了一种进化发展的国际关系取向。虽然在某一历史时段和某一局部地域中国际关系可能会出现逆向发展的情景，比如从洛克文化倒退到霍布斯文化，
[31]

 但过程建构主义同样认为国际社会从总体上说是朝着进步方向发展的。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它没有为这种进化提供动力，霍布斯文化是如何进入洛克文化的，洛克文化又是怎样发展成为康德文化的，这些都没有很好的解释，似乎一种文化在非历史、无动力的条件下就突然跃入另外一种文化。一旦确定了文化的性质，建构主义便又成为静态分析文化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的理论，成为分析因果变量模式。而过程建构主义试图为这种进化提供动力，试图将整个过程的运动视为文化转型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动力。

因此，过程建构主义首先是体系层次理论，是讨论国际体系层面因素如何影响国际体系单位的行为的，并且认为这些体系因素是无法还原到单位层面的。其中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体系过程。其次，过程建构主义主张社会本体论，关注重点是非物质性的社会因素，强调的是行为体互主行为的意义生产过程。第三，过程建构主义相信社会进化原则，认为国际社会具有社会的基本特征，国际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朝着更加符合人的期冀的方向发展。体系层次、社会本体和社会进化这三点构成了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也表明过程建构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动态理论。图2.1也表明过程建构主义重社会性、重过程的动态特征。

二、过程的意义

本文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虽然采用了主流建构主义的三个重要假定，但弱化了观念结构建构身份的自上而下的因果型模式，由强调观念结构转向强调主体间的关系过程，由确定观念结构转向审视过程运动。过程建构主义本体论是过程本体，它的主要论点是：过程具有独立的本体地位，在社会化中起到关键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过程是运动中的关系，具有自在的地位。维持过程，就是维持关系，就会延续建构身份的实践性互动。过程起关键作用，是指过程本身成为实践活动的中心。由于过程建构主义的关键部分是社会过程，所以首先对过程做一个界定。

1. 过程与过程特征

过程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这就是说，过程建构主义的过程是运动中的关系，也就是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动态关系复合体，它的基础是社会实践，是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关系与过程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一般来说，重个体的社会强调结构，因为结构表现了独立个体的基本位置，这种位置决定了个体之间的互动。比如，在国际体系中，结构现实主义认为，霸权国的行为和主要大国的行为是它们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使然：霸权国希望保持霸权地位，大国（尤其是实力上升并具有挑战霸权国潜能的大国）希望夺取霸权地位。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国之间必然发生悲剧性的冲突。
[32]

 结构建构主义虽然不像结构现实主义那样几乎完全不考虑过程的意义，但仍然认为国家的行为是由于它们在国际文化结构中的相对角色使然，比如美国和朝鲜处于文化结构中相互为敌的位置，所以朝鲜的核武器一定会被美国解读为威胁，两国的互动行为也自然以敌意为基本的态势。重关系的社会必然强调过程，因为关系在过程中发生、发展并得以体现。过程既是关系复合体，也是关系运作的时空域境。关系变，过程取向就会变，国家行为也会变。杰克逊和奈克森将过程定义为一系列“事件”，
[33]

 但他们在研究上面回归了实质主义，将在某一时空点上发生的事件及其物化结果作为过程的构成部分。过程建构主义将过程核心定位于动态“关系”，强调的是互动关系而不是静止事件；突出的是流动的、历时性的主体间行为，而不是具体的行为结果；观察的是运动中的变化，不是互动中的物化；思考的是“关系选择”，也就是说关系影响着行为体的行为。作为一种动态理论，过程建构主义的过程因之有着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的、相互建构的，共同参与并进行着社会化实践。这里不存在因果律所规定的时间上的先后顺序问题，也无法将过程与行为体分离开来。西方国际关系学近年来将社会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大量社会化的研究成果也已经问世。
[34]

 但在这些论述中，尤其是在具体的研究议程上，过程和行为体总是处于一种二元结构之中：或是行为体优先，由行为体建构过程，然后再由过程发生作用；
[35]

 或是过程先于行为体，过程建构行为体、施动行为体。
[36]

 无论是行为体优先还是过程优先，都摆脱不了二元结构，都试图将过程视为可以和行为体分离的东西。所以在本质上与三大主流理论的理论形成逻辑没有重大的区别。追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里面，因果律总是第一位的，即便是在考虑过程的时候，也试图建立一种过程与结果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但是，我们无法想象会存在没有过程的行为体抑或没有行为体的过程。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过程与行为体是共存共生的。实际上，对过程的形象表述就是阴阳太极图像：两个鱼形的阴阳和整个图像的圆是一体的，是互动互补的。脱离了两个鱼形不成其圆，脱离了圆则阴阳无形。阴、阳、圆图像同体共存，行为体通过行动和互动形成了过程，过程也制约行为体或是赋予其能动作用。过程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过程中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工具性因果关系，而是必须从整体角度、以圆的思维而不是用线的思维去审视的建构关系。这意味着，在国际社会里，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脱离过程而天马行空，也没有任何过程可以没有国家而以空中楼阁的形式存在。

第二，过程建构主体间性。过程使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实践成为可能，互动实践建构了行为体之间的主体间性。互动可以产生实质性的结果，所以过程有着平台的作用，过程中的关系也有着工具性质，西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过程感兴趣的正是过程的这种工具性作用，比如互动过程可以产生制度或是规范，制度和规范又可以制约行为体的行为等等。但对于过程建构主义来说，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建构了主体间性。主体间性被界定为一个使互动具有意义的实践和关系过程，国际体系的规范和观念结构在这一实践中产生和发展。
[37]

 主体间性促动并产生了规范与规则，又在以规范和规则为基础的语境中展示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运动，使行为在互动中产生共有意义。
[38]

 过程中的建构性互动关系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国家间的互动实践在过程中发生和发展某种关系，从而确定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身份；第二，物质权力通过国家间的实践互动和表象系统产生了意义，通过关系发生作用；第三，互动实践使国家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定位，因而也就调整自己的利益，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利益。行为体凭借互动实践中产生的规范和规则来赋予行为以意义，使行为体能够理解世界并且也使自身的行为能够被其他行为体所理解。因此，在主体间互动意义上由实践活动所界定的过程才是有意义的，并能促使体系的政治文化发生改变。

第三，过程逻辑包含中国的包容性辩证思维。中国式的辩证法与西方的辩证法有着很大的不同。
[39]

 西方注重实体的思维是分离式思维：首先要明确实体的本质，比如实体A的本质属性和属性特征，然后确定A的存在和A的类属，因此，A永远不可能是非A。而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则是互容式思维，亦即A可以包含非A。比如，在过程的任何一个时空点上，一个互动中的行为体的身份正在形成之中，此时，存在和非存在是共在的（既是A也是非A；或者说既不是A也不是非A）。西方学者也曾意识到这种同体共存现象，比如，吉登斯使用了结构化（structuration）概念，试图用二重性（duality）替代二元论（dualism），以克服西方思维中二元定势；
[40]

 温特也使用了互构概念，希望讨论行为体和结构的共在和互构问题。
[41]

 但是由于他们的文化底蕴和思维根基是西方的二分法，所以，对于这种A包含非A的中国式辩证法，西方人大多认为是不合逻辑的悖论。
[42]

 正因为如此，他们难以想到要去这样思维，因为这样的思维是东方的东西，是中国哲学传统中包含的辩证思维。
[43]

 过程恰恰是这种思维可以解释的东西。所以，任何社会行为体从一开始就完全嵌入过程之中，没有什么独立于过程的先验社会存在。在这个过程中，行为体发生变化，不仅其行为发生变化，其实质也会发生变化，A可以转化为非A。正题和反题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斗争形成合题，而是相互诠释、相互定义、相辅相成，通过和谐形成合题。比如，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往往是定义一个国家为“流氓”国家，然后通过外交、经济或是军事手段对其进行打击；中国的思维是任何国家都在国际关系过程中运动，其身份是不断变化的，好与坏也是可以转化的，关键是如何发挥过程的积极作用，促其向好的方向转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流氓国家，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善良国家。关键是过程的内力是促其向流氓国家发展还是向善良国家进化。

2. 过程的自在性与过程动力

如果承认过程的核心作用，就要论证有关过程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命题，即：第一，过程具有自在性，它不是以结果和为结果而界定的；第二，过程本身可以产生动力，过程的动力来源是关系的运动，过程因此总是处于动态之中；第三，这种动力是体系层面的因素，是不能还原到任何具体的个体行为体的。

过程的自在性指过程可以独立于结果。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注重结果的理论
[44]

 ，这也是受到因果律的影响，亦即凡事有因必有果，因与果之间的过程只是因果这两个研究中心的附着物和发生场所。正因为如此，即便是认为重视过程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只是将过程一方面作为实现制度的背景，另一方作为制度约束行为体行为的工具。比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许多实证性研究成果都是在分析国际制度是怎样制约国家行为、促成国际合作的。西方主流建构主义应该是关注过程并将其视为重要因素的，因为社会化本身就是过程。但是，在实际研究中，这种对过程的关注就消失了，大多数西方学者或是为了理论建构的简约，或是为了追求客观世界的确定性，或是下意识地受到因果变量的支配，高度关注的总是过程之后的结果，因此也就有意无意地将过程省略，使其成为研究过程中的黑匣子。主流建构主义的规范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波规范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研究主要是提出两个变量，一个是国际体系中已有的规范，一个是被社会化的行为体表现出来的行为，然后论证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先确定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发达的教育科学文化被视为现代国家标志；然后指明国家的行为：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来的重视教科文的行为；最后将两者以因果律连接起来：因为国际组织努力将这一国际规范教给国家，所以国家才表现出符合这种规范的行为。
[45]

 国家为什么接受规范则是一个黑匣子，而这个过程是否具有自身动力更是不可而知。从2000年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来，第二波规范研究开始重视社会化机制，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打开黑匣子。比如切克尔主编的《国际组织》专辑就将研究设计的重点放在社会化机制上，但这就出现了另外一种情景，社会化机制这个作为中介变量的因素实际上成为研究中的自变量，国家行为成为因变量，社会化过程仍然只是一种事件发生的背景而已。
[46]



过程的自在性特征表明，将过程自身置于研究重心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过程可以独立于结果，甚至不产生预期结果，或是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杰克逊和奈克森曾使用过雷切尔的过程分类方法，这一分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切入点。雷切尔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将过程分为两类，一是“有主体过程”（owned process），二是“无主体过程”（un-owned process）。有主体指某一过程有一个肇始者，这个肇始者有意识、有目的地给予过程以动力，推动过程产生预期的结果；无主体过程则指过程没有这样一个肇始者，过程无法还原到某个具体的行为体的有目的行为。
[47]

 进而，无主体过程由于没有肇始者，所以也难以确定任何预设或是既定的结果。这一分类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的问题。西方建构主义规范研究大部分以“有主体”过程为思维定势，所以，玛莎·芬尼莫尔必须要发现一个社会化过程中的教化者（国际组织），换言之，国际组织有意识、有目的地启动了国际社会化过程，教会了被社会化国家应有的规范。切克尔的社会化机制，比如胡萝卜加大棒、角色扮演、规范劝服等，也都可以十分明确地追溯到一个具体的施动者，在他设计的研究中，这个肇始者是欧盟或是北约。但是，雷切尔指出，许多过程是无法追溯到具体肇始者的，比如谣言的传播、磁场的震颤等，这样的过程无法还原到一个具体的行为体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我们还可以想象一种情况，即一个家庭的行为模式。当一对夫妇组建家庭之前，两个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长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规范标准都不尽相同，他们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不尽相同。组建家庭之后，可能双方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希望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扩展到家庭，使这个新的家庭具有自己偏好的形式和内容，也就是打上一方的印记。但实际上，双方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发生离婚的情况，最后的家庭模式就会是在夫妇两人的长期互动过程中无意产生的，既非一方的理想，也非另一方的偏好。到底是男方还是女方促成了这样的模式是无从而知的，因为是两个人在长期的互动实践过程中构成了这样一种方式，是过程本身的动力促其发展到某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依照过程自身产生的动力维持和发展。无论是好是坏，都很难以人为方式将其改变。我们在考虑社会规范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谣言传播这类过程。有的谣言传播是“有主体”过程，比如有人故意制造某种谣言。但是也有很多谣言的传播是“无主体”过程，谣言的源头难以说清，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发生内容上的变化，甚至最后的说法与原先完全相反。规范也是如此，有些规范是在无肇始者和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的，比如东盟的“舒适度”规范等。
[48]



这两种过程都很有意义。但如果仔细想一想，就需要提出一个问题：第二种过程，亦即无主体过程的存在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过程可以是自在的。如果我们承认第二种过程的存在，也就必然接受过程本身就是过程的肇始者、推动者和维护者。我们再试想一下全球化过程。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的真正起始是冷战之后的事情，但是全球化进程的启动、它产生的动力、它已经和可能产生的阶段性结果等等，都是无法追溯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体行为体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任何行为体也很难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预测全球化的发展结果，其实这种结果也只有在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变化。对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来说，无论强大还是弱小，它们都置身于这个过程之中，不断适应和调整、不断定义和再定义自我利益，但是它们之中也没有一个能够有意识地中断、阻止或是逆转这个过程。

应该说，雷切尔对于无主体过程的阐述是对过程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说明过程可以具有自己的动力，可以产生不以单个的参与者主观意愿所决定的过程取向。但雷切尔没有讨论的是有主体过程和无主体过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也就是说，无主体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有主体过程。比如，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谣言可以被某些人所接过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以利用，并对原来的谣言予以改动，加以传播，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这就成为一个从无主体过程转化为一个有主体过程。有主体过程也可以转化为无主体过程。比如，婚姻是一个典型的有主体过程，婚姻双方当事人是这一过程的主体，一旦两人在法律上被承认为夫妻，这个旷日持久的婚姻过程就开始了。但是，一旦这一过程得以启动，它就产生了自身的动力，被两个人的关系所界定。这样一来，有主体过程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无主体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两人各自都无法左右这个婚姻的过程。如果这是一个良性的过程（或者称合作过程），那么，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就会顺利。如果这成为一个恶性的过程（或者不合作过程），那么两个人就会越过越难受，越过越不如意。当然，决然的离婚是中断这一过程的做法，两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过程中脱离出来，重新启动一个新的过程。但是，中断过程的代价是高昂的，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孩子、财产以及旷日持久的法律程序等等。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一些人宁肯长痛。

过程既然可以是自在的，也就能够产生自身的动力。因此我们需要明确过程的动力发生机制，也就是说，只有证明了过程本身可以产生动力，才能反过来确证过程的自在性。原因很简单：动力是一切生命之源，如果过程自身不能产生动力，过程也就不能独立存在。我们不会预设过程是一个永动机，所以过程的动力需要来自能够产生动力的东西，或者说运动要素。过程的运动要素就是关系。我们将过程界定为运动中的关系，就是说复杂关系的交错流动产生了过程的能量。我们可以将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静止的关系，一种是流动的关系。血缘关系大致可以属于前者。举一个日常的例子，一个孩子降生到社会上来，也就降生到一种关系网络之中，她的身份也就得到了基本的界定，比如“文革”中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和“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等，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她以后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状态。
[49]

 所以，这种关系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静止关系本身不产生能量，因此也就不能成为过程的动力源。静止关系势必要流动，比如有着某种家庭出身的人，立即就要与社会中其他人互动，即便是孩童也是如此。一旦静止的关系流动起来，就会产生动力。比如，利益权衡是行为体采取行动的直接原因，行为体在社会性过程中行动，自然会进行利益权衡。但行为体置身于关系复合体之中，并且每时每刻都在这种复合体中运动，利益的产生与权衡是与这种关系复合体密切相关的。所以，处于过程之中的行为体（actorsin-process）就会整合和被整合，其身份也会得以塑造和再塑造，利益也就会得以定义和再定义。进而，过程中的行为体会权衡利益，但利益的权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任意脱离过程，因为行为体和过程是一体的。因此，利益不可能是孤立的、脱离关系和过程的利益。这种不断的运动、不断的塑造和被塑造，就成为产生动力的源泉。也就是说，过程是运动的关系，关系的运动产生过程动力。

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过程产生的这种动力是不能还原到个体行为体的，因为关系本身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建构的，它必然是相互性存在。我们仍以谣言的传播为例。谣言可以是有意传播的，也可以是无意传播的。前者属于有主体过程，后者属于无主体过程。当一个信息被无目的和无意识地传播开来并变成谣言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形成了。最后出来的谣言是与原来的信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东西。这个传播过程可以说是充满了动力，因为其中包含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网络上的每一条经络都会活动起来，相关的每一条神经也会敏感起来，每一个节点都会运动起来，成为传播过程中的动力源，但是这一动力本身又无法还原到任何一条具体的经线和脉络，不可能归结到任何一个网络上的节点。所以，过程理论从定义上讲只能是体系层面的理论。它与其他主流理论不同的是，它是体系层面的动态理论。

3. 过程的作用

在国际关系中，过程的重要意义在于过程通过互主性实践关系孕育规范、培育集体情感，并因此催生集体认同。当然，过程也可以是反向的，既可以孕育正面的规范，也可以建构负面的规范，既可培养积极的集体情感，也可以培养消解甚至仇恨的集体情感。这与过程的“势”是密切相关的。虽然主流建构主义对规范形成和集体认同有过不少的讨论，这里我们还是希望补足一些被遗忘的东西，同时我们也希望将培育集体情感这个主流建构主义没有讨论过的方面作为过程的一个主要作用加以讨论。

过程孕育规范。规范是行为体广泛接受的适当行为的准则，
[50]

 规范的孕育和形成，有着两个方面的动力。一方面来自规范的倡导者，另一方面来自过程本身。西方主流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前者，认为规范通过倡导者提出，通过制度化和社会化两种手段来实现并加以普及。这是一种将过程仅仅视为有主体的过程。
[51]

 比如，战争中优待俘虏和不滥杀平民是一个人或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大力倡导的，科学教育是现代化国家之标志是国际组织提倡的等等，这些规范始终有一个倡导者，并在逾越了某种界限之后，就会迅速发展扩散，并逐步得以制度化。这些研究遵循了结构建构主义的基本原则，先界定一个明确的规范（并且往往是所谓的好规范），然后通过制度（国际组织）的形式将这个规范传播开来。不过，经验表明，这种先制度后规范的模式不是唯一的模式。制度化是规范的内化途径，但并非规范普及的必要条件，可以先于或后于规范普及。欧盟的发展道路一直遵循高制度化的路径，通过签订一系列具有约束性的条约来传播、推进和内化欧盟的规范。
[52]

 而在东亚，由于对非正式原则的重视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规范的传播与普及显然更多地是通过社会化而非制度化实现的，无论是东盟还是东亚13国的地区合作走过的路径都是如此。但无论制度化还是社会化，都是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的。比如，当社会化进程开始之后，参加的行为体都会感受到“伙伴压力”，即“一个地区许多国家接受新规范后（对新成员）产生的累积效应”
[53]

 。当规范被广泛接受以后，就被国家当作理所当然之物内化了，并因之成为国家行为适当性的自我判断标准。

第二方面是规范产生于过程本身。规范与过程是互动的，是在动态中相互生成的。对于这一点，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则很少关注，因为他们很少思考过程的自身动力问题。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规则和规范是在社会化进程中孕育的，形成的动力也来自过程本身。也就是说，规范不仅是行为适当性的标准，而且也是规范参与者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过程使得规范得以塑造实践者，也被实践者所塑造。
[54]

 过程的运动既意味着规范通过行为体的社会性实践被持续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共同利益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也意味着这些被建构的规范和规则反过来对过程的维持又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互动产生了行为体之间持续的社会化，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又促进了这种互动的持续和发展。因此，在社会实践中，过程的维持可能比任何实质性的立竿见影的结果都更为重要。过程建构主义承认有主体过程的重要意义，但更加突出了无主体过程的自身动力。在规范孕育和形成方面，过程建构主义更加强调过程本身的作用。承认过程的自身动力，试图发现这种动力的意义和作用，这是过程建构主义的重点研究议程。再以东亚地区合作为例，过程建构主义的学术兴奋点在于：哪些规范是无主体过程本身孕育和传播的；这样的规范孕育和传播又是如何改变和重塑东亚地区相互的角色身份的。

过程还有一个重要作用，这就是培育集体情感。主流建构主义以及西方比较重视过程的国际关系理论忽视了过程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这就是过程建构集体情感。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情感动物。将情感排斥于研究之外显然是不恰当的，将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形成二元对立的两极也是不合理的。理性社会对情感的重视较低，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往往有意排斥了情感的作用，在其具体的经验性分析中也是极力排除感情因素，以便理性模式能够得到最直接的应用；而在关系性社会中情感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关系理性强调的就是理性是在关系和情感之中的理性。
[55]

 肯尼斯·博尔丁在讨论权力的时候曾经注意到情感的重要意义，认为权力有着三张面孔，第一是强制性权力，一方使用超强的武力或是强制力量，迫使另一方做其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海湾战争中的美国与伊拉克；第二是交换性权力，比如经济相互依存中的中国与日本、中国与美国，或是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第三是情感性权力，比如孩子与宠爱她的父母。一个年幼的孩子的物质性权力资源是极其有限的，但孩子之所以能够让父母做她希望做的事情，是因为她使用了情感这个能够影响父母的唯一权力杠杆。
[56]

 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国（包括台湾）学者与西方学者的一个根本不同也是将研究重心放在情感方面。比如黄光国提出了三种关系：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
[57]

 混合性关系是工具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的混合形式，理性社会偏重工具性关系，关系性社会则偏重情感关系。
[58]



集体认同是建构主义的重要概念，社会建构的重要结果就是形成集体认同，亦即行为体普遍认同主导规范和因之确定的相互身份。西方主流建构主义理论更多地注重与理性相关的因素。温特定义了与集体认同相关的四种主要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他认为：“这些变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能够减弱利己身份，帮助创建集体身份。”
[59]

 同时，他还将这四个变量分为两类。前三个（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是一类，是集体身份形成的主动或是有效原因，后一个（自我约束）是助然性的，但却是关键原因。形成身份的必要条件是前一类中的某一个加上自我约束。
[60]

 比如在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东亚各国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制度的失望使它们认识到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和东亚国家的同质性，也看到了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自我约束行为。如果没有这一关键时刻的自我约束，后来成立的“10+3”机制也不一定如此顺利。所以，从东亚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地区合作进程中，东亚有着高度的相互依存、面对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大背景而产生的共同命运感，以及不断增强的共有规范和大国自我约束的征兆。
[61]

 一场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国家的集体认同感大大增强，并因之启动了东亚“10+3”的合作进程。由于涉及这些主要变量的活动只能表现于互动的进程中，所以说进程催生了集体认同。

集体认同通过这四种变量的作用而形成，这无疑是有意义的讨论，但这些概念之中几乎完全没有情感因素的成分。所以，即便我们重视主流建构主义对集体认同的讨论，从过程的概念上面仍然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的研究重心是考虑过程如何通过理性使行为体内化体系规范并在利益和规范趋同的情况下产生集体认同。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过程还有十分重要的一面，就是建立、维系和强化情感性关系，使行为体在情感趋近的情况下产生集体认同，使得集体认同有着更加坚实的基础。这种情感趋近在许多时候不是理性作用的结果，而是在过程中通过不断交往和发展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同时，情感的接近又促动互动过程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重视理性的计算，这才有“只要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这类理论忽视了情感的力量。重视情感的社会重视维持过程，维持可以加深情感、加强关系的过程，重视维持和经营可以加深情感的关系。而情感性关系正是因为超越了利益的理性计算而往往是一种更趋长久和稳定的社会关系。
[62]

 比如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情感性问题。双方经济相互依存程度极高，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一种起伏不定的状态，稍有风吹草动，就波澜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日缺乏一种共同的积极情感基础。

过程只有在通过加强集体情感的情况下，才能呈现交感而化的效果。“交感而化”即关系的运动和建构导致渐进变化。过程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孕育共有规范和规则，赋予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以意义，催生集体认同和集体情感，改变体系内的角色结构，从而规定行为体的利益，塑造行为体的行为模式。比如迄今为止的东亚地区合作努力就代表了一种以过程为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通过一体化过程实现渐进式的社会化和吸引主要国家参与过程的能力是这个模式的核心内容。理性国际关系理论首先为理性行为体在采取行动时设定了目标，所以将实现的过程视为“手段”，也就是次要的因素。在过程建构主义中，过程即被解释为手段也被解释为目的，既是实践活动的场所，也是实践活动本身。如果强行实现预设目标可能具有颠覆过程的危险，行为体宁愿推迟甚至重新设定目标来维持过程的延续，这正是过程的目的性特征。

第三节　关系本位：过程建构主义的核心假定

在讨论了过程的学理意义之后，还需要考虑它的实质性内涵，也就是它最不同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硬核——关系性。过程的实质内涵是运动的关系，过程中的行为体也就是关系中的行为体（actors-in-relations）。所以，过程建构主义的分析重点是关系，观察对象是关系中的行为体。在国际关系领域，这就是国家间关系和关系中的国家。

国外社会科学理论中重点讨论“关系”的论文是社会学家埃米尔拜尔1997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关系社会学宣言》。
[63]

 这篇论文首先提出了社会学领域的两大对立观点：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和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埃米尔拜尔认为，实质主义是社会学的主导思维方式，将行为体视为独立的、分离的理性行为体，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采取独立的行动（self-action）。所以，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就是这种独立的个体。这就是所谓的个体本位。当然，这些独立的个体不可能不发生互动，互动也必然产生过程，但是这种互动是具有先验身份的个体以既定的身份、出于利益权衡而发生的，所以，从根本上说这种过程只是一个空壳。而埃米尔拜尔提倡的社会学则将过程视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分析单位。对于埃米尔拜尔来说，在关系社会学中，行为体不应被视为独立的、分离的理性行为体，他们是社会中的行为体，社会关系先于行为体的存在。

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关系社会学的反应集中体现在19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克逊和奈克森发表的《先有关系，后有国家：实质、过程与世界政治研究》这篇论文之中。
[64]

 这篇论文将埃米尔拜尔的关系社会学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提出了一个“过程/关系”研究模式，强调了过程本身的建构作用和过程的动态性质。后来，杰克逊在一篇实证文章中将“关系建构主义”（relational constructivism）应用到北约对前南斯拉夫采取的军事打击的研究之中。从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出，杰克逊的“过程”是一种话语过程，即行为体是如何通过话语作用使自己的行动具有合法性的。
[65]

 这篇论文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行为体的行为是在话语过程中被不断诠释的。但其过程/关系模式的动力机制局限于话语作用，话语过程有着明显的动力主体，即北约。所有使北约轰炸合法性的话语建构都是北约这个动力主体的有目的和有意识的行为。所以，作者的论述实际上更是对实体（entities）的研究，亦即一个独立的实体（北约）如何通过话语诠释，为自己的行为（轰炸前南斯拉夫）做辩解并使之具有合法性的。而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有主体过程，北约从一开始就是话语过程的启动者和敌对关系的话语建构者。从这一点上说，他与西方语言建构主义研究的方式大致是相似的
[66]

 ，也没有将过程的分析重心放在关系上面，更没有将无主体过程考虑在内。

这些关于过程与关系的论述，其学理意义在于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他们的研究暗合了费孝通的稻秸和涟漪理论：独立分离的稻秸表现了西方的实质主义，连绵不断的涟漪表现了中国的关系主义。但是，由于其研究背景仍然是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话语体系，所以对关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为关系而关系”的状态。一方面，这些学者看到了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实体性思维方式存在缺陷，认识到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关系的本质意义、关系与过程的关系、关系在社会互动实践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认识是不清晰的。所以，无论埃米尔拜尔还是杰克逊和奈克森在理论假定中都将关系等同于某种有主体的过程，在实际研究中也都有意无意地回归实质主义和实体研究。进而，无论是费孝通的涟漪理论还是杰克逊和奈克森的关系理论，都需要一种外力的推动，都需要首先设定一种有主体的过程，因之也都不具备上文提出的过程的自身动力问题。

为了能够真正使中国的关系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理念和形而上理论硬核，需要依照中国的思维方式进行概念化，为此，我们对关系性做出以下四个基本假定：关系本位假定，关系理性假定，关系身份假定，关系权力假定。


假定一：关系本位假定（relations as the basic unit）。
 这是过程建构主义的核心假定，指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关键枢纽，是分析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社会是多层面的复杂体，对社会的研究，关键是要发现多层面复杂体中至关重要的联结枢纽。西方将独立的个人视为社会中最重要的单位，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枢纽，是分析社会生活的起点。这是社会科学中的原子论，与西方自然科学的原子论相契合，而分析的基本单位自然是这些独立和分离的个人。西方微观经济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任何一个经济人都是独立的、分离的、具有利己倾向和理性能力的个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在这样一种思维框架中展开的，国家是这些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国家也是人，并且是经济人，是理性人。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主流建构主义强调社会性的论述之中，作为分析单位的个人虽然被弱化，但是其思维根基仍然没有摆脱独立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窠臼：在理论上予以否定，在实际研究中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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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个体本位”，是以个体为核心的思维路径，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研究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理性个体根据自己的给定利益加以界定的。温特建构主义虽然弱化了个体本位，但是第一次相遇的比喻说明他对独立个体优先性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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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原则是根深蒂固的理念，而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思维方式则不是如此。我以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关系本位”。所谓关系本位，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是最具意义的内容，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枢纽，因之也是分析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所以，关系性，亦即以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属性，构成了社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儒学以关系为起点的基本政治哲学思想首先是以各种不同的关系界定社会等级和政治秩序的，社会和政治的稳定首先是各种关系的顺达，社会规范多是关于调理关系的规范，社会和谐则是以道德主导和调节矛盾为基本标志的。台湾心理学学者何友晖在他的“方法论关系主义”中对关系主义的论述实际上说明了“关系本位”的实质意义。他认为，社会现象的事实和原则是从许多个人形成的关系、群体和机构之中滋生出来，并独立于个人特征之外。因此，关于个人的事实必须放在社会脉络中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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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社会脉络就是各种关系的组合。如果说西方的个人本位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事实，那么中国的“关系本位”也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事实的。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将关系置于研究的核心，因为关系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是处于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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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本位与个人本位具有十分不同的社会意义。作为多层面复杂体的社会中至关重要的联结枢纽就是关系。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视环境因素，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主要由关系构成。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关系系统，是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的图象更像是中医的人体经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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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可以总结出一个“关系律”的概念，它与西方的“因果律”必然出于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建构方式。因果律首先需要将事物或变量独立起来，然后找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因必有果，原因必然在时间上先于结果。而中国人则可能更会在一个关系网络的整体中发现变动不居的关系律。也就是事物因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整体关系网络可以影响网络中的个体，反过来，网络中的个体与个体互动也会影响整个关系网络。西方人要尽量控制可干扰变量，而中国人则会尽量考虑可干扰因素。

正因为如此，过程建构主义将分析单位从社会中的个人转向社会关系。这完全不同于以个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也有分析层次之争，比如有人以国家为研究单位，有人以组织为研究单位，有人以个人为研究单位，但它们的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先把国家和组织这类行为体视为个人，然后集中考虑的问题始于个人的属性特征。假定这类属性是稳定的，并且只要这些属性是稳定的，就可以形成一种简约的、确定的研究方式，发现因果关系。将关系设为基本单位则从根本上颠覆了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研究理路，采取了一种动态的研究取向，虽然会加大研究难度，降低简约程度，但可能会更加真实地反映国际关系世界的现实。另外，虽然在关系社会中，关系的作用特别明显，但是在任何社会中，关系都是主要的社会内容。这也为过程建构主义获取普适性奠定了基础。


假定二：关系理性假定（relational rationality）。
 关系理性是指关系界定理性。关系本位假定强调了关系最为基本分析单位的重要意义，但不是说在关系理论中就完全排斥了理性，而是说理性是关系环境中的理性，是关系互动过程中的理性。我们将“关系性”与“理性”作为两个并列的概念提出来，不是说理性没有意义，而是说西方思维中的“理性”是排斥了关系要素的，“理性人”是独立、分离的行动者。我们说关系是过程发展变化的动力，关系性是社会最根本的特性。由此推而广之，如果国际体系中存在一个国际社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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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性也是国际社会的根本特性之一。这是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样认识国际关系的世界或是社会世界，意味着关系中包含着理性，只是这种理性是关系理性。人是有理性的，是会进行利害权衡的。但是，这种利害权衡是在社会关系的网络场域之中展开的。比如说，中国人总是讲究情与理的问题，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合情合理”。甚至有人认为自己的至亲违反了一些规则和条例，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因此也就有了所谓的“合理不合法”的说法。而完全按照工具理性的思维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思考人与人的利益交换，许多时候在中国人看来则是不通“人性”的。并且，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绝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关系，这两者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关系理性的假定表示，对理性的认识不再是个体的、分离的思维所致，而是由关系的、交互的、整体的和社会的考量加以界定的；对理性个体的认识也不再是先验给定的理性权衡，而是关系理性式思维的社会人，亦即关系中的行为体的理性。比如，爷爷送给孙子节日礼物是非常合理的现象，而陌生人送来节日礼物则必然令人产生困惑。《邹忌讽齐王纳谏》中说的三个奉承邹忌的人，都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则是根据这三个人与邹忌的关系而定的，而不是根据这三个人自身的品性而定的。这种思维方式或是世界观不仅表现在人际关系中，而且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假如将人视为自然中的一部分，而自然也是人的延伸，那么，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是人的理性选择，这种理性产生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所以是关系理性。如果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自然是手段，人是目的，自然是人的征服对象，那么，简单的工具理性就会驱使人征服自然，向自然无限索取。而人对自然的征服并强求自然为人所用，则是明显的工具理性，或称之为个体理性。


假定三：关系身份假定（relational identity）。
 这一假定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关系确定身份。这就是说，身份必然是关系身份，个人的身份只有在关系中才能够界定，个人行为的意义也只能在关系中产生。行为体在关系之中才能存在，才能够具有身份，关系确定身份，没有关系就没有行为体。所以，个人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人，而不是独立和分离的自然单位，而是置身于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这个网络的脉络节点界定了个体的身份、角色和行为的适当性。个人无身份。温特假定的第一次相遇是虚假的假定，因为个人不仅降生到物质世界上，也同时降生到社会世界之中，所以，从一出生就有着关系网络对身份的界定。任何个体的身份只有在关系网络复杂体中存在，绝对个体是没有身份的，也不可能是社会存在。正因为如此，绝对独立和分离的个体是不存在的，自我身份只有在与他者共存中才能够存在。

正是由于个体身份是由关系网络界定的，所以个体的身份也必然是多种共存，这样就形成关系中行为体的身份格局。尼斯比特从诸多比较试验中发现，西方人重物质实体，并且首先发现和界定实体独有的自身性质，然后根据实体性质进行分类，并试图发现决定某类实体行为的规律。东方人的思维则不同，我们注重的是环境。任何实体只能存在于环境之中，要了解某个实体，必须首先了解这个实体与环境、实体与环境中其他实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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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斯比特的试验给我们的启发是，关注实体，则必然重视独立变量以及独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对忽视的就是环境和环境因素，这样的思维必然认为独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构成了了解世界的最可靠的认识论；关注环境，则必然重视关系，世界原本是一个开放的、不间断的、相互关联的人物和事物构成的混合体，而不是一个相互分离的个体简单相加的集合体。这些人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本身产生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关系使得事物变动不居，使得实体在非关系中成为非实体，实体存在因之也就成为非存在。所以，关系本位必然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相联系，关系本位的思考方式是难以产生西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在思考国际关系的运作的时候，总是首先考虑“天下大势”或是总的国际形势环境，然后考虑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处于这种大势和各种复杂关系的什么节点上面，最后才会考虑通过什么样的关系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合适的。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中国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以及中国发挥的作用可以做这方面的案例。

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总是首先设定一个独立的自我，具有自身的属性和自组织能力。其实主流建构主义也是如此，首先确定独立个体，然后讨论两个独立自我的首次相遇，启动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于是社会关系从这里开始。其中，自我与他者，自我与非我是先验的，自我可以与他者形成集体身份，但是在先有明确界限的前提之下通过相互依存等条件产生的。而中国哲学的思维是不存在独立于社会和他者的自我，不存在明确的自我和非我的边界，不存在西方式的独立行为体。自我的身份总是在关系中产生和存在：没有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自我也就没有了身份，因此也就没有了自我。个体自我的存在是在诸如家庭、村庄、社会、国家等集体中获得身份的，自我只有在一系列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具有实践活动的身份和能力。比如当一个中国运动员夺得金牌的时候，她会很自然地说要归功于祖国。对于西方人来说，可能首先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这不是中国人的虚伪，而是中国人的思维。这也不是评述孰是孰非，而是陈述一种经由长期实践形成的文化。在关系网络中，自我的不同身份可能会同时被激活，而不是像温特所说的那样，虽有多种身份，但可单一激活。所以，维护各方关系，保持整体和谐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思维和行为方式。

关系确定身份这一假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身份的可变性。东西方的辩证法是不同的，根本的不同还是在身份的可变性上面。西方人在思考自然科学的时候，认为元素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具有自身不可更变的特质，比如氦、氖、氩、氪、氙等惰性气体，其极不活跃的化学性质使它们必然难以与其他元素化合。然后推及到人，认为身份就是事物或行为体的实质存在，没有一个特定的身份，也就没有了整个事物或行为体。所以，一个事物或一个行为体就是它自己而不是其他一个事物或行为体。即便强调变化的主流建构主义，也更多地讨论行为体身份中某些特征的变化，而不是其根本身份的变化。而中国人认为变化是常态，易者恒也。所以身份可以是多重的，可以是交互的，可以是变化的。同时，西方坚持非悖论原则，认为一个观点或是属真或是属假，不可能亦真亦假。而中国的矛盾原则是：真是假来假亦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可变假，假可变真。变字才是事物的本真性质，变才真正表现了关系中个体的身份。我们在上文中提到中国的包容式辩证思维方式：在过程中的某个时空点上，身份是变化中的身份，在身份正在变化的个体身上同时存在A和非A两种不同的身份特征。这种变化是根据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是西方话语体系和概念体系无法解释也无法理解的东西。所以，中国哲学不会像西方那样预设某种个体身份，身份和关系网络是同时存在、同时设定、同时变化的。

过程建构主义接受主流建构主义的社会性假定，亦即接受了温特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身份确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过程建构主义的论断是关系建构身份，因此，关系也就确定了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试想，在“文革”当中，如果一个婴儿出生在一个“黑五类”的家庭之中，她也就出生在一个政治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作为这个网络中的个体，她的身份从一出生就被确定，她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被设定了范围。这个关系网络的意义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比如改革开放之后，整体关系网络的政治和社会含义得到了重新诠释，“黑五类”这个术语已经不再具备现实意义，或者说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已经没有意义。这样一来，她的身份就可以得到重塑，从而她的利益和行为也就得到重塑。所以，过程选择意味着关系性影响到关系中的行为体的行为，关系网络意义的变化导致关系中行为体身份的重塑，也意味着行为体行为的变化。


假定四：关系权力的假定（relational power）。
 关系权力的假定有着两层含义。第一，它表示关系孕化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是关系性权力，权力在关系网络中孕化。第二，它认为关系就是权力。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任何国际政治理论都无法逾越对权力的讨论。虽然人们对权力的概念和定义难以达成一个完全的共识，但“大多数分析家们还是承认，权力基本上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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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最简单方式表述，权力就是影响力。

西方对权力的经典定义出自罗伯特·达尔。其实，达尔也是将权力视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影响关系：A对B拥有权力就是指A具有让B做B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这样就将权力定义为那种让别人做他们本不愿意做的事情来满足自身目标的能力。这种能力以一定的资源为基础，通过一定的手段，以促使他人行为的改变来实现自身的目标为预期结果的。西方政治学对权力的基本定义表现了两种推理方式。首先，它仍然表现了根深蒂固的因果式思维背景。尽管在这些定义中权力也被定义为关系，但是这又回归了将关系视为背景和场所的思维定势。因此，西方学者要先确立权力拥有方和权力接受方的二元结构，然后观察拥有方对权力的行使（原因）导致了权力接受方什么样的行为和态度的改变（结果）。对权力进行因果诠释是具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样会使研究人员能将这种权力研究方法运用到更一般的情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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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权力表现为个体的物质能力（硬权力）或是吸引能力（软权力）或是精妙地使用实力（巧权力）。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独立的个体行为体所拥有的东西，是可以直接作用于受力对象的。所以，虽然西方学者也认识到权力是一种关系，但是这样的关系又落入了实体理论的套路，关系不过是两个实体之间施加影响的平台和背景。

过程建构主义并不否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权力的这种理解，权力的因果逻辑也确实是存在的。在很多情况下，权力大的一方的意愿是原因，权力小的一方的行为是结果。但是过程建构主义更注重权力的关系性实质。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系是权力运作的平台，没有关系便没有权力。即便从达尔的经典定义来看，权力也必须表现在一种关系之中。所以权力总是关系性权力，也就是说，权力决不仅仅是某个实体的物质性拥有物，而是必然通过相互关系才能表现出来。比如在朝核问题上，虽然在参与的六方之中，美国的实力是最强大的，但是在不少时候对朝鲜影响最大的不是实力最大的美国，而是中国。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东北亚的关系。中国的影响力来自关系，来自运作和协调涉及朝核各方的关系网络。

第二，关系可以放大权力，也可以制约权力。在任何一种关系网络中，关系总是对权力的运作产生影响。比如，在中国宗族社会中，父亲对儿子的权力是绝对的和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力并非是父亲拥有的、可以影响儿子的实际能力（比如体力和脑力）。父权得到无限的放大，是因为宗族社会规定了父子的关系。同时，权力也可以在关系中得到制约。就目前东亚地区的实力结构来说，中国的物质性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东盟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了东盟这个次地区组织。但是，自1991年以来，中国重新界定了与东盟的关系，改原来的敌对关系为友好睦邻关系，并在其后的15年里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不仅约束了中国对某种权力形式（比如武力）的使用，而且也使中国在维持和发展关系的过程中进行了自我约束。

第三，关系就是权力。这是过程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权力的时候，很难考虑到关系这种无形的东西可以成为权力资源。现实主义学者考虑的总是物质性权力资源，比如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
[76]

 即便是研究软实力的学者，也往往不把关系置于分析框架之内。约瑟夫·奈是这样表述软权力概念的：“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想要的结果可以是由于其他国家——羡慕其价值观、模仿其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愿意追随之。这种软权力——使其他国家想要你所想要的结果——同化他人而不是胁迫他人。”
[77]

 无论价值观、效仿榜样还是繁荣和开放，都是行为体自身的东西。与理论建构的逻辑一样，约瑟夫·奈在原来对权力的讨论之外发现并阐述了另外一种权力形式，但最根本的东西并没有改变，即权力属于行为体自身的东西，这里面不包含具有相互性和主体间性的关系。但是，关系和关系网络是重要的权力资源。我们举过受到父母溺爱的孩子的例子。这个孩子完全没有物质性实力，但她对父母的影响力极大，她的所有权力都来自她与父母的这种亲情关系。

结语

本章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是重视过程的体系层次理论模式，目的是要将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元素——关系性——挖掘出来，以它为硬核，构建一个理论轮廓，并希望这个理论模式能够解释现有国际关系体系理论没有解释或是解释不足的国际关系现象，以此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宏大体系，显现那些被主流理论所压抑和所忽视的社会性特点。

过程建构主义有三个特点。第一，将过程置于集体身份建构的核心，将过程自身视为可以产生原动力的时空场域，也就是确定“过程本体”的基本假定。第二，将“关系”设为过程的核心内涵，设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也就是确立“关系本位”的过程建构主义基本假定。第三，过程因运动中的关系而具有自身动力，过程的基本功能是“化”的能力。过程建构主义的重心在过程，过程的核心是关系。过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导向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通过关系的流动孕化权力、孕育规范和建构行为体身份。过程在加强情感性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意义。所以，集体身份认同不仅仅是通过相互依存或是共同命运等基于理性和利益考虑而建构起来，它还要通过集体情感的建构，而维持、经营、强化过程是建构集体情感的重要环节。过程理论并不否定结果的重要性，行为体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结果。但是在预知结果难以取得或是暂时无法取得的时候，维持过程可能比达到预期效果更加重要。维持过程，就有可能最终达成预期结果。即便无法达成预期结果，过程也通过关系的运动，调整着各方利益和对利益的认识，协调各方的关注和要求，加强各方的情感认同，因而达成更好的或是比较好的结果。这样一来，过程自身的地位就大大加强，也就是说，过程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维持过程本身与通过过程获得结果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过程建构主义将关系性这个中国社会的核心概念设定为自己的硬核，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不会具有普适性意义呢？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指出，社会科学的理论必然出自于局部的地缘文化背景，但也能够升华到具有普适意义的层面。比如西方的理性主义，它是从西方尤其是自启蒙以来的西方社会中产生的，但它抓住了人类的一个通性，即利己的、可以进行成本效益权衡的特点，使之成为社会理论的硬核，因之出现了大量的理论成果，成就了许多人类制度的创新，也使理性成为具有普适意义的核心概念。理性成为主导概念之后，便自觉不自觉地压抑了许多其他重要的社会性因素，使得理性成为唯一的元概念。无论理性概念多么重要，它都无法也无力承担起“唯一”的重负。

关系性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突出概念，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经验，无论是常人的实践活动还是思想家的思考论述，往往是将关系置于核心位置的。但我们在这里并不希望也不可能完全照搬传统理念对关系性的叙事，而是希望将这一概念置于现代国际关系和中国经验的框架之中，发掘关系性的意义。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中，关系性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社会必须定义为一种关系”
[78]

 。虽然不同社会对关系性的解读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但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不以关系性作为自己的定义性特征。正是因为过程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有着普适性的潜力，所以，这一理论模式也就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普适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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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以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为例

本书第二章提出了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重点放在以本体论为基础的理论建构上面，过程和关系是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也就是过程本体和关系本位的确定。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这一理论模式的认识论内含，亦即以社会本体为基础的关系本位这一核心观点背后到底是由什么认识论假定作为支撑的呢？这是本章讨论的重点。为此，我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元关系，一个是中庸辩证法。同时我也提出三个基本的假定：（1）元关系是一切对偶关系的抽象表现；（2）中庸辩证法是认识元关系的根本方法；（3）元关系包含的对偶两极之间的关系实质是和谐或者说是处于和谐化过程之中。换言之，本章提出的一个基本论点是，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认识论就是中国的中庸辩证法。
[1]

 这表明，过程建构主义是以中庸辩证法理解元关系、解读关系性这一根本理念的。

元关系既是关系性的高度抽象，也是它的具体表象。过程建构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将“关系性”这一中国的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强调过程对于世界政治的重要意义，这自然与如何认识国际关系的世界或者说更广义上的社会世界有着高度的关联。认识论是人们对怎样获取知识的思想和信念，我们如何得到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包括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如果说关系性是社会世界的一个核心理念，那么，理解世界就是要理解这种关系性。但是，社会世界中的关系是复杂的、多样的、交织的、流动的、无限的，除了操作层面的实证研究之外，任何理论都无法也没有必要对每一种具体的关系做出一个具体的判断。不过，在这些错综纷繁的关系中有一对关系是最核心的、最抽象、最具代表性的关系，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阴阳对偶关系，所有其他的对偶关系都是这一基本关系的衍生、伸展与演绎。把握了这对关系的实质，也就能够把握其关系性的实质。正因为如此，我将这对关系称为元关系。

认识元关系的基本方式是中国的辩证法。元关系中包含的对偶两极的关系呈现什么性质？这是过程建构主义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我们说对元关系最贴切的认识和解读是中国的辩证法，因为中国辩证法是中国人几千年实践活动的结晶，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基本解读。如果黑格尔认为“辩证法是科学认识的灵魂”的话，
[2]

 那么中国的辩证法可以类比为中国人认识世界万物的一种主要方法。正因为中国的辩证法是对元关系的基本认识，因此也就可以为关系性做出一个根本的诠释，或者说是对社会世界乃至包括自然世界在内的宇宙中关系的一种基本的认识。

元关系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是和谐。我将中国辩证法称为中庸辩证法，这与成中英先生提出的和谐化辩证法的观点基本一致。认识和理解“中”的含义，也就认识了和谐的基本途径和实现方式。中庸辩证法之所以与西方哲学所熟知的二分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是因为它以和谐而不是以冲突为核心的。“‘中’是天下绝对正确的东西的终极实现，而‘庸’则是天下绝对转化的东西的全面渗透。”
[3]

 根据这种解释，“和”必然是中庸的要素。杜维明对此做出了以下的描述：

严格地讲，“中”是指一种本体论状态，而非一种沉寂的精神状态。因而，“中”这个字只能够恰当地运用于“喜怒哀乐之未发”的内在自我。另一方面，“和”则标志着“发而皆中节”时人所取得的现实成就。这样设想的“和”就必然是“中”的一面镜子。我们可以把“中”设想为存有的终极依据，即“天下之大本”，而把“和”设想为它的自我表达的展现过程，即“天下之达道”。
[4]



“和谐”是通过变通发生的。如果说世界万物都处于一个“致中和”的过程之中，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旨在在具体的人间事务中实现宇宙之‘中’，是万物之间能够达到‘和’的状态，则最高理想便是天地之间的‘同步性’以及不同存在方式之间的‘共生性’”
[5]

 。不同存在方式表现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社会之中。不同存在方式可以在自我不消失、自我发生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实现共生、共存和融合。

我们说过程建构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是关系和过程。关系和过程是一对不可分割、互为定义的因素，因为过程是以关系界定的，关系则是以互动性实践界定的。在上一章里，我还特别强调关系的流动性，正是这种流动的关系构成了社会过程、形成了过程动力，也构成了过程建构主义动态理论的基础。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会在一定时间和空间点上呈现出相对的稳定，但总体上是变动不居的，所以，关系性这个核心概念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变通。变通恰恰也是中国辩证法的一个最具意义的核心概念，它既包含变化的内容，也具有通达的意思。经由变化达到通达，变化的方式是中庸。中庸辩证法是观察流动关系的认识论，它的中庸是积极进取的融合，它对元关系的基本解读是和谐化过程，这就是中国辩证法的和谐真谛，也是中国辩证法乐观的认知取向。上一章说到过程建构主义的进化性质，其根本在于中国辩证法在根本上是融合的、乐观的、进化的。

本章结合国际关系的实际，对过程建构的理论中的认识论加以阐释，并将其用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讨论，目的是通过这一讨论揭示中国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和世界观对世界政治的理会和解读。为了使这一讨论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我首先设立三个基本的定义。其一，国际社会被视为一种以关系定义的过程。包括自然和社会两者在内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无数纵横交错、纷繁纠结、互联互系、变动不居的关系组成的。
[6]

 这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提出的，也反映了一种基本的、不同于结构式研究的思路。其二，阴阳两极对偶关系被界定为元关系。认识论是思考如何去获取知识、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这无疑是一个关于学问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它更是一个关于实践的重要问题，因为世界观既是一种历史和平行实践活动的归结，也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将世间万物和纷繁关系归原到阴阳两个对偶要素的关系，也就是说，元关系是一种高度的抽象和统合，是所有关系的基本，是任何关系的原初。如何认识这对最基本、最原初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其他各种派生出来的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第三，元关系的根本性质是和谐。正如上面所说，中庸辩证法认为元关系包含的对偶之间的基本特点是互动互补互生。这对关系就像孕育生命的两性和创造万物的两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互容、互为生命，是作为实质的和谐和作为表象的竞争。这一对偶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则是流水行云、无限互动：两种互为生命和互予意义的要素时刻在变动，在构成某种组合，在相辅相成，在生产和建构新的内容。

将国际社会定义为复杂的关系过程，将中庸辩证法作为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认识论，就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些复杂关系的运动和互动。通过对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这一对偶的认识，通过对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这一百年困惑的解释，
[7]

 提出一个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的认识论体系，目的是说明国际社会的过程特征和关系动力。应当说，将中国辩证法作为基本的认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讨论的世界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元性，不同文化的人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当他们看到同一事物的时候，他们就有不同的解读。在国际关系领域，从诸多主流理论可以看出，西方的思维方式更多地建立在黑格尔冲突辩证法的基础之上。而中国虽然经过了与西方互动的动荡过程，但中国人基本的思维方式依然更多地建立在中庸辩证法的基础之上。我的论述不是哲学研究，提出的概念是要用于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而不是做深层的哲学辨析。所以，在本章里面，我试图用中国的辩证法去看待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尤其是看待国际社会这个中国正在融入的复杂体系，可能会与西方对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解读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国际社会概念是英国学派的基本概念和最具学术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发明，本章的讨论以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为具体讨论问题，讨论主线是在与英国学派对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这一重大问题的辩论中展开的。

第一节　中国与国际社会：身份的困惑

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英国学派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的观点也主要是从国际社会理念以及与其相关的身份认同加以阐述的。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从中国与国际社会这对重要关系开始。由于这对关系在近代史上始终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始终背负的一个沉重话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各界开始反思，但是总体上说，这种反思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涉及对中国文化的质疑。但是，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中国被日本打败。这一方面使中国的身份受到外界和自我的更大质疑，另一方面也使日本的身份相对清晰起来。这种一方迷思、一方清晰的状态使得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身份困惑”成为中国和中国国民的“世纪困惑”。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希望融入国际社会，无论是对西方技术的学习还是对西方制度的考量，无论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还是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无论是救亡还是强国，中国一直试图在解决这一世纪困惑。中国崛起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一种重要问题，也是这一世纪困惑得以真正解决的开始。和平崛起还是暴力崛起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在更深层次上，当然是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问题。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界定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同时自然也就界定了国际社会相对于中国的身份。这里提出的基本假定是：中国是一个上升的大国，正在经历着从体系外国家向体系内国家的转型。如果假定当今世界是一个国际社会，那么，中国就是一个正在经历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国家。考虑中国怎样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进而思考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问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问题和知识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起始于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追溯至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为关于上升大国和平社会化过程、甚至国际体系和平转化的一般性理论，也应该是国际体系发展过程中符合人类希望的走向。所以，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一个具有实践向度、知识向度和目的向度的问题。

如果这一假定成立，它就确立了中国在时空坐标上的基本位置：上升大国面对融入国际社会的现实。作为这样的国家，必然面对一种重要的关系，即上升大国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包含上升大国与原有大国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从逻辑上讲，都可能具有和平或者暴力两种性质。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霸权更替必然产生体系性战争，因为历史的教训多是如此，也因为两种力量的必然冲突逻辑。
[8]

 自由制度主义力图说明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以及其他因素能够减弱这种暴力行为的可能，但并没有断言两种力量之间的利益冲突会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9]

 建构主义则认为非暴力在康德文化中不但可以实现，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前景。但康德文化是一种一统文化，多种文化的合作与冲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深入的阐释，更何况现在的世界远非一个康德世界。
[10]

 就上升大国的和平社会化过程而言，现实主义基本持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真正的经验性研究，因为它们的起点是已经成为霸权国的美国，所以这方面的理论基本上是空白。西方文化文明学者认为中国是异己，不少人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接连不断。近几年的基本情况是，人们一方面普遍认为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发展相当成功，但是关于中国今后的持续和平崛起也有很多忧虑，有人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至少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上述观点在国际上仍然都有着各自的市场，甚至变得更加清晰，这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因为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变化的过程会是何种取向，不确定性显然是存在的。现实主义坚持认为崛起大国终究会挑战霸权国和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且可能通过体系战争来实现。这个崛起大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政治体制相同还是相异，也无论是文化亲缘密切还是迥然不同，结果都是一样。
[11]

 自由制度主义者虽然比较乐观，但担心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虽然他们认为国际制度蕴含着很多自由主义理念和规范，能够把中国纳入到国际体系，制约中国的行为，但是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际制度的局限性以及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等过程，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12]

 一些文化文明学者更是追踪到文化根源上面，认为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异质、是他者，是无法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融合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甚至预言未来的重大世界性冲突会发生在以基督教文明为一方、以伊斯兰和儒教的联合为另一方的文明之间。
[13]

 虽然亨廷顿对中国文化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确定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立和对抗，这种感觉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实际上，亨廷顿承认多元文化存在的必然是一种进步，但其后的推论比一些理性主义理论的观点更加悲观，因为在利益层面是可以妥协的，但在文化和信仰层面是很难做出利益性妥协的。这无疑加强了冲突根本性和必然性的观点。

英国学派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对中国的崛起也存在类似的担忧，但是角度不同。如果说现实主义是从“力”的角度思考问题、自由制度主义从“利”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更多地从“理”的方面考虑问题。
[14]

 现实主义的“角力”和自由主义的“逐利”是在可见要素和物质层面的层面上展开讨论，而英国学派更多地是从“理念”层面考虑分野与融合问题，这种理念制度不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说的国际组织或是国际规则类的国际制度，而是主权、人权这类理念性制度。在这一点上，英国学派无疑与文明冲突论有相似之处，与建构主义有相同之处，因为强调的都是非物质利益层面的因素，而是理念方面的冲突，
[15]

 但英国学派更多地将这种理念制度与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甚至以主要理念来定义国际社会。换言之，国际社会是以共有观念、理念制度界定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关注身份和制度，即通过对理念性的国际制度的认同程度，质疑中国在英国学派所界定的国际社会中的身份问题。
[16]



巴里·布赞（Barry Buzan）的文章《国际社会中的中国：中国可能和平崛起吗？》（以下简称《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就是这样一篇典型的文章，它从以理念界定的国际社会角度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提出了非物质层面的质疑。
[17]

 他指出，国际社会的视角意味着接受国际社会的深层规则，以便形成一种社会秩序。国际社会的最明显表现是既建构行为体也建构国际关系博弈的主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这类深层的、主要的制度不是指国际组织等次要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而是包含原则、规范、规则等支撑深层的和持久的实践活动的理念性制度。
[18]

 布赞从英国学派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相关制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
[19]

 ，从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对国际社会及其成员的行为进行了界定。
[20]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确实比以争夺权力和追逐利益的讨论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和更久远的影响。

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视角来看，新兴国家的和平崛起会不会打破现存国际社会的秩序主要是看它是否接受国际社会基本的理念制度。布赞认为，根据该逻辑，中国的和平崛起，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当前国际社会已经改变的或正在变化的主要制度，尤其是那些涉及根本问题的理念性制度。在关于是否接受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的讨论中，国家身份认同或身份冲突是核心问题。一方面，主要制度建构了国际社会的根本特征；另一方面中国的身份以及中国保持身份独特性的努力使中国不可能接受这些制度。这种来自于身份的双重结构冲突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形式的结构性冲突，用主流建构主义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理念结构冲突，它意味着中国会再次疏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甚至可能凭借其快速提升的国力以非和平方式冲击国际社会。

在这里，身份问题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应当说，中国在1840年之前的身份是高度明晰的：中国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国家。虽然我们使用国家这个词，但当时中国并没有明确的民族国家概念，也没有清晰的国家间界限。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如说中国是一个文明。中国人自己也认为“入中国则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中国和所谓“夷狄”从用词上就是文化的表现。尽管如此，中国与其他周边朝贡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是十分明确的。
[21]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困惑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当时中国与西方开始正式的“第一次相遇”，没想到第一次相遇就使东亚朝贡体系彻底颠覆了，使中国天朝王国的地位彻底颠覆了，西方的炮舰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成为中国人最大的困惑，似乎一下子从天朝王国跌落到丧失身份的迷茫地步。从此之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一直困扰着所有的中国人，中国也一直没有真正进入国际社会。

中国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最深层的变化是中国的国家身份问题开始得以真正的思考和解决，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员，而且这种身份不是通过暴力实现的，而是通过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和积极参与国际进程而实现的，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
[22]

 三十年的经历表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能的。当然，这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还取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互动。与布赞的观点不同，我以为虽然中国在未来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会相当不容易，但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和平崛起至少不会比过去的三十年更加困难。
[23]

 短暂的困难、重大的利益冲突都会不断出现，甚至更加严重的情景也并非没有可能，关键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能否保持一种良性的状态，关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能够保持一种良性的进步。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困难。纵观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从来不易，会有困难和险阻，会有挫折甚至倒退；另一方面，如何认识中国文化与国际社会文化、中国理念与国际社会理念的互动关系则是更加根本的东西，而不是一时一事可以解决的。布赞的观点存在偏见，因为英国学派对于国际社会的定义和理解基本上是静态的，是实体性的解读。根据这种解读，只要不是同质性文化就无法相互融入，因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是不可能建成的。另外，布赞只从欧洲角度看到了国际社会主要制度的变化，但却没有理解中国的巨变，而是认为中国一直在不情愿地追寻一个变化的目标。
[24]



我以为，从长远的、前瞻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进而，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有着深刻的世界观基底的。无论是谁都难以断定不会出现一时的冲突，仅仅回溯中国近代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因暴力所遭受的灾难，中国甚至是世界上很少见到的、试图全面否定自我文化传统的国家。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包含了很强的合和意识、关系理性和实用理性；从实践角度看，无论中国经历了多少次革命和战争，传统文化是难以全盘否定的，并且会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根据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中国的辩证法来考量中国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那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国际社会的视角。这种视角与英国学派的研究视角有着很大的差异，可以为理解无政府社会的未来发展以及其中各种复杂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下面，我从比较角度来讨论认识和理解国际社会的两种不同视角。

第二节　实体与过程：理解国际社会的两种视角

英国学派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了“国际社会”这一说法，并使其概念化和理论化，发展出一整套国际关系的理论，因之也成为英国学派的灵魂。这一概念具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它不同于一直主要围绕权力和利益等物质性因素来研究国际关系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而是突出了“理念”，突出了建立于理念之上的国际制度。
[25]

 其次，它对“国际社会”这一个概念的提出及发展是以欧洲的历史和经验为基础的，是基于欧洲国际关系的实践的。
[26]

 英国学派之所以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着不同的议题和不同的基本概念，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二战以后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27]

 布赞通过对文化扩展的研究追溯了英国学派的发展，表明主流英国学派学者实际是勾画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的发展过程，其中有两个突出的观点，一是先进社会观（vanguardist），二是统合社会观（syncretist）。
[28]

 我赞成国际社会这一重要概念，认为它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极重要的一个视角，美国的理性主义学派之所以不能充分考虑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因素，而是更多地偏重和借鉴微观经济学原理，就是因为美国学者的社会性意识严重不足和美国社会对个体主义的高度信奉。但是，我不赞同英国学派的一些学者对国际社会的基本定义及理解，尤其是他们将国际社会等同于欧洲国际社会，将国际社会设定为一个固定的实体，将欧洲国际社会的特征看作国际社会的一般特征和属性。下文将讨论研究国际社会的两种视角。一种是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建构和诠释，一种是以中国辩证法包含的认识论来观察和理解国际社会。

一、实体视角：作为独立实体的国际社会

第一种视角是把国际社会视为一个独立的自在实体，因此我将它称为实体视角（entity approach）。从本体角度讲，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而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也会随着自身的扩展而建立自己的理念、机构和制度。实体视角认为，从本质上讲，国际社会是一种存在（being），是一个独立主体（independent entity）。这基本上是主流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理解，即先把西方或欧洲国际社会设定为一个界限分明的自我类属和独立中心，并对它的根本特征和性质做出明确的界定，然后再来研究它的起源、发展及扩延。如果对这种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视，可以发现，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理解是以西方思想中的分立归类法和冲突性辩证法为基础的。

二分法是分立归类法的典型表现，也是一种影响极大的世界观。我之所以将其称为分立归类法，是因为它以物体的物质和社会形式为中心，把所有物体视为分离、独立的实体类属。人们根据其本质属性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属。
[29]

 独立实体及其本质属性和属性表征构成了这个实体并因之发挥作用，一旦一个实体得以界定，它的性质也就不会发生变化，它的行为也就得到了基本的描述。进而，该实体被视为独立于其他实体以及它所生存及行动的环境。
[30]

 这种世界观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物体的所谓本质属性，因为正是这些本质属性把它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例如，铁就是铁，因为它具备铁的基本属性，而银不可能是铁，因为它不具备铁的基本属性。如上一章所述，当我们看两个物体A或非A时，对于西方思维方式具有代表意义的非矛盾定理（non-contradiction theorem）表明，A不可能是非A，反之亦然。每一个物体都是分离、独立的，A具有自身的本质属性，而非A也具有A所不具备的本质属性。一个物体的外形甚至属性表征都可能变化，但是它的本质属性是不会变的，它的基本特点也是不可改变的。正因为本质属性的稳定和不变，所以才会使得“非此即彼”（either-or）的逻辑成为思维的主导。正如沟通理论专家罗伯特·洛格曼（Robert Logman）所说：“希腊人已经成为他们那种线性的、非此即彼思维的奴隶。”
[31]



二分法使类属思维无论在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都成为认识和理解事物最重要的一种方式，成为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重要原理和无意识准则。二分法无疑有着自身的优势：由于一个物体根据客观规律和法则行事，类属可以帮助我们把规律和法则区别开来，否则我们就难以看到二者的差别。一旦二者被界定之后，事物如何行事就一目了然。现代化过程中对确定性的追求也强化了这种思维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分类以及试图寻找类属之间因果律的思维方式有助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功，显然也将同样的思维方式运用到社会科学之中。牛顿认为自然物体在没有外力作用时会一直保持其现有的位置和地位，该原则在社会世界也同样适用。一个行动者具有其本身的属性，独立于其他行动者，也独立于所处的环境和语境。如果所有的行动者或个体都具备这样的特征，一个社会就需要建立正式的契约或是法律来限制他们的行为，把他们维系于社会当中，使他们的互动可以预期。关于规范和规则的思想和理念因此得以制度化，用来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制约彼此间的互动、促进集体行为的实现。这就是布赞所描述的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这样的制度与理性选择和博弈条件下建立的制度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前者由共有观念产生，后者以共同利益确定。

以典型二分法思维方式为核心的分立归类法与西方辩证法的传统联系密切相关，黑格尔哲学使其更加系统化。这种辩证法既是一种进步的、强调变化的认识论，也是一种冲突性辩证法。
[32]

 整个世界客观上是一个实体，由相互独立的不同类属构成。每个类属都具有自身的特性，这些特性不会变化，从而界定了该类属的属性，把它们与其他类属区分开来。黑格尔其实也是聚焦在一对元关系上面。在任何一种结构中，正题与反题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元关系，是对立的两极，扩展到任何领域都具有认识世界的意义，就如同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主与奴隶、封建社会的地主与农民。任何两种力量、结构或是过程之间以冲突为基本取向，以消灭对方为发展前提，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是“以知识为对象”
[33]

 ，那么，冲突也就是黑格尔辩证法对社会生活的认知。黑格尔在哲学意义上将事物发展视为过程，视为不断变化和进化，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由于他的否定辩证法是正题与反题之间不断的否定和螺旋式上升，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对立、冲突的。只有当一个主体占据主导地位，消解或是消灭另一个，这种内在的、非调和性矛盾才能得到解决，其后才会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新的合题。这种合题往往不具备原来的正题和反题的性质，而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体。所以，它的核心是通过不断斗争和冲突得以变化和进化，是“世界凭借‘既有’及其反面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来实现自身”。在这种辩证法里，“冲突的存在使斗争成为必须，唯有尽力的斗争，才能消灭内在的逻辑矛盾”。
[34]

 在我们承认黑格尔辩证法积极进取的一面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种进取的实现是斗争，是冲突，是一方消灭另一方。即便是在人与自然关系领域，这种思想也是影响重大，在某种意义上既实现了人征服自然的现代化梦想，也导致了人毁灭自然的现代化野蛮。

黑格尔冲突辩证法的关键在于其对立性和排他性，不认为在A中包含着非A以及A向非A转化的过程，因为如果做出这样的假定，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形式逻辑。黑格尔强调进化，但进化过程被视为一个斗争性零和博弈。这种思维把重心放在了某个类属的形式和基本特征上，因而看不到也无法探讨两种类属发生关系并通过互动得以转化的过程。冲突因此具有了本体意义，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甚至被内化为一种所谓的客观存在，人类是无法解决和调和这些矛盾的。这种冲突性在西方思想史和历史学那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被视为推动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如果我们看一下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权力理论、文明冲突理论，以及英国学派所代表的社会理论，这种冲突性思维几乎无处不在。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冲突是难以避免的，文明冲突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英国学派认为不同国际社会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现代化过程中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视其为冲突关系并以人征服自然为基本解决方式，甚至将这种征服视为人的伟大与光荣，这也反映了对世界上根本关系的冲突性认识。由于西方辩证法是思考元关系性质的基本方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冲突视为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本质和世界发展动力，这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辩证法的冲突内含。
[35]



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和思维过程，国际社会被定义为一个独立、客观的实体。这是第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视角，我将其称为实体视角，是因为它的观察基点是具有本质属性的实体。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社会的概念是一种大理念。
[36]

 由于英国学派几代人的努力加上冷战后的世界更加突出了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内容，国际社会理念变得日益重要。虽然国际社会的概念和理论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但是英国学派对于国际社会静态及近于固化的理解，即把欧洲国际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独立的类属实体，一直没有被真正质疑过，因此也就一直被视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加以学习和借鉴。当欧洲国际社会与其他非西方社会相遇时，英国学派讨论的一些问题就突显出来。英国学派强调社会系统和社会力量，强调历史的发展和重要意义，与强调国际体系、物质实力、科学主义的美国学派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可能是英国学派对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但是英国学派分析框架中存在众多的二元结构，就使它在自身的理论发展和解释现实的时候遇到了无数困境和难题。因为从本质上讲，实体视角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似乎又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同样的问题。英国学派对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悲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英国学派实体视角的困境和遵循这种世界观的学者的无奈。

受这种思维的影响，英国学派的学者们很自然甚至无意识地把国际社会建构为一个实体，一个具有欧洲印记的类属。在很多英国学派的论著中都强调现代国际社会首先在欧洲出现，从中世纪的欧洲体系开始发展到意大利城邦体系，再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可能会发展到世界社会或者说全球社会。
[37]

 当然，无论这个扩展范围有多大，欧洲国际社会的本质属性及其标示和特征是任何国际社会根本的要素，否则就可能被视为非社会。既然欧洲社会被定义为一个客观实体，那么中国社会、印度社会、伊斯兰社会就完全可能被认为是他者或是另类的实体。欧洲国际社会被视为国际社会的现代或是后现代模式，其他社会被认为是前现代或是非现代模式。进而，由于欧洲国际社会被认为是一个自我组织的实体，研究重点往往放在欧洲国际社会的内部发展动力及其自身的特点，放在这些动力和特点怎样扩散传播。类属思维因此从一开始就主导了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社会的话语建构，因之也就主导了他们的理论建构。国际社会被建构为一个独特的类属，具有自身的本质属性和属性特征，被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界定起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地理、经济、技术、观念等各类障碍越来越少，英国学派现在就面临着该类属扩展的问题：欧洲国际社会必然也必须与其他国际社会相遇。这一现实与目前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属性和特征密切相关，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就此作过清晰的定义。
[38]



当一些国家意识到他们的共有利益，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了一个社会，该社会通过这些国家间共有的规则和制度的运作把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时，一个国际社会就形成了。

布尔在另外的文章里区分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时，也从比较视角谈到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单位在一起就可能构成一个国际体系，但他们没有共同目的或共同身份……”
[39]

 他认为国际社会“要有共同身份，共同意识到要在共同制度下达到共同的目的”
[40]

 。包括布赞在内的许多英国学派学者也都认为共同身份、共同意识、共同制度是国际社会的根本，这三者是密切关联的，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共同身份，因为它是定义国际社会的关键。
[41]

 虽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界定国际社会的主要概念包括利益、价值、规则、制度和身份，但是，由于利益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已经是老生常谈，尤其是对于美国的理性国际关系理论，所以，利益不是英国学派特有的概念，社会因素因此更加重要。前文提到，早期的英国学派学者认为身份是与国际社会制度联系最密切的主要概念，布赞关于《国际社会中的中国》一文正是围绕身份和制度而展开的。

其实，这个问题多年来也一直困扰着英国学派的诸多学者，主要体现在学派内部的多元主义（pluralism）和连带主义（solidarism）之争。国际社会是不断进化、发展的，它势必要与其他类属亦即其他社会相遇。多元主义以行为为导向，认为国家需要接受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如主权、不干涉、外交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其他国家如果也接受这些基本的准则，就可以形成基本的国际社会。如在欧洲国家普遍接受主权制度和外交制度的情况下，欧洲国际社会就产生了。欧洲学派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的地区主义也具有了这些成分，所以认为东亚国际社会的形成是比较可行的。而连带主义则更以价值为导向，更加关注共有的规范和文化。
[42]

 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的假设也体现出这种关注，认为共有文化是国际社会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具有突出作用的是文森特（R．J．Vincent）。他在以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解释人权的著述里更强调人权是普世性的，各国对人权的理解也应该一致。
[43]

 这种普世的观点意味着价值体系、文化及文明几乎不能分享：或是接受某种价值体系，或是两种价值体系的根本性冲突。所以，它还是建立在冲突性辩证法之上——一个行为体或是“我们”或是“异类”，不存在中间道路。

布赞总结了英国学派分析国际社会的三种观点，即先进社会观、统合社会观和层次社会观。先进社会观认为西方国际社会的扩展是单向的。随着西方国际社会规范、价值和制度的发展，全球国际社会应该是一个扩大了的西方国际社会。统合社会观认为各种文化必然交汇与碰撞，认为西方国际社会的扩展必须解决其他文化、文明、价值及制度等方面的不统一问题。两种观点虽然在西方社会与其他社会相遇问题上似乎持不同观点，但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存在一致性的，即都认为应该有一个文化扩展和形成统一的形态模式。
[44]

 布赞提出的第三种模式是所谓的层次国际社会，重点是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考虑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层次国际社会的观点仍然认为形成一个全球性国际社会存在巨大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理念的不同并且难以调和。具体到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层次国际社会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地区层次的国际社会更容易发挥作用，因为东亚各国拥有更多共享的价值观、文化和制度，可以形成一个东亚国际社会。这实际还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它其实只是英国学派在其思维框架中可以提出的一种权宜之计：从信念上讲，英国学派学者认为不可能把自我和他者融为一体，所以欧洲国际社会仍然是欧洲的，东亚国际社会也依然是东亚的。但同时又要找到一个方法，提出一种出路。之所以要提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保全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的核心假定，使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不至于出现重大缺失，尤其是要保全以价值为导向的理念这一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硬核。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的矛盾，只是使不同理念的国际社会之间的冲突得到暂时的推延。

英国学派的同质性取向是所有国际社会朝着西方的自我类属发展，或是非西方的形态被同化到西方中去。大多数英国学派学者的观点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即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自我发展、进化的类属。当它发展时，它的特征也在发展。特征发展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在扩展，主要是本质属性的扩展。如果与另外一个其他类属相遇并且要统合的话，就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从理论上看，统合社会似乎应该意味着不同文化相遇后需要彼此不断适应和变化，但是英国学派此处最基本的偏见在于它只强调“自我”的自身扩延，而“他者”却需要根据“自我”来改变自己，只有改变后的他者才能与自我形成合体。换言之，只有同质的两个国际社会才能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社会，而这种同质是以欧洲国际社会的本质来实现的，是想向欧洲国际社会趋同，而不是其他。因此，无论是先进社会观、统合社会观还是层次社会观都是同质性合体，它是英国学派视野中的国际社会形成的基础。同质性越强，越容易形成国际社会，国际社会越容易存在。但是，英国学派国际社会扩展理论的困境并没有解决，因为国际社会或是世界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异质合体问题。如果地区国际社会真正得以形成，比如欧盟，则依然会面临与其他地区国际社会交流互动的问题。排他性地处理与所谓的异质体的关系而不是平等的交流和沟通使得英国学派二元分立的世界观在国际社会扩展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也暗含着一个国际社会与异质体之间的必然冲突。

由于二分法的思维模式，布赞建构了多个二元结构：西方与非西方、中国与西方领导的国际社会、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国际制度与地区国际制度等。其中高度相关的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国的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制度等二元结构。这就涉及本章开始提到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身份，第二个是制度所包含的价值规范。它们相互关联，都符合“自我-他者”的分析框架：二者类属不同，根本对立。根据冲突性辩证法，它们之间是不可调和的。一旦二元结构中的两极被视为是对立的，那么只有当一极被彻底消除或同化才能够形成新的合题。因此，布赞一方面认为中国（神秘地）成功和平崛起，在1979年后的三十年里融入国际社会，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国际社会主要的理念性制度在不断发展，从强调主权、不干涉、均势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以人权、民主和绿色和平为主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演变。由于中国仍是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一个非民主国家，在未来三十年中国在和平崛起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自然面临更多困难。中国可以被称为改良修正国，“只接受国际社会中的某些制度……但是抵制其他一些制度，甚至希望改变另外一些制度，也可能想改变自身的地位”
[45]

 。所以，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或是完全接受西方国际社会新形成的主要国际制度，或是推翻主要国际制度所维系的国际秩序而暴力崛起，这就再次意味着冲突，甚至是暴力冲突。

从最基本的定义来看，冲突辩证法没有为中间道路留下任何空间，而中间道路实际是另一种选择，一种通过交流与对话而产生的真正合题。冲突性辩证法一直坚信世上只有一种真理、一种方式、一种模式是普适的，应该为全世界接受，以此坚持在一个不确定的多元世界中寻求一种自我预设的唯一性和确定性。设想一下，卡尔·波普尔为什么提出开放社会这一概念呢？他为什么害怕封闭社会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呢？因为他预设真理永远无法掌握在某一种世界观和某一种理念的手里。如果一个群体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认为自己的思想、认识和世界观就是真理，一个封闭社会就产生了，某种话语霸权就会成为真理的化身。
[46]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两种理念或是两个实体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而且自认为是真理化身的理念或是掌握真理的实体还会名正言顺地去消解或是消灭另外一方，比如十字军的东征或是希特勒的暴虐。

冲突辩证法从根本上使人们认为冲突是人类以及自然界的正常规律，是社会界和自然界天经地义的事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讨论战略文化的时候，将冲突型战略文化的特征叙述为将暴力视为人类事务和人类生活中正常的事情，
[47]

 国际关系领域理性主义理论实质上都是以冲突辩证法为基本思维方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论点就是两强必然冲突，所以中国崛起自然也就意味着中国和美国的冲突。
[48]

 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崛起就会强大，强大就会争霸，就必然要与对方发生冲突，就一定要吃掉对方，战争的逻辑就被这样建构成了一个丛林故事。制度现实主义虽然比进攻性的强现实主义要“软”一些，但其内在逻辑也是一样的：通过制度框架中的权力，获取最终的、最大的相对收益。
[49]

 即便是自由制度主义，也是以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为研究起点的。对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而言，行为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通过制度使其合作，以便双方均得到可能的最大绝对收益。其实，冲突辩证法的要旨就是将冲突视为正常和理所当然。只要冲突成为主导叙事，只要冲突的故事被讲得头头是道，冲突也就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更会成为人们必然的思维和行为。

二、过程视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

第二种视角将人类社会理解为过程，这也就是我提出的研究国际社会的“过程视角”（process approach）。中国人观察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的方式不同于上文所讨论的认知方式，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或曰世界观与西方人有不同的地方。对中国人而言，社会不是自我封闭、自成体系的实体，而是过程，一个由动态的复杂社会关系构成的开放性过程。人们创建规则、机制和制度更多地不是为了管理或限制个体行为体的社会行为，而是为了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社会的理解是基于互联关系性和中庸辩证法，从根本上说，二者皆源于以中国文化为基石的哲学传统和以中国人的实践为根底的思维传统。

我们先来看互联关系性的思维方式，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不同的一个方面是对类属分类不敏感。比较而言，中国人的思维是以关系为取向，注重过程中的关系，认为事物相互关联，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正如美国学者郝大伟（David Hall）和安乐哲（Roger Ames）所概念化的那样，互系性（co-relativity）是中国人的思维根基。他们说：“由于不存在西方式的二元论，它所设置的某些决定原则与这些原则决定下的一切事物之间的本体性分离也就不存在；这样，一切事物间的内部联系则促动产生出一种互系性模式，它以互系性将宇宙秩序哲学化并对它进行阐释。”
[50]

 世界万物都是相互关联，非关系中的行为体是非行为体，非过程中的事件是不存在的。这种思维同样认为世界上存在诸多两极对偶，但是认为这样的两极或是两种事物之间是相互依赖、互为补充。我提出元关系的概念，就是说中国的互系性思维是从元关系开始的。从中国辩证法的元关系角度思考，没有一方，相对立的另一方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一方为另一方的生成、存在和转化提供条件，也就说一方为另一方的生命和生长提供了条件。正如太极图像所表述的那样，二者在互容性关系中共生共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自我的性质和形态只有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才有意义，才能得以确定。

关系取向的思维方式更加强调环境而非独立的个体。由于环境主要是以复杂关系界定的，这种思维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不断运动的各种关系构成了过程，过程定义和改变个体事物或行动者的形式（行为）和性质（身份）。以关系界定的过程是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因为过程定义并再定义行为体的关系身份。它强调由互动关系和主体间实践而产生的持续互动、变化和改变。再以A和非A两个事物为例，它们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相互包含。这就是“共存”逻辑，本质上是互容的和互补的。

这种思维方式或世界观认为，事物间的关系而非事物的所谓本质属性是理解人类社会的关键。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他们的行为就是在复杂的社会过程中基于实践的关系的延展和体现。因此，人们设计规则和制度来管理行为体间关系。那些适用于分离的独立个体行为体的所谓客观抽象的法律、规则和制度是无效、无用甚至是不会存在的。关系变，身份就会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该变化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因。变化是恒定不变的，调整总是必然的，因为过程中的关系是流动的。这种思维认为当自我与他者关系以及自我与环境关系改变时，行为体就会变。例如，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如果是非成员，中国的异己身份就会成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包含很强的冲突性。反之，如果中国是国际社会成员，这种身份就会发生质变，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会以非冲突性为主导。

我们再来看中庸辩证法。元关系包含一个最基本的对偶，这一对偶中的两个要素原本就是一体，在相交过程中通过中庸之道达成和谐。
[51]

 中国人之所以相信“二元一体”、“合二而一”，就是因为“执中用和”，只有通过中庸的方式去理解关系和处理关系，才能实现“和而不同”。因此，中庸辩证法的实质是和谐化过程，所以中庸辩证法从根本上认为任何对偶两极的关系是在和谐化过程中相互包容和变化的。中国的辩证法深嵌于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中，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本。中庸辩证法有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中国辩证法是以和谐而不是以冲突认识来界定元关系的。成中英曾经就和谐与冲突的区别做出过以下的讨论：

和谐的意义如下：任何两个可区分，但仍然有伴存或继存关系的力量、过程或抽象思考对象，如果它们各自的耐力、具体性、能产力及价值有赖于对方的支助，则我们可以说，这二者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或是一种有机的统一。相反，如果两个可以区分的力量、过程或者抽象思考的对象之间缺乏和谐，甚至相互抵触或伤害，甚至摧毁对方的状态，那便是冲突。
[52]



我们称之为和谐，原因之一就是对偶两极从根本上说是非冲突的。也就是说，“世界本身便是一种和谐或和谐历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冲突的存在是“为了完成生命界的和谐，以及在变化的世界的创造动能下，创化继起的生命”。
[53]

 我们称之为中庸，是因为和谐是通过中庸而实现的。也就是说，中国式辩证法不认为正题和反题相互矛盾，而认为正题和反题实际上均为共题（co-theses）
[54]

 。合题总是正反两题的相互结合与相互包容，抑或共题间互融，亦即和谐化过程，而不是一方消解或消灭另一方，
[55]

 这就是“共存逻辑”。

中庸辩证法也是讨论一个对偶中的两极问题。它与冲突辩证法相似的地方是强调两种力量或是两个要素的互动过程和通过过程发生的变化。就此而言，两者都是过程性的，也都是动态的。但是两者之间有着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变化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冲突辩证法的变化是通过一方消解或是消灭另一方实现的，是否定之否定，是相互否定；而中庸辩证法则是通过和谐实现的，是中庸之包容，是相互肯定。自我包含他者，A可以包含非A，或是成为非A，反之亦然。这种包容性的实质就是过程，通过再造将自我与他者转化为一个新的合题。如果我们将阴和阳之间的关系视为元关系，阴和阳这一对偶视为元对偶，那么元关系从根本上讲是和谐的，元对偶是互为补充、共为生命的。正因为如此，共题在本质上是非冲突的，因此它们间的根本关系是和谐而非冲突。运动中的关系界定变化的过程。我们看到世界上存在冲突和矛盾，这只是暂时抑或表面现象，而不是本质特征，因为创造所有这些对立物的宇宙之道或本质在原初本体上是和谐的。当自我不理解真相，即不理解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正确关系从而偏离了原道时，当关系没有得到适当协调管理时，冲突便会出现，因此，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回归原道的自我修养过程。

其次，中庸辩证法不刻意寻求确定性。由复杂关系构成的过程逻辑包含具有变化性和包容性的中国式辩证法，这与冲突辩证法存在很大不同。西方的思维方式注重独立的实体，倾向于假定实体的分离和独立特征，所以需要首先明确界定实体的特性，如A的属性和特征，然后确定A的存在与类属。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中的每一个物质世界的元素都是由其本质属性确定的，同样的思维方式也用于人类社会。A之所以为A，是因为它有着这些属性和特征；A永远不可能是非A，因为非A具有不同的属性和特征。这种确定性追求成为西方辩证法的一个基本特点。与之相反，中国的传统辩证法不寻求确定性，而强调变化和包容性，即A包含非A，并且A处在成为非A的过程中。关系性思维认为变化是事物的本质特征，强调以充满动力的动态复杂关系界定的生成转化过程。A是A，但同时可以转化为非A，这取决于A与非A的实践关系如何发展抑或朝哪个方向发展以及这种关系为行为体创造了什么样的存在和互动条件。实际上，A在任何一个时间或空间点上既是A也是非A。我们称之为A，只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点上它显现出更多属于A的特性，而属于非A的特性则不那么明显。但在另一个时间或空间点上，它可能就是非A。任何事物，无论是个体还是制度，一直处在转化的过程中。
[56]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显然违反了属于西方逻辑思维内核的非矛盾定理。

再次就是变通。过程中孕育的变化称之为通变，变通的基本取向是乐观和进化。
[57]

 《易经》说：“阂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阂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化在这里基本是指两个对立物或极之间“通过主体间性互动而产生的变化”和“通过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变化”。
[58]

 中庸辩证法中的两极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相互建构、互为条件，一方消失，另一方便会消失。A的存在通过转化而持续其生命，共生的两极处在彼此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从而为生命和存在创造持续而不间断的动力。社会环境也是中国式思维极其重要的因素，可以界定为由互动实践和复杂关系构成的过程。行动者持续不断地与环境相互关联，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正因如此，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认为中国式思维以环境为取向，而西方式思维以个体为取向。
[59]

 行动者与环境间的关系通常既定义行动者也定义环境。通变和变通已成为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也是中国人的生活实践。布赞认为，中国和平崛起前三十年是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种参与国际关系的实践和理解国际社会的成功，是因为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是以通变的方式和中庸的道路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这决不是因为和平崛起或是和平发展本身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简言之，互动中的实践导致了中国的身份变化与和平发展。

在任何一种对偶关系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这种关系在西方国家的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认可。一些西方学者在批评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时提出的某些思想实际上包含了这种互容互补的辩证关系。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Way）。吉登斯虽然是针对欧洲社会提出的，但是他将本来被视为水火的两种思想、两种政治观结合在一起，从思维方式上与中国辩证法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其根本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中庸式的积极结合。吉登斯认为，在西方，第一条道路是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依据的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创造就业、实现公正和正义。第二条道路是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时期大力推行的这种小政府和大市场的道路。吉登斯说：

现在，人们开始寻找第三条可能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这不同于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不同于撒切尔夫人等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第三条道路是要在公共机构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第三条道路认为既需要有竞争力的市场，又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需要有活跃积极的公民社会或者第三部门。我们必须在它们之间找到平衡，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并且避免因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因此，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就是如何在一个发生了巨大社会、经济变革的时代创造一个繁荣、得体的社会，因为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变化，变化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必须捍卫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在这个充满诸多新的力量、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的世界里保持社会凝聚力。在我看来，也存在着理解第三条道路的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在这种新的全球市场社会，如何创造一个既能保持充分竞争，又能保持身份认同、社会凝聚、人性关怀、相互信赖的无国界社会。
[60]



如果仔细阅读吉登斯的这段话，就会发现他在思维上面正是使用了一种将两个对立的概念融合在一起的方式，而且，他的思考背景恰恰是“瞬息万变的世界”。在发生重大变动的时代，许多西方的静态社会理论都难以解释时代的发展和事物的变化，所以，思想者需要提出新的理念和新的理论。吉登斯提到的两种对立的思想和政治模式，在大部分西方学者眼里是矛盾的两面，是水火不容的两种政治观。也许正因为如此，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既受到来自持资本主义观点学者的反对，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攻击。但是，在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中，这种中庸融合的思维方式可能恰恰是可致“通达”的方式。所以，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之后的西方国家政府中，支持这种想法的政治家大有人在，比如美国的克林顿、英国的布莱尔、澳大利亚的陆克文等等。
[61]

 这应该是他们面对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使然，因为在冷战后期至结束之后，黑白两分的思维方式越来越难以应对西方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吉登斯的做法实际上是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思想视为一个互容互补的过程，视为一个生成的过程。其实，在关系性思维的逻辑里，在互容性辩证法的世界观里，国际社会也是一样。国际社会同任何社会一样是一个过程而非实体，一个由错综复杂且持续不断的关系构成的过程；国际社会是一种生成（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一种涉及行动者和制度的实践性生成。国际社会中任何一种对偶关系都具有互容性和互补性。如果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关系复合体，那么社会中的行为体就是进程中的行为体或是关系中的行为体。在互容性辩证法的逻辑里，每对对立物以一种非冲突的方式互动，转化为一个相互包含而非完全同质的新合体。

第三节　两种视角下的身份认同与理念制度

上文讨论的两种视角，即一种将国际社会视为实体，另一种将国际社会视为过程。这两种不同的视角是基于不同的认识论的，因此也就导致人们对身份形成和制度认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理解。根据第一种视角的逻辑，国际社会是一个以主要规范和制度为特征的存在。由于源于西方并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被视为一个独立和分立的自我类属，这个类属的规范和制度也被视为这个自我类属的定义性特征，所以国际社会的扩展就需要以自我规范改变其他类属的规范，融入国际社会也就需要将其他类属的规范同化为自我规范。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这一自我类属是指西方国际社会及其基本规范和制度，同化是指自我类属接纳、培育或消解他者类属。这恰恰是冲突性辩证思维的逻辑，即A和非A永远不可能相互包容，因为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不同的属性，正如物质世界中的一块石头不可能成为金子一样。A的扩展和非A的融合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是非A被彻底改变，或者说其本质属性被消除或是消灭。无论如何，非A在保留自我特征的条件下是永远不可能成为A的同一体。主流英国学派学者认为，全球国际社会难以形成的悲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逻辑推理。

我们先来讨论身份。在这个问题上，实体视角和过程视角的差异是很大的。身份是指使一个行为体成为其自身的东西，对这个定义学界是有高度共识的。但是，实体视角将身份界定为行为体的本质属性，而身份首先是个体、独立、客观的。换言之，身份是在任何前社会条件下确定的。西方理性主义理论几乎不对身份问题做任何讨论，因为身份是既定的，所以，理性主义只要假定行为体是理性的、是具有既定利益的就满足了研究的基本要求并足以展开研究了。建构主义在批判理性主义理论的时候，强调这种认识的缺陷，认为理性主义的既定身份观是不完善的，使得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关键的、严重的缺失。所以，建构主义试图在理性主义理论不做研究的地方进行研究，将理性主义的研究起点作为自己的研究终点。也就是说，利益来自身份，没有身份，也就谈不上利益。
[62]

 所以，不少建构主义研究成果分析身份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即便如此，主流建构主义仍然预设一个行为体身份，认为行为体在开始交往之前是有身份的。
[63]

 沿着冲突性辩证思维的路径，如果两个不同身份的行为体相遇，那么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身份改变意味着一方消除另一方的本质属性而实现同化，冲突因此得到解决，一个新合题通过一方完全战胜另一方而形成。换句话说，A的身份在本质上与非A的身份不相容。要么是非A彻底变成A从而实现同质性转变，要么就是二者不能形成集体身份。如果将这种逻辑置于国际社会的扩展上面，势必出现一种逻辑：具有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理念、不同身份的两种社会相遇，一种社会的基本身份完全改变，成为另一种社会的同质实体，于是，国际社会扩展成功；否则，非A的融入努力失败，两种社会发生冲突，或是至少处于分立状态。

所谓主要制度的扩展也暗含同样的逻辑。国际社会包含的主要理念性制度，在不同的时间段或历史时期，其最重要的制度包括主权、市场经济、民主、人权等等。十年来，主流西方国际关系杂志刊登的大多数国际规范研究文献探讨了规范如何在国际社会中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的。
[64]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对中国来说，接受主权、外交和均势这样的威斯特伐利亚制度相对容易，而让中国接受诸如人权和民主这样的新制度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非常困难。可能还有一种更深层的逻辑，那就是中国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如果说文化是社会的根本要素，那么，中国社会的文化内涵与西方社会的文化内涵也被认定是难以融合的。换言之，中国较容易接受国际社会中行为导向的制度，却很难接受价值导向的制度，因为前者可以通过利益权衡来决定取舍，而后者则涉及更加根本的身份问题。因此，布赞观点的关键是中国的身份决定了中国很难接受后面这一类制度，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会日益困难。

第二种视角将国际社会或任何社会视为一种生成和转化的过程，即一个由动态的复杂主体间关系构成的实践过程。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国际社会，无论是欧洲社会还是非洲社会还是东亚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化和政治体相遇和互动。第一种视角强调至少两个相遇的对立社会的独特属性，强调自我对他者的消解或同化，而第二种视角将对立物视为相互包容，将新合题理解为通过互动实践而实现的自我与他者的转化和通过变化而实现的相互补充。第一种视角所看到的合题是全新的合题，第二种视角看到的合题是兼具两个共题而又不能还原到任何一个共题的合题。合题是一个新的生命，就像孩子一样，她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基因，形成了新的生命，但这种新的合题是不可能还原到父亲或是母亲身上去的。因此，自我与他者的融合形式和实质就是两者通过动态的复杂关系而实现的融合，真正的文化和社会融合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丰富和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威胁和相互冲突，更不是一种文化通过自我消灭他者这样一种极端方式而实现的划一的同质性。

两种社会之间的互动就是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而身份就是以这种关系来定义和再定义的，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变化，因此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特性和特征。同社会一样，身份是一种转化生成的过程而并非独立的存在。
[65]

 在主体间关系的互动过程中，互动中的行为体的身份一直在生成之中，并持续变化。因此，在任何一个时空点上，某种本质特性的存在和非存在是共在的（既是A也是非A，或者说A包含非A的某些本质特性）。当两个不同身份的行为体如A和非A开始在互动中接触时，可以被视为相互包容和相互补充的两极。如上文所述，这意味着在互动实践的过程中，A包含非A，反之亦然。这并不是说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竞争、冲突或斗争，但的确意味着A和非A可以相互转化，转化是通过融合彼此的特征、通过执中的方式达成合题，而不是通过一方消灭另一方而实现的。自我与他者共生共存，在互容互补的转化过程中互动，为实现转化创造条件。即便是形成了成功的融合与有意义的合题，这种融合与合题是包含两种社会文化的基因，是包容和非排他的，也是开放和动态的。这种包容性降低了出现暴力统合的可能，而新的非排他合题则是变通和交融的产物。

西方学者也注意到这种共生共存现象。上文提到吉登斯在社会政策方面讨论的第三条道路，其实，吉登斯在其学术研究中更是使用了“结构化”这一概念，目的也是试图用二重性替代二元论，以克服将行动者和结构视为两个独立的先验现象的二元思维定势。
[66]

 同理，温特也认为个体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更加密切的概念联系，因为他们是相互建构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根基依然是也必然是西方文化，分离式思维和二分法逻辑限制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他们不会想到要以“A可以转化生成为非A”这样的中国式思维去思考。因为按照西方的理性标准，这种思维是不合逻辑的悖论。
[67]

 他们想到的是如何将非同质的事物中“好”的要素提炼出来、结合起来，共同应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比如第三条道路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所以，过程恰恰是中国式辩证法可以从更加根本的层面上解释的东西。所有社会行为体从一开始就完全嵌入过程之中，没有独立于过程而存在的先验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行为体的行为会发生变化，其本质特性也会发生变化，A可以转化或被转化为非A。共题并不必然通过斗争形成合题，而是相互诠释、相互界定、相辅相成，通过和谐形成合题，阴阳图像的符号意义正是如此。比如，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往往会以分立类属和冲突思维去考虑问题，比如将一个国家定义为“流氓”国家。一旦确定了这个国家的十分形象的他者身份，自我的身份和利益也就明确了，采取行动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结果。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话语建构过程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思维和行动方式。
[68]

 然后通过外交、经济或是军事手段对其进行打击。而中国式辩证思维认为国家一直在国际关系的持续过程中运动，其身份不断变化，好与坏也可以转化，关键是如何发挥过程的积极作用，如何保持关系的不间断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改变其实践活动方式促其向好的方向转化。

如果我们选取任何一个时空点来观察一个行为体的身份，就会发现其身份是多重的、交互的、关系的。或许某些特性更重要，而其他的特征此时此地不那么重要，某些特性更明显，而其他的特性此时此地也不那么明显，我们因此认为行为体是以主要特性来界定的。然而，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这些特性与其他既非主要又不明显的特性是共生共存的。这些特性和那些共生特性在互动过程中会发生转化，当条件成熟时，次要特性可以转变为主要特性，行为体的界定也因此而不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变化。尽管如此，原初的主要特性并没有被消除，而是继续存在，这就是互容逻辑或者说中庸辩证的逻辑。如果采用分立方式去思考，则会将所有非主要特征压抑下去，将其假定为不存在，甚至不容这些特征的生长和发展。更严重的是，有些特征被通过话语无限扩大，扩大到某个行为体只有一种特征并被这种特征无限控制的地步。这样一来，任何变化的空间就被完全封闭，任何关系都会被解读为冲突关系，冲突辩证法也就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69]

 同时，它还包含了暴力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成分，因为压抑和控制都可以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

社会的主要制度和规范与其身份紧密关联。中国式关系思维和中庸辩证法将制度也视为一种生成过程。如果我们借用温特的“第一次相遇”概念
[70]

 并将其略加修改，那么当两个行为体相遇时，他们的制度和规范也会同时相遇。这些制度和规范可能既有相同的成分又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以及他们的制度和规范都进入了生成转化的过程中。不少方面可能看起来是冲突的，但可以共存，事物的可转化特性本质也表示它们在本质上是非冲突的，是整体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极。当两种制度相遇时，西方人往往注重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竞争，而中国人则会求同存异，因为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认为看起来冲突的规范和制度是可以互容的，并为转化创造条件。东盟的另外一条规则，即容易的事情先做起来，其实也是符合这种逻辑的。同理，规范和制度也是转化生成的过程而非固定的客观存在，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空点上，特定制度可以包容其对立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文革”后开启的改革在方式上为什么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的改革以及60年代苏联和匈牙利的改革。

有的时候，明确界定一个行为体的身份非常困难，原因就在于这种交互特性。比如，布赞提出了接纳部分制度又试图改变其他制度的“改革修正主义”国家，但这一标签几乎适用于国际社会中的任何国家和任何行为体。斯蒂芬·克拉斯纳批评欧洲国家经常违反其建立的主权制度，甚至认为主权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西方刻意的虚伪。
[71]

 美国在布什政府时期推行的单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表现出的很强的修正主义取向，与二战之后美国倡导的多边原则完全相悖。美国因违反了禁止虐待战俘的规范，从而导致虐囚规范退化，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者。
[72]

 又如，中国将自身界定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为取向的、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这么多的修饰词本身就说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多重性。“西方与非西方”式的二分法太过简单，是类属性思维的典型表现。其实，不少国家都存在多重身份，如日本，一直在探索其身份，是东方国家、西方国家抑或是东西方国家。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根本性身份变化，主要是指一个重要的向度，即中国的身份从国际社会的非成员转变为成员。
[73]

 这是一种根本性变化，因为1979年中国与国际社会发生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正面相遇使得中国获得了成员身份，从而开始了紧密的互动，中国因之进入到生成转化的过程中，既改变自身的实践方式也改变其他成员的实践方式。应该说，国际社会成员的身份是一种质的变化。但即便如此，中国的其他身份依然存在，比如中国文化所界定的中国人身份大概永远不会改变。但是这并不妨碍成功的融合与合题的出现。英国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一度对欧盟的抵制也是非常强烈的，但现在是欧盟的重要成员，英国与欧盟的融合应该是一个在西方文化域境中成功的例子。

总之，这两个研究视角对两个社会间身份和制度相遇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不同。实体视角认为同质性是成功互动的基础，而过程视角则认为成功互动取决于不同特性通过互补和融合而形成的转化。两种视角都强调变化，但前者强调的变化是指他者转变为自我，而后者强调的则是两者间的共同变化（co-evolution），通过维持适当的关系，通过中庸的方式，实现和谐，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合体。

对实体视角而言，身份具有不可妥协性，因为身份是一种特殊类属，每种身份都具有其本质属性。当两种不同身份相遇时，尤其是看起来相对立的两种身份相遇时，互动的成功只在自我征服他者从而实现同化的情况下才出现。按照这种逻辑，全球性国际社会的确是不可能的，即使他者的接受程度再高，他者本质特征仍不能等同于自我本质特征。该逻辑进而告诉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发展地区性国际社会，因为地缘上相近的国家具有原初一致的特性。布赞特别指出：

非西方的崛起可能会引发一种防卫性反应……以便抵制统合一致的过程。中国可能会认为，与其说试图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倒不如采取一种更加舒适的做法，那就是身处一个地区国家俱乐部之中，这些地区国家认同中国优先考虑的规范，比如强调主权、不干涉内政、维护政权稳定、保持文化特性、民族主义、管控下的经济发展等等。结果就会出现一种分层的国际社会……
[74]



从根本上说，这仍然是两种不可调和、不可互容的身份之间的暂时性妥协，这并不能改变两种身份之间的基本冲突关系。

过程视角则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这种相遇，认为这两种不同身份自相遇开始时就是互为条件和相互转化的，因此不会想到自我向他者“扩展”这样的概念，而认为自我与他者在第一次相遇后就可以相互包容、相互关联，为彼此的再生成创造条件。分属两种文化的身份在相遇的时候会有磨合，也会有冲突，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并不是非此即彼、不可包容。社会的复杂关系性过程为自我与他者的相遇及其实践与转化提供了动力和环境。制度的情况也是相似的。两种制度的相遇为彼此的互动提供初始条件，开始了生成转化的过程。两种看起来对立的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比如互动方式和实践方式等）是互容的。实体视角认为他者只有完全接受自我的制度才能成功融入自我的世界；而过程视角则认为两者通过持续的变化和协调而非诉诸武力来实现互容性结合是可能的，新合体可能会多一些一种制度的特征，而少一些另一种制度的特征，但必然包含两种制度的基因，从而在不间断的过程中酝酿持续不断的变化。

我们不妨再扩展到理念性制度，其实它的内在逻辑也是一样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理念性制度都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欧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资本的扩张与剥削、社会的分化与异化、劳资关系的紧张与冲突，这一切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也使得人文主义文学家狄更斯、雨果等人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描绘出当时欧洲工业化的艰难时世和悲惨世界。正是因为如此，社会主义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在马克思说“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的时候，这两种理念是水火不容的，是一种消灭另一种从而建立新的合题的问题，这才有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的命题。但是，实践的印证却指向了另一种道路。比如，诸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采取不同的社会主义政策；冷战以后，许多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中国、越南等也采取了不少市场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从国家的身份来说，这并没有使得这些国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无论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欧洲国家，还是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一些东亚国家，都包含了对偶另一极的某些要素，并且在实践中将这两类所谓水火不容的要素融合起来。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这恰恰印证了中庸辩证法在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第四节　过程视角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以上论述说明，任何对偶、任何两个命题或者两极，包括拥有各自身份和制度的两个社会，虽然看起来各不相同，但是只要它们在变化的过程中互动，就可能实现中庸式调和与互容性转化。它们的相遇和相互转化和生成并不必然是暴力的或者对抗的，除非我们的思维是暴力和对抗，或是除非有意识地选择暴力或是对抗，或是将暴力视为消解差异的根本手段。这里我们提出三个特征，以便在中庸辩证法认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然后以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第一个突破口——市场制度为例，说明中国期望和平崛起的愿望以及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从理论角度而言，一个复杂体系内的过程可以向任何方向发展。
[75]

 例如，两个行为体的角色身份既可以走向友善也可以走向敌意。在过程视角中，关于身份和制度这两个国际社会的核心概念，有三点尤为重要，当两个对立方面在公开持续的过程中相遇时更是如此。这三点表明行为体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

第一点是“和”，或者本质的和谐，我将其称为“非冲突假定”。根据这一假定，过程中的任何两个对立物都不存在根本性冲突，矛盾可以通过互补性互动解决，从而形成新的合题。这不是说冲突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在形而下层面，人们可以时时看到冲突，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也会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有的时候，甚至难以排除一定程度的武力冲突。但是非冲突假定将元关系的基本性质视为非冲突的，视为和谐的。费正清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东亚国际体系的时候，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其非暴力：摈弃强制性手段，坚持运用外交努力和其他非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
[76]

 这也不是说中国在历史上不使用武力，而是说使用武力被视为反常的事情，即便在战术层面，也是下策。在从1979年到目前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外交实践展示了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即使危机出现，仍坚持“不定设敌人”的假定，更多地走寻求和解的“中间道路”。
[77]



布赞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包括中美和中日在内的双边关系即是例证。我们只要粗略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多年的中美关系就可以发现其中危机频现。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导致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在危机期间，中国大陆进行了导弹试验，美国则向台湾海峡派驻了航空母舰。很明显，双方是采取了以威胁使用武力的政策。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认为是双边关系中最为严重的危机，2001年的撞机事件也是一个类似的案例。
[78]

 尽管经历所有这些曲折甚至严重的危机，尽管双方没有高度的互信，中美之间从未爆发苏美式冷战。事实上，双边关系在经历危机后仍然会向前发展。在世纪之交中日关系的紧张局势以及2007年一定程度的缓和中，中国表现出了类似的行为模式。中国-东盟关系和台海关系也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不定设敌人”假定意味着，矛盾可以通过寻找折中的途径加以解决，而这一假定的基础就是互容性思维和中庸辩证法。

第二点是“势”，也就是行为体行动和互动的变化过程所呈现的发展方向或趋势。中国人喜欢讨论总体形势或者趋势，以环境和过程取向为特征的中国式思维决定了这一点。简单而言，我们强调对持续的社会和关系过程的总体取向的理解，或者对变化过程的方向的把握；而这一过程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可以是权力驱动、利益诱导以及道德导向等等。

中国人对当今世界总体趋势的理解和阐述包含三个方面的判断。第一，和平取代战争，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特征。当邓小平表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时，他实际上描述的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变化的大方向和总趋势。基于这一理解，他建议中国对外开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要改变文革期间“随时准备打仗、打大仗”的政策。对外开放使中国开始参与到了国际社会过程中，也开始了与国际社会的紧密互动。第二，合作成为大国的主导行为方式。根据中庸辩证法的逻辑，合作与冲突在互动中并非是两种不可变化的基本方式，合作与冲突是一组对偶的两极，是可以转化的。冷战结束以来，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面临的共同威胁和全球性问题却大大增加。任何一个行为体，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自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大国间的合作空间大于冲突空间，双赢或是多赢的结果毕竟好于零和。第三，经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冷战式的对抗已经不再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经济社会民生的发展应该是也确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主要任务。因此，势或总体趋势的主导性特征是和平、合作与发展。国际社会成员——包括中国，如果希望获得成功，就必须遵循这一趋势。如果对这种大趋势的估计不会改变，中国的基本道路也就会持续下去。

第三点是“变”，或转化生成过程，指行为体在变化的过程中的相互变化。变化和总体趋势相关，行为体根据其所处过程的总体趋势，“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变。因此，身份总是过程中的身份，具有历史性和路径依赖性，其变化和过程的取向一致。否则，不管一个行为体多么强大，最终还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过程中的身份意味着源于动态关系的过程力量建构和再建构行为体的身份。按照布赞的类属分析方法所提出的标准，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可以是修正主义者，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它们的行为中发现修正主义的政策表现。就本质而言，这是固定身份的概念，即身份是静态、不可转化的。事实上，任何身份都是过程中的身份，任何身份都是被关系界定的。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能够成功地和平崛起，主要是因为它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在改变实践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转变，也实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转变。
[79]

 冷战没有再次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改变自己，并在自身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使国际社会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常有人争论中国的变化是策略性的还是实质性的，是基于利益的权衡还是由于观念的重新塑造。
[80]

 这一争论本身就是二元对立思维的表现，因为两种变化是不可分割的。
[81]

 变化包括行为变化和身份变化，两者相互转化，相互关联。行为体出于利益权衡而采取行动，而行动使得行为体参与到过程中，所以利益权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任意脱离过程，因为过程有其自身的动力和引力，而过程中复杂的关系将行为体卷入到无止境的主体间实践中。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和过程之间的紧密互动具有强大的转化力。使得行为体的利益在不断地得到在定义。
[82]

 因此，“变”是理解过程的关键。通过变化得以持续，通过主体间实践而得以变化，这是以过程为取向来解释身份和社会的关键要素。

国际上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很难接受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我们却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证明相反的观点。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市场制度的例子，以了解过程视角的逻辑。历史表明，中国接受了市场经济制度，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身份逐渐由计划经济体转化为市场经济体。这一过程艰难、渐进的，经历了很多曲折，但却不是暴力的。

市场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起初，中国对市场经济制度的接受是极其困难和痛苦的。1949年后的三十年，中国学习了苏联的经验，采取了计划经济模式，在“文革”期间更是走向了极端的计划经济。结果中国成为物资极度匮乏、生活极其困难、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所有生活的基本物品都是定量供应的。由于有些人认为市场和计划是两种不能融合的理念和制度，市场就是资本主义，计划就是社会主义，市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直接关涉到中国国家身份问题。这才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形象表述。所以，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第一个严峻考验就是是否接受市场制度。这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是容易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是涉及中国身份的政治问题。我们可以利用过程视角中的三个步骤来说明这一考验的关键是如何看待两个被视为对立物的理念性制度：市场和计划。

如果我们运用“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那么市场和计划是互不相容的两个对立物。一方的毁灭是另一方建立的条件。并且，西方学者一直认为市场是民主的孪生兄弟。相反，根据非冲突假定，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包容的。这就为“变化”提供了首要条件。邓小平曾经有一个著名论断：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确切地反映了两个对立物的相互包容性，也就是A和非A的共在性。
[83]

 时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
[84]

 这也体现了类似的观点。渐渐地，经济特区以及中国农村地区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中国开始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实践市场经济。

由于对总体形势的把握，中国能够在经济体制中容纳市场成分，并持续向市场化方向前进。中国对天下大势的理解是，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最为重要、不可抵挡的潮流；中国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发展经济。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经济规模还很小，这一观念尚处于萌始阶段。正当市场的扩展取得进展时，中国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不少人指责市场经济是社会动乱的肇始者，并攻击改革开放政策，认为它使中国“改变颜色”，从社会主义身份转变为资本主义身份，中国几乎要重新回到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确认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两大主题，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正在形成中的市场经济制度得以保持和发展。顺应天下大势而变，变则通，具体到中国的实际，变就意味着从计划到市场。1992年，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以再次确立。私有制合法化，股市建立，政府和经济部门开始了分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成功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也标志着中国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从有限开放走向全面开放这一关键时刻的到来。

因此，过程视角的分析包括了三个步骤：第一，我们需要理解变化过程中两极或两种力量的非冲突性；第二，我们需要正确判断过程发展的取向和主导趋势；第三，我们需要顺应而非违背动态过程的“取向”抑或“大势”。因此，理论上和本质上，这一过程是互容、和平、中庸、渐进的，而不是对抗、暴力、偏执、激进的。当一个集体行为体发生重要的身份变化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经历重大变革的时候，前者的软着陆和后者的硬着陆对于这个集体行为体而言，对于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的生命和生活而言，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的启迪。

结语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到目前为止，人们基本认为中国已经走过的道路是和平崛起的道路，本章多次引用并与之辩论的布赞教授的研究，也是基于中国前三十年和平崛起来讨论未来三十年的继续与断裂问题。讨论中国能否继续走和平崛起道路的著述很多，但是很少有人从中国世界观和哲学传统的角度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为什么可以和平崛起。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诉诸暴力是出于其工具性的利益权衡以及力量的相对弱小。这种逻辑其实也是冲突辩证法的反映。强大后就采取冲突政策，弱小时就采取缓和政策，这恰恰从反面支持了冲突辩证法。在实际层面，即便弱小的一方也会采取强硬的冲突政策。二战后苏联也不如美国强大，并且也不能否认苏联是理性行为体，知道如何权衡利弊。但是苏联却拒绝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挑战了国际社会的秩序，建立了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均以苏联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西方学者笔下的类似例子还有2003年的伊拉克和现在的伊朗。它们不仅比美国弱小，也比中国弱小，但是却选择了对抗与冲突，而中国在关键时刻并没有选择冲突，而是选择中庸。

本章运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和哲学传统而提出了过程视角，希望在与主流英国学派的辩论中展现另外一种建构国际社会的视角。首先，过程视角并不认为独立的实体和对立的类属是相互分离的，而是认为社会与社会中的行为体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根据过程视角，国际社会是由具有转化动力的关系组成的动态网络，通过主体间和环境间的实践，建构和再建构行为体的身份，生成新的合题与合体。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社会的特征在变，行为体的身份也在变。因此，静止的行为体追逐不断变化的制度这一假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一开始就不会存在静止的行为体。

过程视角不认为两个对立物互不相容。英国学派将国际社会视为实体，把身份分为不同的类属。它根据冲突式思维，认为对立的类属相互竞争。过程视角将国际社会理解为过程，认为身份是持续变化的；中庸思维认为两个对立物可以是和谐的。互不相容假定的结论是，国际社会的扩展只能以一方替代另一方的两极同质化为基础；而和谐式假定则认为，两个对立物通过互容式转化及交流对话可以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题。很自然，与实体视角相比，过程视角之下暴力发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对于中国的崛起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布赞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非常困难的，但本文认为，尽管和平崛起不容易，但却是可能的，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实践过程。布赞把国际行为体分为四类：现状国家、革命修正主义国家、传统修正主义国家以及改革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的本质属性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因之也就不可能成为现状维护者，因此会在可行和可能的前提下以暴力方式挑战国际社会。中国“改革取向的修正主义国家”身份也决定了中国不会接受不断变化的游戏中的主要制度和基本规则。布赞研究的问题是，在他的分类中不存在由一种身份演化为另一种身份的可能和动力。

本文的分析更多基于过程视角，认为中国的身份在复杂的过程中持续变化。根据互容式思维，两个对立物、两个社会以及两种身份并不必然彼此对抗，而是能够在互动过程中相互转化。过程的总体趋势推动了这一转化。三十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对政治和社会经济过程的总体形势再次进行了评估，确定世界和时代的特征是和平、发展、合作。此后，中国努力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过去三十年中逐渐从一个体系外国家变成一个体系内的重要新兴大国。其身份转变、制度选择和规范接受都是和平的，中国也一直坚持以和平方式处理和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会以暴力方式对抗国际社会新建立的制度，尤其是在中国强大之后更容易这样做。这也许是一种可能，但关键还是要看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过程。继续与国际社会展开良性互动，继续以中国的辩证思维审视世界，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完全可能的。

过程视角认为，相辅相成的转化过程催生一个新的合题，这一合题同时拥有正题与反题的基因，而不是以某一方的毁灭为代价。例如，中国接受并深深内化了市场制度，但这一制度并不是西方市场模式的翻版。所以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并不只是言语表达，它是确实存在的。中国对其他主要或次要制度的接受和选择也会与此类似。世界日趋多样化和多元化。规范、规则和制度——包括那些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共享的在内，在实践中都会存在具有地方特色的不同版本。主体间性和互容性将日益成为日益多样化世界的鲜明特征，单向思维则很容易走入冲突和暴力的危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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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

本书的核心概念是关系性。对于任何社会，社会人都不可能脱离关系而存在，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当然，我们所说的关系，不是简单地指两个人或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指类似经济活动中买卖关系这样的具体关系，而是指社会中有多对、多种复杂关系构成的网络，其最抽象的代表是中国辩证法中所表述的元关系。与之相关的就是过程的概念。我们强调过程本位，认为流动关系构成了过程，指出关系定义社会过程。进而，我们还在前面的论述中将国际社会和文明也定义为过程，定义为一种由多重动态关系构成的复合体。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将关系定义为社会的枢纽性要素，将关系性定义为社会的核心理念，那么，国际社会的治理势必要与关系性联系在一起，全球和地区治理也就需要在关系和过程的背景中考虑。这是本书的基本理念关系性所决定的，是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关系本位——所要求的，也是研究过程要素的重要一环。

本书的基本方法是中庸辩证法。中庸辩证法接近于成中英所说的和谐化辩证法，它强调关系的基本取向是和谐化，是处在关系中的行为体趋向互融性的合题。由于中国哲学文化的一个基本方法是中庸辩证法，通过前文对中庸辩证法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根据元关系这一对最抽象的关系来看，和谐是根本性的，斗争是附着性的。任何一对或是多对关系都可以到达和谐的状态，都可能以追求创造和维护生命的方式化解附着性的冲突，而冲突本身也是为了生命的成长与和谐。其二，任何两种似乎是冲突或是相互替代的东西，最终都可以通过互动、变通、转化而形成一个新的合题与合体。比如不同的国际社会，作为过程，它们必然要发生互动，要发生变化，要形成一种新的合体状态，其中包含了一些为创造新的生命形态所发生的冲突。再比如世界上不同的文明与文化，虽然各有各的特点，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的差异，但在文明、文化的互动之中，甚至在某种程度的冲突之中，也会构建相互转化的过程，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转化而产生新的文化融合和文明形态。

研究全球治理，需要首先提出治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怎样治理”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以关系性为思考的切入点，以中庸辩证法为基本的方法论，分析全球治理或是国际治理问题，可能会发现当今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理论以及主流治理研究没有发现的新的内容和新的方式，比如说，下面讨论的关系治理模式就是被国际关系研究忽视的一个问题。因此，本章的重点是：将关系治理这个迄今为止没有受到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关注的治理模式挖掘出来，使其成为国际治理研究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这样的基础上讨论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的结合问题。

第一节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方式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变局就是全球化。上个世纪最后几十年，全球化铺天盖地而来，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但是似乎没有人能够改变全球化的潮流。随着全球化，也出现了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因之而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议程。围绕“怎样治理”这个问题产生的研究成果也已经是汗牛充栋。但是，国际关系领域关于全球治理或是地区治理的研究成果多是沿着国际机制研究和国际制度理论的传统发展起来的，重点讨论的问题是规则治理（rule-based governance），是国际制度、国际机制等规则性因素如何提高国际体系成员行为的可预测性和降低国际体系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如何通过这些方式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冲突几率、促成国际合作。因此，国际关系研究界的主导话语是规则治理，规则治理模式也似乎成为国际社会中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治理的唯一模式。
[1]



毫无疑问，规则治理是一个重要的治理模式。几十年来，规则治理模式得到学界的充分探讨，得到政策界的青睐与实施。这一点在欧洲地区治理的实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欧洲对于国际规则的实践可能是最丰富的，回顾一下欧盟发展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欧洲的一体化道路几乎是以具有约束性条约为基本路标的，欧盟类似法律性的规则条约既包括宪法性条约也包括协调性条约，对成员国有着比其他国际组织强得多的约束性。
[2]

 以二战之后的欧洲发展为例，规则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一体化过程中欧洲作为一个跨国家行为体的制度建设。这种制度一方面具有制度本身的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了当今世界政治中国际制度的一些重要特征。如果说和平理念逐步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的话，战后欧洲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和实践。从1950年的舒曼计划提出在能源和钢铁这两个重要领域的合作开始，到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和1958年原子能共同体的成立，欧洲人在其法理传统的基础上，以《罗马条约》的形式，建立了战后欧洲的功能性合作制度，为欧洲的进一步合作和一体化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其后，欧洲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包括《合并条约》、《欧洲单一法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直到后来的《欧盟宪法条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欧盟的重大规则。在欧洲作为一种新型国际行为体演进的过程中，欧洲制度的扩展是支撑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因素。经过50多年的努力，欧洲的制度已经形成了网络化状态，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司法等一系列领域，并在多个层次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规则治理在欧洲体现得最为明显。
[3]



美国冷战之后的许多做法被批评为违反国际多边规则的行为。尤其是美国前任总统乔治·W．布什，他过分重视美国的硬实力，在重大的国际事件中违背了多边规则，采用了单边主义政策，甚至不顾联合国的反对，不顾欧洲大多数盟国的抗议，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他的行为受到美国和欧洲各界的严厉批评。比如，美国纽约大学的琼斯、布鲁金斯学会的帕斯夸尔和斯坦福大学的斯特德曼在奥巴马上台之前出版了题为《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的美国战略报告，前提就是对美国小布什政府不但不努力建立国际规则、反而严重违法国际规则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

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主要盟国以及这些国家中大多数民众都将美国视为维护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现在，这种信任已经消逝。世界上很少有人接受或是信任美国，或者说很少有人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合法的。过去几年的国际舆情调查显示，许多人认为，自从2001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

2003年入侵伊拉克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美国与盟友和对手的关系，都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但是，如果将美国面临的一切难题都归罪于发动伊拉克战争或是美国进行这一战争的方式，那也是不正确的。美国当今在世界上的地位反映了一个事实：15年来，我们未能建设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4]



现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上台伊始就高度评价和积极推动多边规则治理。在奥巴马进入白宫之前，美国的一些有影响力的智库学者撰写了重要的国际战略报告，在批评美国单边主义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美国在全球战略中要实施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rule-based multilateralism），这与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和诉诸武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5]

 琼斯、帕斯夸尔、斯特德曼在他们的报告中提出了新的世界秩序和美国全球战略的设想，这就是一个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秩序，这个新秩序的主导原则是负责任主权（the principle of responsible sovereignty），他们将这种秩序称为“基于规则的国际新秩序”
[6]

 。

如果说规则治理在欧洲二战以后的一体化历史中被证明是有成效的，在欧盟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7]

 ，在其他地区并没有呈现出同等的效力。东亚就是一个例子。冷战期间，东亚就开始出现地区或是次地区的合作与治理。东南亚联盟是在1967年成立的，其他一些地区合作机制在冷战结束之后也纷纷建立起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尤其如此。
[8]

 东亚一方面呈现出地区合作的积极势头，保持了基本的安全环境，并且显示了极其旺盛的经济发展动力。尽管如此，东亚地区的规则和制度化程度仍然很低，这种非正式、约束力低、灵活程度高的治理模式被称之为“东盟方式”（the ASEAN Way）。
[9]

 应该说，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受到了欧盟成功经验的启发，东亚地区国家也希望建设某种地区构架，也致力于建立地区共同体，也努力建立正式的制度和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在这些方面，东亚国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东盟已经达成共识，要在2015年建成以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但即便如此，拟议中的东盟共同体仍然不同于欧盟，其规则和制度的约束力显然会小于欧盟，对成员国的干预力度也会小于欧盟。即便在2015年东盟宣布实现共同体目标，东盟共同体也不会是欧盟共同体的翻版，而是比较松散、较少让渡主权、更多地使用非正式制度、更多地依赖于国家之间关系的营造。阿米塔夫·阿查亚在讨论规范传播的时候发现，有些规范，比如人道主义干预，在东盟受到抵触并且没有成为东盟的规范，东盟继续将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作为其基本规范。
[10]

 因此，一方面大家都认为规则是重要的，是治理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发现规则制定和规则实施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反映和效度，地区治理方式因此也有着一定的差异。规则对于欧盟治理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对于东亚地区则要灵活得多。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曾经说过，正式的规则和制度“有悖于人的天性”（generic heritage）。
[11]

 “天性”大概更多地是指人的社会性和关系性，在任何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实践中的作用可能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因此，我希望指出，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还存在另外一种不同于规则治理的全球或是地区的治理模式，这就是“关系治理”。从这个标示性的术语来看，它不是以规则为核心的，不是以规则界定行为体的行为，也不是以行为个体为基本治理对象的。中国治理理念中素来重视关系治理，从孔孟到后来的中国哲学家都讨论过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和维持社会关系对于有效和善意治理的作用。
[12]

 虽然在讨论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中很少见到关系治理，但在其他领域，关系治理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议程，也出现了对这一不同治理模式的大量的经验研究。近年来，经济管理理论领域对关系治理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13]

 两个领域都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治理问题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资源。

在本章中，我首先分别讨论“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治理模式。其实，讨论这两种治理模式是要回答“怎样治理”这个根本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治理需要结合使用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一方面，规则治理是十分重要的治理途径。人类社会从部落到现代国家，在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制定理性的、尽量不包含个人因素的“客观规则”。规则可以使行为体的预期趋同、维护国际秩序、促成国际合作，还可以使治理有效可行。由于理性是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理性人可以比照规则来权衡利益，从而做出理性的选择。但在同时，我认为关系治理也是十分重要的，即便在当今的世界中也是如此。原因很简单：人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既然是社会人，关系性也是人的重要特征。而关系治理的根本基础就是人的社会性和因之产生的关系性。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面已经详细讨论过关系性的问题，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个概念从来没有被真正地意识到，更不用说进行严肃的讨论和理论化构建了。现有的国际关系治理理论主要集中在讨论规则治理方面，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对规则治理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精细的设计和精致的分析。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文献显然忽视了关系治理问题。这样一来，社会情景就会被忽视，关系过程最多也只能成为行为体的活动背景，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也会被划一到某种先验确定的镜框之中。正因为如此，本章会比较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治理模式，基于这种比较分析，提出三个观点：第一，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都是现实存在的治理模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有效的良治在于合理结合两种模式的有益成分；第三，全球和地区治理需要一个结合两种治理模式成分的综合治理模式（synthetic model of governance）。设定一种模式而排斥另外一种模式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在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

第二节　规则治理：国际关系领域的主导模式

国际关系领域对于全球治理的主导方式是基于国际规则的治理，或曰规则治理。规则治理强调治理依赖规则，治理的关键在于确立明确的、有约束力的规则，因为规则清晰地确定了相关行为体需要遵守的准则，规定了行为体的权利和义务。只要有规则，也就会有秩序和治理。
[14]

 规则包含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虽然两者都被视为治理的重要因素，但是，正式的规则对于秩序而言，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规则治理的传统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国际机制研究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研究议程。其后，这一研究传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长足的发展。
[15]

 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曾经对国际机制做出了一个经典定义，认为国际机制包含了“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进而，他还将规则明确定义为“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禁止采取哪些行动的具体规定”。
[16]

 因此，国际规则就成为国际机制中比较具体明确的、也比较容易实施的组成部分。国际机制的研究议程体现了以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为核心的理论取向，两个理论流派也都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规则治理的方式。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中，表现出一种对国际规则的自觉甚至是无意识的信赖。比如，《国际组织》杂志就以《国际机制》为主题出版了十分有影响的特刊，后来由克拉斯纳主编出版了专门的论文集，并形成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既竞争又联合的研究议程。
[17]

 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虽然都是基于西方社会实践发展起来的理论，但强调的方面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现实主义更加强调物质性权力或曰国家实力，尤其是新现实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二战以后成为世界霸权国的经历相吻合。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性权力，重视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的推演，也是借鉴了欧洲战后的经验，尤其是欧洲地区一体化的实践活动。所以，总体上是以跨大西洋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比如，二战之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当时自由主义的主要学术兴趣转向研究欧洲一体化进程，并出现了以功能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流派。后来，功能主义成为自由制度主义所借鉴的主要国际关系理论之一，这与欧洲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18]

 在这种基本研究框架之中，其他流派的学者也深入地讨论了与国际规则相关的问题。比如，建构主义学者也十分重视规则的研究，当然，他们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关注的重点不同，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关心规则的效用，而建构主义对规则的研究更注重规则的形成、发展与扩散，与之相关的规范形成等问题也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
[19]



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的联合议程将规则研究推向了高潮，也逐渐形成了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研究传统，直接影响并主导了后来全球治理的研究议程。冷战之后，当全球化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研究议题的时候，国际规则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日臻成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占了上风。因此，在这一研究议程中，有效的规则成为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在地区范围都是如此。欧盟的经验往往被视为规则治理的典范，而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新的事件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诸多全球性问题又成为规则治理的新的内容。规则治理不仅是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审视全球治理的主要视角，而且成为治理领域的主导话语，同时还为各国决策者提出基本治理方略。这样一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问题领域，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从一开始就会在规则、机制和制度的框架中讨论和建构全球治理问题。这一方面为这一议程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也将人们的思路框定在规则治理议程所画出的范畴之内。

对国际机制的研究是从现实主义学者对权力的关注开始的。现实主义认为规则是依赖权力而存在、并且具有效力的治理要素。回顾一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国际机制的研究始于现实主义的思考。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衰退成为政界、学界和舆论关注的热门议题。美国和苏联之间达成的基本战略均势、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等，似乎都反映出美国的相对权力在下降，美国的国家实力在下降，美国建立和支撑的“美利坚治下和平”的所谓霸权体系也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认为美国已经不再强大，学界也在热议霸权国、霸权体系以及相关问题。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科学的角度，美国衰退和权力转移等观点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20]

 现实主义对于国际机制的关注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展开的。现实主义一个核心观点是，在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要维护秩序，就需要建立并维护有效的国际机制，而霸权国是建立和维护这类机制的关键因素。二战之后建立国际经济领域的一系列制度，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等，都是在美国的权力之下实现的。所以，权力是国际机制的根基。现实主义者认识到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认为国际机制维护国际秩序、促成国际合作。有些制度现实主义学者甚至认为，国际机制在促成国际合作方面具有相对独立的重要意义。但是，归根结底，现实主义学者仍然坚持的一点是权力，国际机制是一个依赖于权力的因素，最多只能起到某种中介变量的附着性作用。也就是说，国际机制只有在权力的支持之下，才能够存在并得以实施，才能够促进合作和维护国际秩序。
[21]

 正如基欧汉和奈所指出的那样，霸权秩序意味着“一个国家具有足够的实力来维持那些治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则，并愿意这样做”
[22]

 。当霸权国具有超强权力的时候，国际机制就会有效发挥作用。二战之后的国际经济机制就反映了这个事实。当时的美国具有超强的实力，并且成为世界性大国，于是便提供了国际经济领域的重要公共物品，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一领域的国际制度。美国既有实力提供公共物品，也有意愿发挥领导作用，所以，从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领域的规则得到有效的实施，西方组成的国际经济领域也就得到了较好的治理。

简言之，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如果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霸权国，建立起来的规则就会崩溃，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维护这些规则的实力，也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进而，一旦规则失效，国际体系就成为一个既没有政府，也没有治理的霍布斯丛林。在国际事务的各个问题领域，各种无序争斗就会竞相出现。本来就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也就完全失去了控制，大萧条的悲剧会再度上演。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唯一的出路是全力恢复霸权国的实力，因为霸权国的实力才是维护国际规则的坚实保障；也只有确保国际规则顺畅的实施，国际秩序才能得以维持，国际治理也才能得到保证。现实主义重点强调的是权力，认为权力才是国际规则的坚实基石和可靠保障。有权力，才会有规则；有规则，才会有国际治理。所以，权力是治理的第一要素，规则是治理的关键要素；权力创造规则，规则决定治理。没有权力支撑的规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规则根本不能得以实施，甚至一开始就无法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霸权体系是稳定的体系，霸权国的权力是建立维护体系秩序的规则以及保证这些规则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

现实主义对美国权力衰退的论述引发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一场大的辩论。这场辩论不仅局限于美国自身实力的下降，而且也高度关注国际体系可能由于霸权衰退产生的失序状态和随之而来的乱象。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就是在这场辩论中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的。在现实主义为美国衰退而担心并试图寻找出路的时候，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规则一经建立就是一个独立的要素，可以在没有霸权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在关于国际机制的大辩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现实主义的直接挑战者。虽然双方对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都予以高度重视，都认为国际规则是国际治理的重要因素，但是双方在规则的重要性方面却有着根本的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赋予国际规则更具重要意义的独立地位。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认为规则是依附于权力的，所以，归根结底，国际治理的核心是权力。新自由制度主义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规则具有自己的本体地位。这样一来，规则就不再是依附性的，不再是没有权力就无法存在的东西。新自由制度主义超越了权力要素，改变了关键变量的性质，将规则理论从现实主义的供应视角转向了一种需求视角，即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从根本上说，不是霸权国的供应，而是国际体系成员的普遍需求。这正是罗伯特·基欧汉在他1984年的著作《霸权之后》中所提出的核心观点。

《霸权之后》之所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因为它提出了一种对国际规则不同的解读。如前所述，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学界大部分人都在讨论美国衰退，大部分辩论也都围绕美国衰退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一论点展开。因此，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的担忧与日俱增。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切忧患是，美国霸权的衰退可能会导致1929-1931年的世界性大萧条重新出现。辩论的焦点仍然是权力和规则问题：没有权力就没有规则，没有规则也就没有秩序和治理，权力真空会引发全球性的混乱。正在这个时候，基欧汉提出了规则可以独立存在的观点，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基欧汉认为，没有霸权国家，仍然会存在规则，因此，世界也会得到治理。归根结底，规则的产生和实施是国际体系中行为体需求的反映，不是霸权国单方面的供应所致。虽然基欧汉承认建立规则的成本是很高的，往往需要权力的介入，但是一旦规则存在，就会持续下去，因为国际体系成员需要实现自我利益，要实现自我利益就必须合作，合作又必然需要规则。
[23]

 国际体系成员，尤其是国家，会维护和遵守规则，因为它们明白，规则可以使信息更加透明，会降低交易成本，也能够减少体系的不确定性并增强国际行为体行为的可预期性。
[24]

 国际体系成员对国际制度的普遍需求使得规则具有独立的特征，也就是说，国际规则可以独立存在，可以在霸权之后继续发挥效力。

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大量使用了博弈理性。在任何博弈的支付结构（payoff structure）中，理性行为体可以考虑和设计自己的行为，以便从与对方的合作中获得收益，而博弈的支付结构是由规则决定的。新自由主义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所以它的基本假定自然是个体理性和工具理性。但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往往不会充分考虑权力要素，因而也就会更加重视规则的自在性和独立作用。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制度现实主义学者在辩论中会有意识地将权力要素植入对规则的分析之中，以反驳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克拉斯纳在讨论理性行为体博弈游戏的时候，尤其突出了权力要素的作用。克拉斯纳认为，如果在博弈游戏中出现了几种可能的结果，最终还是需要权力来决定哪种结果会成为现实，即最终结果必然有利于权力强大的一方。尽管如此，克拉斯纳的观点还是支持规则治理的。一方面，他强调了权力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的作用。因为他的研究中设定的几个可能结果主要是根据博弈规则推导出来的，直到在讨论最后结果的时候，他才引入权力要素。基欧汉的理论建构成功地反驳了权力是规则唯一决定因素和必要条件的观点，因此也就否定了权力是国际治理的第一条件的假定。对于基欧汉而言，治理的实现要依靠理性行为体根据自己实现利益的需求所支持和维护的国际规则。因此，在新自由制度主义那里，一旦规则形成，权力就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基欧汉著作的书名《霸权之后》要反映的大约就是这样一种观点，因此可以被理解为“规则可以在没有霸权权力的条件下发挥治理作用”。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在关于美国霸权衰退和国际制度作用的辩论中兴起的，也是基于国际机制研究这一议程而发展起来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赋予国际制度重要的本体地位和独立作用，使其不再是一个权力的附属和派生因素。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言，国际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加大行为的可预测性，因此也就有效地鼓励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减少了国家冲突的可能性。基欧汉将国际制度定义为：“规定行为角色、制约行动并塑造预期的一致且相互关联的规则（包括正式或是非正式规则）。”
[25]

 他还进一步对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做出了解释：前者指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包括“含有明确规则的制度，经由各国政府同意，并与国际关系具体领域的问题相关”，而后者，亦即非正式规则，则是指含有含蓄规则或谅解的惯例或是制度，能够塑造行为体预期。
[26]

 所以，无论在正式国际制度中，还是在非正式国际制度中，规则都是核心的内容。但是，规则的作用在正式制度中更加明显，也更加明确。对于制度学者来说，规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集体行动的难题。

新自由制度主义沿袭了国际机制研究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也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的支柱性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其后，在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规则治理成为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中最具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甚至成为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规则治理已经占据国际关系领域治理研究主导话语的地位。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将治理定义为多边主义框架下的规则、机制和制度。比如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将全球治理界定为从家庭到国际组织所有层面上的管理系统，在全球治理中，通过控制实现目标的做法会产生跨国界效应。
[27]

 基欧汉和奈认为，治理就是指正式或非正式的过程和制度，这些过程和制度引导并制约一个群体的集体行动。
[28]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规则治理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现象是：这一研究议程是基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欧洲战后的一体化经验的。詹姆斯·库尔思（James Kurth）认真研究了美国文化和宗教，认为美国文化和宗教集中体现在所谓的“美国教义”（American Creed）上面。他说：

到了19世纪早期，大部分美国人开始相信，唯一合法的经济形式是由白纸黑字的合同所规定的自由市场；唯一合法的政治形式是由白纸黑字的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民主制度。因此，美国就产生一种对法制、并且是在硬性法律条款下实施法制的坚定信念和深刻实践。
[29]



美国被称为“律师国家”，同样反映出美国社会重视规则的信念和实践。欧洲的地区一体化经验也显示出类似的规则治理取向。在罗西瑙主编的颇有影响力的著作《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他采用的个案几乎全是欧洲的经验和实践，以这些基本素材讨论国际背景下的治理问题。
[30]

 应当说，规则治理在许多情况下都表现出高度的合理性，在一些多边场合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欧盟可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这实际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欧洲社会长期以来的传统是法制，是依照法律行事。进而，美国和欧洲的社会是以个人主义为支点的社会，个人被假定为具有理性的经济人，这样的经济人通过签订正式的合同，以其作为交换和互动的基本依据。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并得以深入内化的传统和实践，规则治理才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治理模式。一想到治理，必然也是自然地想到规则。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最近的一些研究，包括其他理论流派对于国际治理的研究仍然沿用了规则治理的基本假定。比如，德博拉·阿旺（Deborah Avant）、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苏珊·塞尔（Susan Sell）虽然承认治理不仅仅意味着规则制定和规则执行，但这是治理过程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事情。
[31]

 阿西姆·普拉卡什（Aseem Prakash）和马修·博托斯基（Mathew Potoski）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规则的优先性和重要性。他们指出：“我们认为，治理意味着通过一套规则结构（亦称为‘制度’或是‘机制’）来组织集体行动。”
[32]



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规则治理也是重要的治理模式。毫无疑问，规则之于社会、之于社会中的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正因为如此，规则是重要的，是任何治理模式都需要高度重视的，实际上，也是任何治理所不能缺少的东西。但是，我要指出的是，规则治理并不是唯一的治理方式，不是实际治理中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在任何地缘文化中都具有同等效力的。在有些社会中，正式规则和合同可能不像另外一些社会那样有效，有的时候甚至被认为会损害交往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在东亚一些社会中，这种情景有时会表现得相当明显。即便是在西方社会，规则也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规则总是有管理不到的地方，也总是有失去效力的地方。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规则治理模式，会发现这一模式有着几个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说明规则的意义，一方面也显现出规则的局限性。

首先，规则治理模式具有高度的实质主义内涵。规则治理模式的理论假定是，被治理者是个体行为体，他们具有预设的身份，具有不变的属性和特征。其中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是理性，亦即个体是理性行为体，是以自身的利益作为权衡底线、以环境作为权衡条件的。规则，或是广义上的机制和制度，都是理性行为体做出权衡时的重要环境依据，可以使身处决策之中的行为体理性地判定什么才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径。对于理性行为体来说，这种最佳途径往往遵循和遵守规则，实现共同的最大利益，而非实现单方的最大利益。这样一来，也就实现了有效和良性的治理。规则的诸多作用，无论是降低交易成本，增强行为的可预测性，还是加重未来预期的当下作用，都是试图通过制定规则和制度来改变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而通过改变行为体的理性权衡来改变行为体的实际行动。这种基于理性行为体和基于变量关系的研究反映了规则治理对世界事物和全球治理的实质主义理解。
[33]



第二，规则治理将个体行为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对象。在全球治理中，这意味着民族国家，也包含了非国家行为体。以个体行为体为基本单位的治理模式符合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治理模式，与实质主义的核心假定也是吻合的。由于社会是由个体行为体组成的，个体行为体又是独立的、具有先天禀赋的实体，所以，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制定规则，来管理和约束个体行为体的行为。规则的设定尤其会考虑到个体行为体禀赋中的负面因素，比如说利己本性，并对这些负面因素进行管理和约束，使之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而不是消极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学中，经济学规则需要将个体的利己本性视为核心因素，要思考什么样的机制可以使这种利己“本性”转化为对社会有利的事情。微观经济学家发现了市场，高度重视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调节恰恰能使个人的利己本性转化成为使得整个社会获益的力量。

一旦规则得以制定并能够顺利实施，理性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就会受到规则的管理，社会的治理也就会是有效和积极的。规则指导行为体的行为，以规则为主导的国际环境鼓励国际合作并且有助于维护国际秩序。对于主流建构主义来说，对规则的作用则更深入了一层。规则不但建构了行为体，也建构了实践，而不是实践建构规则。
[34]

 一旦规则得以制定，就会通过各种方式传授给个体行为体，比如国家、团体或是个人。行为体经过利益权衡，认识到规则可以使自己获益，因此就会改变那些不符合规则的行为，以便顺利获益。不仅行为体行为会因而改变，他们的身份、认同等更加深层的东西也会被改变，并且在规则指导下，权衡自身的利益，界定自己的行为。
[35]



第三，规则治理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治理模式。规则最重要的功能是将行为导向预期结果，比如人们认识囚徒困境博弈，目的是制定相应规则，以便破解这种困境造成的、对双方都不利的纳什均衡，将具有理性特征的博弈双方行为导向一种对双方均有利的结果。如果所设计的规则能够使个体行为体的预期趋同，并因之促进双方采取合作战略，双赢的结果就可以实现。采用制度治理模式进行的研究大多都会试图发现可以导致行为变化或是身份变化的因果机制，认为这样的变化是规则发生作用的明显标示。
[36]

 如果规则不能引向这类变化，规则的有效性就会受到质疑。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签订了许多条约，欧洲国家相信这些有约束力的条约对于欧洲一体化产生了重大作用。
[37]

 冷战高峰时期，欧洲共同体的一些规则无法制定，原有的一些规则不能落实，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出现了反复与曲折。于是人们惊叹欧洲一体化患上了心肌梗塞。根据规则治理的要求，东亚也往往被视为“面条碗”，亦即一团纷乱的合作机制和错综复杂的多元关系，但却鲜有具有高度约束力的规则，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也往往被认为是很难产生明显结果的地区一体化方式。
[38]



第四，规则治理模式包含了一种“非信任”假定。对于理性主义而言，个体行为体的重要属性是利己。理性行为体总是要计算如何才能实现自我的最大利益，因此也就产生了集体行动的逻辑。
[39]

 个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采取行动，而这种行动的结果是自己什么利益也无法得到，而别人同样什么利益也不能得到。正如三个和尚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完全从个人利益计算而采取的行动，往往导向一种双输或者多输的结果。因此，要制定制约性规则，克服这种人性特征并使之既为自己服务，也为他人服务。规则可以使一个人的利己行为转化为同时也利他的行为，使经济人的行为“主观上为个人，客观上为大家”。这正是诸如囚徒困境这类博弈所显示的那种情景。规则治理模式强调的是，外部介入的制约性规则使得合作成为可能，而人内生的因素却很少进入规则治理模式的视野。所以，规则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信任”。在规则治理模式中，信任不是一个关键变量，甚至根本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变量，因为经济人的权衡本身就是以不信任对方为基本条件的，囚徒的计算也是以不信任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规则，行为体被设定为利己的个体，因此，行为体也不会预设或是相信其他行为体的利他动机。正如埃斯佩恩（Esperne）在讨论商业领域的正式合同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磋商合同和依赖合同条款在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制造了不信任感。”
[40]



第三节　关系治理：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下的理性探索

另外一个治理模式是关系治理。由于人是社会人，由于人际关系（或是任何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比如国际关系）构成了社会的重要因素，所以关系治理在实践和社群中的实际存在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无论在东方社会还是在西方社会，关系之于社会人的意义都是重要的。当然，西方社会的个体主义成分比较突出，而东方社会的群体主义色彩比较浓重，所以，关系治理行为在东方社会中就表现得比较明显，正如规则治理行为在西方社会比较明显一样。这是一种共同体实践的结果，而不是逻辑推理的演绎。
[41]



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相同之处在于两种模式的目的都是治理，都包含了很强的政治内涵。但关系治理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关注社会中运动的复杂关系，并从这样的视角思考社会生活的管理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诚然，规则对于治理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许多情况下也是明显有效的治理方式。基于对个体行为体进行管理的规则可以取得成效，因为个体行为体作为被管理者具有一种根本的特征，这就是理性：个体行为体通过进行理性权衡，采取符合规则的行动，治理也就因之得以实现。但从另一方面看，社会关系也构成了社会的重要特征，构成了社会人在社会场景中采取行动的重要考量，所以，关系的治理也就成为社会治理模式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国际关系研究文献鲜有关系治理的讨论，所以关系治理模式也没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有人认为，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讨论过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主流建构主义主要是在主体间意义这个层面探讨这个问题的。这一流派的学者认为，共有知识建构了行为体并且定义了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比如敌人、竞争对手或是朋友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国际体系层面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或是康德文化所决定的。
[42]

 应当承认建构主义学者的努力，因为他们研究的社会问题，关系是社会中的核心内容，所以，建构主义学者无法回避这一要素。但是，美国主流建构主义的研究取向也是明确的：个体行为体是研究的核心。行为体首先具有一个切实的本体地位，这样的本体地位先于任何社会性关系。所以，在主流建构主义那里，核心分析单位是个体行动者，而不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主流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没有实质性差异的。

但是，关系治理在其他领域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学和经济管理领域，关系治理在过去二十年里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并产生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公司是在社会中从事经营活动的，社会自然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关系和关系网络。规则一经制定，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除非签订规则各方同意对其进行修改。但关系则是流动的，是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的。国际关系的研究重点是国家，美国国际关系的研究传统是国际体系，所以对国际关系社会性的重视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经济管理学研究的是公司，所以不能无视社会性关系。因为关系不仅可能影响到公司的发展，甚至可以决定公司的生死存亡。在东亚社会开始出现经济迅速发展的势头，东亚的公司开始在全球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这种治理模式自然而然地成为主要以公司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管理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梳理经济管理学界对治理模式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都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两个明确的研究取向。前者强调规则，并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后者强调规则，主要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形成的。李树和（John Shuhe Li）指出：“协议的执行可以通过规则，也可以通过关系，舍此两种，别无他法。”
[43]

 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都试图强调自己一方的关键变量具有压倒性的治理意义，在经济管理领域自然形成了两个派别之间的论争。20世纪70年代，日本公司成为重要的国际经济行为体，日本的大型跨国公司更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作用，其后，韩国的公司，比如现代、大宇等，也成为世界经济中有影响的非国家行为体。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公司也越来越迅速地发展起来。东亚国家的公司采用的治理方式有与西方公司相同的地方，比如签订正式合同无论是东西方公司都要做的事情。但同时，人们也发现这些新崛起的东方公司的治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比如它们对关系资源的利用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关系治理更加吸引学界的注意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就越来越多。

经济学界对经济领域事务的高度敏感使得经济学者对非规则治理模式的研究得以展开和深化。不过，经济管理领域的关系治理研究还是以经济学主流思想为主导的，基本理论依据是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al cost economics，TCM）。对于治理模式而言，交易成本经济学需要做的是比较不同治理模式的相对成本，然后确定哪一种治理模式具有最佳的成本效益比。有观点认为，依照交易成本理论，关系治理具有很多优势，比如，关系治理比规则治理成本低、效益高。戴尔（Dyer）曾经比较过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的相对优势，他的结论是，日本公司多采用规则与关系的结合或是混合治理（hybrids/alliance）方式，这类治理方式具有美国的等级管理模式的优点，但克服了美国模式的一些明显缺点。
[44]

 戴尔和辛格（Singh）分析了产业结构理论（industrial structure theory）和资源优势的观点（resource-based view）。产业结构理论认为，某个特定公司如果能在对自己有利的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位置，则这个公司的收益就会看好，公司就会获得利润。而资源优势观点则认为，公司业绩主要在于公司的多元化资源配置，而不是主要取决于公司在产业结构中的位置。公司资源的多元化配置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关系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把一个公司的优势或是劣势与公司活动环境中关系网络的资源分布联系起来。
[45]

 戴尔和辛格认为，在许多个案中，复杂的市场交换活动包含了各种不同的风险和不利之处。在这样的条件下，规则治理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关系治理作为规则治理的替代模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比较理想的做法。关系性规范，比如相互信任，可以作为一种自我实施的制约因素，可以比正式的规则性合同更加有效，成本也要低得多。在某些条件下，与其说进行正式规则制约下的交易，还不如展开非正式的交易。“交易方结成松散界定的合作关系，目的是展开具有更佳成本效益比的商业行动，或是造就具有更大比较优势的市场条件。”
[46]

 他们还指出，正式规则可能会损害关系治理，因为前者释放出的是一种不信任心态，可能会使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充满变数甚至恶化。
[47]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相比较并没有优势可言。虽然他们承认关系治理有着自身的特点，但是，这种治理模式的效用是有限的，是初始阶段的治理方式。诺斯曾经说过，治理必然会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走向非人为的制度。
[48]

 对于关系治理，尽管这种治理模式可以通过促进人际关系，在节约时间成本、实现分配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加强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跨越某种门槛之后，关系治理就可能对经济绩效造成颠覆性的危害。
[49]

 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为“阶段论”，亦即在初始阶段关系治理利大于弊，具有成本低的根本优势；而在超越初始阶段之后，关系治理就会弊大于利，规则治理具有成本优势。李树和也认为，经济活动是呈阶段性发展的。在经济活动初始期间，制定规则的成本很高，要克服非常复杂的正式程序，需要大量的成本。同时，经济活动规模不大，公司也多是小公司，相互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在不通过正式规则的情况下帮助它们解决诸多交易问题。所以，在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初期，关系治理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关系治理往往会在发展中国家或是新兴经济体内呈主导趋势。
[50]

 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建立公共性制度的成本就会降低，而范围狭窄的非正式信息以及非正式的承诺就会变得效率低下，并且风险增大、成本增高。因此，关系治理具有内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终将会随着经济规模和商业活动的加大而加剧，并会最终颠覆关系治理。根据这样的推理，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治理也会从初级阶段的关系治理发展成为高级阶段的规则治理。李树和还分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个案，即东亚经济迅速发展和东亚金融危机。他认为，这两者都是关系治理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在1997年之前属于初始阶段，关系治理这一主要特点使得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低、效率高，所以东亚出现高速发展。但是，其后东亚已经超越了初始阶段，但仍然使用关系治理的方式，所以导致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中东亚国家经济活动的失败恰恰说明了关系治理在初级阶段的优势和在高级阶段的无能。图4.1是李树和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基准对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分析。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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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交易成本曲线



由于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持续存在于真实的经济生活之中，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关注两者各自的优势，有些研究试图将两种治理模式结合起来。2002年，波普（Poppo）和曾格（Zenger）在《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发表了题为“正式合同和关系治理是相互替代还是相辅相成？”的论文。他们指出，虽然大部分研究或是支持规则治理，或是支持关系治理，将两者视为互为替代、非此即彼的两种不同模式，但是，可能更好的方法是将两者结合起来。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正式合同和关系治理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52]

 一方面，正式合同有着诸多优势。比如，正式合同可以促成合作型的、长期的、相互信任的交换关系，原因是正式合同可以缩小可能出现严重风险的范围、明确惩罚事宜、协调政策和协调决策程序。这些都可以提高合作的积极性，促进长期合作行为。另一方面，关系治理能够对正式合同的条款进行契合式调整，对于交往过程中合同无法覆盖的地方提供保障，克服合同的适应期局限，也能够通过密切的相互关系达成一种理解，即便是在出现非预期复杂局面或是高度不确定情势的时候，也能够保持双方的交往，不至于贸然中断原有的合作进程。

有一项研究对于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相辅相成的观点提供了证据。
[53]

 这项研究从两个变量入手分析了中国公司采用的治理方式，一个是专用资产（specialized assets）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关系治理。研究人员试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当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加大的时候，关系治理的力度不像阶段论所预测的那样呈下降趋势，恰恰相反，经理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更加倚重关系。他们还发现，在是否使用正式合同与资产专用性的程度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研究显示，中国公司的治理既依赖正式合同，也依赖人际关系，所以更像是一种对不同治理机制的混合使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关系治理成分占主导地位。随着公司活动和经济规模的增大，规则治理成分加大，但同时关系治理力度不是下降而是也会增大，这与阶段理论所预测的恰恰相反。

对于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人员来说，分析关系治理是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很简单：关系治理是这个领域中实际存在的实践活动。正因为如此，人们必然要问这种模式为什么会存在，具有哪些特点，因此，关系治理自然成为经济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议程。由于关系治理在经济管理领域受到的关注，这一治理模式也为其他领域的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从总体上看，经济管理领域的主流关系治理研究遵循的是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使用的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原理，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研究议程和研究框架。其贡献在于将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视为两个均有意义的治理模式并加以比较研究，但在同时，经济人的工具理性也是这类文献共同的核心假定。正因为有了这样明确的理论框架和前提假定，交易成本经济学范畴的关系治理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理性经济人的预设。无论是规则治理还是关系治理，背后的动机都是对商业成本的计算，都是对经济获益的权衡。比如说，突出关系治理的观点认为，关系治理是合理的，因为关系治理有助于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对于理性行为体而言，选择关系治理而不选择规则治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突出规则治理的观点也是遵循了同样的逻辑，降低成本是首当其冲的决策考虑。阶段理论也是一样。它将商业活动分为初级和高级阶段，以商业规模的大小划界：关系治理在初级阶段有利于降低成本，因此是初级阶段的主导治理模式；而规则治理在高级阶段有利于降低成本，因此是高级阶段的主导治理模式。规则-关系混合模式强调，两种模式的结合是合理的，因为这样的结合可以更好地降低交易成本。所以，无论是重关系还是重规则还是重结合，根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这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加大交往效益。

毋庸置疑，在经济管理领域的治理研究中，信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总体上说，经济人认为信任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降低成本的手段。如果做出这样的假定，从某种意义上讲，信任所包含的人际意义就失去了社会性成分，更多地反映了一种经济的考量。简言之，信任成为理性行为体为了自身利益的一种选择、一种成本效益的权衡。在经济管理的治理模式中，信任的起源和发展不是长期社会实践形成的规范，而是一种经济工具：当人们认为信任可以促成他们的利益顺利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信任这一手段；否则，他们就会使用正式合同规定的条款，以明算账的方式进行交易。所以，信任是主流经济管理理论学者所注意到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是将信任视为一个变量，通过工具理性的视镜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在这个意义上，信任只是一种理性权衡过程中可以选择的工具，是与合同规定的正式条款一样的工具，目的是实现“经济人”的自我利益。因此，对信任的研究也主要是通过成本收益的计算来提出问题和做出假设的。在经济管理的治理模式中，信任失去了它的社会性意义和规范性价值。

以上分析说明，经济管理学领域的治理模式大多是依赖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理性选择主导了主流经济学理论，成本效益分析一直是理解行为体偏好的主要变量。进而，偏好又是行为体自由意志的反映和理性权衡的结果。人们选择规则治理，因为规则治理更加能够产生效益。而当人们选择关系治理的时候，尤其是当经济规模尚小、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仍然是成本问题。
[54]

 这两个治理模式，无论是被视为相互替代模式，还是被当作相辅相成的模式，都是因为理性行为体需要克服交往壁垒、降低交易成本的主动选择。但无论如何，经济管理领域关于治理模式的研究和辩论都对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启发。在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中提出关系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也因此而得到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这无疑是对治理研究的重要贡献。对以国际关系领域的治理研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这个领域，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更没有意识到还存在不同于规则治理的另外一种模式。尤其是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下，国家越来越非人化、越来越理性化，涉及人情关系的理论就更加难以进入研究的范畴。

第四节　关系治理：中国哲学文化视野下的社会观照

在上面的段落里面，我讨论并且比较了国际关系领域的规则治理模式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内的关系治理模式。前者强调正式的国际规则对于治理的重要意义，后者强调行为体之间关系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协调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这一节里面，我想讨论的是中国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关系治理。这样做不是为了推翻以上两种对治理模式的研究，而是承认这两种视角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都提出了重要的治理成分，但是也都有着自身的局限和不足。比如说，国际关系领域的规则治理，一方面高度重视了规则对于国际治理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其他治理模式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可能，使规则治理成为唯一的治理模式。再比如，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治理模式，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关系治理的积极作用和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却转向经济学理论对其予以解释，使关系成为另外一个经济成本分析的变量。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做的事情是将关系的另一面，亦即非经济考量的一面，通过中国文化思维的方式，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关系是起源于社会、发展于人的活动的。关系不可能被排除在治理之外根本不予考虑，也不能被仅仅说成是自我利益实现的手段就可以束之高阁。当行为体采取行动和进行互动的时候，关系势必成为社会的重要特征。行为体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关系因之也就是无所不在的。
[55]

 近年来一些社会学理论已经将关系视为分析研究的主要因素。所以，有必要提出一种关系治理模式，这一模式要基于关系的真实意义，也就是关系的社会意义，反映治理的社会和政治本质。提出这样一种基于社会意义的关系治理模式是这一节的重点内容。

要讨论社会意义上的关系治理，首先要对其做出一个基本的定义。为了做出一个合理的定义，我借鉴了三种传统。其一是中国文化哲学的传统，尤其是儒家的治理思想；其二是社会学理论，大多是西方社会学的文献；其三是经济管理学，主要是经济管理学领域对关系治理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做出以下定义：

关系治理是一个进行社会/政治安排的参与协商过程，用来管理、协调和平衡社会中的复杂关系，使社会成员能够在产生于社会规范和道德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以互惠与合作的方式进行交往，并以此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

这一定义表述了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这个定义与大多数英语词典或是许多国际关系文献中对治理做出的定义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它不强调“控制”是治理的本质，而强调“参与”是治理的根本。
[56]

 这一定义强调的是参与性“协商”。在任何问题领域（issue area），要达成治理，就需要所有参与治理的行为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对于哪些行为体承担哪些责任，承担多少责任，这就是一个需要通过充分协商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强制的方式施行。其二，这个定义将治理视为“过程”，亦即协商决策、做出安排的过程，以表示治理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治理不是政府。治理本身就充满不确定因素，就充满变化，显示了不断协调、协商、平衡的必要性。其三，治理的对象是关系。正如关系治理模式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关系治理的对象不是个体行为体，而是行为体之间所形成并且变动不居的关系。治理的目的是通过使关系得以和谐而实现良治和良好秩序。其四，信任是关系治理的关键要素。在规则治理中，信任几乎是没有地位的，在这样的意义上，信任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觉。在经济管理学的关系治理中，信任是一个工具性变量，在这样的意义上，信任只不过是理性行为体实现利益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对于关系治理来说，信任是至关重要的，是治理的支柱。一旦一个关系社会失去了基于道德的信任，这个社会就会出现治理失败的状况。这也说明了关系治理定义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信念：信任不仅是可以产生和可以存在的，而且是任何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如何建立和维护行为体之间的真正信任，如何建立他们之间的高度内化的信任规范，而不是工具式信任，就成为关系治理模式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我这里提出的关系治理模式虽然从各种不同文献中受到启迪，但最重要的资源是中国哲学文化。借鉴中国哲学文化中的理念使得这一关系治理模式根本不同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规则治理模式和交易成本框架下的关系治理模式。在定义中我已经提到了这个根本的不同，它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不同于国际关系领域的规则治理，因为关系治理的对象是关系而不是个体行为体，并且关系治理将道德要素而不是利己要素设定为关键要素。其次，它不同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关系治理，因为它将行为体间信任视为基于长期社会实践而产生的真正规范，而不是将其视为经济人在理性权衡之后的手段-目的性选择。基于信任的社会性关系为治理奠定了基础，而良治又反过来通过加强行为体之间的信任促进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样的治理是可持续治理。但是，也必须指出，参与是政治民主的基础，也是基本道德的实践基础，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信任的政治条件，没有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坚实基础，关系治理可能就会真正成为乌托邦式的梦幻。

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哲学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其中有三种理念对于关系治理模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三种理念是：关系性、道德观、社会信任。关系性是社会的核心理念，因此也构成了治理的关键要素。对于关系性，前面的章节已经做了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但有一点需要重复强调：关系性是社会的关键要素。虽然在东方的关系社会中，关系性表现得更加明显，但这一论点不仅仅是指东方的关系社会。在任何社会，无论是强调社群的还是强调个体的，关系都是重要的，没有关系则不成社会。道德不仅是社会的凝结剂，而且是社会存在和运动的理由。达到良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道德的社会。虽然国际关系理论中很少将道德视为重要因素，在现实主义那里，道德便是乌托邦的代名词；在自由主义那里，道德只是一个奴仆，理性和利己才是真正发生作用的变量。但是，对于中国哲学文化而言，道德总是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因为人的存在就是一种道德存在。“道德并不是一种如何使我们快乐的原则，而是一种如何使我们的群居具有价值的原则。道德不仅是一种维系社群的工具，它还是社群从一开始何以值得组织起来的根本理由。”
[57]

 据此，道德不是后社会的，而是与社会共生的，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实际上，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道德规范，没有道德也不成为社会。还有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良治和可持续治理的关键因素。规则治理模式强调的是理性、利己性和正式规则，关系治理强调的是关系性、道德观和社会信任。所以说，前者更具法律意义上的治理，后者更具社会意义上的治理。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哲学文化对关系予以高度重视，认为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所在。对于任何社会研究来说，重要的问题就是确定分析的核心单位，这个核心单位必须是某种文化群体社会生活的枢纽和关键。西方社会更多地基于个体，所以，西方社会理论会将个体作为社会研究的核心分析单位。中国社会有所不同。在中国社会中，个体是难以作为核心分析单位的。深嵌于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思维方式是“家、国、天下”。这些才是涉及社会基本单位的东西。一方面，它们是个体组成的，另一方面，只有在团体之中，当个体在团体中的相对位置确定后，个体才会具有意义。所以，中国往往将个体视为团体中的个体，而不讲个体视为自在的个体。这样一来，社会的枢纽就不再是个体，而是社会性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文化的治理基点设定在关系上面，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设定在个体上面。高质量的关系而不是守规则的个体构成了有效治理的最重要因素。中国社会常用的治理方式，比如调解、协调、促成和谐等，都是针对关系而采取的措施，也反映了关系治理的基本支点。

近二十年来，国际上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也开始高度重视关系，并出现了关系社会学的论述。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将重点转向社会关系的研究，为关系治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迪。在这类社会学理论中，关系具有本体地位。虽然西方主流政治学研究人员大量借鉴的是经济学理论，重视的是理性选择，但是，社会学研究人员却开始关注过程和关系。社会学界对于“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当属穆斯塔法·埃米尔拜尔（Mustafa Emirbayer）1997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论文，题为“关系社会学宣言”。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论文梳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一种是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一种是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
[58]

 实质主义理论表现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基本假定就是行为体是独立的、分离的、理性的个体，能够自由地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当然，这些独立的行为体之间会展开互动，这种互动也自然会产生过程。但是，这样的互动只是在具有先验身份和利益的行为体之间展开，行为体个体是实质性的内容，他们之间的互动过程只不过是一个脱离了个体行为体就没有意义的空壳。

埃米尔拜尔认同的社会学是关系社会学。关系社会学将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他认为，行为体不是分离的、理性的实体，而是社会的行为体。这就意味着，行为体在具有生命之前就已经具有了社会性的关系。埃米尔拜尔对关系的重视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不过我以为可以稍作修改，即行为体不仅仅不是独立的、分离的、理性的实体，而且首先是社会的行为体。关系与社会过程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是相互存在、相互界定的。过程就是进行中的互动关系，深嵌于社会实践，并使行为体具有身份，使社会行为具有意义。我在前面曾经对过程做过这样的定义，即过程就是运动中的关系，就是通过某个特定的文化群体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相互关联的关系复合体。在这个意义上，关系和过程是一个复合体中两个不可分离的成分。杰克逊（Jackson）和内克松（Nexon）曾经将埃米尔拜尔的关系社会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提出了一个“过程/关系”研究模式，强调过程的建构作用和动态特征。
[59]

 这些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将关系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这些强调过程和关系的社会性的研究，无论是现有过程还是现有关系，两者都具有自身的地位，都不是附属或是从属于个体行为体的。

西方社会学研究文献中对关系和过程的重视反映了这两个要素在社会实际中的存在和作用，从社会学的理论上为关系治理模式提供了支撑。中国哲学文化对于关系治理也有着很多讨论，儒学对治理的理想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关系治理模式。首先是道德。儒学的治理之道将道德视为根本的条件，以“仁”为道德的基本内涵。以道德为核心的治理因而成为儒学的理想治理模式。
[60]

 在这种治理中，治理者的道德成为治理的关键，也正是根据道德水准，孔子将政权分为德政、仁政、刑政和无道之政四种，尤其以德政为最理想的状态，以仁政为实际政治中的既有治理方式。对于孔子来说，规范性权力是首要的，物质性权力最多也只是次要的，治理靠的是以道德为核心的规范性权力。
[61]

 孟子在继承孔子的基础上，提出仁就是人的道德理性的观点。他尤其提出了“王霸”的理念，认为以物质性和强制性权力治理天下是霸道，霸道最终是要走向失败的；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是王道，王者战无不胜。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更耨者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王者无敌”。
[62]



从这一段陈述来看，孟子对仁政的重视可以说是到了极致，仁政的结果就是王道。规范性权力、道德性权力，这类似于今天人们谈论的软权力，但比软权力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含。孟子认为这样的权力比起硬权力更加重要，更加无往而不胜。只有基于道德和规范性权力建立的秩序才是可持续的良性秩序。台湾儒学学者牟宗三在比较东西方社会的时候指出，西方社会相信原罪，所以几乎完全依赖于规则和制度的制约作用、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取得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以，它的最大缺失是道德缺失。牟宗三在评价西方文化的时候，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

基督教认为自己不能克服罪恶，一切交给上帝，你得不得救只有诉诸上帝来决定，这才是彻底落于命定主义，因而亦是悲观主义。结果只靠盲信（空头的信即是盲信）来维持其激情利欲之生命，其激情利欲之生命所以不致使社会混乱崩溃者乃在客观的社会制度（法治、民主政治）之制衡与疏通以及科学技术之不断增进与不断的解决问题。西方文化固有其精彩，其精彩即在此。宗教不能说没有其作用，但其作用只成消极的；积极的作用乃在科学，法治，与民主政治。因此，西方文化，整个以观，有许多实点，只有一个点是虚点，因为是虚点，所以亦成了盲点。这里既成了盲点，是故其宗教亦虚而不实。道德既盲，宗教既虚，是故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亦未能使社会达致其善成之境。此是西方文化之弊也。
[63]



牟宗三先生的论述可能有偏颇和过激的地方，因为西方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道德也是不能缺失的，道德也是组成其社会的根本。
[64]

 比如从西方宗教的视角来看，道德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是，进入现代之后，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至少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人是道德存在或国家是道德存在的观点、国际社会秩序是道德秩序的观点等在西方文献中的确是寥若晨星的。现实主义学者完全排斥道德或是将道德等同于国家利益的观点更是一度盛行，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归根结底，理性主义理论的滥觞使得对道德的重视逐步降低，经济人理念使现代人更加注重利益的计算，这样一来，理性主义自身就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而道德则成为一种被边缘化或是被称之为乌托邦的东西。如果道德成为盲点，社会也就无法实现自我完善。所以，道德就是良治的良心和基石。一旦治理以道德为支撑，治理参与者的自我处于一种不断依照道德和仁义进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会和谐起来，治理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社会治理的理想模式是基于信任的。信任又是与道德、与“仁”密切相关的。与个体性密切关联的是正式的合同与规则，与关系密切相关的是相互信任。
[65]

 孔子在论政的时候有一段名言：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以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以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七）

所以，人民之间的信任，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最关键要素，是比足食和足兵都重要的事情。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中国哲人对非物质性要素的重视要超过对物质性要素。正因为如此，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ry）认为，信任是儒学的一个核心思想，“家”人需要信任，否则“国”就根本不能存在。“人民彼此的互相信任，以及人民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是政府最重要的要素。信任也是德政的基础。”
[66]

 进而，狄百瑞认为，《论语》最重要的意义是，它不“带有任何社会阶层与教育程度的差别性，因为《论语》所论及的是人类共同的、亘古不变的核心价值……”
[67]



孔子讨论的五对基本关系常常受到批判，因为这些关系强调的是等级而不是平等。显而易见，孔子论述的这五对关系——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四对都是上下有序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都是不平等的。正因为要谐和这样五对关系，所以才将忠诚和孝悌作为基本的社会规范，通过这些规范维护和巩固等级制社会秩序。诚然，等级观念是儒学、也是中国哲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这些关系中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往往被人们忽视。如果仔细审视五对关系，就可以发现，这些关系不仅仅是不平等关系，也不能仅仅从结构主义的视角、从等级社会形态的视角予以理解。这些基本的关系还可以从道德形而上学的角度予以思考。因为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有不平等关系，也有平等关系；有血缘关系，也有非血缘关系；但无论是哪一种关系，都受到道德规范的制约。所有五对关系贯通一致的因素是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同理，儒学对于家国天下的治理也是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君子治家的道德准则与君王治国的道德准则是贯通一致的，而决不是、也决不能像摩根索所说的那样，普世道德不能作为国家道德，国家利益才是国家道德。
[68]

 对于儒学而言，这种道德形而上学一个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忠信，实践道德的结果也是信任。孝悌、忠诚、诚信都是为了谐和关系和建立人际信任。在这类道德规范治理之下，社会就会成为一种真正的“信赖共同体”。
[69]



在儒学的理想治理中，信任这一基本问题是通过“君子”实现的。君子是儒学社会中的理想类型和理想人格。君子是道德人，君子的存在是道德存在，君子践行的是通过自我修养实现道德的完善，而道德的完善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具有意义。君子在这个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就会省悟道德的真谛，因此，他也就不会去盲目地服从任何人或是任何权威的旨意，因为他首先要服从的道德的引领。虽然这样的完善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道德完善的过程却使得君子每日每时地修养自己的心性，内化普世的道德，从而实现社会良治。正如杜维明指出的那样：

既然在儒家传统中总是把一个人设想为各种关系的中心，则他越是深入内在自我，就越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相关性的真实本性。因此，“慎独”作为一种精神修养，绝非追求那种原子般的个人的孤僻，而是意在上升到作为普遍人性之基础的真实存在这个层面，君子“慎独”并不是为了追求孤独本身的内在价值。事实上，他认为孤独本身没有多少意义，除非它被完全整合到社会关系的结构之中。
[70]



儒家理想社会是由君子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信任就会成为真实的人际关系的支柱，人际关系也就得到谐和，良治也就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治理当然意味着构建和维护秩序。秩序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自律，是依据道德规范实行的自律，也是君子通过自律实现的相互信任。
[71]

 因此，良治在儒家理想社会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知道，儒家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差序格局，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君子，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表现在信任（包括公信力）上面。良治的基石是这种社会中的三个支柱或曰三位一体的结构，即：君子、道德、信任。君子时刻践行自我修养、努力实现深层完善；道德被君子信奉、经历，并在人际关系中付诸实现；信任则是君子之间交往的前提和道德实践的必然。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信任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诚信也就成为建构道德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
[72]

 信任社会依赖于君子的诚信，君子的诚信来自于他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而自我完善的引领和规范是儒家的形而上道德体系。这样的社会“不是由压力集团组成的敌对体系，而是一种基于相互信任的信赖社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能够说，统治者如能以礼治国，他就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了。”
[73]



这样的治理是基于信任的，是通过具有高度社会认同的君子向仁向德的内省而实施的，最终是通过平衡与谐和社会性关系而实现的。所以，对于儒家政治哲学而言：“政治的目标不仅在于达成法律和社会秩序，而且还在于通过道德说服来建立信赖社群。因此，政治的功能就围绕着道德教育，以道德教育为中心。”
[74]

 基于信任的治理从根本上说是可持续治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哲学文化和儒家治理模式中的信任与经济学以及管理学中的信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义词。交易成本经济学讨论的信任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工具，而儒家治理模式中的信任则是高度内化道德之后的君子之间的非工具和必然的要素。正因为如此，对于经济管理学来说，关系治理是人们的一种选择，是一种实现成本效益最佳状态的手段。对于儒家治理模式来说，信任是一种社会实践，既是从历史和文化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也是道德生活的外向表现。信任是社会成员道德形成的一种相互结果，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基本素质，是社会成员行为规范可信赖的保证。儒家哲学强调关系与信任，强调关系的维系与和谐在于信任，因为这是治理的根本所在。

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关系治理不同于规则治理的几个特点。第一，关系治理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者的实践活动。所以，关系治理从根本上说包含了对治理的非线性理解，包含了对复杂性和变化的认识。由于治理的对象是变化中的关系，所以，关系治理更多地考虑到环境的不确定性，强调行为体是在一种充满复杂关系和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之中展开互动和实践活动的。
[75]

 这样的实践活动反过来又深嵌于行为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降低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信息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交汇在关系之中，而不是通过正式规则和正式合同的规定就可以完全实现的。

第二，关系治理突出强调治理的关键是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体行为体自身。关系本位意味着关系治理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关系，而个体本位决定了规则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个体，这是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不同。这里的关系，是指“在空间和时间境域中的不断展开的各种关系”
[76]

 。关系中的行为体被视为参与实践活动的行为体，完全脱离于关系的行为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即便在极端意义上会存在这样的行为体，他们也不会产生有价值的社会意义。关系治理不像规则治理那样试图控制并减弱行为体本性上的负面成分，或是通过制度设计使得这样的负面成分变为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因素。关系治理是从积极正面要素切入，试图培育和发展行为体之间的有益关系，以便实现共同的治理目标和奠定信赖社会的基础，这里面包含通过合作和协调而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实现互赢或共赢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规则治理是去人性化治理，亦即通过制定和实施不考虑人性因素在内的规则来制约个体行为体行为；而关系治理则是充分考虑人性因素，以人性方式治理和协调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第三，关系治理是以过程为基本取向的。我们在前文中将过程定义为动态的、复杂的关系，并认为过程具有本体地位和独立意义。过程绝不仅仅是个体行为体互动和交往的背景或是平台，过程具有自身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讲，维护了过程就维护了治理，使过程在正常轨道上运行也就是切切实实的治理行为。因此，关系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维护这种充满动力的过程，即便在没有实际结果的时候也要这样做。其中的道理是，如果合作过程得以维护，即便当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动态的关系也不至于恶性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地步。因此，有的时候维护过程，保持已经发展起来的关系，而不是获取实实在在的结果和利益，对于治理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措施。比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多年来效率很低，许多人士都呼吁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其发挥应有作用，产生预期效果。但是，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这个问题，亚太经合组织的意义和价值更多地产生于参与这个合作的过程本身，因为参与加强了参与者之间的认同，加强了他们对重大问题的共识，也发展了参与国家领导人和其他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所有这些都不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参与以及由于参与发展起来的关系和达成的共识，都是典型的过程因素，正是这些要素促进了参与者的合作，也加强了参与领域的治理。
[77]



第四，关系治理是将信任视为关键因素的。
[78]

 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传统是认为信任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因素，在无政府状态下，谁都不能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对于他人的信任上面。所以，华尔兹才将国际体系界定为“自助”体系。建构主义在信任问题上不像华尔兹等新现实主义那样极端。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温特专门讨论过信任问题。他认为，信任可以通过外部制约（external constraint）和自我克制（self-restraint）得以实现。
[79]

 虽然建构主义的“信任”是基于共同身份的，是不同于理性主义基于利益权衡的“信任”观的，但是，建构主义仍然将信任视为一种手段，将“自我克制”视为一种交换的工具，这就接近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一报还一报”战略
[80]

 ，因此也依然是接近理性的战略权衡意义上的信任。而中国文化哲学中的“信任”是一种君子社会中自然而然的事情，君子的自我克制是一种非功利的自我修养，不会去图任何的回报，这也就是“施恩不望报”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文化中的信任更加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道德人的自然表现。交易成本经济学也认为信任有的时候可以有利于降低成本，促成相互交换的行为。乌西（Uzzi）就曾指出，信任是关系治理的明确且主要的特征。信任“表现为一种信念，认为交换伙伴不会以完全利己、牺牲别人利益的方式行事”。这样一来，交易也就不是一种充分计算风险的行动，而是一种信念，使行为体“在解读方的动机和行为时，会朝着最好的方面思考”
[81]

 。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将信任作为关系治理的重要特征，显然是注意到这种治理模式的成败关键所在，也观察到这种因素是在实际治理中存在的。但是，正如我们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对信任的考虑更多地是出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降低交易成本。当他们发现信任在这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的时候，就将这个要素作为一种变量纳入研究框架之中。对于中国哲学文化而言，信任不是一个与其他变量并行的因素，信任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信任不是工具，由行为体选择使用来降低成本。信任是社会交往的根基，通过道德内化而得以实现。但无论怎样，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中国哲学文化两种思路都强调了信任是关系治理之本。这样的强调显然不同于仅仅强调正式合同和规则的理论，因此也就指出了关系治理作为一种不同于规则治理的模式的重要性。

第五节　规则与关系：构建一个综合治理模式

从上面的讨论中，有几个要点已经显现出来。第一，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都是现实存在的治理模式，并且构成了治理的两个主要模式。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几乎全部放在规则治理模式上面，而经济管理领域的学者对于关系治理保持了敏感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从现有实际和经验研究所揭示的情况来看，两种治理模式也都是需要的，因为没有规则不成社会，同样，没有关系也不成社会。所以，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不仅仅是实际的存在，两个模式中的重要成分也是治理所需要的。比如说，网络化就反映了关系治理的诸多特征。
[82]

 当跨国倡议网络开始形成的时候，规范倡导者需要首先结成某种跨国的关系网络，否则，任何规范都无法跨越能够得以传播的门槛。
[83]

 两种治理模式在现实中的存在说明它们均有可以普遍适用的意义和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治理要做到可行有效，规则是必不可少的，关系也是不可或缺的。无论在什么社会，利益和信任都是治理方式中的重要成分，结果和过程对于秩序而言也都是至关重要的。单单依赖其中的一种模式实施治理，而无视另外一种治理中的合理成分，都会导致治理效用的降低，也都反映了一种理念上的缺失。在全球化不断上升的今天，将两种模式结合起来考虑是相当有必要的，也是十分有益的事情。

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模式不但共同存在，而且可以相辅相成、互相加强，提高治理的效率。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逻辑，关系治理在初始阶段可以降低成本。当商业规模增大、不确定性增强、交易成本变得更加复杂的时候，就需要转向规则治理，因为在度过初始阶段之后，规则治理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规则的有效性也就表现出来了。但是，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像交易成本经济学所预设的那样可以供行为体自主地、合理地根据成本效益加以选择，采取哪种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在历史文化条件下的实践活动。我们上面提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中就表现了这种情况。当商业和经济活动规模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当交易变得更为复杂的时候，当不确定性加大的时候，行为体的确加强了规则治理的力度。但同时，他们并没有摒弃关系治理，而是更加依赖关系治理。所以出现了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同时加重、同步增长的现象，这也说明两个模式并存并重的现实。

第二，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确实有着一些不同的地方。上文中已经对这些差异做了比较详细的讨论，这里我们将这些不同之处加以总结，列在表4.1之中。


表4.1　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的不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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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与实践是治理的重要因素。关系治理为什么能在经济管理领域受到如此的重视，并产生了这么多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在经济管理领域关系治理是一种如此重要的治理方式，它不可能不受到学界的关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关系治理在经济管理领域的讨论是随着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公司成为国际经济领域重要行为体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公司首先崛起，其后韩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的大型跨国和多国公司也不断出现，再往后就是中国公司的发展，这使得关系治理成为经济商业领域的重要治理方式。东亚公司是在东亚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虽然它们具有现代公司的特征，但却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东亚文化氛围中的公司，尤其是儒学影响地区的公司，比如日本和韩国，都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关系治理方式，在其治理模式中，关系的成分要远远大于西方的公司。当这类公司的资本到达世界各地的时候，它们的治理方式也就作为一种基本的实践活动延伸到这些地区；当它们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的时候，它们的治理方式理所当然地受到关注并吸引了大量的研究人员。不过，经济学研究人员的首要关注是成本，研究关系治理是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开始的，自然也受到经济学基本原则的指导，所以，当观察到关系治理要素的时候，就通过经济学的视镜加以解读，以成本效益的思考来解释关系治理的内涵。虽然人的理性选择十分重要，但需要强调的是，采纳规则治理还是关系治理，决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在更深的层面上，这是一种深嵌于文化的东西，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关系治理像规则治理一样，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会存在并发生作用。换言之，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都是根植于历史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本源性的文化土壤的。在强调个体的社会中，规则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浸淫之中，这样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正确”的治理模式。而在一个比较重视群体的社会中，由于社会实践和文化影响的不同，关系治理的成分就会更加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规则治理还是重关系治理并不完全是理性行为体的有意识选择，它还是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果。

我们希望强调指出的是，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都是现实的治理模式，它们在不同社会文化域境中的表现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在东亚社会，关系治理程度就会比较明显；而在欧洲，规则治理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进而，把降低交易成本视为选择治理模式的动机也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不应忽视治理模式使用的社会文化要素也同样重要。实施哪种治理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不仅仅是个体行为体的理性选择，甚至更加是出于一个文化集体的长期实践。因此，我们在讨论和分析治理模式的时候，不仅仅要关注行为体“是”什么，更要关注行为体在“做”什么。
[84]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在分析现有的治理模式的时候，不仅将其视为行为体的理性选择，也要将其视为行为体的集体实践。治理模式的使用介于选择和实践之间，或者说，既是选择也是实践。

应用分析折中主义的方法，
[85]

 我们可以根据中庸辩证法的基本思路，将两个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模式。这样一个模式不是将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视为对立的治理模式，不是相互替代、非此即彼的关系。两种治理模式是共存的、互补的，结合两种模式各自的优势，共同实现有效的良性治理。这样做不仅仅可以结合两种模式的积极要素，也更加准确地反映了现实，有助于解决治理中的真实问题。

上面的讨论揭示了治理中的三个要素。第一，现实中存在两种治理模式，一种是规则治理，一种是关系治理。两种方式同时存在，相互补充、相互加强。第二，两种治理模式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基础，对于如何实施有效治理也有不尽相同的解释。规则治理的核心理论假定是理性，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关系治理的核心理论假定是关系性，是基于社会人相互信任的社会性关系。第三，实施哪种治理模式既是理性选择也是实践使然。当行为体权衡成本效益，决定使用某种治理模式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是，当处于某种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的群体经过长期生活经历自然地使用某种治理模式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社会实践。由于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群体性社会更趋于使用关系治理模式，而个体社会则更趋于使用规则治理模式。但是，无论是群体社会还是个体社会，两种模式的因素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哪一种更加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

根据这样的推理，我在这里提出一个综合治理模式。这个模式将规则和关系均视为重要因素，两者虽然侧重不同，但往往是重叠的。从我们对这个综合治理模式的构建中可以初步推演出以下命题。


命题一：两种治理模式是共在的。
 在地区和全球问题领域的治理实践中，两种治理模式都是存在的。目前国际关系文献中突出强调了规则治理，而且几乎完全忽视了关系治理的现实存在，也没有对其进行认真研究，这样就出现了一定的偏颇。实际情况是：由于行为体具有工具理性，所以可以自由地选择成本最低的治理模式；由于行为体生活在社会之中，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所以行为体的行为就依其在社会文化域境中的实践而遵循某种治理模式。在治理实践中，两种治理模式会混合在一起。


命题二：两种治理模式是相辅相成的。
 两种治理模式相互补充、相互加强。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情景越来越复杂，风险越来越大，不确定性越来越强，规则治理必然替代关系治理，成为先进的、低成本的、具有治理优势的模式。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即便是治理达到最高端水准，关系也是存在的。国际关系中的治理研究强调规则治理的确立、加强和改进，这对于规则治理来说是具有意义的。但是，它也包含了一个前提假定，即规则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实际上，没有规则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包含规则的合同与协议也必然有着顾及不到的地方。规则管理不到的地方，关系要素就会突现出来。


命题三：两种治理模式的实施是受到文化因素影响的。
 在实际治理中，有的地区规则治理成分比较突出，有的地区关系治理的成分比较突出，说明治理模式的实施与文化因素相关。因此，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假设：群体性社会趋于实施更具关系治理的模式，而个体社会则趋于实施更具规则治理的模式。这说明基于文化的实践活动是重要的。当今世界更是处于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交错的过程，一方面全球化在向集中发展，另一方面球地化（glocalization）也在向流散发展。罗西瑙发明了一个词，将“碎片化”和“一体化”两个词的词首词尾结合在一起，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为“碎片一体化”（fragmegration）。
[86]

 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会将许多原先少有往来的社会交织在一起，无论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在这种集中和流散两种力量并行发展的复杂过程中，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模式的交杂和共现会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

结语

我在本章中提出了一个全球治理的综合模式。这样做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都是实际治理中存在的方式，我们不能只是讨论一个模式而完全忽视另外一个模式。同时，两种模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在合理意义上综合起来是有益的，也是可能的。我也提出，不同社会文化域境中的治理方式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些文化背景中的治理会更多地使用规则，有些则更趋于使用关系。但无论在什么文化域境中，两者的成分都是存在的。我还提出，两种治理模式哪一种的成分更加突出，可能是出于行为体对治理成本权衡之后的选择，但这只部分地解释了治理模式的实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社会实践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我以为，群体社会的关系治理成分会多一些，而个体社会的规则治理成分会多一些。

对于这样一些基本的思考和命题，欧洲和东亚提供了两个可以比较的个案。这种比较的研究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首先，由于两种治理模式是共在的，所以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亚，实际治理中两种模式的成分都会存在，也都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欧洲地区治理应该显现出规则治理的成分，但也应该显现出关系治理的成分。当然，两者的比重不是均等的。东亚同样如此。同时，两种模式的成分在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应该表现出互补而非互斥的效用。

根据上文的论述，欧洲的治理模式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规则治理方式。比较而言，欧洲社会更重个体，也有着签订条约、执行规则的长期实践活动。根据我提出的模式，这样的社会趋于更多地使用规则作为治理的手段，尤其是使用正式的规则和协议。因此，欧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个案，可以对这样的假设在地区治理的实际中加以验证。同理，东亚的地区治理应该更加趋于关系治理。东亚的社会比较强调群体性，强调群体也就意味着强调群体中成员的关系，所以，在不排除规则治理的条件下，关系治理在这样的环境下会表现得比较突出。东盟可以作为第一首选个案对这样的假设进行验证。从东盟1967年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四十多年的次区域治理实践，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必然会有重要的发现。其次就是东亚，包含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对于东亚来说，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是儒学影响最大的国家，其社会也比其他社会表现得更具群体性。在东亚地区化过程中，中日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加入，应该使得东亚地区治理中的关系成分较之以前更加明显。如果具体到国家来说，战略伙伴关系外交是中国外交一个独特的实践。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40多对战略伙伴关系，也因之有了40多个战略伙伴。几乎所有重要的行为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和地区层面的行为体都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在许多情况下，中国结交这样多的战略伙伴，似乎也没有即时的或者是直接的利益诉求，但如果从关系治理角度去分析，却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发现。

在讨论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及其综合模式之后，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模式也都有自身的局限。结合两者的优势，可以形成更为良性和有效的治理；但是如果两者的缺陷叠加，则会出现加倍的治理失败。所以，在这里尤其需要明确讨论一下两种模式的缺陷。规则治理有着两个重要缺陷。首先，对规则的依赖发展到极端，则会逐步失去了人性，失去了人情，失去了原本制定规则的基本目的。应当承认，人的社会，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会，都不能仅凭抽象理性和非人性假定就可以对其全面管理和完全解释。无论是在更重视规则的社会，还是在更重视关系的社会，人的情感与理性一样是人的行动和人的可能的源泉。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和理想的社群，应该是充满情感和友谊的，而不是仅凭利益权衡的。其次，规则不是万能的，人们即便再强调规则，也不可能最终编织一个没有缝隙的规则治理天网，所以，规则不可能管理到每个细节。再次，规则治理对道德的忽视、甚至根本不将道德置于模式研究要素之中，这就否定了人之为人、人的社会之为人的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道德缺位，并且理直气壮地被缺位，不是人类社会的现实，更不是人类社会治理的理想。当一些高度现代化和商业化的社会发生重大问题的时候，道德再度受到重视，道德的缺位则被视为不正常的事情。

同样，关系治理也有着重要的缺陷。虽然关系治理可以塑造一个比较融洽的氛围，可以加强相互之间的信任，一旦形成良性治理，其可持续性也会得到加强，但是，关系治理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它要求行为体的高度自律和自我约束。这就可能过高地估计人的道德水准，忽视人的利益权衡。尤其是在一种道德水准不高的环境之中更是如此。其次，过分强调关系治理则可能使行为体产生绕过正式规则或是法律的动机，或是利用规则的漏洞，使治理变得更加困难。也就是说，当规则遇上关系的时候，规则往往效率低下甚至无能为力，社会的公正也会因之打折扣。比如，东亚的低制度化始终是地区合作的一个问题。第三，关系治理更容易牺牲个人权益。如上文所述，关系治理的实践更多地存在于人情社会，更多地实施于群体社会，所以，它更多地关注的不是个体而是个体之间的关系和由这些关系结成的群体，对个人的需求和利益就会出现视而不见甚至肆意牺牲的状况，尤其是在权力的运作之下，就更可能如此。可以预测，在关系社会中，个人权益的保障比规则社会更加困难。

正因为如此，在规则治理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可能更要强调人性和灵活，要加强对于关系的协调和谐和；而在关系治理占主导的地方，则应该强调规则的重要意义，加强规则的执行，加强法治的力度，防止在规则遇到关系的时候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我们需要明白，规则和关系在某些条件下，都会产生负面效应，使得合作更加困难，治理更加低效。

因此，对于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的综合模式，需要进行认真的验证。这里的关键是要研究规则和关系在治理实践中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是什么条件使它们相辅相成，在什么条件下，它们会出现相斥的现象。比如，国际关系领域对规则的现有研究表示，规则在受到权力支持和加强的时候，在条款非常明确的时候，在个体行为体愿意接受并执行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有效的治理。同时，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规则在制定的初始时期会产生高昂的成本（国际关系文献认为霸权国是制定规则的关键，霸权国权力也是一种极高的成本，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也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关系治理的模式在社会具有基本信任的条件下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在结合恰当的情况下可能与规则治理共同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我们通过推理可以知道，规则和关系在一些重要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则会出现相互加强的效果，使得有效良治成为可能。但我们需要认真的思考和务实的分析，当具有什么条件——无论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还是充要条件——的时候，才可以实现有效和良性的治理，这是对于综合模式展开深入研究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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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东亚地区合作（Ⅰ）：对理论的反思

在本书第二章，我提出了一个过程建构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内容是以过程为主导的社会建构，重点是过程如何对权力、规范和行为体身份发生建构作用。过程建构主义模式的一个要素是研究动态过程，是研究变动中的国际关系。过程建构主义进而认为，强调国际体系权力分布的结构现实主义、强调体系制度分布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强调体系观念分布的结构建构主义虽然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的实际做出了重要的解释，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地都在强调静态的结构，并且都是以这类静态结构作为研究的起点，因此，也就忽视了过程这个重要的体系层面的动态要素。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在研究东亚地区的合作实践之中，我们发现，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对这一地区的合作行为和地区主义都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东亚地区近30年来的基本态势就是变动不居，在权力分布、制度建设和共有观念方面都处于变化和流动之中，这就对以研究静态结构为主的理论提出了挑战。本章首先对现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做一个梳理，并且根据东亚地区合作的实践，对这些理论的解释予以讨论分析。在下一章里，我们试图用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说明东亚地区合作的一些特征。

第一节　为什么东亚地区会出现和平与合作？

涉及地区合作的问题，欧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经历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的地区一体化过程。在过去五十年为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不懈努力中，欧盟成员国虽然历尽艰险曲折，但它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在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基于欧洲地区一体化较为成功的经验所做的著述讨论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一个国际体系（包括地区体系）中避免战争与冲突，实现和平与合作。
[1]

 尽管欧盟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是，到目前为止，欧盟似乎已经达到了起初设定的目标，即“使战争不仅不被考虑，而且在物质上亦不可能”
[2]

 。

一个有意义的相关问题是，东亚地区是否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东亚地区合作在冷战之后，尤其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有了迅速的发展。我们的讨论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东盟，一个是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也就是通称的“10+3”合作进程。我们先来看东盟。应该说，东亚地区合作始于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的建立。这虽然不是东亚整个地区的过程，但在东盟次地区的地域范围内，一种地区主义开始显现。东盟有着显著的特点，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成就，这就是自建立以来成员国之间未曾爆发过国家之间的战争，
[3]

 并且大多数国家比以前更富足。而在这之前，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既有大国参与的战争，也有相互之间的战争。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的战略环境以及过去四十年间东盟在地域和影响力上的成功扩展，东亚地区在较长时间内实现了和平与合作，原来相互之间曾经兵戎相见的国家，在加入东盟之后，也没有发生过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一事实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196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领导人召开会议，签署了《曼谷宣言》，他们启动了一个促进地区发展的过程。
[4]

 然而这一举动在当时以及其后的很长时间都不被看好。在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由于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问题和危险的不确定性，因而被称作“东方的巴尔干”。新成立的民族国家非常脆弱，缺乏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后殖民政府的合法性问题、领土争端、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以及外来势力的干预构成了东南亚的战略环境。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国家政府的生存，而且威胁到地区的秩序与稳定。东南亚形势复杂多变，所以，在东盟建立之初，人们并不对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抱有太大期望。
[5]

 然而让人颇为惊奇的是，自1967年之后东盟的成员国之间几乎享受了40年的和平与稳定，成员国从未卷入彼此间的国家战争。虽有零星的边界冲突发生，但并没有升级到两国战争或是一国侵略另外一个国家的地步。与20世纪50年代的连年战争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此外，该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一步扩展，囊括了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其中的重要一步是在1995年接受了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国家为成员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加入东盟。在这些国家加入之后，至今为止也还没有发生国家之间的战争。在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边界争端上面，比如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边界冲突，东盟也试图发挥积极的作用，努力使之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东盟规模、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对于构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层面就是“10+3”的合作进程。东亚区域化发展至今，其中意义深远的行动之一是建立了“10+3”（ASEAN Plus Three， APT）框架，也就是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东亚国家的合作进程。1997年到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国家迫切感到需要建立某种区域性的合作安排。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的“10+3”机制自从建立以来就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如今已经涵盖了18个领域，建立了50多个机制性安排，成为“横跨文化、经济、功能、政治、安全和社会领域的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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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次“10+3”首脑会议决定于2005年在马来西亚召开第一次东亚峰会（East Asian Summit，EAS），并将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这意味着东亚的共同体建设被正式确认，至少是东亚国家表达了这样一种共识和愿景。2005年在吉隆坡召开的“10+3”首脑会议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决议被写入了由13国领导人签署的正式宣言中。自从“10+3”机制建立以来，这些国家之间经贸合作迅速发展，政治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但均未导致严重武装冲突的发生。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东亚区域化与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模式并不相同：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中小国家提出倡议，建立机构，并居于核心地位，试图吸引并整合大国加入这个过程；然而对于欧洲而言，大国（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提出了这一主张并且是始终位于区域一体化过程的重要力量。

一个更为值得注意并且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东亚区域化的发展与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同时发生的。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1992年邓小平决定深化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历了近现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同时，中国与几乎所有的邻国改善了关系，提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对外政策，积极参与地区和世界事务。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和平、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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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全面参与了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在20世纪60年代东盟成立之初，中国被视为一个敌对的邻国。1991年，中国和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如今20年过去了，中国和东盟已经建成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另外，在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三个重要国家，中日韩的经济规模占到了东亚经济的90%以上。自从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也没有发生过战争。虽然中国与东盟有的成员国之间有着领土争端，有的时候甚至出现近于危机的状态，但总体态势是不诉诸武力，是使用和平的手段、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

东盟是否能将这些地区大国纳入地区发展过程，使之融入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合作与规范体系呢？大国是否能够进入以小国或是小国集团为主导的社会化过程并接受小国或是小国集团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际规范，或者说，过程本身是否能对大国的身份和大国对国际规范的接受产生作用，这是过程建构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小国家主导的地区多边主义，迅速崛起的地区大国，加上一个地区合作深入开展、并以建设共同体为长期目标的地区，这三者无论是从以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经验还是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看，都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组合。如果一个地区同质化程度很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那么，这个地区往往被视为冲突多发的地区，难以出现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但是为什么和平与合作会在东盟国家之间持续了四十多年，并且延展到“10+3”的范畴？这种和平与发展的动力还会持续存在吗？我们在本章里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尝试中，我们首先梳理和讨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结构建构主义这些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检验它们对东亚地区合作过程的解释能力。

国际关系学从本质上讲是一门关于战争与和平、合作与冲突的学科。在回答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东亚几十年的和平与合作这一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试图通过对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理论的考量来寻找适用于东亚地区的答案。简单地说，以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为代表的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分别认为是物质权力、国际制度或者国际文化导致了和平与战争、合作与冲突。例如，二战后的和平与合作，既可以被结构现实主义者解释为霸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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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势力均衡的结果；
[9]

 也可以被自由主义者解释为国际制度使然；
[10]

 或是被建构主义者解释为洛克文化（甚或在欧盟实现了程度较高的康德文化）观念结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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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亚地区，是否同样是其中的某个或某些变量导致了这一地区的国家放弃了战争的手段，共同参与一个和平与共同发展过程呢？对此，我们需要逐一分析。

第二节　权力结构是和平与稳定的基本保障吗？

现实主义是强调权力、利益与冲突的理论，但并不是一概排除合作的可能。现实主义强调的合作是权力之下的合作或是利益吻合的合作。在现实主义看来，和平与合作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能形成，一是在权力的压力之下，比如不列颠治下和平（Pax Britannica）；二是利益的高度吻合，比如在冷战期间，中美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双方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并且，合作不是国际关系的根本，冲突才是根本；合作不是国际关系的恒久状态，冲突才是常态。“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因之也就成为现实主义的名言。国家之间合作或是在权力的强制之下，或是在利益的驱动之下采取的权宜性行为。无论是全球还是地区性的国际体系，权力是秩序、稳定、合作的根本条件，利益是合作的主要驱动因素。

肯尼思·华尔兹继承并改革了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据此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做出了较以往更为严谨和简约的回答。华尔兹的推理基于几个核心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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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无政府性。华尔兹认为，无政府状态既是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也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华尔兹之前，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基于人性，认为人类对于权力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人生性追逐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冲突也因而不可避免。
[13]

 华尔兹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人性的基本假定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要求。如果使用无法观察和测量的人性这样一个变量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和第一推动，就无法进行科学的验证，有人认为人性为善，有人认为人性为恶，有人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这样一来，主要变量自身不仅不可测，而且大家对其认识不一，性本善、性本恶或是本无性都是人们的主观信念。所以，他将理论核心置于国际体系中可观察的、“那在”（out there）的无政府状态，将无政府状态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客观存在。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在国际体系中不存在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威：国家对内属最高权力，对外是主权体现。由于国际体系的这种无政府性，国家处于无休止的生存威胁之中，必须采取自助方式来自我保护，以期在丛林中幸存。更确切地说，国家必须增加自己的实力，以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安全。但是，这种实力的增长又会被他国视作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于是权力竞赛和冲突随之而来。这是一场零和博弈，权力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确保生存的手段。在各种权力要素中，军事实力最为重要，国家依靠军事实力解决与他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无政府状态中，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世界政治中的永恒主题。因而在现实主义看来，无政府状态下实现一定程度的和平是可能的，但实现持久的稳定与和平却是不可能的，实现长久的合作也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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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的第二个假设与国际体系的单位有关。他认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民族国家是相似的、单一的和理性的。民族国家在其领土之内拥有绝对权威，不受任何外来权威的制约。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尽管如今国际市民社会的显要性日益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数目急速增长，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单位。单一国家意味着国家是一个一元整体，能够独立地行使国家权力，理性地确立国家的利益和目标，执行对外政策。政治派别、社会力量以及利益集团之间所进行的国内层面的讨价还价虽然会对决策环境产生影响，但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也不是国际政治理论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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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兹所阐释的国家理性是一种遵循清晰的手段——目的逻辑的工具理性。这是理性思维的典型反映，即在国际关系之中，国家行为体能够确定国家目标，考虑一系列可能达成该目标的可行方案，然后选择能够以最低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方案。由于对于现实主义来说，生存利益是根本利益，所以，在任何双向的互动中，国家的相对收益是最为重要的利益，也就是说，国家需要在任何合作中得到比合作对象更大的收益，否则就会出现不合作的状态。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是：一方的相对收益必然是另一方的相对亏损。这就决定了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合作是相对的，而冲突是绝对的；和平是非常态，而战争才是常态。

基于前两个假设，华尔兹自然地推出第三个假设：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他明确指出结构由“决定体系的原则”和“单位之间能力的分布”所界定。决定国际体系的原则是无政府性，这是一个常量，所以，国际体系内单位之间的能力分布就成为最重要的自变量。一旦国际体系中的基本权力分布形成，这个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自立的本体地位，并且会对体系中国家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6]

 实际上，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起点就是业已形成的结构或曰权力分布，然后判断在这种结构中国家的行为。总的来说，新现实主义者的国际体系是无政府国际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体系结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分布，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亦即体系结构，决定了体系中单位的行为取向。当然，决定体系命运的是体系中的主要国家，所以体系结构主要是指大国之间的权力分布状态，权力主要是物质权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其他物质性实力，比如经济实力，只有在可以转化为军事实力的时候才有意义。

华尔兹假设系统性结构决定单位（民族国家）的行为。由于他的理论更多地关注体系内的几个大国，所以他所指的结构主要是这几个大国的权力分布，也决定这几个超级大国的国际行为，大国的行为进而决定体系内的战争与和平。想要寻求生存与繁荣的民族国家必须顺应国际体系的规律，依照国际体系的要求而行动。换言之，它必须使自己的战略和政策与这一无政府的国际体系结构相符，必须严格遵循自助的原则，必须清楚自己在国际结构中的相对位置。所以，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行为体的行为。也正是因为如此，新现实主义者一直积极致力于探寻何种结构能够导致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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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体系呈单极、两极抑或多极状态更加利于和平还是战争，更加驱使国家进行合作还是冲突，等等。

当新现实主义者试图解释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合作时，他们会首先倾向于考察这一地区存在的结构。如果存在着一个清晰的结构使得战争代价大大高于战争的收益，国家就会放弃战争手段，地区也就会呈现稳定状态，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增多。否则，战争的危险就会很高，或者至少是呈现高度的不确定性，自然，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减少。华尔兹提出结构现实主义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从结构角度观察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对于何种结构能够带来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在政治学界有过很多探讨，其中主要的现实主义中阶理论有权力过渡论、势力均衡论与霸权稳定论。这些理论的主要经验源是西方的国际体系和西方国际关系的历史，不过，这其中是否存在着适用于东亚地区的理论论断呢，或者说，这些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东亚的现象呢？下面，我们结合东亚的实际情况对这些理论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权力过渡
 　权力过渡论（power transition）认为：“当非主导国家和主导国家的国家实力不均衡（imbalance）时，能够最好地维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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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当霸权国和其他大国之间存在明显实力差距的时候，国际体系最容易呈现和平状态。根据这种理论，最稳定的体系结构是一个主导大国居于顶端、其他国家远落其后的权力金字塔。亦即在霸权国与潜在的挑战国之间存在明显实力差距的单极结构是最稳定的。出于理性，主导国家不会发动战争，因为其他成本较低的手段足以实现国家目标，比如武力威慑或是强制性压服。由于霸权国的绝对优势明显，其他国家在非战争手段面前会做出让步和妥协。同样出于理性，其他国家也不会主动诉诸武力，因为霸权国实力太强，战争成本过高，超出了它们实力允许的范围。一旦战争发生，霸权国的胜利几乎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暴力冲突得以避免，国家间合作得以实现。

对于现实主义来说，权力的基本概念被定义为国家动用人力和物质资源的能力，这主要是物质性实力。国家的实力或者挑战现存体系的能力与国家的大小、人口、经济和军事发展的速度和时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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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完全确立，完成了利益分配之后积累了足够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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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些强大而不满的国家较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的挑战国。由于主导国家不肯让与这些国家更多的利益，它们便试图通过自身快速增长的、与主导国匹敌甚至赶超主导国的实力，并利用自己的实力，改变原有体系的结构，改变原有体系的秩序原则，谋求在体系中更符合自身实力的地位，以便享有那些在它们看来自己应得的特权和利益。它们挑战原有体系的成功意味着权力由一国向另一国的过渡，也可能标志着一个新的秩序的开启。任何一国的权力地位都由该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地位的关系而定。一般来说，权力的过渡要依次经过三个阶段，即权力潜在期、权力过渡期和权力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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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一基本假定，当霸权国和挑战国的相对权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当挑战国的实力接近霸权国的时候，亦即权力过渡期的时候，则会出现很高的战争几率。在这个时候，霸权国高度担心挑战国实力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过自己，因之很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以抑制挑战国的战争挑衅。而挑战国因对自己的实力有着很强的自信，甚至是过度的自信，在权力过渡阶段很可能过早地、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地位，所以，也容易贸然发动针对霸权国的挑战性战争。因此，权力过渡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当挑战国实力接近霸权国的时候，战争最容易爆发，体系也最不稳定。

权力差距大，则体系稳定；权力差距小，则体系战争几率增大，这就是权力过渡理论的基本逻辑。目前，在东亚地区，尽管不同国家在大小、人口、政治体制和发展水平上也有很大差异，但是却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金字塔形结构，即没有一个全面的主导国家，也没有明晰的挑战国。一些人曾经预言2010年前后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权力过渡期，因为中国的实力（主要指以GDP测量的经济实力）会超过日本。因此在权力过渡论看来，那将是最危险的时期，很可能在地区体系中爆发中日之间的重大武装冲突。然而，尽管这些年来中日关系进展得并不顺利，不仅起伏不断，而且边界争端也引发了一些国民情绪高涨、双方高调抗议等事件。2010-201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正式超过日本，有人预言的权力过渡期战争并没有爆发。虽然有观点认为现在这一过渡期仍然没有完全过去，或者说权力过渡标志性指标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某种时间滞后的可能，况且，两国关系发展的道路仍然崎岖不平，真正达成相互信任的国家关系仍然无期，但在两国之间爆发国家层面的战争的可能性也仍然不大，并且两国都承诺促进东亚合作并且致力于建设东亚共同体，两国也都同意将“10+3”机制作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主要途径，
[22]

 并继续维持两国间紧密的经贸合作。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有观点认为中国将和美国形成挑战国与霸权国关系。首先是在东亚。当中国成为地区第一大国的时候，美国势必会感到巨大威胁，因为它在东亚和亚太的地位可能会受到中国强有力的挑战；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利益更多地向海外延伸，因此希望能够得到与自己实力相适应的地位和利益。加之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希望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介入，以对中国的不确定性加以防范，对正在出现的实力变化加以制衡。所以，虽然是在东亚地区，区内大国与区外大国可能形成霸权国与挑战国关系。进而，中国在未来一定是一个全球性大国，有预言认为中国的GDP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美两国的竞争就不再是地区层面，而是在全球层面。这种危险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但是否真正出现，还要看各方的协调，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协调。到目前为止，中美双方仍然试图通过各种磋商的方式来协调在亚洲和亚太的战略政策。
[23]

 双方似乎并没有认为只有采取战争行为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权力过渡论还不能为东亚地区冷战后几十年里出现的和平与合作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且到目前为止，该理论对东亚战争的预测也似乎并不准确。


势力均衡
 　势力均衡是世界政治最古老的理论之一。经典均势理论家认为当体系内存在几个实力基本相等的国家时，势力均衡便可以实现。在势力均衡结构中，“三个或更多的国家通过外交活动、变换结盟以及公开冲突的方式相互制衡”
[24]

 ，有人甚至将理想类型的势力均衡设定为包含五个实力相当大国的国际体系。势力均衡的基本原理是，体系内不能存在一个权力超出所有国家的超级大国或曰霸权国。无论是哪个体系大国试图成为霸权国，都会受到其他国家联合的反对，甚至不惜以战争方式削弱这个国家的力量，使体系结构自身保持一种大国之间相对均衡的状态。因此，国际体系的制约性和灵活性增大，几乎不可能形成两大敌对集团的对抗或者体系性战争。势力均衡可以避免霸权的产生，遏制战争，延续和平，并确保相互和平。在均势结构中，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具有发动全面战争的能力和意愿。除此之外，在经典均势理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就是“平衡者”（balancer）。当均势濒于崩溃时，一个实力强大到足以恢复均势的均势维持者或平衡者将会采取干预行动。势力均衡曾是英国强盛时期外交的基本原则。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经历的几十年和平，被一些学者视为势力均衡的典型个案。
[25]

 亨利·基辛格也由于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中的战略思考和外交运筹被认为是思考、创造和实践势力均衡的重要战略家。

华尔兹称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存在无政府状态和系统由谋求自身生存的行为体构成，均势政治就会存在。这样一来，均势就不仅仅是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运筹帷幄，而是客观趋势的必然发展，均势因之成为一种客观的现象，成为国际体系稳定的保障。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势力均衡也适用于两大国主导的体系或曰两极体系，例如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达成战略均势之后，在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之下，达成了相对的稳定与和平。在这种状态下，即便是美苏之间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合作，比如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取得的进展。根据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安全或生存，而非权力的最大化，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感觉到来自两个联盟中较强一方的威胁，它通常倾向于加入较为弱小的一方，已达成某种均衡。
[26]

 这是体系的自平衡功能。进攻性现实主义不完全认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而是认为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况且大国之间争霸是常态，所以始终会采取进攻态势。但即便如此，势力均衡也会形成权力相互的制约，达成比较平和与相对稳定的状态。一旦均势存在或是形成，和平得以维护，一定限度内的合作也就成为可能。

但是，在东亚地区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两极或多极势力均衡结构，也不存在明显的结盟与制衡战略。东亚的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权力制衡，中日之间的和平状态也不是以相互之间的权力制衡为前提的。东北亚的中日韩之间、中国与东盟之间、东盟与中日韩之间，虽然或多或少总有一些平衡的想法和做法，但形成全面的结盟与制衡似乎都不是当下的实际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东盟多年来也采取了使大国之间相互平衡的战略，并通过“10+x”机制使域内大国之间相互平衡、域内大国与域外大国相互平衡，这无疑是受到均势战略的启发。但是，东盟的平衡甚至制衡战略与典型的均势战略又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战略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大国平衡，即以中小国家为轴心的势力均衡，而不是大国之间的平衡。东盟的战略是要防止形成大国集团，以保证东盟自身的主导地位，也就是中小国家的主导地位，而不是以大国为重心的集团式平衡。进而，在从冷战结束至今这20多年的时间里，应该说到2005年第一次东亚峰会召开之前，纳入域外大国实施东亚地区大国平衡的战略也并不是东盟的主导战略。1997年“10+3”机制的建立主要是通过纳入中日韩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困难。而东亚峰会的召开，由“10+3”发展为“10+6”，再发展到包括美国、俄罗斯等域外大国参与，这就更加清楚地显现出东盟的域外大国平衡战略。


霸权稳定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的实力和体系的稳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27]

 这一理论在论及和平与稳定的时候与权力过渡论有相似之处。国际霸权是单极结构的一种类型，是“一个单一国家控制或主导体系中较小的国家”
[28]

 。该国家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影响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操纵国际体系自身的运作，安排国际过程的轨迹和方向。19世纪末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都被认为是霸权国，它们维持的秩序被称之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意味着当英国和美国是霸权国的时期，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得到了基本的维护。

霸权稳定论旨在解释霸权结构和霸权结构中行为体的国际行为。霸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假定就是霸权国是霸权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同时也是体系公共物品的提供者。由于国际体系本身通常反映强势成员的愿望和利益，因此霸权国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为了保证自身利益，霸权国向其他行为体提供军事安全、经济发展机会、制度保障等公共物品，以维持霸权体系的稳定。这样，也就在客观上为国际体系和国际体系成员提供了基本的秩序。因此，稳定和合作并非霸权体系的内在和天然因素，而是霸权国有意识地使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维持系统的结果。霸权的维持依赖于霸权国的实力。一旦霸权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它将会尽最大可能减少国际冲突，增强国际合作。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一个超级霸权国的存在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会在安全和发展两个领域起到积极的作用。
[29]

 根据这种理论，霸权国的实力越强大，国际体系就越趋于稳定，体系内的成员也会更加倾向于合作。

对于东亚地区来说，从历史的角度也有学者提出类似霸权稳定的观点。康灿雄（David Kang）对东亚朝贡体系做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朝贡体系是一个典型的等级体系，中国是这一体系中没有争议的主导国家。在朝贡体系期间，东亚出现了所谓的儒家长和平（long Confucian peace）现象，即在1300年至1900年间，东亚地区的战争频率远远低于欧洲。当时的欧洲连年战火，而东亚却保持了基本的和平状态。康灿雄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在这一地区国际体系中无可争议的物质性实力和文化优势。同时，他也指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中国强盛，则东亚稳定。在欧洲，均势思想十分盛行，所以，当一国坐大的时候，其他国家会联合起来，甚至不惜使用战争的方式将其弱化，这就是所谓的灵活结盟、联合制衡，但也增大了战争的几率。但是在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并不是像现实主义所预言的那样，联合起来制衡中国，而是更多地学习中国的文化、语言、制度。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是以跟随中国、效仿中国获得在本国的政治合法性的。正因为如此，东亚国家采取了与中国在经济、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对接的方式，而中国则采取了高度灵活的治理方式，允许东亚国家有高度的自治性。这样一来，战争也就难以爆发了。
[30]



但是，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东亚地区并不存在霸权国。有人认为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可以算作当时的霸权国，其地位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开始逐步被中国所取代。然而，如果进行全面的考察，我们便会发现，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都不能被称为霸权国。日本并不是一个全面的超级大国，也没有像理论意义上的霸权国那样为体系提供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公共物品。虽然日本的经济实力强大，但是，日本不像历史上的霸权国那样，不仅经济强大，而且在军事、制度、文化各个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因而也不可能为地区提供安全和制度方面的公共物品。而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还主要是一个革命的国家、一个封闭的国家、一个采取自给自足政策的国家。即便是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之后，中国的主要精力仍然必须放在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上面，没有能力为东亚地区提供充分的公共物资。有人认为，美国虽然是域外国家，但与东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安全领域。但美国也不是东亚地区的霸权国，实际上，在冷战后东亚地区合作的几十年里，美国更多在进行反恐战争，对于东亚顾及得较少，更不用说发挥霸权国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东亚地区的特点并不是大国或强国在领导东亚的一体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和决定议事日程的权力掌握在中小国家手中，提供规范和规则的是东盟。即便东盟邀请域外大国参与地区事务，达到一定的平衡目的，东盟也不会因为邀请域外大国而放弃自身的主导地位，而是通过平衡战略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所以说，现在东亚是三条脉络并存，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体系，二是越来越趋于以中国为引领的经济发展网络，三是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合作进程。单一的霸权国和单极的霸权体系难以出现，因此，霸权稳定论也很难适用于东亚地区。

总而言之，似乎在东亚地区并不存在清晰的地区结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曾经提出八种可能的国际体系结构模式，即霸权体系，大国竞争，大国协调，大国共管，地区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结构性非对称及不可避免的冲突，大国的层级体系，区域范围的集体安全网络以及追随地区强国。同时他也指出，其中没有一个适用于东亚。
[31]

 权力是国际政治的要素，权力的影响时时处处都会存在，在东亚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权力过渡时期东亚可能会呈现比较不稳定的地区发展态势，再比如说东盟国家邀请域外大国参与地区事务和地区进程，无疑有着权力制衡的考量。我们以上的讨论并不是要否定权力的意义，而是说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模式不足以解释东亚过去四十多年的地区合作，因为东亚地区二十多年的合作不是权力强制下的合作，不是权力分布的结构迫使东亚各国选择合作，东亚合作的过程也不是大国和强国所主导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哪一种权力结构，都没有在东亚真正成型，东亚的权力消长和变化在当今世界上是最明显的，动态性极强，结构现实主义的静态结构理论是以成型结构为研究起点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权力结构不足以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本保障，结构现实主义也不能为这一问题提供有说服力的答案。纵观近三十年的历史，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合作并非是由一个清晰的地区层次的实力分布决定的结构所导致的。

第三节　制度环境是地区合作的必要条件吗？

东亚地区合作既然不是权力压力或是某种权力结构保障之下的合作，那么这种合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是主张合作的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其基本观点是，国际制度是促成合作的必要条件，国家之间的合作又可以弱化体系的无政府性，从而导致和平。这一理论是否可以解释东亚地区的合作呢？

我们首先来梳理和讨论一下自由主义的合作理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前提预设的，涉及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第一，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第二，在无政府条件下，理性行为体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第三，国际合作是有条件的，不是必然的。一般来说，国际关系理论都将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视为和平的重要条件，所以，行为体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合作就成为一个理论的核心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具有主权并且是理性的国家行为体是否能够合作。紧接着，就是第二个问题：如果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家之间怎样才能实现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新自由制度主义尤其在第二个问题上做了详细的论述。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在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如上文所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无政府体系中，合作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所有国际合作或是权力强制使然，或是利益吻合的权宜之计，两者均是不可持续的。现实主义的合作不可能的论断是在四个层面上展开推理的。首先，在国际体系层面，无政府性是体系的根本性质。无政府性本身决定国际体系是一个霍布斯原始状态，其中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因此也就没有根本性的管理和治理，争斗与杀戮不是反常现象，而是自然现象。所以，无政府性是“战争的允容性或根本性原因”
[32]

 。其次，在国家间层面，国家间关系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因为在资源永远匮乏、利益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第一性的，这种竞争在实质上是一种零和竞争。所以，利益冲突是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根本内容，即便出现合作，也只能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实现即时的利益。再次，在国家层面，国家的最高利益是生存利益。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由于不存在体系的最高权威机构，国家的生存只能依靠自己。霍布斯丛林的常态是生存竞争，生存竞争是无法妥协的。并且，安全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既然生存竞争是国际体系的常态，国际体系中又不存在可以保证体系秩序和保障体系成员生命的权威机构，国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安全。
[33]

 最后，国家像人一样，本性是追求权力的。
[34]

 这近于人性恶的假定。可以看出，对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否可能这一国际关系研究的根本问题，现实主义在四个层面上的推理结果只能给出一个否定的回答。将无政府体系界定为霍布斯丛林，将国家的根本利益界定为生存利益，将国家之间关系的实质界定为冲突，将国家定义为本性追求权力的行为体——这些基本的定义和假定排除了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之间从根本上进行合作的可能。即便是温和现实主义者，也认为国际体系的实质是竞争，各种各样的合作都是暂时的和非根本性的。
[35]

 合作可能性问题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争论焦点，具体表现为国家从根本上争取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的问题。现实主义者都将获取相对收益视为国家之间关系的主线，将冲突视为国际关系的第一原则。
[36]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承认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但同时也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合作而不是冲突。换言之，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无政府合作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是四个层面推理的结果。首先，无政府体系是秩序体系。无政府体系虽然没有中央政府，但却有着体系秩序，有着行为规则和规范。因此，国际体系不是你死我活的霍布斯丛林。这是体系层面的推理。其次，行为体都是理性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是可以加以规范的。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环境之中，理性行为体重点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任何个体的利益都不可能单独地实现，而只能在与其他个体的互动中实现。这就需要一种双赢或是多赢博弈来保证利己行为体实现自己的利益。这种博弈结果并非某行为体单方的利益最大化，但却是所有博弈方共同的最优结果。再次，生存利益不是国家的唯一利益，甚至也不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最低需求是生存，但在一个建立了主权制度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基本生存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生存利益对于大多数国家已经不是根本利益。因此，国家安全的出路不在于无限扩充实力，而在于建立安全共同体。共同体才是真正的稳定安全状态，即人们不但不发动战争，而且不准备发动战争。
[37]

 最后，人有着本性善良的基本特征，所以，合作是人们本质上的东西，只要有了好的条件，合作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由于理性原则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最重要假定，自由主义在其推理方面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博弈论的推理方法。自由主义要讨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的合作问题，首先就将国际行为体预设为理性行为体，因此，无政府条件下的合作也就成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博弈游戏。比如常用的囚徒困境，只有在两个囚徒之间加入某种条件，两人才能合作，否则就只能是相互背叛。它试图解释的问题是，在没有权威调节机构的情况下，博弈中的利己行为体的个体理性会导致集体非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条件使他们能够达成共赢的结果。博弈论依据数学式的理性推理，指出了许多重要条件，比如制度约束、未来效应以及相互信任等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博弈双方能够放弃单方的利益最大化考虑，采取双方利益最优化的战略。在这一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的博弈论成果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
[38]



应该说，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证明合作的可能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因为这一理论证明了：合作是系统和系统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利他不仅是道德要求，也是行为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是合作进化论的典型代表。合作进化理论讨论的问题是合作是如何通过互动选择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产生和发展的。像其他理性主义理论一样，合作进化论假定体系的无政府性、行为体的利己理性（工具理性和有限理性），同时也预设行为体处在复杂系统之内，可以通过学习过程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在这些假定条件下，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证明，当各种策略在互动过程中被分化、选择和淘汰之后，最佳策略是“一报还一报”（tit-for-tat，TFT），制度实际上是将TFT策略制度化。
[39]

 如果初始互动通过TFT建立了初始合作，行为体就会继续合作下去，行为体也会随着合作的过程越来越趋于合作。这种合作不是道德使然，而是进化过程和战略选择使然，是理性的成本收益权衡使然。实际上，系统成员不合作行为不仅对系统本身有害，而且最终对这个不合作的个体也是有害的。也就是说，只有合作，才能使得系统生存、延续和繁荣。

根据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的实质从现实主义的冲突变成了合作。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合作，才能使理性人实现自我利益，也才能实现双赢或多赢的结果。这种观点背后的道理就是，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的最优利益，所以，合作从根本上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理性行为体所希望的事情。就此而言，根据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东亚各国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并且是合理的。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很难推导出来的。当然，这立即会涉及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国家为什么合作、怎样合作？既然从理论上认定国际合作的可能，就要讨论和发现合作的原因。也就是说，在一个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理性行为体为什么合作？什么因素使得具有主权的行为体进行合作，从而导向和平？这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实质性问题，也是在自由主义阵营中产生不同流派的重要原因。大致来说，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制度、国际商贸、社会交往、民主体制是国际行为体合作的四个重要原因。对于不同原因的强调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四个重要流派，即制度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贸易自由主义和共和自由主义。
[40]

 总体上说，自由主义认为，如果国际行为体是利己的、理性的行为体，那么，以上谈到的条件可以鼓励它们之间的合作，约束它们之间的冲突，使得它们更好地实现自我利益。在这四种流派之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学理意义最大，也是诸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正因为如此，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并列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理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像其他自由主义流派一样，承认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导致无秩序社会。首先，无政府状态是指体系层面没有一个单一的、共同的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国际秩序。如果确实存在国际社会的话，那么必然存在秩序、规则和机制。在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之间有时候发生冲突，有时候进行合作，即便是冷战的两极对峙时期，美苏之间也有着不少的合作，包括极为敏感的核军备领域。这说明，无政府状态并非国际冲突的充要条件。其次，民族国家是单一、自私、理性的单位。然而正是由于国家的自私和理性，它才试图以最小的代价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以共同的最优结果为基本政策目标，这就为合作奠定了基础。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合作的可能性，认为合作是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不过，新自由制度主义也认为，虽然合作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实际上，在现行国际体系中，不合作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合作是合理行为，为什么国家之间希望从合作中收益，而国家之间的实际行为却是选择不合作呢？满足了什么条件国家之间才能实现合作呢？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没有世界性政府，本来可以实现的合作也由于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信息的不确定而无法实现。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合作是可能的，但也是有条件的。如果不具备必要的条件，原本可以合作的行为体也会以不合作而告终。国际制度就是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条件。假如在国际无政府体系中，行为体的本意是合作，因为合作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和对方的利益达到最优状态。但是由于没有中央政府的管辖和治理，每个国家都担心自己会在合作过程中受到对方的欺诈。结果是自己合作，对方不合作；自己吃亏，对方沾光。这种担心导致了国家之间本来能够实现的合作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平衡和普遍存在的搭便车行为，致使交易成本高到不能合作的地步。合作的失败通常是由各方对于对方欺骗行为的担心所导致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建立国际制度，因为制度可以规范行为体行为，可以增强信息的透明性和可信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最终促成合作。
[41]

 国际制度是规则，是一个持续的、相互关联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可以界定行为规范、制约行为体活动、帮助行为体的期望值趋同。
[42]

 由于国际制度具备权威性、制约性和关联性的特征，并且具有惩罚不合作行为和提供高质量信息的功能，所以能够解决合作困境的主要问题，成为国际合作的有效保障。简言之，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国际制度来克服政治市场失灵，从而减少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
[43]



基于这一基本假设，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什么是世界政治的实质得出了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结论。新现实主义研究国际冲突的可能性，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国际合作的条件，以及通过国家间的合作弱化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在没有国际制度的条件下，合作是难以成功的。
[44]

 这样一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就把国际制度设定为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因此也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假设：没有制度就很难有合作。推演开来，也就出现了以下的假设：制度越强，合作可能越大；制度越弱，合作可能就越小。

这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十分重要的假设，充分说明了国际制度在促成合作方面的不可或缺性。在民族国家间的反复交往中，国际制度通过服务和制裁机制避免欺骗行为，增加行为的可预测性，从而起到了约束国家偏好的作用。于是利己和理性的国家会学习、也必须学习国际制度的要求，努力在国际制度框架内实现国家利益，并据此做出决策。因此，在物质权力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家的行为是倾向于合作还是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制度。比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是制度，主权原则是制度，WTO规则也是制度，这些都构成了行为体合作的重要条件。
[45]

 如果有了红绿灯管辖行车秩序，所有车辆需要根据红绿灯的管理行使，因此也就都可以比在混乱状态下更快地通过路口。制度促进合作，制度规范行为，所以“制度选择”成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标签式定义。制度选择，意味着在制度结构之中的行为体会根据制度要求，权衡自己的利益，选择自己的战略，决定自己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制度选择，就是国际制度制约行为体行为，促使行为体采取导致合作而不是导致冲突的行为。进而，欧盟是一个建立和实施制度的典范，或者说是一个制度化程度很高的地区合作体。在欧盟，制度已经成为促进欧洲合作的基本保障。

要检验这一理论的解释力，我们必须考察东亚地区的制度建设。西方国际关系学讨论的地区合作模式多是以法律制度和正式制度（legalistic and formalistic institutions）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被视为这方面的范例。能够有效制定约束性规则的高度制度化水平是保证国际制度运转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内容。基欧汉理论中自上而下的路径便是以一个健全的国际制度网络为前提的。实际上，几乎欧洲一体化的每一个里程碑都是由法律文件所确立的，这也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切实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一体化过程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也是结果导向的——用既有制度和增强的制度化水平来保障业已取得的成果。
[46]



在东亚，情况似乎不是完全一样。用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的话来说，业已扩展到覆盖整个东亚合作的东盟模式强调的是“非正式性和最小限度的组织性”（inform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minimalism）。
[47]

 对于制度主义者而言，东盟1967年成立时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保障成员国的集体战略地位，解决内部冲突的政治论坛，直到20世纪90年代，实质性的功能性合作才开展起来。所以，现在东盟可能更是一个功能性合作机制。而拟议中的东盟共同体即便是在2015年如期实现，很可能也不会达到欧盟那样的高制度化程度。“10+3”机制不过是一个松散的合作框架，而并非基于法理性基础的正式制度安排，无法通过实施制裁或颁布权威性命令来约束成员国的行为。在“10+3”机制主导的东亚合作过程中，东盟的不侵犯主权、不干涉内政、尊重多样性的原则，作为地区的主导规范，也外溢到了中日韩三国。“10+3”机制在很多时候只被看作一个交流信息的论坛、政策协调一致的平台和讨价还价的市场，有的时候还被说成是一个清谈场所。一位马来西亚学者指出，东盟过程缺乏明确的组织结构，没有任何正式的议程，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决策和实施的框架安排。
[48]

 此外，无论是东盟还是“10+3”机制，都从未试图建立对其成员国的约束和制裁机制。相反，习惯和规范在对话、协商、“友好争吵”（friendly quarrel）和互动性社会化（interactive socialization）过程中被孕育并得以产生。

彼得·博伊塞（Peter Boyce）将东南亚风格概括为：“偏爱于正式部长级会议之前由特别代表进行私下的、常为‘非官方’的初步交涉；偏爱临时的而非制度化的实践；避免诉诸司法或仲裁机构来解决争端；乐于接受来自本地区‘友好的第三方’的调解。”
[49]

 另外，密切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尤其是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往来和私人交情，在东亚合作中也有着重要的价值，有的时候甚至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在一些情况下，不是正式的制度或是规则而是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化被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推延了。制度化表现为一定的科层化程度，是正式的程序和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具有约束效力的机制。东亚国家实践的是一种最小限度的制度化（minimal institutionalism），使得区域化过程中的制度化水平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合作水平。第一次东盟首脑会议直到东盟建立8年之后方才召开，其非约束和非正式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10+3”首脑会议召开于1997年，但直到1999年才得以制度化。东盟秘书处的规模自1976年建立起至20世纪90年代一直很小。直到今天，“10+3”事务的协调机构仍然下设在东盟秘书处内，并且秘书处的功能仅局限于管理经济和技术合作事务。与欧盟的经验不同，东亚的制度化一直非常缓慢，并且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总的来说，东亚地区的国际制度仍然处于一种比较初级的建设过程之中，合作机遇、发展动力、利益纷争、观念差异等等不同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对这个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其动态化程度很高，不稳定性也很强。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东亚存在着多层次、多样化的机制，其中许多机制都有效地促成了实质性合作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东亚是一个大国之间战略利益纵横交错的地区。一方面，由“10+3”机制作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缺乏制度化；另一方面，地区体系正在发展为一个多层次、多样化过程的复合体。有学者指出在东亚至少存在着6个基本要素：美国领导下的安全体系，崛起中的中国，中美“限制性接触”，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东盟共同体和地区内经济、社会和科技的相互依赖态势等。
[50]

 事实上所有的这些要素都在东亚地区存在，并在多边区域化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下文里，我们会详细讨论东亚地区合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多元、多重、多层次的机制使得东亚地区合作进程既充满活力，也充满矛盾。但地区合作仍然在这种高度动态的情景下前行。

这是一种复杂的地区过程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它既产生推动合作的积极动力，又不以硬性的规定约束过程的参与者，是一种弱制度条件下的合作。由“10+3”机制领导的东盟共同体建设具有机构多层次、多类型的特点，这不是现实主义的物质结构理论所想象和设计的国际体系。自从历经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考验之后，东亚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涉及一系列功能性领域的合作机制在不同次区域、不同政府层面建立起来。官产学界都积极参与了这一合作过程。第一轨道、第二轨道和第三轨道既分别运行，又互为补充，拓宽和深化地区合作的平台得以创建。东亚峰会是又一个供“10+3”和其他有关国家进行战略对话的平台。

然而，由于东亚国家重视协商一致和舒适度，有效性就会明显降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实现实质性的结果是目的，进展过程只是手段，过程也只有当能够有效地产生结果时才具有意义。
[51]

 东亚的制度化发展很明显与这种观点冲突。进而，东亚的制度化也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有较大的差异，因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制度视为无政府条件下国家合作的必备条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想模式与东亚多边区域化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结果导向（result-oriented）的合作，是以法律和制度为基础的，是强制度，而后者是过程主导的（process-focused）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约束力也较弱，属弱制度。

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涉及东亚地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解释力不足问题也暴露了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缺陷。当基欧汉在讨论国际制度的时候，他是将制度视为一种行为体互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过程性的东西，因为制度来自互动过程，过程的结果是制度的形成，制度在形成后又制约和规范行为体的行为。但是，在新自由制度主义成型的时候，它的研究起点已经脱离了这种过程，而是以成型后的制度为研究起点，重心置于制度如何制约或是规范行为体行为。这就成为一种静态理论，成为一种预设制度的理论。但东亚的实际情况是，制度仍在初始期的建设过程之中，没有成熟或是成型的国际制度。即便是已经建立起制度的地方，东亚文化也会通过某种方式，比如关系，绕过制度。正像结构现实主义一样，用一种以成型的制度结构为起点解释国家行为的静态理论很难令人满意地解释制度仍处于建设之中的动态过程。

第四节　观念结构是身份形成的先决条件吗？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观念结构塑造行为体的身份，行为体身份决定行为体利益。建构主义也是一种结构理论，但它所指的结构是文化结构或者说观念结构，而不是像华尔兹的权力分布那样的物质结构。
[52]

 美国自由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将文化定义为社会成员间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共有知识（shared knowledge），包括共有观念（shared ideas）、共有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共有期望（shared expectations）等。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观念的分配所决定的。在温特看来，国际政治的实质是观念而非物质权力。权力的物质性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表层结构，观念结构才是被掩盖于权力结构之下的深层结构，是可以使物质结构具有意义的社会性结构。
[53]

 从根本上说，是否能有真正和持久的合作取决于国际体系文化的性质，因为文化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身份又决定了合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温特同意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他指出无政府状态不是只有某一种形态，无政府状态会遵循不同的逻辑，有着不同的形态和特征，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中行动者的互动可以导致不同性质的无政府文化，这就是他的著名论断：“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
[54]

 无政府状态不像华尔兹所假定的那样，不是国际体系中的客观事实，而是一种行动者互动形成的观念结构，因此不同种类的互动可以形成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温特界定了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霍布斯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建构的，它的实质是敌意（enmity）。行为体的最高目标是摧毁对方，改变现状，确保生存或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在这样一种文化之中，无限制地使用暴力和军事实力等手段性行为，只要能够保证自我生存或是摧毁敌方，都被视为合理合法的行为，合作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对于行为体来说，只要处于这样一种文化之中，所有手段都是可行的，所有暴力都是理性的。霍布斯文化类似现实主义视野中的世界，其中的国际政治是一种特殊文化形式，是零和博弈，是适者生存的丛林。但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国际体系文化有很多种，霍布斯文化绝对不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文化形式。

第二种文化模式是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构的，实质是竞争（rivalry）。但是，洛克文化不同于霍布斯文化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根本逻辑，这就是“生存和允许生存”（live and let live）。
[55]

 所以，洛克文化最根本的一点是，国家之间相互承认生存权。美国不能因为墨西哥比自己弱小，就侵占墨西哥，因为美国承认墨西哥有自己的生存权利。竞争对手承认彼此的主权，重视绝对收益，不会无限制地使用武力，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温特认为，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国家之间互相承认主权，亦即国家的生存权力，国际体系文化就基本上属于洛克文化状态，基本标志就是国家的死亡率很低，这是“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结果。洛克文化中有合作有竞争，在不少的情况下，竞争会十分激烈，合作并不是主导形式。

第三种文化，也是最理想的无政府状态，就是康德文化。康德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建构的，实质是友谊（friendship）。在这种文化之中，行为体的利他行为更加明显，依据“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逻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和高度的认同感。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遵循两条基本准则，即非暴力原则和他助原则。温特认为，康德文化的形成是和平与合作的根本保证，只有当所有国家真正以友谊为基本考虑，以利他为主要行为动机，才能够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共同体。温特认为，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在欧盟的成员国之间基本形成了这种康德文化。包括原来存在的领土争端问题，也得到了非暴力的解决。
[56]

 所以，只有在康德文化中，合作才是真实的、具有主导性的。

因此，温特假设国际政治的系统性结构是文化结构而非物质结构。结构的根本因素是共有知识，即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共有知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温特承认结构包括物质性因素，但是物质性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发挥有意义的影响。最后，社会性结构是行为体间社会实践和互动的结果。社会性结构进而产生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强化或减弱行为体的私有观念，建构共有知识。通过这一过程，观念的结构-文化得以形成。

提出三种无政府文化无疑是温特建构主义的最大贡献。而提出三种文化的基本前提是国际体系文化是行动者建构的，是行动者通过相互的实践互动打造起来的。建构主义认为主体间的行为或互动建构了观念的结构，进而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并据此规定了它们的利益和行为模式。温特也强调观念的建构作用。但是，在温特提出三种无政府文化并将其设定为国家行为体的基本原因要素的时候，结构建构主义就成为一种静态理论，就像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样，追求结构因素驱动行动者行为体的科学简约，“文化选择”与“结构选择”、“制度选择”一样，成为决定行为体行为的结构性原因。以一种简单的线性方式理解，这就是只要有什么样的文化，则必然有什么样的国家行为体。

稍稍回顾一下建构主义的发展历程，就可以发现这个美国国际关系宏理论的演进逻辑。温特在开始思考建构主义理论的时候，是不同于国际关系学界其他主要理论的。他认为结构与行为（身份亦同）之间不仅是因果关系，也是建构关系。重要的是强调主体间互动性及产生这种主体间互动性的过程。事实上，在温特早期的著作中，他的确强调了结构与行为体/施动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和相互建构，即便是他的著名论断“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也是从行动者角度来思考体系文化的。也就是说，是行动者的互动过程造就了体系层面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如果根据这个观点继续推演下去，则行动者互动的过程就变得十分重要，因为这类互动性实践过程可以导致不同的国际体系文化。行动者互动方式可以选择吗？什么样的互动过程可以导致霍布斯文化？什么样的互动过程可以导致康德文化？什么样的互动可以使霍布斯文化转化为洛克文化抑或康德文化？温特没有对这种互动过程做深入的研究，而是转向了预设国际体系文化、推断体系文化如何影响行动者的结构主义研究议程。一旦预设某种固定的国际体系文化，无论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还是康德文化，并以此为研究起点，就产生了理论静态化的取向。结构建构主义理论的静态化使其成为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鼎立的主流理论，但也失去了这一理论开始发展时期的动力和动态性。

因此，当《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发表之时，温特大约是为了建构一种能够与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相媲美的理论，
[57]

 所以有意弱化了这种行动者-结构之间的双向互构，突出了单向建构，强调体系结构对于行为体身份形成的建构作用，而忽略了行为体对于体系的建构作用。由于这种“必要的忽略”，结构在事实上成为先于行为体的东西，成为建构行为体身份的主要因素。正因为如此，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就都成为实际上的客观存在，成为与华尔兹权力结构、基欧汉制度结构相似的观念性结构。正因为如此，互构这一重要的实践过程也就失去了它的根本动力。根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的逻辑，只有存在某种体系层面的文化，国家才能够相应地具有某种身份，因而采取某种行动。比如霍布斯文化必然产生国家之间的争斗行为，康德文化必然产生国家之间的合作行为等等。

玛莎·芬尼莫尔的案例研究更加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她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阐明了系统性要素是如何塑造行为体的身份、利益甚至行为体的实际存在（the body of the agent）。
[58]

 该书中所指的建构主义接近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认为社会结构是不断深化和扩展的世界文化。国际体系由一系列规范支配，从两方面对国家进行塑造。一方面，国际体系为国家提供理性目标，譬如发展；另一方面，为实现这些目标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如市场和科层体系。规范，即共同体对于合理行为的共同预期，在社会意义和主体间互动意义上被共享。国际体系提供规范和传授规范，这不仅规范行为体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塑造它们的社会身份和实有存在。芬尼莫尔研究了三个个案：第一个个案是教科文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教化。教科文组织使得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就要有发展的教育、科学、文化体系；第二个个案是红十字会对军事将领的教化。红十字会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教会军事决策者要善待战俘，最后使得各国签订一系列相关公约；第三个个案是世界经济领域各国际组织对发达国家的教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使发达国家认识到，要想实现持续发达，就要在自身成功后帮助发展中国家。三个个案的接受对象各不相同，但都是突出了国际组织教化国家行为体这一社会化机制。芬尼莫尔突出了“教化”的因素，即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体系层面的因素解释单位身份的形成，强调代表国际规范结构的国际组织主动地去教会国际行动个体，教它们认识到，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身份特征之一就是教育、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这种身份特征使得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同一个时候谋求教育和科技的发展。芬尼莫尔十分简约的论点就是，国际组织向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传授国际规范，这些行为体接受规范，并因之改变了自我身份及其行为。国际规范是业已存在的因素，国际组织也是业已存在的机构，问题是国际组织如何教化国家接受规范。

后来，《国际组织》杂志开始引导关于国际规范的研究，连续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国际规范研究的成果，还专门为国际规范研究出了专辑。虽然研究越来越精致，但理路是相似的，亦即国际规范是如何传播的，或者说是国际规范传播机制的研究。所有这些都将规范视为已经存在的要素，在逻辑上与华尔兹的权力分布和基欧汉的制度结构是相似的。杰弗里·切克尔对《国际组织》启动的这一研究议程做出了总体设计，核心也是社会化中的规范传播这一重要问题。
[59]

 他的设计具体关注的是“欧盟规范是怎样被新欧洲国家所接受的”？其中“欧盟”是系统层面因素，“新欧洲国家”是单位层面因素，“欧盟规范”包含“民主”、“市场经济”等欧盟认为界定自己身份的重要规范。切克尔的回答与芬尼莫尔很相似，认为“是被欧盟使用某些机制教会的”，亦即强调了“教授”的机制。但是，切克尔以及这一项目的研究人员更加精致地研究了规范传播的机制。切克尔论述了三种机制，其一是很多研究社会化问题的学者常常忽略的因素：即奖惩机制（reward and punishment），这是某种物质刺激阶段使用的方式，这时国家并没有将规范内化，而只是进行利益计算，是规范得以被接受的第一步。一般国际关系的社会化研究很少关注奖惩机制，认为胡萝卜加大棒是理性主义研究的重要机制，不属于建构主义研究的内容。但切克尔认为，社会化的起步在于行为体认识到奖惩机制的作用，并据此作出利益计算，然后再决定是否接受（或曰学习）某种规范。其二是角色扮演（role playing），意思是行为体被动地承担某种角色，并按照角色要求行事。这一过程不需要国家进行思考即可进行，这是新规范得以被接受的第二步，可称之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其三是规范劝服（normative suasion），这是基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得出的结论，指教学双方通过争论、讨论、对话，学习一方不但被动接受被教授的内容，而且通过自己的思考，认识到这些规范是好的规范，是有利于自己和他者的规范，因此在反思性考虑之后，自觉地接受规范。这种规范传播和社会化是规范被接受的最高级阶段，可称之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阶段。

通过这些研究和设计，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规范研究已经十分细致，尤其是对各种规范传播机制的研究，已经到了非常深入的程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些研究都是从静态的观念结构开始，亦即将已有、已知、已经确定的观念或是规范作为研究的起点。一旦一种理论成为静态理论，它的科学性和简约性似乎可以成倍增加，但是，它是以静止的视角观察变动不居的世界，尤其是在规范没有形成、观念结构没有成型的地方，它的解释能力会大打折扣。比如，如果没有一个对于双向过程的完整描述，没有一个对进化过程的认真考察，我们就很难理解一个特定的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也很难理解体系的文化是如何实现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之间的转化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化群体的身份形成既是自组织的过程，又是选择的过程；既是给定的，又是被构建的；既是自上而下的又是自下而上的。因此，如果我们根据这种从体系到行为体的自上而下的身份建构模式，或者说把身份建构的“结构-行动者”（structure-agent）模型应用于东亚地区时，就会发现，东亚地区缺乏一个清晰的地区性观念结构，我们仍然无法理解一个充满敌意与动荡的地区如何转变为一个基本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导的充满活力的地区。

回顾20世纪60年代东盟成立的时候，当时冷战正处于高峰时期，美苏两个对抗性大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进入了更加激烈的争夺期，军备竞赛史无前例。东盟的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冷战在东亚地区的一种反映。东盟国家将中国视为敌人，力图通过加强自身联盟抗衡中国。所以，中国-东盟名人小组对当时中国-东盟关系的定位是“敌对”关系。如果以温特的体系文化界定，当时东亚地区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霍布斯文化。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开始出现新的形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景象，不仅改变许多敌对政策和行动，也开始在许多领域谋求合作。到1998年“10+3”机制形成，东亚地区合作全面启动，东亚地区开始从一种霍布斯文化向非霍布斯文化转化。但无论如何，东亚地区似乎并没有走出威斯特伐利亚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有着很大差异，边界问题极度敏感。如果以温特三种文化的观点考量，东亚地区似乎是一种混合体，既有霍布斯文化成分，比如对领土争端的高度敏感；也有洛克文化的成分，比如相互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现状。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东亚地区的观念结构才刚刚开始出现，并且伴随着这种观念结构的出现，某种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集体身份也正在形成。但是，这些因素彼此之间几乎没有清晰可见因果关系，它们是在地区多边互动过程中相互建构、解构和重构的。所以，东亚地区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区物质权力结构，地区制度化水平也仍然较低，也不存在一个明显的观念结构。所有的规范、身份、观念结构等，都处于一种形成的过程之中，甚至有着倒退的可能。如果先验地预设一种地区文化，无论是哪一种都很难符合东亚地区的实际。正因为这种高度动态的特征，地区文化促进地区国家合作的说法也难以解释东亚地区的合作。

在东亚，制度化过程发展迟缓且不明显，远远滞后于实质性合作。这是合作过程非正式性的表象，几乎不存在任何约束性的制度化规则、规范或社会性结构来指导国家的行为或塑造国家的主体、身份和利益。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东亚合作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并不表现为一系列制度化的规范，在更大程度上而是一个赋予互动以意义的实践过程。是这一过程本身、而非过程中产生的规范性结构或制度化水平推动着地区中的各国前行。维持这一过程也就是维持合作的动力，并使国家之间免于冲突。过程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过程本身往往就是目的。

结语

本章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东亚地区会出现几十年之久的和平与合作。为了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考察了地区的物质性结构。权力过渡、势力均衡、霸权稳定——这些结构中没有一个清晰地显现在东亚地区，所以难以用一种清晰的权力分布结构来描绘东亚地区的政治现实。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否定权力极其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东盟多年来采取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促使域内大国或是域内外大国相互平衡。从“10+3”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建立以来，这种权力制衡的战略一直存在，比如东亚峰会的召开，从“10+3”扩展到“10+6”再扩展到“10+8”，都表现出一种权力制衡的取向。权力运作在不断进行之中，但是，从权力结构来讲，却很难说东亚地区形成了某种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可以导向结构现实主义预测的稳定或是战争，因为任何权力结构都似乎处于一种形成过程之中，但都没有真正成型。因此，结构现实主义这种静态理论无法对东亚地区活跃的权力运作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当权力结构理论不能提供有效的解释，我们转向制度主义，因为新自由制度主义通过增加“制度”这一概念为结构现实主义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补充。基欧汉使用了过程这个概念，过程从性质上讲是动态的，但是，基欧汉所用的过程更多的是强调行为体之间的行为，指系统单位的互动和互动方式，他用过程来解释为什么国家在相同的结构下会产生不同的行为。但是，在理论成型过程中，新自由制度主义并没有将重点置于动态的过程，而是集中考虑动态过程形成的结果，亦即国际制度。过程的重要意义只是因为它促成了制度的建立，只是制度建立之后可以引导过程，是行为体在某种制度制约过程中以可预测的方式互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实际上已经不是一种单一的制度，而是国际体系层面的制度结构，包括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和国际惯例（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在内的制度体系。
[60]

 制度的权威性、互联性、奖惩作用和服务功能使其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量。在制度和行为体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依照行为体互动或是互动方式的视角，将制度化视为制度理论的重要内容，那么，制度理论可以被视为过程理论，它是一种以成型制度指导行为体互动、左右行为体行为的理论。所以，如果我们考虑到制度的功能或是制度形成后的意义，那么，它与结构主义理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类似微观经济学的市场，一旦形成，就会产生独立的作用，就会成为主要的自变量。进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规则式的制度，对正式制度尤其重视，这种理论对于欧盟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当强的解释力。但是，这种制度化意义上的过程在东亚地区并不突出。涉及制度，东亚地区有两个特点：第一，东亚地区的制度仍在建设或是确立之中，制度过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第二，东亚地区的游戏规则是非正式的，照顾舒适度、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都是重要内容。虽然东亚地区一直在强调制度建设，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制度化程度不高，制度化建设也进展缓慢，尤其是在建立约束性制度方面，更是在整个合作过程中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单凭制度是否存在、制度化程度是高是低，都是难以解释东亚和平与合作的。

那么观念结构如何呢？东亚地区存在一个清晰的社会文化结构吗？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基本的回答是否定的。东亚是一个各种体系文化混杂的地区，尤其是霍布斯文化与洛克文化的混合。霍布斯文化痕迹处处可见，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的大小使得这种文化的因素有的时候会变得十分强劲，领土争端使得东亚地区的不少国家仍然对传统安全高度敏感。洛克文化的成分明显表现在经济领域，合作与竞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地区经贸依存度也已经很高。但是，这往往局限于经济活动的领域，在其他领域，并非尽然如此。康德文化十分罕见，以友谊界定的关系似乎是凤毛麟角。各种文化成分的混合与交杂成为东亚地区体系文化的基本特征。按照温特的逻辑，文化可以被理解为共有知识和集体认同。但是考虑到在这一地区存在的信任与猜疑、友好与戒备的复杂心理，考虑到政治和社会体系的巨大差别和各国间迥异的发展水平，考虑到诸多敏感的传统安全问题，我们有理由说东亚政治文化尚在形成过程之中，并且处于极其初始的阶段，甚至会出现严重倒退。此外，由于东亚国家对主权非常敏感，芬尼莫尔的体系要素塑造行为体身份甚至行为体实体的模型也难以符合这一地区的图景。在合作的过程中，东亚各国更倾向于通过自身参与式的学习与认知实现身份的转变，而不是被他人“教化”或是“传授”而形成某种身份。所以，预设任何文化都无法适应东亚地区的现状，因为东亚地区没有明确的观念结构，所以，以预设文化为基点的理论也无法解释东亚地区的合作现象。

应该说，权力、制度和文化的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应对中国崛起采取某种制衡战略，是东亚的一个明显现象。再比如，东盟多年来一直在试图加强制度建设，并出台了《东盟宪章》。还比如，东盟模式作为一种规范或是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高度关注。但是，这些具体的行为还远远不能解释东亚的地区主义，这些主流理论似乎在解释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合作方面也总是差强人意。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都是体系理论，但是它们无一能够对这一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新现实主义试图寻找一种清晰的物质权力结构。
[61]

 当他们无法在东亚地区找到这一结构时，便开始担心权力结构真空会导致高度的不稳定性，正如米尔斯海默在欧洲冷战终结后所担忧的那样。
[62]

 所以，要采取两手政策，防范东亚在某种结构形成中出现大动乱。新自由主义相信制度的力量可以减弱国际社会无政府性的负面影响，并且认为体系层面的国际制度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合作。
[63]

 制度化的水平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国家之间也就更倾向于合作。但是与具有悠久司法、外交和契约传统的欧洲不同的是，东亚的制度化仍不发达，制度化程度依然很低。结构建构主义称，民族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由社会结构或体系层次的观念分配所建构的。
[64]

 但是这种观念的结构，或称东亚的政治文化尚未显现，有的时候似乎存在，有的时候又出现完全不同的形态。

因此，无论是权力结构、制度环境，还是观念结构，在东亚这个地区，都处于一种形成和发展之中，都处于一种高度动态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自身似乎具有相当大的力量，使得地区内国家在一种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的交汇、流动和发展中采取基本合作的战略。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都无法充分解释这种现象，可能是这些理论自身的静态取向：无论是权力结构、制度结构，还是观念结构，都是将事件静态化处理之后的研究，而不是对动态过程的研究。三种主流理论其实都是从动态开始，形成了体系层面的所谓的宏理论后，动态过程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已经得以确立的结构，无论是物质性的、制度性的，还是理念性的，都是如此。以已经确立的结构为起点，考量结构如何决定身份或是行为，这似乎成为美国主流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推理方式。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分布形成的，权力分布是权力消长过程的结果。结构现实主义把起点置于这种结果，而把权力消长的过程完全省略了。制度本来也是行为体互动过程而产生的一种结果，是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但是到了新自由制度主义那里，制度这一结果形式成为研究的起点，静态化的制度是如何影响行为体行为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制度形成的过程也被省略了。结构建构主义遵循了一个同样的逻辑。初期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对无政府文化的重构，都表现出强烈的过程意识和动态意识，重点也是讨论行动者如何建立结构，如何建构不同无政府文化，但是一旦成为结构建构主义，观念分布这一结构性内容就成为研究起点，霍布斯、洛克、康德三种不同国际体系文化也被固化，成为影响行为体行为的根本要素。文化形成的过程因之也就消失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三种主流理论都是静态理论，静态理论是很难解释动态过程的。

而东亚近三十年来恰恰是一个高度动态化的地区：各种力量汇聚运作、各种机制纷繁复杂、各种观念此起彼伏。东亚缺乏一个清晰的权力结构，制度化水平仍然较低，也不存在一种地区的主导性无政府文化：权力动荡消长、制度拖延滞后、文化交杂共生。无论是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结构还是结构建构主义的观念结构，都没有形成这些理论中的那种固化状态，一切似乎都在变动之中。但恰恰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纷繁的变动之中，东亚地区几十年来出现了一种以合作为基调的发展态势。似乎是这一非正式和松散的过程本身塑造了地区内国家的期望和利益。既然这些主流理论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我们能否能够用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对东亚地区合作做出初步的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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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东亚地区合作（Ⅱ）：过程建构主义的解释

在上一章里，我们梳理和分析了国际关系三种主流理论对东亚地区合作的解释，发现这些基本上属于静态的理论很难令人满意地解释东亚这个处于转型期的变动不居的地区，这些以实质主义为核心、以静态结构为主要原因变量的理论很难解释确定性较低的生成过程，这些以理性为基本理念的理论也很难解释复杂的社会性关系。我以为，要解释动态的发展，需要有动态的理论。虽然动态理论的把握很难，而且也不会像静态理论那样呈现科学的简约，但是，如果简约是以降低解释力为代价，则会出现分析上的误区，甚至陷入科学主义的陷阱。本章试图通过使用过程主导型共同体建构模式，亦即前面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processual constructivism），对上述问题提供初步的解答。

过程建构主义是一种动态理论。从根本上说，它研究的是过程本身，研究过程中的变化，研究变化中的关系。过程是流动的，所以，研究过程的理论应该是动态理论。过程建构主义采用了主流建构主义的三个重要观点：（1）国家间合作是一个社会过程；（2）规范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3）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1]

 但同时，也弱化了结构建构身份的结构优先和重视结果的建构主义模式。过程主导型模式的主要论点是：过程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过程本身有着本体地位，在社会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持过程，就维持了建构身份和形成规范的实践。我们所说的过程起关键作用，并不仅仅是在过程产生限制性和构成性的规则和规范这一意义上，而是将过程本身作为实践活动的中心，赋予其独立的意义。行为体进入某种社会性过程，可能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出于利益的权衡。然而，一旦行为体进入某种过程之中，也就参与到一种实践活动中去，影响和被影响，整合和被整合，定义和被定义。行为体仍然权衡利益，但利益的权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任意脱离过程。一旦行动者进入了某种过程，脱离和跳出过程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行为体认真权衡自己的利益，退出过程的代价往往是极高的。所谓的身不由己，就是互动过程本身在发挥作用，使得行为体无力也不能脱离过程。过程并不仅仅是导向结果，过程本身是实践所在和建构的关键。

因此，我们所提出的过程主导型模式假定，东亚地区处于同质性程度较低、没有明晰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没有高制度化安排的条件下，同时又处在地区社会的转型之中，处在各种关系的复杂变化之中，处在高度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东亚地区多边主义合作的过程比取得立竿见影的结果更重要。东盟是如此，“10+3”也是如此，预期扩大以后、包含了美国和俄罗斯的东亚峰会也是如此。东亚地区的多样性十分显著，中小国家想要在地区共同体的建设中完成对大国的社会化，大国想要在发展的同时融入地区合作过程，因此正在进行的区域化不但是达到某种结果的手段，也具有高度的目的功能。以过程为主导的东亚地区多边主义从一开始便是以合作为导向的，并不断将不同的行为体，包括地区大国，纳入这一进程之中。一旦进入这一过程，国家就会自觉或是不自觉地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保持一定的自我克制。应该说，这一地区合作过程，通过保持与加强合作的势头，通过规范的扩展和吸引主要国家的参与，起到了维持地区稳定和促进经济合作的作用。

第一节　过程主导的地区合作模式

我们说东亚正处于一种重要的转型期，没有成型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各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在不同领域里，在不同层面上，各种行为体参与程度都在加大，各种活动都十分活跃，也充满变数。这就是东亚地区的基本特征。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合作与磋商为特点的东亚的一体化过程，孕育共有规范和规则，赋予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以意义，催生集体认同，改变地区内的角色结构，从而规定行为体的利益，塑造行为体的行为模式。我们假设东亚一体化代表了一种以过程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a process-focused model of social construction）。以过程为主的地区多边主义通过规范的扩展和对主要国家的社会化，有助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经济合作。因此，通过一体化过程实现渐进式的社会化和吸引主要国家参与过程的能力就是这个模式的精髓。如果说西方地区一体化的理论更多地强调了结构和结果的话，东亚地区的实践则说明了过程在权力的社会化和社会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过程主导模式并不否定结果的重要性。行为体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结果，这是任何理智的行为体采取行动时的基本考虑和设计依据。但是，由于行为体在做出行动时设定了它的目标，这样的目标以及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启动的过程往往被视为“手段”因素而被忽略或是带过，重视结果的理论尤其如此。但在过程主导模式中，这一路径本身即被解释为手段也被解释为目的。换言之，过程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另外，如果预设目标的实现可能带来过程脱轨的危险，过程参与者宁愿推迟甚至放弃这一目标的实现来维持过程的延续。缘于此，这一模式被称为过程主导的地区化模式。

一、主体间性界定的过程（Process Defined by Intersubjectivity）

温特将过程定义为“国家行为体和体系文化是怎样被对外政策实践活动所支撑的，有时也被这样的实践活动所改变”
[2]

 。他的这一定义实际上是强调了一种互动实践，并认为结构是这种互动实践的结果。诚然，互动可以产生实质性结果，但更为重要的是互动建构了主体间性。东亚地区的过程可以用主体间性界定为一个使互动具有意义的实践过程。国际体系的规范和观念结构在这一实践中发生根本性变革。
[3]

 主体间性是在以规范和规则为基础的语境中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发生和运作。它不能被简化为单个的行为体。行为本身具有含义，但是只有在互动的意义上才产生关系，也才具有共有意义。
[4]

 行为体凭借关系语境来赋予他们的行为以意义，来判断行为是否理性，这种语境也使得行为体能够理解世界并使自身的行为能够被其他行为体所理解。因此，在主体间互动意义上由实践活动所界定的过程才是有意义的，并能促使体系的政治文化发生改变，促使体系中行为体的关系发生变化。

主体间性的重要内容是参与。我们在这里提出“参与”这个概念，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而是人们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参与的重要意义。任何主体间性始于参与，任何实践活动始于参与，任何规范的生成与传播也始于参与。参与本身就是实践。当东南亚国家在1967年开始尝试建立某种地区主义机制的时候，这些国家也就开始参与这一合作的过程；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日韩加入东亚地区合作的“10+3”机制的时候，这三个国家也参与了这一合作过程。正是这样的参与，使得主体间性得以呈现和产生意义。如果观察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行为，比如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比如当下的中国和朝鲜，就会发现参与某种过程对于身份建构和利益界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建构主义的互动关系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使它们开始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相互经验、相互期望和相互认知，这种相互认知确定了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身份定位。第二，国家版图、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科技能力等有形物质权力提供了认知的基础，但是这些物质性因素必须通过国家间的实践互动和表象系统才具有意义，通过国家之间的关系才会发生作用。第三，国际关系中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国家重新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身份定位的重要因素。我在这里希望加入新的一点，这就是，互动实践的标志在于参与，参与过程对于行动者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参与不仅可以改变行动者的行为，还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身份和认知。在许多情况下，“参与还是不参与”，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二、过程主导的社会化（Process-focused Socialization）

过程主导的社会化是指过程具有社会化意义，过程的维持使得社会化得以持续，在不少情况下，往往比取得实质性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过程主导的社会化对于过程的重视超过对于即时结果的重视。我们已将过程定义为流动的关系和产生互动意义的实践活动。这里面有关系的内涵，也有制度的内涵。制度具有两项基本功能，一是为合作提供服务，二是建构和重新定义行为体的偏好、利益和身份。这两种功能之间的差别可以追溯到理性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根本差别。

理性主义虽然也考虑潜在于制度中的观念、规则和规范的力量，但是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即它们是否有助于利己行为体追求和实现物质利益。
[5]

 这是一种手段-目的的逻辑，理性主义者沿着这种手段-目的逻辑，试图寻找制度与结果，亦即制度与行为体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因果关联，却未能认识到这些结果恰恰是在行为体的偏好、利益和身份被塑造和再塑造的过程之中产生的。这一点在东亚正在形成的秩序中表现最为明显：一切都没有真正成型，一切都在发展过程之中，地区的国际关系运作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过程并不会直接导致这些观念因素的形成，但是却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为建构某种身份认同提供了环境条件，发挥了催生的作用。过程与结果不是因果关系，不是孰先孰后的关系，而是并存并生、相互影响的关系。

过程主导的社会化还意味着无论是结构、制度还是观念，在其生成的过程之中，会充满竞争。所以，过程的维持也就意味着观念、规则和认同被持续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也意味着这些被建构的规范、规则和认同对过程的维持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并非已经确立的物质、观念或者规范结构塑造了行为，而是物质、观念或规范彼此互动甚至彼此竞争塑造了行为。这种互动产生了行为体之间持续的社会化，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又促进了这种互动的持续和发展。因此，过程的维持可能比任何实质性的立竿见影的结果都更为重要。

三、过程孕育规则和规范（Process-nurtured Rules and Norms）

规范是近年来受到学界广泛重视的一个概念。规范是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行为体被广泛接受的适当行为的准则，
[6]

 包括限制性规范（regulative norms）和构成性规范（constitutive norms）两种类型。前者限制和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后者建构行为的适当性，塑造行为体的偏好和身份。
[7]

 玛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辛金克提出了规范的生命周期，这是一个从“规范兴起”（norm emergence）到“规范普及”（norm cascade）最终达到“规范内化”（norm-internalization）的“三阶段过程”。
[8]

 当然，规范也可以发生退化，比如业已建立起来的规范衰退或是死亡。

规范由具有某种组织平台的规范倡导者的发起而兴起。对于共同体内部行为模式的“适当性”（appropriateness）具有强烈感知力的行为体积极地发起并建设规范。他们所依赖的体系层面的制度平台也许并非由他们创建，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他们所倡导的规范。规范普及可以通过制度化和社会化两种手段来实现。当规范被制度化之后，行为体就被清晰地告知规范所规定的内容，以及何种行为被视为违反规范的行为。制度化也使得具体议程清晰化，从而使得不同的观点可以彼此协调，违规行为可以得到惩罚。但是，制度化并非规范普及的必要条件，它可以先于或后于规范普及。当我们在东亚背景下考虑规范普及时，由于对非正式原则的偏爱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规范普及很显然主要是通过社会化而非制度化实现的。“社会化意味着‘将新的社会成员……导入社会赞成的行为方式中去’”
[9]

 ，所以，社会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机制，新兴国家通过这种机制，接受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所赞成的规范，据此改变自己的行为”
[10]

 。那么国家积极加入这一社会化过程的动机是什么呢？国家利益的权衡当然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国家想要成为国际社会成员和共同体乐于接纳成员国的相互需求。这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当社会化过程开始之后，参加的行为体都会体验“伙伴压力”（peer pressure），即“一个地区许多国家接受新规范后（对新成员）产生的累积效应”
[11]

 。新成员接受规范的动机有合法性、遵从性和自尊感。这三个要素对于一个国家在体系内相对于他国的身份至关重要。他们满足了国家想要参与过程、归属集体和自尊自豪的需求。

当规范被广泛接受以后，就可以被国家当作理所当然之物内化了。由于国家将一定的权力、责任和规范视为当然，我们就可以在它们的行为模式之间找到共同点和相似点，也可以发现某种行为模式反复出现，成为习惯。这时我们可以说规范在某一共同体内成熟了。

规则和规范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孕育的，社会化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行为体参与的过程，后者说是互动实践的过程。在东亚，东盟模式具有非正式、协商一致和由渐进社会化导致合作这样三个特征。“东盟模式不仅源于东盟创建国所同意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也来源于其后长期的互动和调整的过程。”
[12]

 这种长期互动和调整恰恰说明了不断发展的地区动态过程的意义。当前，东盟的规范已经通过这些年来的合作过程，从较小的东盟国家开始扩展到较大的中日韩三国当中。几十年比较成功的合作也是与这种规范传播相关的。下一步是否会保持这种势头，是否会发生逆转，主要取决于合作过程的社会化能力，取决于参与社会实践的行动者是否愿意并努力保持东亚合作的过程。

四、过程催生集体身份（Process-induced Collective Identity）

集体身份是指认同主导规范和因之确定的相互身份。温特定义了与集体认同存在因果关联的四种主要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
[13]

 前三个是积极有效的变量，而“自我约束”是形成集体认同的必要条件。当对一个行为体互动的结果依赖于其他行为体的选择时，我们说存在着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是客观的，只要是在过程中的行为体，只要是在关系中的行为体，都必然是相互依存的。当一个行为体与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互动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学习”的过程，即行为体试图从其他行为体的眼中看待自己。这一过程可以逐渐减弱行为体原本的身份，重新界定自己并建构一种新的身份和与他者的关系。当行为体有了某种共同命运，他们的生存、健康和福祉都被集体的命运所决定。当行为体作为一个整体与第三方互动时，就标志着某种集体命运形成了。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感到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命运，在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这种感觉会比较强烈。同质性是指行为体的性质存在着相似性。同质可以指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或是类型身份（category identity）。群体身份涉及组织、功能等，类型身份当被用来区别不同类型的国家时，指的是不同的政权类型。这三个变量都是有效变量，但是仍不足以形成集体认同。在非政府状态的世界中，国家在参与集体认同建设之前首先需要消除被消灭的恐惧。建立信任是认同建设的最根本问题。为了消除恐惧，国家必须相信自己的需求会被顾及，自己的个性会被保护而不是被牺牲。这种信念从本质上讲就是对于其他国家自我约束的信任。因此，自我约束是建设集体认同当中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变量。国家怎样表现自己是共同体中具有自我约束力的成员呢？这必须通过互给（reciprocity）
[14]

 的过程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强化、内化、习惯规范，在重复博弈中显示自己对规范的服从，国家也可以有意识地通过可见的方式牺牲自己的利益以保障合作的成功或共同的收益，从而打消其他行为体的疑虑。由于自我约束是最关键的变量，并且只能表现于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说过程催生了集体认同。

在东亚合作过程中，迄今我们可以看到高度的相互依存，面对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的大背景下的共同命运感，不断增强的共有规范和大国自我约束的征兆。
[15]

 当这些方面都成熟之时，就可能产生源自于这一社会化过程的东亚认同。但同时，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猜忌担心也是相当高的。所以，在东亚地区，各种观念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各种力量的角逐也是相当明显的，有的时候甚至出现严重的对立。如果合作过程中某些积极要素发生重大或是实质性变化，而某些消极要素凸显并占据重要地位，则过程可能被颠覆，甚至出现倒退。

五、过程产生结果（Process-produced Results）

温特定义了三种国际体系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并认为三种文化是递次进化的。但他未能明确地、有信服力地提出这三种文化之间依次演变的动力。由于体系层次的观念结构与行为体的表现或对自身相对于其他行为体的身份界定密切相关，文化的转变发生在行为体的集体认同（包括角色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对一种新的角色结构的内化会导致对客观定位的主观承诺。换言之，行为体将会自然地按照由“角色”或规范所界定的方式采取行动。当竞争对手变为朋友，体系结构便由洛克文化转变为康德文化。当然，一个国家的身份转变也将面临诸多国内和国际的约束，而且只有当改变身份的重要行为体的数量足够多，并且改变的程度超过了临界点的时候，体系文化才会发生改变。

结果也有两种。一种是预先设定的结果，或称预期结果。理性主义的假定是，行为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占有的信息，确定自己的战略和目标。如果这种目标根据行为体的设计而最终实现，这就达到了预期结果。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结果，那就是非预期结果。我们在研读复杂系统效应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预期结果，也就是说，行为体通过理性权衡，预设了自己认为是可以实现的结果，并据此设定了自己的行动战略。但是，一旦付诸实施，行为体却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很难左右的过程之中：出现了各种力量的竞争角逐，出现了各种错综复杂的路径，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未曾预料到的阶段性结果。过程中布满迷宫式的纷繁路径，相互之间还存在路径关联，行为本身又具有路径依赖的现象。一旦进入了某一条路径，即便行为体自己不愿意，也不得不走到与之关联的另外一条路径上去。在现实中，这种被称为“偶发”的事情，往往多于行为体自己的预设，并且导致非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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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种情景在很多情况下是过程使然：所有结果都是在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有多少是完全依赖自己的设计达到预期目标的呢？又有多少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不断互动，甚至是通过某种偶然发生的事情而出现某种结果的呢？

所以我们说，世间万物的复杂性来自过程，来自过程中变动不居的关系，来自这种过程运动产生的动力。正因为过程本身会产生强大的动力，所以能够实现互动，孕育规则和规范，并且有利于培育集体认同。不同观念结构之间转变的动力即蕴藏于过程之中。结构现实主义总是试图寻找业已成为结果的物质权力结构，并从中推导出某种确定性，从而确立某种秩序。他们始终未能在东亚找到这一结构，因而对于存在一个以过程主导的共同体建设模式感到非常的不解，同时也存有极大的戒心。

六、过程具有竞争性和可逆转性（Reversibility of the Process）

过程是动态的，所以过程必然充满竞争，而过程动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来自竞争。即便是一个合作的过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向前发展，而是充满竞争：各种思想的竞争、各种力量的竞争、各种传统的竞争、各种制度的竞争。竞争无时不在。这种竞争包含了过程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如果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视为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视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者说是整个参与过程中的一个次级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参与还是不参与、怎样参与等等，成为国内国际不同思想和力量竞争的焦点，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辩论的过程。再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国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身份定位，也是一个充满不同观点和力量竞争的过程。仅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激烈辩论，我们就可以看出，在中国参加国际体系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就中国是一个阶级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霍布斯国家还是一个洛克国家，中国是一个现状国家还是一个修正国家，中国是和平崛起还是必然走暴力崛起的道路等问题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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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东亚峰会的再扩容，美国和俄罗斯的正式参与，也会使得这一地区的合作进程再一次面临考验，是加强、维持还是削弱甚至颠覆原有的多边合作过程，是目前东亚面临的重大问题。

过程的竞争性意味着过程的可逆转性。正如规范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过程是发展的，既有进化性发展的可能，也有退化性发展的可能。过程可以是良性的，比如合作过程；也可以是非良性的，比如种族之间相互仇恨的过程或是国家之间冲突的过程。无论一个过程是良性的还是非良性的，它都可能出现逆转的情景。种族隔离原本是一个非良性过程形成的，也就是一个由殖民主义观念、政策、行为等一系列因素逐步形成的过程，形成了在不少前殖民地国家种族隔离的结果，并且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社会制度。但是，通过各种要素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经过竞争之后发生的重大要素的改变，种族隔离过程得以逆转。反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多次启动和平进程，但总是困难重重。虽偶显光明，但和平进程不断被破坏，冲突进程依旧占据上风。东亚地区在冷战开始的时候，启动的是一个敌意冲突的过程，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美国、苏联、中国等世界重要国家卷入的大型战争，成为二战以后大型战争最明显的地区，也形成了东亚地区东西方敌对的状态。自冷战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过程开始呈现逆转的迹象。20世纪90年代之后，敌对过程开始转化为建立“伙伴关系”的过程。目前，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东亚的形势都比冷战时期要好得多。如果说东亚地区的霍布斯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向洛克文化转化的话，这一转化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充满动力且富有意义的叙事。

第二节　东亚地区合作：过程、规范与大国的社会化

我们在这里使用东亚地区合作的例子，来说明过程建构理论的一些重要方面。本章具体讨论三个实例，一个是东亚地区构架，目的是通过对这一地区合作构架的讨论，发现东亚地区合作的一些过程特征，说明过程主导的地区合作会很自然地产生多元多重的地区治理构架。第二个实例是中国参与东亚合作进程，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参与地区多边合作的分析，发现过程对于行为体身份的建构意义。第三个实例是中日韩三个较大的东亚地区国家在东亚合作过程中的社会化过程，考察规范传播和被接受的方式，目的是发现大国的社会化意义。

一、地区架构与东亚合作：多元多重的地区合作机制

地区合作与地区的合作架构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欧盟的一个特点是地区架构清晰，从最初的煤钢联盟到欧洲共同体再到欧盟，欧洲地区一体化是制度化很高的地区合作个案，其基本架构也呈现一种介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结构形态。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部长理事会、欧洲法院等一系列机构形成了虽然比国家机构松散但比其他的地区和国际组织紧密得多的地区整体架构。欧盟的机构各司其职，有着明确的分工，形成了一整套相当严谨的组织制度和科层机构。新成员国的准入也有着一整套完整的标准和法律程序，必须达到欧盟规定的各项指标。欧盟的发展，几乎每一步都是与制度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化程度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地区架构层次的完整和地区机构权能的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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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架构的形态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二战后东亚地区机制化合作起始于1967年东盟。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呈现出巨大的发展动力，地区合作也成为重要的议题。东盟扩大，从最初的五个国家，逐步发展，包含了东南亚十个国家，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的越南等印度支那国家也吸纳为东盟成员国，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地区性合作组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强了东亚地区国家合作的紧迫感，更多的地区合作机制建立起来。最重要的发展是成立了“10+3”的地区合作机制，这样就把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地区基本上包含在内。应该说，中日韩三国的参加是东亚合作进程的重要扩展和发展，因为中日韩愿意并积极参与东亚合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东亚合作进程纳入了三个实力强大的地区国家，使得以合作促和平的地区进程有了初始的希望，也是这些国家与东盟以及相互之间重新界定关系的重要机遇。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现象有增无减，不同东亚地区内外国家提出了更多涉及东亚地区合作的建议和主张。从2009年的情势来看，合作动力仍然存在，合作架构仍然复杂，各种新的倡议也在得到不断的推动和讨论。所以，东亚地区合作架构呈现出一种不同于欧盟的形态，一种类似复杂系统的多元多重特征，一种多渠道、多层次、多机制并存甚至功能重叠的架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特点，过程因素起到了很大作用。也就是说，地区结构是随着过程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而不是理性的预设。

东亚地区架构的这种基本特点是由于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形式是过程主导，过程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使得东亚地区合作构架呈现现在的状态。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现状的不同，我们不能完全以欧盟作为参照系数来判断东亚的地区合作，正如不能完全使用民族国家的基本标准判定欧盟一样。也正是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现状的不同，我们看到东亚地区合作的实践与欧洲也有着不同。我们需要根据东亚地区的事实来思考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架构形态是什么样子，如何理解和看待这种基本地区架构形态，东亚地区的架构下一步会怎样发展等问题。不过有一点是会持续下去的：东亚地区的合作构架仍然会受到东亚地区进程、受到东亚合作进程取向的影响。

1. 东亚地区合作架构的现状

东亚地区合作架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现在的主要合作平台包括多个地区机制：东盟（以及拟议中的东盟共同体）；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ASEAN Plus Three， APT或称“10+3”）；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建立的合作机制（ASEAN Plus One，APO或称“10+1”）；中日韩合作机制；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以及亚太经合组织。

东亚地区机制化合作起始于东盟。196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签署了《曼谷宣言》，决定成立一个地区性组织，形成一种合力，希望在东西方冲突中以中立的地位保持自身安全。东盟成员国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合作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其后，东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积累了一些地区合作经验，也奠定了一定的地区合作基础。冷战以后，东盟在新形势下取得了重要的发展。东盟的扩大使得东南亚地区十国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地区特点明显的组织。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加入也使得东盟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成为一个多样性突出的地区组织，并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些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甚至会出现小规模的边界冲突，但东盟十国形成之前的那种战争没有再发生过。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总体上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它们对外基本保持了一致，以一个地区组织的形式采取行动，并且提出在2015年建成以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

实际上，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盟已经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地区组织。东盟不但实现了扩员，而且开始向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辐射，于是，东盟的发展和扩大开始产生一定的外溢效应。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10+3”机制和东盟与中日韩分别的三个“10+1”机制就是这种效应的直接表现。在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已经呈现大幅度发展的态势，崛起势头迅猛。东亚的生产链也初步形成，出现了日本和韩国提供资金、技术、管理，东南亚诸国提供部件，中国实施装配的制造业框架。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对东盟国家经济冲击很大，国际性金融和经济组织的解决方案显然不符合东亚国家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等措施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1997年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亦即后来的“10+3”机制正式启动。
[19]

 “10+3”机制有着明显的经济动因，所以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自然成为“10+3”的重要议题和优先合作的领域。目前，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已经形成，东亚地区的区内贸易迅速上升，清迈协议的多边化则标志着这些国家在金融领域合作的进展。随着合作的深入和发展，“10+3”机制开始向更加广阔的领域延伸，虽然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仍然是这一机制的主要方面和取得明显成就的领域，但它也包含了政治、安全、文化等内容。现在，“10+3”机制是东亚地区极具活力的地区合作进程，在20个领域建立了57个不同层次的合作机制。东亚领导人会议将“10+3”界定为东亚地区合作的主渠道。

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建立的三个“10+1”合作机制先于“10+3”合作。日本于1977年就与东盟建立了正式对话关系，韩国在1989年与东盟建立对话进程，中国于1991年开始与东盟发展关系，1996年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10+3”机制建立之后，三对“10+1”的关系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形成了以自贸区为重点的地区合作。较之其他机制，三个“10+1”的机制是最具实质内容的合作平台。其中，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势头强劲，实际上推进了另外两对“10+1”合作的深入和发展。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日韩相对于各自与东盟的关系展开了一定的竞争，使得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充满了竞争，在一些问题上也呈现不同意见和各种主张纷纷出台的现象，但是这种竞争并没有使得合作进程发生重要的倒退，在很多情况下，三对“10+3”之间的一定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促动了东盟的主导地位和东亚地区的整体合作。

中日韩这三个在“10+3”中的东北亚国家在与东盟合作的同时，也开展了三国之间的合作。中日韩三国建立的机制就是这一合作的基本形式。“10+3”机制建立仅两年之后，中日韩合作机制便得以启动。虽然在这一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障碍和困难，中日存在领土争端，朝鲜问题长期存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等，但是中日韩三国都认识到，合作是大势所趋。对于整个东亚地区来说，这一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经济实体和重要国家，都是二十国集团（G20）成员，不仅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也对整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日韩的合作在艰难曲折中仍然坚持向前迈进这一事实说明，这三个国家意识到了合作对它们各自的重要意义。2010年，三国领导人会议通过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进一步表达了这三个东亚国家的合作意愿。

东亚峰会也是东亚合作的一个平台。“10+3”领导人会议确立了东亚峰会为东亚地区合作机制，是就共同关注的安全、政治、经济进行对话的地区论坛。最初的设想是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提出来的，重点是使“10+3”机制更加制度化并以此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根据这一建议，东亚的“10+3”机制逐步由东亚峰会所取代，最终形成东亚地区的主要合作形式。在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过程中，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对于参与东亚地区合作进程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在2004年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上决定举办东亚峰会的时候，东亚峰会的成员国成为重点讨论、同时也存有争议的问题。最后确定第一次东亚峰会的成员国为16个，即“10+3”国家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第一届东亚峰会在马拉西亚召开，现在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论坛，虽然对其成员国的范围仍有争议，但对域外国家仍持开放态度。美国与俄罗斯已经决定并得到东盟的同意，于2011年正式参加东亚峰会。

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都是亚太范围内的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与上述机制有着功能上的不同。东盟地区论坛是安全对话，通过开展参与国之间的安全对话和磋商，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重视参与国的安全关注，达到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目的。自1994年启动以来，东盟地区论坛成为亚太地区唯一的官方多边政治与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包含了亚太地区的27个国家，世界主要大国都在其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是一个亚太地区的合作机制，1989年成立，目的是进一步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与繁荣。亚太经合组织有21个成员，既有地理意义上的所有东亚国家，也有环亚太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国家。另外，中国台北也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一半还多，对推动世界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则是一个次区域的合作机制。这一机制于1992年成立，主要包含了湄公河流域六个国家：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亚洲开发银行给予支持，其他东亚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参与。这个机制的宗旨是加强次区域国家的竞争力，实现共同繁荣。现在，这一机制的组织结构有GMS峰会、部长级会议、各成员国国家协调委员会、高官会议、优先领域论坛和高官会议等，合作内容包含了交通、能源、电信、环境、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旅游、贸易便利化等九个重要做领域，提出了五大战略合作重点，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这些机制是在东亚地区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其中有些机制并不是参与者的事先设计，有些机制在合作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东亚峰会为例。原来东亚展望小组等设计的东亚峰会与现在形成的东亚峰会是不同的两个概念，2005年召开的第一届东亚峰会就突破了东亚展望小组的设计，出现了“10+6”的峰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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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发展的地区合作过程、不断竞争的各种思想和力量，都是过程产生了自身的动力，导致了东亚地区构架呈现出上述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东亚地区合作构架是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的产品，是随着合作过程的发展而生长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尽管这些机构存在重叠或是分工不明确的问题，但依然是无法相互取代的。

2. 东亚地区合作架构的特点

欧盟往往被视为地区合作的成功个案。如果与欧盟相比，东亚地区合作架构却有着的一些突出特点，其中三个特点尤其引人注目，这就是过程性、多元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地区合作的基本特点是过程主导而非权力主导，在这种状况下，呈多元多重的治理形态和开放性的地区合作特征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

东亚地区合作的主要模式是过程主导。西方国际关系讨论的地区合作模式多是以法律制度和正式制度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被视为这方面的范例。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强调的那样，能够有效制定和实施约束性规则的高度制度化水平是保证国际制度运转的必要条件，因为较高的制度化水平使各方行为比较容易预测，因之也就比较容易取得预期的效果。欧洲一体化的每一个里程碑几乎都是由法律文件所确立的，这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切实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一体化进程是结果导向的——用既有制度和不断提高的制度化水平来保障业已取得的成果，导向预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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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则不然。我们称之为过程主导，是因为东盟模式强调“非正式性和最小限度的组织性”，同时却高度重视维持、维护各种合作过程，平衡各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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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制度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合作机制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合作框架，而并非基于法理性基础的正式制度安排，无法通过实施制裁或颁布权威性命令来约束成员国的行为。如果说欧洲地区合作的很多实践活动是理性预设和制度安排的话，东亚地区合作则在很大程度上先有合作的过程，后出现相应的、符合合作过程需要的制度性安排。对于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这似乎难以想象，但是东亚这种重视过程的模式却表现出实施成本低并且切实可行的特点。尤其是在差异很大的条件下，东亚地区国家首先启动了合作进程，重新定义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开始了弱制度下的务实合作。这些制度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合作过程起始成本较低，其后不断发展，并推动合作过程本身以及参与过程的国家不断前行。

过程主导的一个标志是渐进性。东亚合作是一种最小限度的制度化，由于制度滞后于合作过程，区域化进程中的制度化水平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合作水平。东盟1967年成立时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保障成员国的集体战略地位、解决内部冲突的政治论坛，直到20世纪90年代，实质性的功能性合作才开展起来。第一次东盟首脑会议直到东盟建立8年之后方才召开，高度的非约束和非正式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10+3”首脑会议召开于1997年，到1999年才得以制度化。东盟秘书处的规模自1976年建立起至20世纪90年代一直很小。迄今为止，“10+3”事务的协调机构仍然下设在东盟秘书处内，并且秘书处的功能仅局限于管理经济和技术合作事务。“10+3”机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被看作一个交流信息的论坛、政策协调一致的平台、讨价还价的市场，有的时候还被说成是一个清谈场所。习惯和规范在对话、协商和互动性的社会化过程中被孕育并得以产生。东亚峰会等机制的松散程度更高，其开放性质可能会使其变得更加松散。除此之外，这些机制也都在不断变化之中，对于任何一个机制，都没有十分固定的模式。

过程主导的另外一个现象是主导过程的并不一定是大国。在以结果为导向的行动中，直接的权力主导被视为关键要素，因为权力可以确立规则，使规则得以有效实施，取得预期和可见的结果。据此，地区一体化或是地区合作由大国主导并发挥领导作用。比如欧洲地区合作过程的起始原因是要解决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问题，尤其是德国和法国两个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宿怨与争斗。能源领域的合作也是基于德法两国不断为此发生战争的历史之上的。在其后的一体化过程中，德法两国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欧洲地区合作和一体化初始期的重要理念大都是法国人提出来的。原来欧洲连年战乱不断，权力制衡更像是一种“堵”的办法，结果是可以解决一时问题，而无法达成长久和平。欧洲共同体的理念则更像是“疏”的办法，使德法两国命运连接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解决战争问题。正是这些理念为欧洲一体化指明了总体方向，欧洲大国努力推动，欧洲一步一步向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使得战争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东亚则不然。从一开始，东亚地区合作就是东盟发挥主要作用，或者说是发挥了领导地区进程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东亚现在的秩序是东盟主导的地区秩序。东盟是一个地区中小国家组成的集团，无法以直接权力左右东亚事务、主导地区秩序。正因为如此，东盟国家的领导力更多地表现在维持合作过程的方面。因为过程本身具有动力，过程参与者在过程中发生和发展各种关系，所以，大国参与过程之后，就受到一种间接权力的制约，这就是过程本身的权力。这种权力来自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互动和关系平衡，也来自于过程产生的共识和规范。在这种过程主导的地区主义中，理念是由中小国家的人士提出的，合作是由中小国家组织东盟发挥领导作用的，并且往往是由东盟向外辐射至其他地区国家。东亚地区的合作是由东南亚的中小国家开始实践的，这一现象也在上述的地区架构中表现出来：八个主要的架构中有至少五个是东盟发挥主导作用的。虽然受到诸多质疑，东盟国家仍然坚持东盟主导作用或是驾驶员地位，大国也仍然支持东盟的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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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过程建构主义视角来看，权力的直接作用更容易发生在结构清晰、结果主导的情景之中，而权力的间接作用则更容易发生在变动不居、过程主导的情景之中。东亚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情景。

过程主导的地区合作模式产生了多元多重多样的合作机制，多元性因之也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虽然欧洲的学者认为欧洲地区一体化具有多层次治理和多样性等特点，但东亚地区呈现的多元多重多样形态则更加明显。比如东亚地区合作的成员，不仅仅呈现文化的多样性，而且现实的政治制度也是不一样的。再如我们上面讨论的八个重要合作机制，相互之间没有等级关系，分工也不是十分明确，有些功能还可能交错重叠。这些合作进程共存共生，有的时候甚至显得紊乱。还有，东亚合作涉及的地域范围十分复杂，有东盟内部的，有东盟与东亚地区国家的，有东盟与域外国家的，有东亚地区非东盟国家的等等。所以东亚地区合作已经超出了地理意义上的东亚，有些甚至超出了地域意义上的亚太。即便是在同一机制下的合作过程也相当复杂，各种层次都有着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对话、会议和磋商，比如到目前为止，“10+3”机制就在20个领域建立了57个不同层次的合作机制。

正是由于这种多元多重多样的特征，有人将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称为“面条碗”（spaghetti bowl），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团乱麻”，形容杂乱、交错、复杂的状态，认为这不是一种可行的治理形式。有人甚至认为，这样多的机制和平台，使得国家领导人无所适从，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参加如此频繁的会议和磋商。其间，也有人试图将东亚合作机制加以精简和条理化，但是，这些尝试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从东亚地区合作的历程中发现，东亚地区存在的这些多层次、多样化的机制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加强了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促成了实质性合作并取得了重大成果。或者说，这些机制虽然显得紊乱，但却共同维持着一种地区合作的过程，维持着参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看到，“10+3”机制建立之后，“10+1”机制并没有被取代，两种机制并行，各自发挥作用；东亚峰会扩大之后，“10+3”机制并没有因之而被取代，同样是两个机制并存并行，各自发挥作用。所以，这种多元多重多样的地区架构的确为东亚地区提供了一种治理的方式，这就是第四章中提出的关系治理模式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虽然大家都在追求某种结果，但保持关系和维护过程成为这种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过程主导的合作模式也意味着东亚地区主义更可能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过程与结构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过程更具动态，结构更显静态；过程更具开放性，而结构更具封闭性。结构一旦形成，就是相对固定的，而过程则总是处于变动和发展之中。过程主导模式因之也就是更为开放和更具变化的模式。东亚地区八个主要合作机制都表现出东亚地区合作开放的地区主义性质。所谓开放，首先是指这些架构包括地理上东亚地域内的合作，亦即地理开放。在诸多讨论地区一体化的理论和政策文献中，欧盟或多或少总是一个参照系数，地理界线就成为一个重要指标。欧盟的欧洲地理界线是明显的，无论是最初的六个国家还是后来扩大进去的国家，包括冷战后成为欧盟成员的国家，都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国家。所以，人们有意无意地使用这一标准来考量东亚地区合作，但东亚地区合作总是难以与这一标准相吻合，因为东亚的各种机制包含了许多在地理意义上不能称之为东亚国家的成员，这恰恰是东亚地区主义开放性特征的突出表现。在东亚的地域范围内有东盟、“10+1”和“10+3”；但也有包括地域内合作机制与地域外的互动，比如东盟地区论坛；还包括由地域外国家直接参加的合作进程，比如亚太经合组织。再就是这些机制本身的开放性质，亦即机制开放。东亚峰会原来的设想是“10+3”地理范围内的地区合作机制，但后来扩大到“10+6”，包含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2011年扩展为“10+8”，美国与俄罗斯两个地理上并非东亚而且相距也比较遥远的国家也正式参与进来。进而，这一机制继续显示开放进程的特点，虽然现在仍然有着不同意见，但从理论上说，域外国家如果符合东盟设定的标准，就可以成为东亚峰会的成员。

东亚地区合作的过程性特征是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的，是参与者互动性实践使然，它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不会因为人们希望更迅速地达成地区一体化而自行消失，也不会因为其他地区的经验而被放弃。同时，这一特征虽然会使地区主义遵循一条高度的渐进式发展路径，但多种进程和多种关系也创造了一种复杂的合作体系，使一个具有明显的威斯特伐利亚特质的地区、使一个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地区、使一个差异巨大的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基本的和平与稳定，取得了强劲的经济发展。

3. 东亚地区合作过程的持续与维护

2009年，东亚地区合作架构中的各种机制和平台都在发挥作用，之后，世界局势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构成了东亚合作各种进程的一个讨论主题，“10+1”、“10+3”、“10+6”等都有着自身的发展重点，东亚地区和亚太范围内的机制也在讨论改革和重新注入活力问题。美国等域外大国更加关注东亚，重申对跨太平洋的重视和积极参与，包括正式参加东亚峰会和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等活动。这些不同的机制和平台有合作也有竞争，更使东亚地区合作过程显得纷繁复杂。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东亚地区合作架构的三个基本特征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过程主导模式仍然会持续存在。有人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东亚地区会变成权力主导型地区，中国会主导地区事务，有人甚至担心东亚会回归朝贡体系。也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随着美国对东亚地区投入的加大，东亚将成为中国和美国共同主导秩序的地区，形成地区性的所谓G2。实际上，这两种秩序前景在近期都不太可能。虽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在增长，但是由于过程主导的特点，多元性和开放性都会消解权力主导的可能。加之域外大国的参与，也有一定的平衡作用。美国可以加大对东亚地区的投入，但中美共治的局面是难以形成的，较好的情景是中美协调，较差的情景则是中美对抗。多元性仍然会是东亚地区合作架构一个突出的特点，像欧盟那样大国发挥主导作用并施行更具等级和科层化的结构难以在东亚出现。不仅现有的各种机制自身会寻求更大发展，而且这些机制的内涵和领域也会更加丰富。任何寻求高度整合东亚地区合作架构的设想都是不太现实的。东盟已经设定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但是，届时形成的东盟共同体也不会像欧盟那样具有制度化很高、相对集中的决策权力。东亚共同体依然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是东亚国家努力的方向。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本身会形成共同利益，建立基本共识，传播行为规范，建构共同身份。比如在东亚合作进程中，东盟的不侵犯主权、不干涉内政和尊重多样性的原则也外溢到了中日韩三国。这一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是由东盟发挥主要作用。急于实现某种结果、急于建成共同体的设想也是不现实的。开放性可能在未来几年更加凸显。域外大国对东亚地区的关注在2009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2010年更加明显，东盟以自身为主导、寻求平衡各种关系的基本战略也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根本变化。自2010年美国加大对东亚的关注和投入以来，中美亚太磋商也成为一件大事。这种磋商不会形成有人声称的那种中美共治亚洲的局面，而是使东亚的合作更呈现开放特点。因此，开放地区主义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反映了东亚地区合作过程的事实。

由于这些基本条件的存在，东亚地区合作架构的三个特点不但会继续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会得以加强，也就是说过程的主导性会进一步加强。有些人对东亚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持悲观态度，认为这样的特点不是也不应该是地区一体化的特点，如果任其下去，就难以达成最终实现地区共同体的目标。所以，地区合作应该是正式的、制度化的合作，应该是域内大国发挥领导作用，应该至少是限定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这些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基本上是根据欧盟的经验和实践提出的，因而也就忽略了东亚地区的现实和实践，忽略了这些特点在东亚地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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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合作实践的过程主导是东亚地区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人们往往认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是行动的目的，过程只是手段，过程也只有当能够有效地产生结果时才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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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西方研究地区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功能主义的外溢效应就是以结果为主要关注的：在一个领域的合作产生明显的积极效果之后，就会在另外领域刺激合作。
[26]

 制度主义也有同样的逻辑，认为较高的制度化水平是国际合作的重要条件，因为制度可以引向预期结果。但东亚的地区合作似乎更重视过程，其制度化也不符合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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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欧盟的经验不同，东亚的制度化一直比较缓慢，并且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的时候，还需要对原来的预期结果根据过程的发展进行很大的调整。比如东盟的战略预期是实现以东盟为中心的环状合作，即东盟为中心，相继为东盟+1、东盟+3、东盟+亚太，依照这一顺序分出先后，逐步实现。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东盟共同体建设、东盟+X的合作、东盟与亚太都在同步进行，预期结果在过程中不断得到调整。这是一种复杂的地区进程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它既充满活力，又不以硬性的规定约束进程的参与者。涉及一系列功能性领域的合作机制在不同次区域、不同政府层面建立起来。同时，官产学界都积极参与了这一合作进程。第一轨道、第二轨道和第三轨道既分别运行，又互为补充，拓宽和深化地区合作的平台得以创建。过程的发展难免会遇到阻碍甚至瓶颈，过程也会发生逆转或是死亡。这就需要参与过程的各方努力维护过程动力并尽可能加强过程自身的动力，即便在过程处于低潮状态也要维持过程本身不完全停滞。

在东亚，过程主导地区主义由东盟发挥领导作用，这是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的。从历史看，东盟是东亚地区二战以后第一个以地区合作为宗旨的地区性组织，所以东盟在地区合作规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67年成立之后，东盟坚持不断地发展地区主义，并在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之中，形成了一套东盟合作规范，从基本理念上为东亚地区合作提供了行动准则。在东亚，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共同安全、不干预内政等原则确立了地区国家的基本交往规范，也使差异很大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非正式、协商一致和渐进社会化反映了地区合作的行为规范。“东盟模式不仅源于东盟创建国所同意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也来源于其后长期的互动和调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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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东盟的规范已经从较小的东盟国家扩展到较大的中日韩三国当中，运转是比较成功的。其他国家需要首先接受东盟的规范原则，然后才能进入地区合作进程，比如东亚峰会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个条约是东盟的条约，但其他国家要参加东亚峰会，首先要接受并签署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要接受东盟制定的规范和原则。

从现实看，东亚地区仍然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区，具有许多典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特征。比如，传统安全困境依然存在，大国之间缺乏政治信任，甚至不时出现关系紧张和恶化的情景。再比如，所有东亚国家对主权、领土安全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许多东亚国家之间都存在领土争端，并且这些争端在国内政治进程中有着明显的反映，有时甚至很激烈。即便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会像欧盟一些国家那样对待和解决有争议的领土问题。除此之外，东亚及其相邻地区存在许多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热点，域外大国参与东亚合作进程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亚合作的政治背景和安全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大国主导东亚合作进程的设想都是不现实的。而东盟是地区主义的倡导者，在地区合作实践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驾驶员”的席位是合理的并且是切实可行的。而中小国家主导的合作进程，首先就需要在启动进程之后努力维护这一过程，并将大国有效地纳入过程之中。

东亚合作的过程主导特征反映在这个过程的多元性上面。东亚是一个大国之间战略利益纵横交错的地区，可能正是多元复杂的过程特点使得这些利益和力量归于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平衡。有学者指出在东亚至少存在着六个基本要素：即美国领导下的安全体系，崛起中的中国，中美“限制性接触”，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东盟共同体和地区内经济、社会和科技的相互依赖态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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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要素，比如中日韩合作机制等也在运行。事实上所有的这些要素都在东亚地区存在，并在多边区域合作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地区合作架构比较自然地发展为一个多层次、多样化进程的复合体。所以，东亚既有东盟促使大国之间相互制衡的战略因素，也由于合作过程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平衡”（balance of relations）状态：各种机制相互交错，各种关系相互纠缠，各种平台相互重叠。恰恰是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关系平衡系统之中，在错综复杂的地区合作过程之中，东亚地区基本保持了和平与稳定，经济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活力最强的地区。

东亚地区架构的开放性不仅有着某种必然，也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亚洲地区主义的开放特征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彼得·卡赞斯坦在比较欧洲和亚洲的时候，认为两个地区都有着开放要素，亦即他称为“多孔化”的现象。但是他观察到东亚地区主义比欧洲地区主义更加开放，更加多孔。之所以如此，有几个重要原因。首先是政治和战略的原因。美国二战后的全球战略直接影响到亚洲的地区主义模式。美国当时在欧洲采取了支持多边主义的行为，鼓励当时的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卡赞斯坦指出，这种战略的背后是美国与欧洲的认同远高于与东亚的认同，因此可以放心地支持欧洲的地区多边主义。正是在这种情景之下，欧洲的一系列地区制度才得以成立和发展。而在东亚，美国不支持地区多边主义，而是坚定地支持美国和地区国家之间的双边主义，以美国的轴辐结盟为支柱的主导政策使得东亚地区性的多边主义和多边机制难以发展，同时也使得亚洲外向的多孔化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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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亚洲地区错综复杂、散布弥漫的经济网络。这样的经济网络与外部世界密切地相互依存，灵活并且充满活力，从本质上就具有高度的过程性和关系性，因此也就加大了开放的可能。除此之外，当然还有现实的原因。东亚的地区合作起始于东盟，而东盟作为非地区大国在主导地区合作进程中需要不断实施开放的地区乃至全球政策，使各种权力关系得到制衡，使各种错综复杂的合作过程相互影响、相互平衡，使各种不同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平衡；各种参与这些过程的行为体相互影响、相互平衡。

东亚地区架构的特点是历史和现实造就的，是这一地区国家在长期的互动实践过程中造就的，不管人们批评还是支持，都不会消失殆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特点可能会更加明显、更加突出。这些特点虽然不同于欧盟这个二战后一体化最成功的地区，但是，就东亚地区的现状而言，这些特点保持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成了地区的合作与发展。这对于东亚地区的所有国家以及参与东亚合作进程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

当然，我们不能漠视过程主导模式的负面效应以及这些效应产生的合作困难。过程性产生的不利因素之一就是地区一体化的缓慢发展和制度确立的滞后。我们在讨论治理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综合治理模式，强调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结合。东亚地区合作已经显示出两者之间的某种失衡。东盟在面临解决成员国之间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某种低效和无力，如何在维持过程和实现结果之间、在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在渐进发展和实现效率之间、在东盟主导地位和东盟自身力量方面达成一种合理的平衡，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合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关系社会特征明显的地方，由于实践活动的取向是弱制度，所以，加强制度建设可能是更加需要关注的事情。进而，多元性的负面效应就是架构的重复与重叠。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基本上没有等级和分工，往往是并行发展。比如东亚峰会原来是以“10+3”为范围替代“10+3”机制的领导人会议，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10+3”和“10+6”成为两个并行的机制，各自的功能也仍然处于磋商、协调和争论之中。未来则是“10+3”和“10+8”共同存在。过程的一个特点是过程参与者因为没有也无法进行事先的充分设计，加之过程自身的动力，所以，“摸着石头过河”往往是过程主导型合作的一个惯常做法。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先从容易的事情做起，易于降低互动成本，维持合作过程；另一方面，也会时时遇到重大困难，需要做出重要的调整。比如在金融领域，往往是从双边到多边，清迈协议的多边化是对各方都有利的事情，但其磋商过程却充满困难。贸易领域的多边性制度化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三个“10+1”自贸区成立之后如何建立“10+3”范围内的自贸区仍是一个问题。开放性有着十分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会面临失去界定地区范围标准的危险。一方面，地区确实不仅仅是由地理范畴所决定的，政治、战略和社会定义无疑在界定地区的时候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地区自身的特性也需要地区有一个必要的地理范畴。否则，真正实现地区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共同体也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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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既是确定东亚地区合作长期目标中的重要考虑，也涉及眼下的具体合作。由于几十年的东亚合作是过程主导的，改变过程合作模式是不现实的，如果发生过程主导型模式的逆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很危险的事情。实际上，2010年美国重新高度关注东亚以来，东亚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有些征兆似乎要危及东亚合作的主流进程，比如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各方的言辞和立场，比如一些国家在涉及传统安全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策动向等等。虽然东亚地区仍是合作态势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也还没有理由说这些迹象就能够颠覆东亚合作主流进程，但至少是存在一些危险的迹象。在当前的情况下，从过程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积极维护合作过程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比起20世纪最后几年，目前东亚地区合作过程的动力较弱，东盟自身的一体化遇到诸多问题，地区大国之间仍没有达到合理的信任程度，另外，域外大国也在积极介入。认真思考现有机制之间的合理协调，坚持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东亚地区多元多重多样的地区架构，促进各种机制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保持和加强东亚合作过程的动力，是进一步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护合作过程，防止过程发生不良逆转，就能够为下一步积极发展东亚合作奠定基础。

二、中国参与东亚合作过程

中国参与东亚合作对于过程建构理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个案。中国是东亚地区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历史上，中国是东亚地区的秩序主导国。后来，中国长期又是一个战乱不断、相对封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地区和世界事务。在东亚地区合作领域，自中、日、韩三个地区较大的国家加入东亚合作进程以来，东亚的多边区域化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如果我们说在过去四十年中，过程主导型模式在东盟十国中运转基本良好且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的话，中日韩三国的加入将是对这一模式的巨大考验。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参与和行为更是各方关注的事情。

最主要的考验是由东盟按照东盟模式发起的共同体建设过程是否能够成功地吸引这一地区中较大的国家并使之社会化。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第一，大国的加入是颠覆原有的过程并建立新的权力结构和地区秩序，还是保持现有过程，使体系由一个敌对的角色结构向非敌对的角色结构转变；第二，过程孕育和产生的规则和规范是否被主要大国所接受并在参与过程中得以遵守，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得以遵守；第三，主要大国是否进行自我约束以维持过程的延续。如果主要大国自愿加入这一过程，接受由过程产生的规则和规范，并且即使在自身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仍然进行自我约束以维持过程的延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以过程为主导的模式就具有解释力。所以，有必要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作为一个例子对过程建构的理论模式加以检验。

1. 中国参与合作进程：关系和角色结构的改变

我们借用角色结构的概念来表示国际体系文化的特征，它界定了全球层面或地区层面的体系中某一行为体相对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我们根据霍布斯、洛克和康德这三种国际体系文化定义三种角色结构。在这三种文化中，其角色结构分别被定义为敌意、竞争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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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加入某种过程的时候，可以使角色结构发生变化：既可以从敌意角色结构转化为友谊角色结构，也可能从友谊角色结构转化为敌意。从1967年至今，东盟和中国的角色结构从以霍布斯文化转变为以洛克文化为主的政治文化结构，这种转化的动力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中国参与东亚合作进程。

东亚一体化构想可以追溯到1990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穆罕默德·马哈蒂尔提议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是这一构想的起源。当时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反对，这一提议未能得到采纳。20世纪60年代，东盟国家将中国视为一个敌对的大国，并认为中国不会对东亚多边区域化持积极态度。中国作为一个革命意识很强的国家向这些东南亚邻国输出革命的做法也加深了双方的敌意。中国与东盟角色结构是权力政治思维主导的猜忌和敌对的政治文化。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希望同周边改善关系。这就涉及一个根本的角色结构转化问题。一方面，东盟国家对中国十分戒备；另一方面，中国更希望在双边基础上与东盟国家分别交涉，因为这种方式不会增强已经成为一个区域集团的东盟的相对实力。这种状态一方面是中国开始寻求合作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也有权力思维因素的作用。

双方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发展。1991年中国和东盟开始进行高级别的非正式接触，其后确立了对话伙伴关系，虽然当时的中国外长是以马来西亚外长的朋友身份参加了东盟的活动，但角色结构转化初显端倪，双方至少认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重新定义相互的关系，改变原来相互敌对的身份。这样一来，参与过程与角色转化同步发生，并且相互加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各国都感受到地区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不仅中国而且日本和韩国也加入进来，但中国起到了率先加入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大国竞争有利于中小国家主导地区合作进程的态势。对于一个大国，主动参加中小国家发起并主导的地区合作进程，这样的行动对地区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中日韩均表示愿意参与，10+3机制得以创建，并从此保持了基本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决定加入这一过程，双边主义的偏好也逐步转变为遵循多边主义规范；同时，东盟国家也欣然接受中国的加入，使其参与到多边区域化中，这就使得敌对的角色结构开始向合作的角色结构转变，并引发了双方身份的根本变化。“东盟-中国名人小组”（ASEAN-China Eminent Persons Group）提供的报告描述了它们之间关系的转变：从1967年8月东盟建立到1991年东盟与中国之间建立联系，双方关系从对抗和猜忌转变为对话、合作和建立在平等、睦邻、互信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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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既是双方关系的变化，也是双方身份的重新定位。两者均是在地区合作这一过程中实现的，参与性实践活动重新界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自从加入地区合作并且不再被东盟国家视为敌对国家以来，中国从总体上改变了对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态度。为了增强互信，中国在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中不断地采取了一些合作和友善的举措。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到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在2002年的东盟-中国首脑会议上，中国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2003年的10+3首脑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条约》，并且签署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2003年中国重申了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意愿，以尽早签署《东南亚无核区条约》（SEANWFZ）议定书。2005年初，中国和东盟将早期收获（Early Harvest Program）项目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组成部分。这些措施表明了中国约束自身行为以符合协议和宣言中所规定的规范，进一步确保了东盟的地区安全、稳定与繁荣，并且显示了与地区共享其发展成果的意愿。通过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纽带以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中国也增强了自身对于东盟的认同。

在2000年的“10+3”首脑会议上，泰国和马来西亚提议开展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将东亚峰会列为重要研究内容。一年之后，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EAVG）向“10+3”首脑会议提供了一份报告。这份以构建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EAc）为远景目标的报告提议“将‘10+3’年度首脑会议发展为东亚峰会”
[34]

 。这清楚地表明，当时预期的结果是在“10+3”的地理范围内建成东亚共同体。2002年，东亚研究小组（East Asia Study Group，EASG）向“10+3”首脑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17项短期措施和9项长期措施。其中的一项中长期措施是“继续将‘10+3’首脑会议演化为东亚峰会”
[35]

 。2004年11月，“10+3”首脑会议正式决定于2005年12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第一次东亚峰会。第一次东亚峰会于预定日期成功召开，但是与会国增多了。共有16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包括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从建设东亚地区化的构想初步酝酿，到“10+3”机制的建立和实施，再到“东亚峰会”被正式提议和正式召开，经历了25年的历程。这是一个不同的规范和利益竞争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涉及东亚峰会的时候还会做详细的讨论。中国从一个东亚合作过程之外的国家转而参与了这一过程并且改变了自己与东盟的认同，从而导致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角色结构发生转变。这事实上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随着结构角色的转变，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国相对于东盟的身份以及中国对东盟和东亚地区合作的态度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些都是在中国参与东亚合作过程的实践活动中发生的事情。

2. 东亚合作过程中的中国：维持过程与界定国家利益

对于过程主导型模式来说，有一个关键的检验，这就是观察当参与国维持过程与维护国家界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参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可能的情况有三种，一是以自我界定的国家利益为重，无视合作过程自身的持续发展，这是现实主义的预测；二是以未来的回报为重，暂时搁置利益，这是制度主义的预测；三是调整甚至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保持合作过程的持续发展，这是过程建构主义的预测。如果说在东亚峰会参会国资格问题上，中国界定的利益是在10+3的框架中深化地区一体化过程，那么，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利益将会占优，只有当受到来自更强大的国家的压力时才会被放弃，转而采取合作行动。根据制度主义的观点，未来影响（shadow of the future）的效用将使行为体为长远收益而放弃眼前利益，因此会采取合作行为。
[36]

 这两种观点都难以为东亚峰会的磋商和妥协过程提供满意的解释。一方面，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并没有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权力；另一方面，也很难确定东亚地区过程扩大之后会对中国长期的国家利益有着更大的好处。那么，过程建构主义的预测是否可以较好地理解中国的行为呢？

让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中国界定的国家利益。东亚峰会的提议是于2001年第五次“10+3”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的，那时中国已经与东盟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37]

 在最初的规划中，东亚峰会被考虑为代替“10+3”的机制，即当“10+3”机制发展到足够成熟的时候，在同样的地理范畴内发展成为更加协调和平等的一体化机制。倘若如此，所有的13个国家都将以平等的身份加入东亚峰会，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也将以这个地理范畴作为基本的依据。中国将不再是由中小国组成的集团请来的客人，也不是以“+3”这种不尽平等的地位参与，而是具有完全意义上的东亚峰会成员国。如果东亚峰会取代了“10+3”机制，中国将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平等地参与到设定议程和发展规范中去。同时，在“10+3”的框架中，中国不会受到域外大国的制衡，会有着更加重要的地区大国地位。东亚共同体建设将会更加接近欧盟的模式，即具有比较严格的地理范畴，各成员国平等参与，大国更多地处于中心和主导位置。这种机制将会促进中国在地区合作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成员，也使中国能够在一体化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支持对于东亚峰会的最初提议和设计方案是符合中国所认知的国家利益的。

根据这种推理，扩大东盟峰会的成员并不符合中国界定的国家利益。东盟的战略方针是扩大，虽然内部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东盟当时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即在东盟主导下以大国平衡大国，包括域外大国平衡域内大国。所以，在多次讨论之后，东盟总体意见是赞成扩大。东亚峰会成员国的扩大存在多种可能的情景。具有一定政治和经济实力的澳大利亚和印度将对中国起到制衡作用。与美国结盟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可能在地区内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主导地位。
[38]

 但是如果中国根据自己界定的国家利益，坚决反对东盟的决议，则会滋生并加强不信任的情绪，甚至会破坏地区的一体化过程。为了使合作继续进行，中国需要对利益做出再界定。为了尽可能将扩大东亚会议成员国对自身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当时争论的若干模式中，中国首先趋于支持“10+3+3”的分层次结构，当这种模式未被通过，中国进一步接受了东盟的意见，同意接受东盟关于“10+6”结构的决议。为了不使一体化过程受阻，中国支持了一个开放的东亚峰会机制，并且接受了东盟采取的筛选成员和建设制度的标准和规范。

第二，我们需要考察未来影响的效用。如果中国的长期目标大于眼前利益，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仅仅是为了实现其长期目标而接受东盟意见的。中国的长期利益是什么呢？是由原来的13国组成的地区共同体，还是包括其他诸如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大国的扩大后的共同体呢，抑或包括美国等全球性大国的地区机制呢？西方国际政治学告诉我们，在一个较小范围内，这个地区的大国更容易成为一个主导国家。如果域外大国加入，尤其是美国，显然对中国的利益有不小的影响，因为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两面下注，其中防范加遏制的战略也是不言而喻的。并且，随着美国两党的交替执政，对华政策也有不确定性。另外，一个扩大的地区共同体将会使得地区共同体过程更加难以实现，而实现比较严格地域意义上的地区共同体建设显然符合中国建设友好周边的外交战略。因此，中国接受东盟的意见似乎并非出于对长期利益的考虑和反复权衡。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未来影响的效用也似乎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

于是，我们还有两个答案。一个与国内因素有关：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中国保留在过程中，以使得中国能够继续在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环境中集中精力于国内的发展。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的国情表明，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将精力集中在国内发展上面。另一个与过程有关：地区多边过程具有其自身的动力和吸引力。这种过程的维持可以营造一种总体平和的气氛和关系，这有的时候比实质性的成果，甚至比未来影响更为重要。我们认为两种因素都起作用。
[39]

 并且，这两种因素是相互联系的。地区合作进程如果能够在良性的道路上发展，中国的周边也会比较稳定，这当然有利于中国保持国内的稳定，集中精力多做国内的事情。

从另外一个发展变化中也可以看出过程的动力。尽管在地区内存在关于“10+3”机制和东亚峰会的不同意见，随着东亚峰会的临近，东盟在不同场合不断强调，东盟将会继续保持它的驾驶席位，“10+3”机制也仍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渠道，东亚峰会则是进行广泛的战略性对话的平台。
[40]

 这对中国有着有利的一面，也有着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由于“10+3”机制仍然是地区合作的主渠道，由西方国家主导地区事务的可能下降。不利的一面是中国会面对较强国家更多的制衡。为了减少东盟的担心和恐惧，增强互信，避免区域一体化过程受到重大挫折，也为了实现与东盟国家更好的认同，中国支持了东盟提出的东亚峰会模式和东盟在共同体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并且不断表明中国对于开放地区主义的积极立场。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东亚各种会议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传递了三个信息：首先，东亚合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应当被巩固和深化下去；第二，中国是一个和平、合作和负责任的伙伴，愿意同地区分享其发展成果；第三，中国坚持开放地区主义，遵循东盟所制定的规范。
[41]

 这表明由中小国家所领导的地区过程正在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更深入更广泛地参与和融入一个地区社会化的过程，并且中国将参与和维持合作进程放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面。过程的维持似乎对各方而言都是重要的利益所在，而这些利益中许多都是由于这种合作进程才产生的。因此，我们说，一旦参与了某种过程，就要受到过程自身动力的作用。合作过程的动力来自各种流动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编织成一个社会性网络，颠覆合作过程或是撤出合作过程都是成本极高的事情。

三、东盟领导地位：“10+3”机制、东亚峰会与大国的社会化

东亚的合作进程是东盟主导的。这就意味着，东盟在合作进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包括通过地区进程对大国的社会化。我们说，社会化的标志是规范的传播和被接受。东盟的规范有很多内容，我们在这里集中讨论东盟领导地位这一规范。东盟对规范是重视的。第一次10+3首脑会议于1997年12月15日召开。之前的5个月，马来西亚的巴达维在第二次东盟会议的主题发言中指出：“规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东盟文化的一部分。”
[42]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时东盟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国际制度在规范意义上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这些规范是文化和社会意义上，或者说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司法和理性意义上的，制度化程度仍然很低，主权让渡也十分有限。
[43]

 这通常被称为东盟模式，即偏好协商一致和最小限度的制度化，尊重国家主权，并且坚持不干涉国家内政。另外，除了这些一般性规范之外，东亚地区合作的一个十分特殊的规范就是东盟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东盟国家将东盟的领导地位视为东亚地区合作的核心规范，或者说是“规范的规范”。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东亚地区国家还是域外国家，都要首先承认和接受这一规范，才能够有参与地区多边合作的资格，一个基本的标志就是签署东盟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从东亚合作的重要机制来考量东盟规范被接受的情景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至少有着两个案例可以比较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一是东亚“10+3”合作机制，二是东亚峰会。这两个案例可以揭示东盟规范是如何向大国传播并且被大国所接受的。我们的重点是考察“东盟领导地位”这个规范的规范，所以，我们需要回溯这一规范是如何在这两个重要合作机制中被大国所接受并遵守的。

首先是“10+3”机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10+3”合作机制，现在被确定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渠道。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东盟与中日韩三个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金融和社会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并以经济金融合作为中心，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10+3”机制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确立的，当时东盟国家需要地区的支撑，中国、日本与韩国也需要在东亚地区谋求发展，各方都具有现实的利益。不过，在启动这一进程以及以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参与各方的共识，并发展成为一个核心的规范，这就是东盟的领导地位。应该说，东亚“10+3”合作机制建立以来，中日韩三国基本上接受了东盟的规范，尤其是东盟的领导地位这一核心规范。中国于1991年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也促成了中国1997年成为“10+3”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44]

 作为“10+3”机制的对话伙伴和参与者，中国不仅欢迎这种从敌意和对抗到合作的角色结构的转变，而且接受了东盟的规范。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多次强调中国不寻求主导地区事务，正说明了中国对这一规范的宣示政策。

由于中国率先加入了东亚合作进程，日本与韩国也相继积极地参加到这一进程中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从中日韩三国加入区域化，东盟的领导地位这种新的规范在这三个地区大国中也逐步建立起来。我们说这是一种规范的规范，因为它是需要地区大国首先接受的先决条件，并且赋予东盟国家具有设定议程和提出规范的地位。中日韩三国作为地区多边过程的一部分，需要接受上述规范并接受由东盟提供的新的标准和规范。虽然中日韩的物质性实力大大超出东盟，但东盟提出规则和设定议程的能力却使其权力地位大大超出其自身的物质性能力。而提出规则和设定议程的作用对于保持过程的持续是至关重要的，它本身就是权力。这种由扩大的地区合作而产生的新的规范对于维持地区合作过程具有重大意义，在东亚地区主义目前的发展阶段尤其如此。例如，尽管中日韩三国参与东亚地区多边过程涉及诸多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可是在过程当中，规范提供和规范接受（norm-giving and norm-taking）成为一种频繁的互动形式，从中产生的规范性力量又起到了维持过程延续的作用。正是如此，这三个国家在参与东亚地区社会化的过程中对东盟提出的规范接受程度是相当高的。

这是东亚地区化过程中极有意义的一个现象：东盟这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集团是规范的提供者，而中日韩三国往往是规范的接受者。这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化实践和日常活动的三步程序：首先，通过东盟成员国内部的磋商和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第二，东盟将达成一致的意见告知中日韩；第三，中日韩接受东盟的意见。在一般情况下，虽然也有磋商和妥协，但中日韩基本上能够接受东盟的一致意见。这甚至反映在东盟的日常工作程序中。在每一次“10+3”会议上，东盟国家都会在“10+3”正式会议之前召开一个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会议，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向中日韩提出。这样的规范不仅在东亚的官方场合得以遵守，就是在非官方的活动中也同样得到了遵守。这种似乎不甚平等的程序见于几乎所有的“10+3”会议中，起初中日韩似乎还不适应，但后来却慢慢习惯了。这种程序维持了东盟的核心地位，在实际上起到了维持过程延续的作用。否则，如果主要国家之间为争夺地区发展的领导权而展开激烈竞争，就很可能导致现有多边合作过程的中断甚至崩溃，东亚也会回到权力政治的时代。

再就是东亚峰会。东亚峰会是近十年来东亚地区合作讨论甚多的一个议题。如上文所述，东亚峰会的建议是由东亚展望小组提出来的，目的是以东亚峰会替代“10+3”机制，以促进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但是，东亚峰会讨论的过程成为一种激烈的思想和制度的竞争，说明这一合作过程所包含的复杂性关系和竞争性动力。东亚峰会最初设想到2005年召开时的情景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从2005年“10+6”的模式到2011年的“10+8”模式，又一次出现了新的发展。东亚峰会每次扩展所吸收的都是相对大的国家，包括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和美国这个全球性超级大国，而每次扩展之后，无论什么样的大国参与，都要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都要保持东盟的主导地位，也就是东盟主导地区秩序的现状。这也就是说，东盟要对大国进行有效的社会化。所以，东亚峰会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个案。

东亚峰会的参与国问题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用来考察规范是如何被提供和被接受的。尽管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将“10+3”首脑会议演变为东亚峰会的建议，召开会议的决定却直到2004年才最终做出。造成拖延最主要的原因是猜忌犹豫、戒备心理和意见相左。在东盟内部，一些国家积极推进，譬如马来西亚的巴达维曾言，东盟峰会“应当推进并且驱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过程”
[45]

 。但是另外一些仍然持怀疑态度，因为如果这项决议被采纳的话，东盟不仅可能失去它在东亚地区进程中的名分，还可能失去它对共同体建设过程的主导权。东盟将不再是联合起来的主导方，而是10个单个的成员国。在未来共同体的建构中，甚至很可能无法在与大国的竞争中捍卫自己平等的发言权。因此东盟在召开东亚峰会之前必须回答几个问题：首先，东亚峰会与“10+3”机制的关系如何？是应由一个取代另外一个还是二者并存？第二，如果二者并存，它们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关系如何？第三，东盟怎样才能平衡东亚峰会中的大国并且维持自己在共同体建设中的枢纽或核心地位？这些问题的核心是东盟在东亚一体化出现重力加速度的时刻如何确保自己的驾驶席位。因此，谁有资格成为第一次东亚峰会的与会国就成了争论的焦点。

东盟国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东盟愿意看到区域合作朝向共同体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它又担忧这一过程会被中日韩三个大国操纵和主导。东亚峰会作为东亚地区合作的机制直到2004年7月的第五次“10+3”外长会议上才被正式承认。东盟峰会的潜在价值得到了确认，但各方也强调，在做出任何有关召开东亚峰会的决定之前，“需全面考虑这一构想的形态及各个方面，尤其是与现存的‘10+3’过程之间的关系”
[46]

 。2004年的东盟峰会上，东盟各国首脑达成一致，同意在第二年召开第一届东亚峰会。东盟国家的部长和官员被授予政治和外交权来设计东亚峰会的形态和选择与会国。

中日韩三国中，日本最先提出了扩大成员国的建议，具体地讲，是要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纳入东亚峰会之中。
[47]

 从日本角度来讲，澳新印参与有利于制衡中国。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第一大国，澳新是美国盟友；澳新两个国家此前就曾表示想要加入东亚一体化过程，分享地区发展的成果；美国强烈地支持其盟国更深地卷入东亚地区化过程；中国最初更希望区域一体化的深化而非扩展。2005年初，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她的东亚之旅中，清晰地告诉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应当尽力促成东亚峰会的召开，并尽力争取印度的与会权。
[48]

 由于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强烈反对，东盟曾一度拒绝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申请。
[49]

 但是2005年，东盟最终同意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列入会议名单。几乎在同时，印度在调整后的“东向政策”的指导下紧随中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条约》，并与东盟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后被东盟邀请加入了东亚峰会。

邀请这三个国家并非是无条件的。东盟国家为东盟峰会的与会权创设了三项标准，即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与东盟国家建立对话伙伴关系及与东盟国家的实质性关系。《东南亚友好条约》的非武力和非干涉原则规定了共同体建设沿着东盟模式的轨道发展，是东盟国家塑造东盟峰会未来走向的有力工具。因此，东盟国家非常坚持这一点。巴达维在博鳌论坛上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东南亚友好条约》“对东亚共同体的利益和福祉至关重要……世界上任何不愿伤害这一地区内国家的国家都不应该在加入这一条约的问题上遇到困难”
[50]

 。澳大利亚起先拒绝签署这一协议，但是后来为了获准参加东盟峰会而做出妥协。“对话伙伴”的标准将东盟置于东亚峰会的中枢，并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通过“东盟+1”的机制来控制这一过程前进的速度。最后，“实质性关系”为东盟的外交手腕留下了足够的余地和充分的空间。通过这三项标准，东盟守住了东盟峰会的门槛，并确保自身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不仅决定了谁能够成为游戏参与者，而且用相对具有约束力的《东南亚友好条约》和社会性规范（对话伙伴和实质性关系）对游戏参与者加以限制。因此，当截止日期临近之时，东盟国家用典型的东盟模式解决了这一问题。

当第一步完成之后，东盟国家开始接近中日韩三国以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2005年12月中旬在吉隆坡召开了一系列首脑会议。2005年12月12日，东盟国家召开了第11次东盟国家首脑会议，再次确认了它们的一致立场。这次首脑会议的主席声明题为“同一构想，同一身份，同一共同体”（One Vision，One Identity，One Community），显示了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以及塑造以东盟为主的地区框架的坚定决心。在这次峰会上与会各国就以下问题达成了共识：即东亚峰会将是“由东盟推动的为实现广泛的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共同利益的开放的、包容性的论坛”和“供领导人之间交流看法的自上而下的论坛”，东亚峰会和“10+3”机制“在平行的轨道上运行”，并且“互为补充”，以及每年召开东亚峰会。会议也重申了“确保将10+3过程作为实现东亚峰会的主要途径”。
[51]

 当天下午，第九次“10+3”首脑会议召开。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就上述共识举行会谈，并于会议结束后立即发表了《吉隆坡宣言》，重申将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长期目标，并强调以东盟主导的“10+3”机制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主渠道。为了加强“10+3”机制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地位，会议决定为2007年“10+3”过程10周年纪念准备一份关于东亚合作的第二次联合声明。
[52]

 第二天，东盟国家与其对话伙伴分别举行了首脑会议，取得它们对东盟决议的支持并确保自身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可以看出，“10+3”合作进程与东亚峰会都被保留下来，这虽然与东亚地区合作原来以东亚峰会取代“10+3”的设计全然不同，但是，这样做却保住了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也保住了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主流。

东盟峰会于第三天召开。经过所有这些前期准备，东盟峰会以多数赞成通过了大会主席声明和《吉隆坡宣言》。
[53]

 这些文件对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首先，东盟作为“推动力”（driving force）的地位得到公认，东亚峰会的与会国必须以接受东盟提出的三项标准为参会的先决条件；第二，东亚峰会被定义为“就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广泛的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对话的论坛”；第三，东亚峰会可与“10+3”机制（APT）和“10+1”机制（APO）一起存在，对地区的共同体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54]

 “10+3”和东亚峰会是两个并行的机制，不存在相互取代的问题。尽管存在利益上的竞争关系，东亚峰会的成员国最终同意接受东盟国家的提议。这种结果表明，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东盟，成功地进行了规范扩展和标准设定。

这三项标准通过对东亚峰会参与资格的清晰规定解决了成员国的问题，使得东亚峰会如期举行。这些标准是由东盟国家提出，并获得中日韩三国同意的。从单纯理性的角度或是以欧洲地区合作的实例来看，三项标准似乎有着明显的不合理成分。首先，这三项标准对于地区的定义是非地理意义的。虽然成为东亚峰会，但是由于三项标准没有对地理要素做任何规定，这就意味着世界上的任何一国都可以参与东亚峰会。根据这些标准，地区并非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更多地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对于扩大“10+3”框架持反对意见的国家利用地理界限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们认为如果不考虑地理因素，那么只能称之为“在东亚召开的峰会”而非“东亚峰会”。第二，这些标准并不是“10+3”机制磋商制定的，而是由东盟提出和设定的。这样无论是“10+3”合作机制还是东亚峰会，都是由东盟设计和规划的，这有助于东盟获得标准设定者和规范提供者的地位。第三，这些标准与当年东亚展望小组最初的设想并不一致。东亚展望小组最初的设想是在“10+3”的地域框架内以东亚峰会代替“10+3”，亦即一方面承认地理范畴，一方面参与者的平等地位，而2005年召开的东亚峰会显然突破了这一框架。

中国、日本和韩国同意将这三项标准作为东亚峰会成员国的标准，并重申了对于东盟领导地位的支持。事实上，这三项标准再次确定了东盟的主导地位，重新界定了东亚地区，并且显然有利于东盟，也使东盟主导地位这一规范之规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这一过程中，非物质性权力发挥了主要作用。虽然东盟和中日韩三国中东亚峰会倡导者们的最初目标是以东亚峰会代替“10+3”机制，但是如上所述的激烈争论表明，严格坚持“10+3”的地理框架可能会导致区域化过程的中断和地区合作的脱轨。因此，这些标准的重要作用是维持过程的延续。接受这些标准使得东亚峰会得以如期召开，也使得地区合作过程得以持续。

2009-2010年间，东亚地区合作似乎又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焦点又一次集中在东亚峰会上。就东亚地区而言，合作进程在继续发展，现有的各种合作机制进一步深化了合作，东盟出台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成为东盟合作的又一个重要措施，中日韩也在这方面跟进；《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正式生效，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实施一年，中国与东盟在诸多领域的合作深入发展，包括金融合作、投资便利化、设施和人员的互联互通都在进展之中。在东亚地区合作过程中，东亚峰会的与会国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并且，根据东盟的意见，东亚峰会正式邀请美国和俄罗斯参加，使成员国扩展到十八个。

另一方面，这段时间的东亚也频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局势。美国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加强了与东亚盟国的同盟关系；东亚领土争端似乎掀起了一个高潮，中国与越南、菲律宾、日本，日本与俄罗斯，东盟内部的泰国和柬埔寨都围绕领土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不稳定的事件。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加大，“中国前途不确定”、“中国威胁”等声音再次高涨。虽然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进一步发展，但是政治、战略、舆论等大环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力量和声音之间的角逐，政治现实主义回潮，无政府性加强，东亚合作进程的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对于东盟、日韩、美国和其他参与国来说，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中国参与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之后，支持了东盟的领导地位，对自己的政策、战略和行为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调整，这对于地区合作进程的维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下一步东亚合作进程，可以做出两种基本的预测，一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努力维持合作进程的持续发展，为此，各方需要顺应东亚几十年合作进程的势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进行政策和战略协调，做出不同程度的妥协；需要各方不将其他国家设定为敌人，而是在现有基础上发展已经为东亚地区带来实惠的合作文化，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地区政治文化。二是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发生逆转。在三种情况下，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可能会发生逆转。首先是中美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对抗。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加大介入，显然会对地区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地区大国，同样对东亚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东亚地区国家需要在中国和美国两方进行选择和站队，这对东亚来说不啻是一个最重大的转折，也是颠覆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最可能因素。其次是大国寻求主导地区合作。这些年来，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之所以不断得以维持和维护，除了大国的自我约束之外，东盟的主导地位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过程主导合作模式的一个核心变量。在几十年的合作过程中，大国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比如中国和日本。但是，这些竞争的前提是不颠覆东盟的主导地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推进了地区合作进程。现在，参与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大国越来越多，不仅像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而且包括美国和俄罗斯也加入进来。这些大国之间没有足够的相互信任，在很多时候都是以两手对两手，在这种情况下，大国能否尊重并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这是东亚地区合作进程能否得以维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东盟是否能够加强自身建设，实现东盟共同体，担当自身的领导地位，也是维持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在东亚合作进程中逐步形成的规范是否可以得到持续的遵守和尊重。由于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不是以权力为主导的，所以，经过多年互动实践形成的一些规范就成为维持和推动进程的重要力量。即便是在进程出现乏力的时候，只要这些基本的规范能够得到遵守，合作进程本身就不会被颠覆。这些规范是否可以得到持续的遵守和支持，或是由于大国的参与而被放弃甚至推翻，这是决定东亚合作进程命运的又一个要素。

根据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在过去几十年里产生了自身的动力，这种动力对于地区大国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克服了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保证了中日韩等地区大国参与之后继续维持合作进程。围绕第一次东亚峰会扩员，虽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但并没有颠覆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在目前这次再扩容的情况下，当欧美大国加入之后，这种过程动力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必须足以克服负面效应的力量，否则合作进程的逆转也是可能的。所以，今后东亚地区合作的实践是对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的进一步验证。

结语

以上所举的三个例子说明，东亚正处于一种巨大的变动之中。东盟的成立和发展、东亚的经济动力和金融危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随后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域外大国的介入等等，都使得东亚地区这个原本就具有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地区变得更为复杂。东亚地区合作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变动之中、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之下展开的。在这种大的变动之中，无论是权力结构、制度结构还是观念结构都没有成型，各种力量都在发挥作用，各种制度取向都在产生影响，各种思想观念都在参与竞争。东亚地区一方面显示出强劲的合作动力，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各种力量竞争的张力，东亚的合作在动力和张力中前行。

正是这种变动不居的特征，使得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面显得乏力，因为这些理论所预设的结构在东亚地区都难以辨认、难以确定。新现实主义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在东亚地区不存在一个清晰的物质结构，因此也很难找出决定国家合作行为的结构性因素。比如，中国是在国力不断增强的条件下而不是在外力的胁迫下参与东亚地区多边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也是相当牵强的。无论是东亚区域化的一般程序还是东亚峰会的特例都表明，东亚的制度化水平较低，并且也没有可以追求高制度化、形成有效的制度结构。东亚现有的制度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定义的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异，许多都是所谓的“软制度”。在东亚峰会问题上，不存在迫使中国合作的制裁性制度。主流建构主义也不能提供充分的解释，因为东亚地区的观念结构还仍在形成当中。尽管东盟模式已经开始扩展到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开始孕育东亚政治文化，但在中日韩三国迅速加入地区过程的情况下，尚未整合为一种统一的地区观念结构。根据温特的理论，建立在自有观念基础上的友好合作不属于康德无政府状态的文化类型，而东亚峰会中的16个国家显然并不生活在康德式的社会结构之中。近年来，美国等地区外大国的大力介入，也可能使得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以及观念结构出现新的组合或形式，变动仍然是东亚地区的重要特点。尽管存在上述情景，东亚合作进程至今仍在发展之中。

主流理论之所以不能解释东亚峰会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合作行为，是因为它们都是以静态结构为主要考虑的，也都是结果取向的理论：新现实主义考虑业已形成的实力结构会导致什么样的行为结果，新自由制度主义考虑业已形成的国际制度会导致什么样的行为结果，结构建构主义考虑业已形成的观念结构会导致什么样的行为结果。当这些结构、制度或文化不存在或是不明晰的时候，结果就成为无法预测的未知；当这些结构、制度或是文化处于变动状态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瞬息万变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根据理论预设的结果。

使用过程建构主义的模式对于解释变动中的东亚，目的就是使用一种解释变化的理论来考量东亚合作的实际情况。过程主导型模式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将过程置于集体身份建构的核心；第二，将过程特有的“化”的能力设定为权力资源；第三，对于解释不存在明显结构和制度的环境中国家为什么合作，尤其是大国在社会化过程中为什么采取合作行为，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的途径。过程主导型模式的重心在过程，过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导向结果，而且还在于它能够建构权力和化解权力，能够建立、定义和重新定义关系和身份。过程主导型模式所蕴涵的政策意义是，在确定了某种长期的目标之后（比如建立东亚共同体），如果通往目标的过程充满动力并得以维持和加强，它最终会自然而然地导向预期的结果。因此，根据目前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需要将维持区域化的过程既当作手段也当作目的，将加强区域化过程的动力当作重要的政治意愿，也需要意识到管理区域化的过程比急于取得区域化结果更加重要。

“关系”是过程的核心，或者说过程就是流动的关系。我们说东亚地区合作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建立并启动了东亚合作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所有参与人员来说都是一个重新定义关系的机会。东盟开始建立的时候，成员国相互不再界定为敌人而是同一集团中的成员；扩大之后，原先的敌对国家也相互重新界定了关系，包括曾经发生过战争和占领的国家之间；中国-东盟建立关系之后，原来完全敌对的状态不复存在，双方以“伙伴”的身份参与地区合作。如今，我们可以批评东亚合作没有有效的制度结构，可以批评东亚地区主义没有主导的文化结构，但是，如果没有东亚合作这个重要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的维持和发展，很难预料东亚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能排除现实主义预言的许多恶性事件会发生，因为冷战期间的东亚就是战争连年不断。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不仅中小国家而且地区大国都参与了东亚地区合作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过程中的激烈竞争。但是有一点，如果一个国家加入了这一过程，这个国家的基本战略就会是合作大于冲突；如果地区主要国家都加入了这一过程，合作就成为主导的方面。反之，如果这一过程出现逆转，或是出现断裂，东亚地区就会重新陷入纷争甚至战乱。

东亚地区合作目前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2005年峰会之后，中国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第一大经济体；2010年，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强调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强调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关系；2011年，美国和俄罗斯将正式参加东亚峰会。大国的纷纷介入，使得大国协调的观点重新有了市场。大国协调是一种制度性安排，指几大国通过多边合作来保证稳定并防止战争。这种结构可以协调大国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彼此之间的冲突。大国协调之下建立的安全机制具有排他性和相对非正式的特点。一般来说，排他性尤其表现在小国不可能进入协调安排方面。大国协调只在诸大国之间存在着维持现状或避免战争的根本共同利益时才可能出现。非正式则表现在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结盟关系，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共同的规范和行为准则。1815年至1823年的欧洲协调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55]

 大国协调就本质而言是主要行为体在次区域、区域或全球层面的合作。2011年6月25日中美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首次亚太事务磋商，再次引发了大国协调的讨论，甚至“两强（G2）”共治的说法也再次在地区层面上被纷纷议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东亚或是亚太地区需要大国之间的协调，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尤其是美国“重返亚洲”之后。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汇的地区。中美分处太平洋两岸，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经济总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历史证明，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建交和发展关系的30年恰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合作不仅推动了中美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迅速增长，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发展到更深层次，中美在亚太地区互动增强，利益汇合点增长，矛盾也随之增多。进而，亚太格局正在经历重要的调整、转型和重塑，美国建立的地区安全秩序和中国引领的地区经济格局需要相互协调和相互适应，因此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就格外重要。中美关系稳定，则亚太地区稳定。亚太地区也应该成为中美合作的主要地区。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旨在拓展中美合作领域，扩大中美共同利益；旨在协调中美战略政策，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旨在正视中美利益差异，妥善处理矛盾分歧。随着亚太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美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也会日益明显地体现在亚太地区。建立磋商机制，协调各自立场、避免战略误判、妥善处理危机、有效扩大合作、共同致力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已经成为中美的迫切议题。

但是，将大国协调作为东亚合作的基本机制甚至主导地区治理的制度这一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尤其是将中美共治作为东亚地区的治理模式就更难以成立。东亚地区并不存在可以形成协调的若干大国。首先，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东盟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其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排除或代替。第二，大国之间，尤其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缺少信任，形成有效协调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第三，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不是搞中美共治，更不是寻求中美主导亚太事务，而是通过加强沟通、协调战略、增进互信，推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保障政治大局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地区外大国的参与可能会发生两种结果，一种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参与，东亚地区增强了合作动力，激发了合作的潜力，出现更加强劲的地区合作态势；一种是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变数，加大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出现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抗。这是两种极端的结果，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两者之间。但无论如何，都与地区现在的合作过程密切相关：或是推进合作过程，或是颠覆合作过程。正因为这两种可能都存在，所以，目前东亚地区的重中之重是保持和维护东亚几十年来不断发展的合作过程，每个参与东亚事务的国家都应该为此努力。


注释



[1]
 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载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2]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


[3]
 Rey Koslowski and Friedrich V．Kratochwil，“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Soviet Empire's De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1994），p．216．转引自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Politics of Real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94。


[4]
 Friedrich Kratochwil，“Is the Ship of Culture at Sea or Returning，” in Lapid and Kratochwil，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pp．217-218．转引自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Politics of Reality
 ，p．96。


[5]
 John Gerard Ruggie，“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 Peter J．Katzenstein，Robert O．Keohane，and Stephen D．Krasner，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8，p．215．


[6]
 Peter J．Katzenstein，“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1-32；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


[7]
 参见Ruggie，“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8]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Katzenstein，Keohane，and Krasner，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255．后来，规范研究议程进一步扩展，不仅考虑“好”规范，也开始考虑所谓的“坏”规范；不仅考虑规范进化和生长，也考虑规范退化和死亡。参见Ryder McKeown，“Norm Regress：US Revisionism and the Slow Death of the Torture Nor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3（1），2009：5-25。


[9]
 James Barnes，Marshall Carter，and Max Skidmore， The World of Politics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0），p．35．转引自Finnemore and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p．262。


[10]
 Finnemore and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p．262．


[11]
 Francisco Ramirex，Yasemin Soysal，and Susanne Shanahan，“The Changing Logic of Political Citizenship：Cross-National Acquisition of Women's Suffrage Rights．1890-1990，”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735-745，1997．转引自Finnemore and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p．263。


[12]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pp．71-72．


[13]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7．


[14]
 “Reciprocity”往往被译为“互惠”。但是，“互惠”不能反映它的另外一重意义，即“互相损害”。所以，这里使用“互给”，表示这种相互行为可能是相互有利的，也可能是相互不利的。


[15]
 中国加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执行早期收获协议是这方面的例子。


[16]
 参见Robert Axelrod，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Robert Axelrod and Michael D．Cohen，Harnessing Complexity：Organizational Implications of a Scientific Frontier
 ，New York：Free Press，1999；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17]
 Qin Yaqing，“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a：Progress through Deb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 Vol．11（2011）：231-257．


[18]
 秦亚青主编：《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19]
 当时还是9+3，因为柬埔寨还没有加入东盟。


[20]
 当时，东亚思想库网络（The Network of East Asian Think-tanks，NEAT）组织了一个工作组，专门讨论东亚峰会问题。这个工作组于2005年初在马来西亚召开会议，东亚13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就东亚峰会成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主要是两种意见，一是东亚合作应该在10+3的范围内进行，另一种是东亚峰会应该对域外国家开放。我当时作为参会代表，目睹并参与了这一工作组的会议。


[21]
 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条约为标志，而东亚的区域化进程以宣言为标志。条约和宣言的区别揭示了二者的不同路径。


[22]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5．


[23]
 中国杨洁篪在2010年3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说：“我想指出，中方一直主张并且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方面起主导作用，我们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http://www.fmprc.gov.cn/chn/pds/sp/t662298.htm，2010年3月21日。


[24]
 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往往用已有的定义比照新兴的现象。在国际关系领域，欧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于是便与美国相比，认为要达到美国那样的融合程度才能称之为“国家”。当年，基辛格甚至说，如果要与欧盟协商，不知道要打谁的电话。但实际上，欧盟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国际行为体形式，虽然欧盟有了“盟歌”、“盟旗”和《欧盟宪法》，但它毕竟与美国这种联邦制的国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以具有高度现代性的国家定义去衡量欧盟，显然是不合理的。东亚地区合作启动以来，人们又习惯地使用欧盟作为一种标注，来衡量东亚地区一体化程度，比来比去，总觉得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于是就认为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地区一体化。实际上，欧盟作为一种新的国际行为体形式，可能就是它现在的样子，而不是成为美国的样子；东亚地区合作也有它自己的路径，可以借鉴欧盟，但不会是一个欧盟的复制品。用已有的模型来做比照，会产生启发，但不会产生复制品。我的观点是，对于东亚地区合作的实践，既要以现有的地区合作模式为比照，也要以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做参考，还要考虑东亚地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25]
 Amy Searight，“Process and the Art of Diplomacy in Asian Multilateralism：The United States，Japan，and China Compared，”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Relations，” Beijing，China，November 3-4，2005．


[26]
 Ernest Haas，“Turbulent Fields and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76（30）：173-212．


[27]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8]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pp．71-72．


[29]
 David Shambaugh，“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Relations，” Beijing，China，November 3-4，2005．


[30]
 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64页。


[31]
 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Vol．3，No．1，Summer，2010：5-36．


[32]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33]
 Report of the ASEAN-China Eminent Persons Group
 ，Jakarta：The ASEAN Secretariat，2005，p．13．


[34]
 East Asia Vision Group Report，“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http://www.aseansec.org，2010年8月30日。


[35]
 “Final Report of EASt Asia Study Group，” http://www.aseansec.org，2010年8月30日。


[36]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First East Asia Summit” and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East Asia Summit，” Kuala Lumpur，14 December 2005，http://www.ase-ansec.org．


[37]
 Report of the ASEAN-China Eminent Persons Group
 ．


[38]
 Rich Bowden，“Battle Looms over Inaugural East Asia Summit，” http://www.worldpress.org，December 11，2005．


[39]
 国内因素的作用十分重要。由于中国将国内发展确定为国家战略的重点目标，将周边确定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关注地域，所以，中国国内过程对于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意义不可低估。本文的重点是在国际层面，因此不对国内因素展开详细讨论。


[40]
 东亚各国代表在2005年8月召开的第三届东亚思想库网络年会（Network of East Asian Think Tanks）、2005年10月召开的第三届东亚论坛（East Asian Forum）以及东亚合作联合研究大会都表达了这种观点。但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日本认为应该着力加强东亚峰会的作用。


[41]
 参见Wen Jiabao，“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Opportunity of East Asia，” “Consolidate and Deepen Cooperation，and Join Hands in Building a Bright Future，” “Deepe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ASE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Uphold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Achieve Mutual Benefits and Win-Win Results，” http://www.mfa.gov.cn/chn/ziliao/wzzt/wjbzlfw。


[42]
 Haji Abdullah Badawi，“Keynote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2nd
 ASEAN Congress，”Kuala Lumpur，20-23 July 1997．转引自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p．72。


[43]
 参见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Peter J．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Japan and Asia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44]
 Report of the ASEAN-China Eminent Persons Group
 ．


[45]
 Abdullah HJ Ahmad Badawi，“Towards an Integrated East Asia Community，” keynote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Second East Asia Forum，December 6，2004．http://www.aseansec.org．


[46]
 “Chairman's Press Statement of the 5th
 AMM+3，”http://www.aseansec.org．


[47]
 Lu Jianren，“The Roundtable Game of East Asia Summit，”http://xmzk.xinminweekly.com.cn/hq/t20051216_760112.htm．


[48]
 Martin Walker，“Walker's World：Battles around New Asia Summit，” http://www.washtimes.com/upi-breaking/20050402-102241-8632r.htm．


[49]
 马哈蒂尔认为这些国家是欧洲国家，不是亚洲国家。同上。


[50]
 Peter Symonds，“Australia and East Asian Summit：Howard's Diplomatic ‘Success’ Turns Sour，”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5/may2005/howa-m06.shtml．


[51]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11th
 ASEAN Summit：‘One Vision，One Identity，One Community，’” Kuala Lumpur，12 December 2005，http://www.aseansec.org．


[52]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the APT Summit，” Kuala Lumpur，12 December 2005，http://www.aseansec.org．


[53]
 莫汉·马利克认为，东亚峰会上的分歧大于认同，所以，东亚共同体建设希望渺茫。马利克忽视了东亚地区主义的过程动力，因为东亚峰会的一个重要共同点是保持东亚地区合作过程。所以，东亚峰会的一大成就是过程的维持和加强。参见Mohan Malik，“East Asia Summit：More Discord than Accord，” Yale Global
 ，20 December 2005，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6645。


[54]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First East Asia Summit” and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East Asia Summit，” Kuala Lumpur，14 December 2005，http://www.ase-ansec.org．


[55]
 Charles Q．Kupchan and Clifford A．Kupchan，“Concerts，Collective 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16，No．1，1991，p．120；Susan J．Shirk，“Asia-Pacific RegionalSecurity：Balance of Power or Concert of Powers？” in David Al Lake andPatrick M．Morgan，eds.，Regional Order：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p．266．转引自陈寒溪：《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第36页。



索引

A

阿查亚（Amitav Acharya）

阿德勒（Emmanuel Adler）

阿尔克（Hayward Alker）

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

阿什利（Richard Asheley）

阿旺（Deborah Avant）

埃米尔拜尔（Mustafa Emirbayer）

埃斯佩恩（Eric G．P．Espern）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安乐哲（Roger Ames）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奥巴马（Barack Obama）

奥尔森（Mancur Olson）

奥根斯基（A．F．K．Organski）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

奥努弗（Nicholas Onuf）

澳大利亚（Australia）

B

巴恩斯（James Barnes）

巴尔金（J．Samuel Barkin）

巴奈特（Michael Barnett）

霸道（badao
 ；way of might；rule by force）

霸权（hegemony）

霸权国（hegemon；hegemonic power）

霸权体系（hegemonic system）

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包容性（inclusiveness）

保护带（protective belt）

鲍德温（David Baldwin）

暴力崛起（violent rise）

本体/本体论（ontology）

辩证法（dialectics）

　冲突辩证法（conflictual dialectics）

　和谐化辩证法（dialectics of harmonization）

　中庸辩证法（zhongyong
 dialectics；middle-way dialectics）

辩证关系（dialectic relationship）

表象系统（representational system）

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

博尔加蒂（Stephen P．Borgatti）

博弈论（game theory）

　零和博弈（zero-sum game）

波普尔（Karl Popper）

伯奇尔（Scott Burchill）

不列颠治下和平（Pax Britannica）

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布尔（Hedley Bull）

布莱克尔（Roland Bleiker）

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on Woods System）

布思（Ken Booth）

博伊塞（Peter Boyce）

布赞（Barry Buzan）

C

采姆皮埃尔（Ernst-Otto Czempiel）

参与（participation；involvement）

层次社会观（view of layered society）

查希尔（A．Zaheer）

长周期理论（long cycle theory）

倡议网络（advocating network）

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

陈寒溪（Chen Hanxi）

成本（cost）

成本效益（cost and benefit）

成核过程（nucleation）

成中英（Chung-ying Cheng；Cheng Zhongying）

冲突（conflict）

重构（reconstruction）

初始对话（initial dialogue）

传统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

丛林原则（law of the jungle）

存在（being）

D

搭便车（free riding）

达尔文（Charles Darwin）

大国协调（concert of major powers）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Great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GMS）

大同（datong
 ；greatharmony）

戴尔（Jeffery H．Dyer）

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

单极格局（unipolarity）

道德（morality）

　道德形而上学（moral metaphysics）

　道德存在（moral being）

德国（Germany）

等级制度（hierarchical system）

邓恩（Tim Dunne）

邓小平（Deng Xiaoping）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ry）

笛卡尔（Rene Descartes）

敌意（enmity）

第二轨道（Track Two）

第三轨道（Track Three）

第三条道路（Third Way）

第一轨道（Track One）

地区构架（regional architecture）

东盟共同体（ASEAN Community）

　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

东盟方式（ASEAN Way）

东盟秘书处（ASEAN Secretariat）

《东盟宪章》（ASEAN Charter）

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TAC）

东亚（East Asia）

东亚地区合作（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

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

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

东亚思想库网络（Network of East Asia Think-tanks，NEAT）

东亚研究小组（East Asia Study Group）

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

动态理论（dynamic theory）

动态过程（dynamic process）

对话伙伴关系（dialogue partnership）

杜维明（Tu Wei-ming；Du Weiming）

多边规则（multilateral rule）

多边化（multilaterization）

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多层次（multi-layered）

多蒂（Roxanne Lynn Dorty）

多尔蒂（James Dougherty）

多极格局（multipolarity）

多纳休（John Donahue）

多样性（diversity）

多伊奇（Karl Deutsch）

多元性（plurality）

多元主义（pluralism）

E

俄罗斯（Russia）

二重性（duality）

二十国集团（G20）

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

二元论（dualism）

二元一体（unity of binary opposition）

F

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

法国（France）

反思主义（reflectivism）

反题（antithesis）

范式（paradigm）

方法论（methodology）

分离式思维（discrete way of thinking）

风险（risk）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

非此即彼逻辑（either-or logic）

非信任（non-trust）

菲律宾（Philippines）

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

分析层次（level of analysis）

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al eclecticism）

冯友兰（Feng Youlan）

费孝通（Fei Xiaotong）

费正清（John Fairbank）

福山（Francis Fukuyama）

负责任主权（responsible sovereignty）

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

复杂系统效应（effect of a complex system）

G

刚性实证主义（hard positivism）

高程（Gao Cheng）

戈德斯坦（Judith Goldstein）

个体本位（individual as the key unit of analysis）

个体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

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

个体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格里克（Joseph Grieco）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公共物品（public good）

公民社会/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功能性合作（functional cooperation）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

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

共存（co-existence）

共同变化（co-evolution）

共同身份（shared identity）

共同体（community）

共有观念（shared ideas）

共有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

共有期望（shared expectations）

共有知识（shared knowledge）

共题（co-thesis）

关键性实验（critical experiment）

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

静止关系（static relations）

流动关系（moving relations）

元关系（meta-relationship）

关系本位（relations as the basic unit）

关系复合体（relational complexity）

关系建构主义（relational constructivism）

关系理性（relational rationality）

关系律（law of relationality）

关系平衡（balance of relations）

关系社会学（relational sociology）

关系身份（relational identity）

关系网络（relational network；relational web）

关系性（relationality）

关系语境（relational context）

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

观念结构（ideational structure）

规范（norm）

　好规范（nicenorm）

　规范接受（norm-taking）

　规范提供（norm-giving）

　构成性规范（constitutive norm）

　限制性规范（regulative norm）

规范倡导者（norm entrepreneur）

规范劝服（normative suasion）

规律（law）

规则（rule）

　制约性规则（restrictive rule）

国际规范（international norm）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惯例（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

　国际机制理论（theory on international regimes）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

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

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s， GNP）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s， GDP）

无主体过程（un-owned process）

有主体过程（owned process）

过程建构主义（processual constructivism）

过程视角（process approach）

过程主导（process-focused）

H

哈斯，恩斯特（Ernst Haas）

哈斯，马克（Mark L．Haas）

韩国（Republic of Korea）

郝大维（David Hall）

合题（synthesis）

合二而一（combination of two into one）

合同（contract）

合作（cooperation）

合作进化（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何友晖（D． Y．H．Ho；He Youhui）

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

和谐（harmony）

和谐化（harmonization）

核军备（nuclear armaments）

核心假定（core assumption）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al）

亨廷顿（Samuel Huntingdon）

互动（interaction）

　互动性社会化（interactive socialization）

　互动性实践（interactive practice）

互给（reciprocity）

互惠（mutual benefit；reciprocity）

互系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

互系性（correlativity）

华尔兹（Kenneth Waltz）

话语（discourse）

还原主义（reductionism）

怀特（Martin Wight）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黄光国（Hwang，K．K.；Huang Guangguo）

伙伴关系（partnership）

伙伴压力（peer pressure）

霍布斯文化（Hobbesian culture）

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J

吉尔平（Robert Gilpin）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吉隆坡宣言》（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

基恩（Edward Keene）

基欧汉（Robert Keohane）

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rule-based multilateralism）

基督教（Christianity）

集体非理性（collective irrationality）

集体情感（collective emotion）

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

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

　集体行动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贾维斯（Darryl S． L．Jarvis）

柬埔寨（Cambodia）

简约律（law of parsimony）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奖惩机制（reward and punishment）

交易成本（transactional cost）

结构化（structuration）

结构建构主义（structural constructivism）

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

结构—行动者模型（structure-agent model）

结构性冲突（structural conflict）

结果（result）

结果导向（result-oriented）

结盟（alliance）

杰克逊（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杰维斯（Robert Jervis）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

解释（explanation）

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

金塞拉（David Kinsella）

津格尔（Todd Zenger）

进化（evolution）

经济管理（business management）

经济学（economics）

　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al cost economics，TCE）

经济人（economic man）

经济网络（economic network）

经验性研究（empirical studies）

竞争（rivalry）

绝对收益（absolute gain）

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

角色扮演（role playing）

角色结构（role structure）

军备竞赛（arms race）

君子（junzi
 ；profound person；person of virtue）

K

卡尔（Edward Carr）

卡根（Jerome Kagan）

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

卡特，吉米（Jimmy Carter）

卡特，马歇尔（Marshall Carter）

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

开放性（openness）

开放性过程（open process）

坎达斯（Jones Candace）

康灿雄（David Kang）

康德（Immamuel Kant）

康德文化（Kantian culture）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凯克（Margaret Keck）

考克斯（Robert Cox）

科层（bureaucracy）

科斯洛夫斯基（Rey Koslowski）

可持续治理（sustainable governance）

可逆转性（reversibility）

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

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

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V．Kratochwil）

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

肯尼迪（Paul Kennedy）

孔子（Confucius）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

库尔思（James Kurth）

库格勒（Jacek Kugler）

库普钱（Charles Q．Kupchan）

L

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拉米雷克斯（Francisco Ramirex）

拉希特（Bruce Russett）

老挝（Laos）

老子（Laozi）

雷切尔（Nicholas Rescher）

冷战（Cold War）

类属思维（thinking in a categorical way）

黎鸣（Li Ming）

礼（li
 ；ritual，rite）

李明辉（Li Minghui）

李树和（John Shuhe Li）

李泽厚（Li Zehou）

里滕贝格（Volker Rittenberger）

理解（understanding）

理论硬核（theoretical core）

理念世界（ideational world）

理念主义（idealism）

理想类型（ideal type）

理性（rationality）

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

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

利益最大化（maximization of interests）

连带主义（solidarism）

联合国（United Nations）

良治（good governance）

梁漱溟（Liang Shuming）

两极格局（bipolarity）

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

绿色和平（green peace）

流心（Liu Xin）

鲁杰（John Ruggie）

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

罗西瑙（James Rosnau）

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

洛格曼（Robert Logman）

洛克文化（Lockean culture）

M

马哈蒂尔（Muhanmad Mahathir）

马克思（Karl Marx）

马来西亚（Malaysia）

《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
 ）

美国（United States）

美国教义（American Creed）

美利坚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

孟子（Mencius）

米尔纳（Helen Milner）

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缅甸（Myanma）

面条碗（spaghetti bowl）

苗红妮（Miao Hongni）

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民主（democracy）

摩根索（Hans John Morgenthau）

莫代尔斯基（George Modelski）

墨西哥（Mexico）

牟宗三（Mou Tsung-san；Mou Zongsan）

N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奈（Joseph Nye，Jr．）

那在（out there）

内克松（Daniel Nexon）

内化（internalize）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尼斯比特（Richard E．Nesbitt）

牛顿（Isaac Newton）

诺思（Douglas North）

O

区结成（Ou Jiecheng）

欧盟（European Union）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欧洲单一法令（Single European Act）

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

欧洲联盟条约（Treaty on the European Union）

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

P

帕斯夸尔（Carlos Pascual）

排他性（exclusiveness）

培根（Francis Bacon）

偏好（preference）

平衡者（balancer）

Q

欺骗（cheating）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契约（contract）

切克尔（Jeffery Checkel）

情感（emotion）

《清迈协议》（Ching Mai Initiative）

琼斯（Bruce Jones）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球地化（glocalization）

权力（power）

　关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

　交换性权力（exchange power）

　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

　情感性权力（affective power）

　巧权力（smart power）

　软权力（soft power）

　物质性权力（material power）

　硬权力（hard power）

　制度性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

权力分布（power distribution）

权力转移论（power transition）

全球化（globalization）

全球性问题（global issue）

诠释（interpretation）

确定性（certainty）

确保相互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R

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

人权（human rights）

人性（human nature）

认识论（epistemology）

日本（Japan）

柔性反思主义（soft reflectivism）

儒家长和平（long Confucian peace）

儒学（Confucianism）

弱制度（weak institution）

S

塞法斯（Maja Zehfuss）

赛尔（Susan Sell）

沙纳汉（Susanne Shanahan）

社会本体（social ontology）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社会力量（social force）

社会人（social person）

社会世界（social world）

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

社会秩序（social order）

社会主义（socialism）

身份（identity）

　类型身份（category identity）

　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

身份困惑（identity puzzle）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慎独（be strict with oneself in solitude）

生成（becoming）

生存和允许生存（live and let live）

实践（practice）

实体（entity）

实体视角（entity approach）

实质主义（essentialism）

史密斯（Steve Smith）

使用武力（use of force）

世界观（world view）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

世界银行（World Bank）

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

市场（market）

势（shi
 ；mega-trend）

适当性（appropriateness）

适者生存（the fittest survive）

手段—目的性选择（choose by the means-end logic）

舒曼（Robert Schuman）

舒适度（comfort level）

双赢（win-win）

思维方式（way of thinking）

斯基德摩尔（Max Skidmore）

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

斯尼达尔（Duncan Snidal）

斯诺（C．P．Snow）

斯塔尔（Harvey Starr）

斯特德曼（Stephen John Stedman）

碎片化（fragmentation）

碎片一体化（fragmengration）

苏长和（Su Changhe）

孙吉胜（Sun Jisheng）

T

他者（other；alter）

他助（other-help）

泰国（Thailand）

讨价还价（bargain）

体系结构（systemic structure）

体系战争（systemic war）

田辰山（Tian Chenshan）

挑战国（challenger）

通则（general law；general rule）

同质性（homogeneity）

统合社会观（syncretist 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图式（schema）

W

王道（kingly way，benevolent government）

王庚武（Wang Gungwu）

王正毅（Wang Zhengyi）

网络（network）

网络化（networking）

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

威尔逊（Woodrow Wilson）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

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韦沃尔（Ole Waever）

未来效应（shadow of future）

魏玲（Wei Ling）

温特（Alexander Wendt）

文化共同体（cultural community）

文明（civilization）

　基督教文明（Christian civilization）

　儒教文明（Confucian civilization）

　伊斯兰文明（Islamic civilization）

文明冲突论（theory on clash of civilizations）

问题意识（problematic）

沃马克（Brantley Womack）

乌西（Brian Uzzi）

无政府社会（anarchical society）

无政府体系（anarchical system）

无政府性（anarchy）

武力（force；military force）

物质世界（material world）

物质性权力（material power）

物质主义（materialism）

X

希尔（Rudra Sil）

系统效应（system effect）

先进社会观（vangauardist 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先验（a priori）

现实主义（realism）

　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

　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

　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

　制度现实主义（institutional realism）

线性因果关系（linear causality）

相对亏损（relative loss）

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

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

协商（negotiate；bargain）

协商一致（consensus）

谢林（Thomas Schelling）

谢淑莉（Susan J．Shirk）

辛格，戴维（David Singer）

辛格，哈比尔（Harbir Singh）

辛金克（Kathryn Sikkink）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

新加坡（Singapore）

新西兰（New Zealand）

新新合成（neo-neo synthesis）

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y）

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信赖共同体（fiduciary community）

信任（trust）

信息（information）

　信息不平衡（informational imbalance）

行动者（agent）

形而上成分（metaphysical element）

形而下成分（physical element）

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

徐进（Xu Jin）

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

Y

亚洲金融危机（Asian financial crisis）

研究议程（research program）

阎学通（Yan Xuetong）

一报还一报战略（tit-for-tat strategy）

一体化（integration）

　地区一体化（regional integration）

一元论（monism）

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

异化（alienation）

意识形态（ideology）

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

阴阳（yin-yang
 ）

印度（India）

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英国（United Kingdom）

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游戏规则（rule of the game）

友谊（friendship）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语境（context）

元理论（meta-theory）

袁易（Yuan Yi）

越南（Vietnam）

Z

扎莱夫斯基（Marysia Zalewski）

翟学伟（Zhai Xuewei）

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

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

张岱年（Zhang Dainian）

赵汀阳（Zhao Tingyang）

整体主义（holism）

整体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holism）

正题（thesis）

证伪（falsification）

政府（government）

政权（government；governing regimes）

　德政（rule of virtue）

　仁政（benevolent government）

　无道之政（rule without morals）

　刑政（rule by punishment）

政治市场失灵（failure of the political market）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制度（institution）

　次要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

　主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

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制衡（balance）

治理（governance）

　地区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

　关系治理（relational governance）

　规则治理（rule-based governance）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治理失败（governance failure）

主导国家（dominant state）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主体间实践（intersubjective practice）

资本主义（capitalism）

中国（China）

中国辩证法（Chinese dialectics）

中国—东盟名人小组（China— ASEAM Eminent Persons' Group）

中国学派（Chinese school of IR theory）

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

中庸（zhongyong
 ；middle course；middleway）

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中日韩合作机制（cooperative mechanism among China，Japan，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主权（sovereignty）

主体间（intersubjectivity）

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

自律（self discipline）

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

自我（self；ego）

自我克制（self-restraint）

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自我完善（self-perfection）

自我修养（self-cultivation）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自由主义（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自助体系（self-help system）

宗教（religion）

综合治理模式（synthetic model of governance）

转化（transformation）

最优化（optimization）



后记

从开始思考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问题至今已经8年了。在这段时间里，首先想的是中国是否可以有国际关系理论，其后思考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再后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有什么内涵。根据这三个问题，我设计了一个整体的研究项目，用几年的时间，写成了现在这本书。

本书是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第一章主要是论证中国是否能够产生国际关系理论。承认社会理论的基础在于社会实践和文化体的生活方式，则会得出国际关系理论是可以有中国学派的。第二章提出了中国学派的一个可能的核心概念，即“关系性”，并围绕这个核心概念构建了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以克服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追求确定性的静态问题，解释动态的国际关系活动。第三章讨论过程建构主义的方法论。这主要是理路方法论问题，也包含一定的认识论内容：提炼一对元关系，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对偶关系；并根据中国辩证法的原理，将这对元关系的关系性质定位于和谐，将元关系的互动视为和谐化过程。第四章是使用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分析国际社会的治理问题，提出一种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的综合治理模式。第五、六章是将过程建构主义模式用于分析东亚地区进程。

这一研究项目的一些阶段性成果曾经发表在学术期刊上面。第二章的部分内容曾经以现在的题目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第三章的一部分以《作为过程的国际社会》为题发表在《中国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Processes：Institutions，Identities，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Volume 3，No．2，2010，pp．129-153）英文版上；第四章的一部分发表曾以《治理、规则和关系》为题发在英文版的《中国国际政治》（“Rule，Rules and Relations：Toward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Governan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Vol．4，2011，pp．117-145），第五、六章的部分内容以《结构、过程和权力的社会化》为题发表在陆伯逊和朱峰主编的《中国崛起》一书中（“Structure，Process，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Power：East Asia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Robert Ross and Zhu Feng，eds．China's Ascent：Power，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p．115-140，当时的文章是我和魏玲博士一起写的）。在这期间，有些文章的雏形也在一些国际国内的研讨会做过讲解，在一些大学做过讲座，比如《关系本位和过程建构》在美国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年会上做过陈述，其他一些章节的内容也曾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台湾的政治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学校做过讲座，并得到很多有益的反馈。2010年初开始将整个项目整合起来，每一章都做了改动，并充实了内容。在原来发表的阶段性成果中，由于学术期刊的篇幅问题，有些论述没有展开，有些则出现过逻辑上的跳跃。2010年起，陆续将这些缺失补充起来，2011年底完成了全书的写作。

在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两种感觉。一是完稿后斟酌起来总感到有遗憾的地方，越是用心做的事情，可能越是如此；二是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总是有许多人给予自己许多的帮助。对于第一种感觉，写作毕竟要完成，书稿毕竟要交付，只能是以后继续努力。第二种感觉则是记在心中的事情。家人、同事、学生，爱心、关心、热心，会使人在沮丧和彷徨中坚持下去，会使人在疲惫和消沉时感到有依靠、有希望、有信心，也会使人知道有人在分享你收获的喜悦。我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

在完稿的时候，我尤其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他知道我的研究计划后，立即向我预定了这本书，我也欣然答应。我的第一本专著也是北京大学张小明教授向他推荐的，后来以《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为书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那是1999年，至今已经12年了。12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我和范蔚文先生之间的信任没有变化，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发展做点事情这一共同的信念也没有变化。

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老师和学生。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教过我的老师，他们的教导和关心一直激励我努力做学问，在许多关键的时刻，他们的帮助更是让我终生难忘。我也要感谢这些年我带过的学生，给他们上课是一种享受。书中许多内容，都在我的博士生课堂上讨论过，课堂上的讨论激活了许多思想，也给了我许多启发。这些学生们现在不少都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也写出了不少有新意的论文。我感谢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不断创新，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国际关系学理知识的内容。


2011年11月20日于京西厂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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